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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中信出版社的吴素萍老师和乔卫兵老师盛情邀请我为《战略性贸易与国际经济》的中文版再版写个序言，虽然近期杂事特多，但我还是欣然应允，一方面是盛情难却，另一方面更是因为这本书的重要性。


  《战略性贸易与国际经济》是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教授主编的一本专门研讨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会议专刊。如同克鲁格曼教授在导言中提到的，该书并非是一本技术性很强的专门为学院派专业研究者写的论文集，而是面对政策制定者和对经济学感兴趣的读者量身定做的入门普及型介绍读物。所以，即使没有很强的专业背景，读者也可以轻而易举地领略书中精髓。而这篇小序则旨在帮大家快速地了解书中主要内容，以及对当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可能借鉴意义。


  书中最重要的内容无疑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按照经典国际贸易理论，小国的最优贸易政策是零关税，因为征收任何进口关税都会导致经济的扭曲和福利的损失，因而最优的设计就是政府当守门员，啥事都不做，市场自然会有一只无形而无所不在的手，使得经济有条不紊地健康发展。那对大国呢？大国因为在国际贸易中进口地位重要，出口伙伴国会降低本国出口品价格去抢市场份额，所以征收关税虽然会改善该国的贸易条件，可能有利于其国民福利。但问题是，“堤内损失堤外补”，其他国家也会模仿，在其他产品上采取报复性的高关税，所以，到头来，大国征收也不见得是好事。说白了，不管大国小国，在贸易政策上，就是别瞎折腾，老庄的无为之道就是最佳策略。


  好了，这样各国政要都可以放心睡觉了。因为开放经济的好坏不在于政策制定者的水平，而在于国际客观环境，大家都可以放心地当甩手掌柜了。


  不过，问题是，面对同一国际客观环境，为什么有的国家外贸发展迅速？相关产业蓬勃发展？而有的国家经济和产业长期萎靡不振？


  对此，在这本书中，布兰德和斯潘塞教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解释，那就是政府可以对某些部门进行重点扶持，特别是那些具有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比较大的市场份额但同时也面临激烈国际竞争的产业。通过给予各种形式的政策支持（比如研发补助、出口信贷支持），这些产业会因为本国产业政策的扶持而变得强大，在与国外同行竞争中拔得头筹，这种产业政策会特别有效，特别是在典型的寡头垄断竞争市场中。


  有没有例证呢？当然有，比如说美国波音（Boeing）和欧盟空中客车（AirBus）的竞争。比如说，两家巨头都想开发巨型客机如波音B777和空中客车A390，但如果两家都大量生产，那么因为市场国际需求不够，后开发大型客机的厂商肯定要吃亏。如果一家公司进入，另外一家的最优策略就是退出；反之亦然。这样，博弈的结果就取决于时间先后，简单的企业最优策略是先下手为强。但是，如果美国政府能给波音提供大量的政策扶植（比如研发补助），那么无论空中客车做什么选择，得到补助的波音最优的策略肯定是进入市场。给定这个补助信息是公开可得，那么，空中客车的最优策略是选择退出。这样，波音是赢者通吃。就整个国家福利而言，美国只是付出了少量的投入——政府投入，而获得整个市场从而可以攫取巨利，何乐而不为？这就是策略性贸易政策的精髓！


  换言之，政府可以有所作为。在有效市场之外，还可以有个有为的政府。


  正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布兰德和斯潘塞教授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传统的贸易理论大相径庭，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其观点一提出开始，就引起了热烈的学术讨论。思辨主要体现在其理论假设是否真实和其政策实践是否有效。本书正是这一思辨的一个集中体现。


  争论的一个关键核心是政府扶持产业的信息是否是公开的。怀疑者认为，如果产业扶持力度不是公开的，而且如果竞争性企业的外国政府也同样实施扶持政策，那博弈有可能出现最差的纳什均衡：两家巨无霸企业同时进入市场，并两败俱伤。更坏的是，两国政府所付出的成本更是“颗粒无收”，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两国的福利都是变得更差。退一步来讲，哪怕不考虑外国政府可能模仿实施策略贸易扶持，一国政府也很难界定哪些产业是需要扶持，或者适宜的扶持力度有多大。换言之，理论上，战略性贸易政策可能有效，但它的实现会受到许多现实的限制。所以，要达到“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两者相得益彰，对政策制定者的水平有很高的要求，所谓，政策“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此外，本书进一步讨论了另外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产业政策有没有用？通常坊间的一个误识是产业政策只有拉美各国采用过，而且结果是一团糟、瞎折腾。但克鲁格曼主编的这本书清楚地告诉过读者，包括美国、日本、法国等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在不同时段、不同产业、不同程度都采用过产业政策。更重要的是，总体而言，效果蛮好，利大于弊。


  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取代德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从那时起，美日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特别微妙。日本政策制定者在70年代已意识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强调为保持日本的长期核心竞争力，日本必须从物质资本丰富型国家向人力资本国家过渡；同时必须保持日本在传统资本密集产品的比较优势。事实上，日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做得很成功，日本的汽车、摩托车出口增长很快，并占据了美国相当的市场份额。


  狼来了，山姆大叔怎么办？“屠龙术”主要有三招。一是通过《广场协议》等多次国际商贸金融谈判要求日元升值，这主要是金融汇率手段，不在本书的探讨范围。二是威胁要对日本汽车产业实施高关税贸易制裁，威迫日本自愿实施出口配额，限制其汽车出口。三是对摩托车行业实行产业保护，以应对铃木等摩托制造大咖的出口威胁。三管齐下之后，美国汽车、摩托车产业终于渡过难关，保住了它们在国内市场的半壁江山。


  “几家欢喜几家愁”，在美国强势的产业政策之下，日本只是在汽车产业上找到了出路。表面上，日本汽车“明修栈道”，同意自愿出口限制；另外一方面却“暗度陈仓”,政府鼓励日本企业到美国国内建厂，进行绿地投资。结果也还是占据了相当的市场份额。然而，日本经济或因为日元的长期升值，终于迎来了长达三十年的“垮掉时代”，“无可奈何花落去”。


  正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台”，今天中国终于全面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整个美国沃尔玛都充斥着“中国制造”商标的今天，“中国威胁论”有增无减，中美关系也如同三十年前的美日关系一样微妙。中国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日本？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要不要产业政策？或者说，如何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而读者面前的这本小册子无疑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帮助我们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各章作者和评论人都是全球一流的贸易经济学大家。提到的布兰德教授和斯潘塞教授除了是长期默契的合作者以外，还是夫妇！一对伉俪以己之力开创了国际贸易的新篇章——目前战略性贸易政策已成为所有国际贸易教材的必备内容。比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罗伯特·芬思厥( Robert Feenstra)教授风靡全球的本科国际贸易教材就有专门章节介绍战略性贸易政策。而布兰德教授和斯潘塞教授论文的评论人吉恩·格罗斯曼教授更是国际贸易学领域的翘楚。有一则故事：有学者问到享誉全球的老一辈贸易理论大师、已故的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罗伯特·包德温(Robert Baldwin)教授一个经济学难题时，他深思后答：“这个问题建议你问我儿子和我女婿。”问者自然知道他儿子是克鲁格曼的长期合作者理查德·包德温(RichardBaldwin)教授，但不知他女婿是何许高人? 答：吉恩·格罗斯曼。这一家可谓是国际贸易学界的“三苏”。最后，就翻译水平而言，我的同事和领导海闻教授主持翻译的这本书通俗易懂，“信、达、雅”并馨，相信读者可以越过原著语言的障碍而轻松地掌握书中精髓！


  是为序。


  余淼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青年长江学者


  2016年8月1日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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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论：贸易政策的新思路


  保罗·克鲁格曼


  本书中收集的论文是为开一个很不寻常的研讨会做准备的。在这个研讨会上，两部分平时很少直接联系的人坐到一起。一边是政府官员和私人企业的代表，他们对贸易政策的关心完全是从日常事务的实际问题出发的；另一边则是学术界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他们思考而不是制定贸易政策或处理有关政策上的问题。虽然一些“关心实际问题”的与会者们与学术研究也有联系，一些学术界的人士也从事商业与政府工作，然而从总体上讲，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发起的是一次由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的人进行的研讨会。


  本导论的目的在于帮助解释这样一次会议的必要性。因为这本书和这次会议一样，主要针对商界与政界人士，而非学术界人士，所以我的论文主要解释为什么贸易政策的新思路虽然有时看上去显得抽象并与现实问题脱节，但对于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此外，我还想解释一下为什么学者们需要与政策制定者或工商界人士进行交流，为什么这种交流的结果是互惠互利的。


  贸易政策的理论与实践


  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往往很难认真对待抽象的理论分析。充斥于大多数经济学文献中的公式、图表和术语似乎与现实距离很远，人们经常怀疑它们是否真的有用。这种偏见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的确，学术界往往更热衷于追求理论的严谨性，而不关心它们是否与现实问题有关，更喜欢追求数学论证的精确，而不去解决现实世界纷繁复杂的问题。


  但是，如果工商界与政界的领导人因此便认为，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与现实无关或毫无用处，因而不屑一顾的话，那么这种认识也是错误的。这是因为：无论是否招人喜欢，经济学家们谈论的问题都与政策有关。认为实践中的经济政策只反映政治利益而不是理论分析的看法，虽然看上去精明、实在，其实是错误的。实际上，理论分析有助于解决政策争论，其影响通常比人们普遍想象的更大。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的结尾，精彩地阐述了这一观点：


  
    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无论对错，比一般人们所认为的更有影响力。实际上，这个世界是被其他少数人统治的。那些自认为根本不受任何思想影响的实干家们，通常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掌权的狂人，自认为他们的思想得自天启，其实他们狂妄的思想是来自几年前某位拙劣的作家。我深信，与思想的逐渐渗透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过分地夸大了……或迟或早，不论好坏，危险的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

  


  凯恩斯的著作所产生的影响本身就是其观点的一个证明。无论正确与否，凯恩斯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提供了一个他人难以企及的清晰严谨的分析框架。多年来，凯恩斯的思想影响了全世界的政策。正如凯恩斯可能已经预料到的那样，他那个时代争论的理论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常识，以至于那些自以为只谈论实际问题的男人和女人们所使用的措辞和思想，实际上都是凯恩斯主义的。


  这些年来，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最初来源于学术界思想的影响。货币主义及供给学派的经济学，无论是否是很好的理论，对它们的运用肯定已对近来的一些实际事务产生了影响。


  毫不夸张地说，理论在日常的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我们都知道，政府的决策会受利益集团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但如果认为只有这些因素决定政策，那就极其荒谬了。一个观点的理论水平如何，并不总是决定性的，但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却可以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任何一个参加过美国政府官方决策的人都知道，如果一些集团的政策建议有系统的和深思熟虑的分析作后盾，就可以扭转政治上的不利局势；相反，如果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哪怕有再强硬的政治支持，一个提案也有可能被否决。我本人在政府工作的时候，就常常看到政治考虑优先于经济分析的情况——这并不奇怪，但令人惊奇的是，有时甚至一些有强烈政治背景的政策，由于没有很好的理论分析基础也会陷入困境。我听说，一家公司的一项政策建议虽然得到了工商界和政界许多身居高位的朋友的广泛支持，但一年多仍然毫无进展，主要原因是政府经济学家们能轻易地把这些提议批得一文不值。最后，这家公司请了一些优秀的经济学家为其撰写了一份很有说服力的报告，很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因素或其他一些原因，该公司最终摆脱了窘境。其中的关键是这家公司发现了理论分析的质量确实会改变提案的说服力。


  一位美国高级贸易官员在谈到贸易政策的政治压力时说：“贸易保护主义者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理论领袖——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阿特·拉弗（Art Laffer）。”在本书中，我不想指出他是谁，不过这位官员的确又一次道出了理论分析的重要性。无论一项政策背后的利益集团有多么强大，如果该提议缺乏令人信服的理论支持，也会遭遇重重困难。


  至此，我只强调了我们必须重视经济分析，是因为它在政策制定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也许是一个很关键、很现实的原因，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理论分析常常是正确的，它能揭示出一些不作分析时有可能被忽视的问题。我们经常认为，如果一个高水平的商人在其工作领域或行业内是一个专家，那么他在分析政策对其行业的影响方面也应是一个权威。如果政策的影响是直接的，这种认识也许是正确的。但是，经济政策的许多最重要的影响往往都是间接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能透过现象得到全面认识的理论分析就变得至关重要。经济学家们在这些方面可以有所作为，因为正是在对间接效应的分析中，理论分析和数学模型变得十分重要。下面，让我以三个贸易政策为例来说明这一观点。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农产品贸易的问题。与欧共体（EEC）农产品出口的冲突，使得美国有时也考虑运用补贴或其他优惠政策促使其他国家购买美国的农产品而非其竞争对手欧共体的农产品。这项提议的支持者通常会提出一个有关补贴可以带来额外出口的估计。这个估计是基于占领目标市场的直接影响做出的。然而，由于忽视了间接影响，这种估计通常偏高。例如，欧洲的谷物从某个市场退出，就不得不出口到另一个市场中，除非欧共体愿意削减其出口，否则结果将是美国在其他地方失去市场，美国出口的净增长就会比预计的小。


  第二个例子是有关财政预算政策和国际竞争力的关系问题。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目前的贸易赤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财政赤字引起的，因为财政赤字使利率提高，高利率吸引国外资本流入，从而使美元升值，并造成美国竞争力的下降。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影响当前美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最主要因素，来自那些并非直接针对受影响的市场制定的政策，来自那些即使对自己的行业战略十分熟悉的企业经理也可能不太理解的政策。这样就有必要进行抽象的推理，从这些特定的产业出发，理解这类政策的影响。


  第三个例子来自本书的一篇论文。吉恩·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在他的论文（本书第3章）中指出，出口部门不得不为了获得有限的资源（如熟练的劳动力等）而相互竞争。对一些部门的出口支持政策将提高使用这些资源的成本，从而导致另一些部门竞争力的减弱。这意味着在采取任何一种有选择性的出口鼓励政策之前，必须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哪些出口部门在边际上比其他部门更值得扶持，否则这种举措会降低生产率。


  以上的例子都表明，从理论上进行经济分析，对正确评估贸易政策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经济学家提供理论分析这一事实，并不能也不该自然而然地得到认可。我们还需要确定这些分析是否确实与现实密切相关。从这点来看，对贸易政策的传统经济分析开始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尽管大多数的经济学家——至少包括本书的一些作者在内——仍然坚信自由贸易，然而，古典经济学中用来支持自由贸易的经济分析开始显得越来越不切实际。


  一方面，这是因为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一直可以用来说明1880年甚至1950年的经济状况的古典的自由贸易理论，已不适用于解释1984年的世界经济。其中的原因我们会在下一节讨论。另一方面，这是因为我们对市场的运作规律有了更深的了解。无论哪个原因，关键的问题是，经济学家们可能仍然会支持自由贸易，但如果他们想保持其理论的可信性，就必须更新自己的论据。


  贸易政策环境的变化


  在本文的第一节，我强调了对商人和政府官员来说，理解国际贸易与贸易政策的经济分析是十分重要的。然而，本书的主题并非只是贸易的经济分析，而是贸易政策的“新思路”。在过去的几年中，经济学家分析贸易问题的方式已经开始改变。正如我们将在下文讨论的那样，这种变化可能最终促使贸易政策的变化。为了理解这种新思路的含义，首先必须弄清转变观念的原因。


  我们可以举出贸易政策的经济分析发生变化的三个原因：首先，贸易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和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已经发生改变；其次，国际贸易自身的特征一直在发生变化，并影响到美国和其他国家；最后，经济学领域的思想变化，尤其是在产业结构和竞争的分析中发生的思想变化，也影响了从事贸易政策研究的经济学家。


  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化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贸易的重要性稳步上升。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来说明：1960~1980年，进出口占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增长了一倍多。这种变化并不仅仅局限在量上，说明了国际因素对美国的重要性发生了质的变化。在1960年，美国制造业的产品主要是面向国内消费者，企业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国内的厂商。他们即使出口，通常也只是较为次要的行为；即使有来自外国厂商的竞争，通常也是不足为患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国际因素成为一个重要方面。很多企业，也可能是大多数的企业，要么严重依赖出口，要么在美国市场上面临外国企业的激烈竞争。


  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我们在贸易政策方面的观点的呢？最主要的影响是：它把以前一直被认为是纯国内性质的问题转化为一个把贸易政策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问题。尤其是在处理市场控制力、超额回报率以及创新和技术变革等问题时，我们都不得不慎重考虑贸易政策。


  首先，考虑市场控制力问题。在只有少数企业集结的行业中，美国传统的政策是限制公司，以牺牲消费者利益为代价，抬高价格和赚取超额利润。如今美国已成为一个贸易大国，政策目标也就复杂化了。一方面，政府仍然要保护消费者免受剥削；另一方面，在有高收益的情况下，还要考虑让本国厂商保持并扩大在这些高收益中的份额。正如从本书中将看到的那样，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只有少数企业集中的产业中，贸易政策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增加本国厂商的利益。或者，我们至少应该关注外国政府是否有可能采取这种贸易政策来促进该国这类产业的厂商的发展。


  其次，看看创新与技术变革的问题。美国在这方面的政策是鼓励企业进行像基础性研究一样能在经济中其他部门产生有价值的技术外溢的创新活动。这方面之所以成为一个贸易问题，是因为美国现在只是许多从事产生这种外溢活动的国家之一。这意味着贸易政策可以是决定技术变革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外国通过补贴或者保护国内市场来“支持”高技术部门的发展，可能使美国一些确实对美国经济其他部门产生外溢的行业萎缩——这也许是考虑产业政策的国际影响的核心问题。


  贸易特征的变化


  贸易重要性的迅速提高，也使得另外一个变化引人注目。这一变化的重要性直到最近才开始被人们完全理解，这就是贸易特征的变化：贸易已不再是古典理论所设想的和现在的教科书中仍然在讲的那种交换。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把贸易看作是国家之间从彼此的差异中互利的一种方法。因为国家在气候、文化、技术、资源等方面的差异，每一个国家在生产一些对该国情况特别适合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这种理论使人们认为，贸易主要是反映各国独有的优势产品之间的交换——比如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而发展中国家出口原材料。


  现在的情况是，国家的基本特征仍然主要决定国际贸易的基本模式。有熟练劳动力的国家倾向于出口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土地资源丰富的国家出口农产品，等等。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贸易的相当一部分（而且越来越多）不可简单地归因于出口这些产品国家的潜在优势；相反，贸易似乎反映的是来源于规模经济或在激烈的技术竞争中暂时取得领先地位而形成的没有规律的或暂时的优势。


  为了理解这种转变，让我们看一下英国的贸易变化过程。不难看到，在古典经济学盛行的19世纪，国家的特征是如何决定英国的对外贸易的。英国由于拥有熟练的劳动力、充裕的资源和丰富的经验，在制造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此，英国主要出口工业制成品并进口原材料。然而，20世纪70年代，英国出口的主要是制成品，进口的主要也是制成品。即使再仔细研究贸易数据，也很难找到英国出口和进口的工业制成品有什么固定的模式。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非常相似的产品既有出口又有进口。


  这种并无潜在比较优势的产品大量双向贸易的原因并不难找到：一是大规模生产的优势，而这种优势使国家之间的劳动分工基本上是随机的；二是积累的经验所带来的优势，它有时使最初偶然的优势变成了永久的优势；三是创新带来的短暂的优势。但更重要的是，对贸易政策的传统经济分析所依据的贸易理论，并未考虑到这些引起国际分工的因素。正如我下一节所要讨论的那样，传统的贸易政策的结论可能因此已经不适于当今世界。如今，这些因素对解释贸易和对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都很重要。


  我们还需注意到国际贸易中与此有关的一个变化：在那些导致国际分工的力量中，技术似乎显得越来越重要。在许多产业中，竞争优势好像既不是由国家潜在的特征决定的，也不是由大规模生产的静态优势决定的，而是由公司研究与开发活动所产生的知识和经验决定的。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技术革新是一种很可能会对经济中的其他部门产生重要外溢的活动。它在国际贸易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加强了我们对贸易政策的分析基础进行重新思考的需要。


  分析的新工具


  促使贸易政策分析性质改变的最后一个原因，是经济学其他领域中的新思想在国际经济学中的应用。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产业组织领域的重大发展，出现了用于分析仅有少数几家厂商相互竞争的产业（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寡头”）的新方法。


  大部分传统的经济分析是建立在市场不会偏离“完全竞争”太远的假设之上的，即在这种市场上有许多生产者，每一个生产者的力量都非常小，不会试图去影响价格或其竞争对手未来的行为。然而，贸易模式的变化明确地说明了该假设对研究贸易政策是不合适的。正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现在相当一部分的贸易似乎是由大规模生产的优势、积累的经验所带来的优势和创新带来的短暂的优势所引起的。在这些因素占主导地位的产业中，我们将难以看到众多小厂商之间原子状的竞争，而这一点正是用来描述“完全竞争”世界所必不可少的。在美国，像波音公司或卡特彼勒（Caterpillar）公司主要的出口商以及许多较小的厂商面临的竞争，与种植小麦的农场主以及服装制造商所面临的竞争是不同的。它们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竞争对手，并且都有某种影响价格的能力，它们做出战略性的行动，以图影响竞争对手的行为。


  处于这种境况的厂商被经济学家称为处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这并不意味着竞争不激烈或厂商的行为有点反常，只是意味着在这些市场中所发生的事情不同，要比用简单的供给和需求概念所描述的市场复杂得多。换言之，这种不完全是经济学家的认识不完全，而不是真实世界不完全。


  尽管我们的认识是不完全的，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善。特别是最近的一些重要研究工作已经有助于揭示出厂商的战略选择是如何受产业结构影响，以及战略选择又是如何反过来决定产业结构的。这些工作的最初目的是研究像反托拉斯、管制和创新政策之类的国内问题的。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的区别已经越来越不明显了。正是由于这些研究不完全竞争行业的工作，才使国际经济学家有了更多的工具来解决变化中的环境提出的许多问题。


  因此，总的来说，重新思考贸易政策的分析基础，既是对实际环境变化的适应，也反映了经济学领域的知识发展。首先，贸易重要性的提高使我们有必要将历来被认为是纯国内的问题纳入国际范畴中来思考。其次，贸易特征的变化，即贸易不再是因为比较优势，而是因为一些更复杂的因素，要求人们重新思考传统的贸易政策理论。最后，经济专业理论的日趋完善，使得实际操作者们也愿意抛弃他们传统的且越来越站不住脚的简单化的假设。


  然而，这一切将对贸易政策的实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下一部分我们将讨论贸易思维转变的重要性。


  贸易政策的新思路


  支持自由贸易的传统观点


  经济学家们呼吁自由贸易并非出于盲目的偏见，而是建立在一套具有严密逻辑的理论框架基础之上的。即便是那些已经开始改变我们对贸易的看法的新思想，也只是修正而非全盘否定这一框架。


  支持自由贸易的观点自然只是支持自由市场的所有观点的一部分。尽管许多人对这个观点并不陌生，我们还是不妨在此扼要地复述一下。这一观点可以简述如下：除了失业问题——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这是需求方面的问题，可以用货币政策来解决——之外，基本的经济问题是如何分配资本、熟练劳动力、原材料等稀缺的资源。资源的有限性使得人们不得不在各种活动之间进行选择。市场机制所提供的是一个分散进行选择的方式。市场机制并不要求任何人明确地决定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它允许企业和个人通过价格机制间接地决定选择的优先顺序。


  如今，大多数经济学家相信，通过这种分散化的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是十分有效的。在理想化的市场经济数学模型中，市场运作得如此完善，以至于很难对它再作改进。虽然大多数经济学家也承认这些模型过于理想化，但传统的观点仍然认为市场机制运行得很好。


  这和支持自由贸易有什么关系呢？经济学家的这种观点的实质，就是认为进出口活动与其他经济活动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国际贸易可被看作是一个生产过程，在此过程中，一国相对便宜的商品被转化为相对昂贵的商品。因此，就像其他经济活动一样，对外贸易也可完全交由分散化的市场机制去最有效地完成。


  关于这个观点在技术上还需稍加限制。在某种特定商品上拥有巨大市场份额的国家，可以通过限制出口来抬高世界价格，从而使该国受益。没有人认为，实行自由贸易会使沙特阿拉伯比现在更富裕。然而，除此以外，传统的理论认为，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一个让市场自行发挥作用的总体政策应该对这两个市场都是适用的。


  在这一观点中还有一个不太准确的问题尚需特别强调。传统的自由贸易的观点并不因为其他国家不实行自由贸易而不成立。例如，假设世界小麦价格由于出口补贴而被压低了，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的理性反应应该是：减少小麦生产，生产更多的其他产品。如果澳大利亚政府允许事态自由发展，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对此，政府不应该有特别的干预。关于这一点，经济学家有一个古老相传的比喻：如果因为其他国家不实行自由贸易，我们也不实行自由贸易，那就好比因为其他国家有多岩石的海岸，我们也必须封锁港口一样。


  诚然，传统的经济分析为自由贸易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持，即便在一个其他国家都离自由贸易很远的世界也是如此。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传统的分析能否作为合适的研究贸易的框架，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下一个问题是，对传统分析的修改会使经济学家对贸易产生什么样的不同认识呢？事实上，这整本书都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下面，还是让我们从一个简要的概述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新思想的含义


  传统的支持自由贸易的观点部分地建立在理想化的理论模型之上，在该模型中，自由贸易可以被证明是最有效的。经济学家一直很清楚，如果抛弃了这些理论中的某些理想化的假设，市场有效的结论就值得怀疑了。然而，他们倾向于认为，这些理想化的模型可以得出基本正确的结论，偏离这些理想化模型的情况只是使分析稍微复杂了一点。传统的对市场有效率的信念，部分地反映了人们对现实的判断，但它也同样反映了人们还不具备精确地描述偏离完全市场会发生什么情况的能力。


  贸易特征的变化和经济理论的深入发展，使人们不能再这样为自由贸易辩护了。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占世界贸易大部分的产业根本不能用供需分析来描述，供需分析认为，让市场自行其是是最好不过的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相当一部分贸易需要用规模经济、学习曲线和动态创新来解释，而这些现象都与自由贸易是最好的政策这一结论的理想化假设不相容。经济学家们把这些现象定义为“市场不完全”，这个术语本身就意味着存在不同于理想化体系的状态。然而，在现实中，这种市场不完善很可能是普遍情况，而不仅仅是例外。


  另一方面，分析工具的日趋改进，至少使一部分坚持完全市场假设的原因不能成立。此前，经济学家还可以也确实声称他们对不完全竞争在国际贸易中的政策含义知之甚少，几乎说不出所以然来。如今，虽然仍有很多不确定性，但经济学家们毕竟已能基本上洞察一些事情的本质了。


  这些新认识是什么呢？现在出现的对贸易政策基础的重新思考，提出了两种认为积极的贸易政策可以比自由贸易更能使一国受益的方法，不过这会使其竞争对手承担损失。一种办法是通过政府政策使国家获得较大份额的“租金”；另一种办法是通过这些政策使国家获得更多的“外部经济”。第一个术语对经济学家和一般人有不同的含义；第二个术语在英语里根本就是没有意义的。下面我们分别解释一下这两个术语。


  “租金”在经济学中是指“某种要素所得到的高于该要素用于其他用途所获得的收益”。它可以是某个产业所获得的高于其他相同风险产业的利润率；或者是一个工人所获得的高于其他部门相同熟练程度的工人所能获得的工资。如果在某些部门中有重要的租金存在，则贸易政策可以通过让该国在产生租金的产业部门获得更大的份额来增加国民收入。


  传统的观点认为，在竞争激烈的经济中，租金非常少，所以到底是谁获得租金并不重要。如果某一产业的利润或工资非常高，资本和劳动就会涌入该产业，从而使这种超额利润很快消失。


  如果贸易的新思路是正确的，重要的贸易部门就应是那些租金不会轻易因竞争而消失的部门。例如，如果存在大规模生产的优势、比较陡的学习曲线，即使该产业中现有的企业能获得高额利润，支付高工资，或二者兼而有之，新进入的企业也难保证有利可图。


  一旦我们相信某些部门确实存在大量的租金，那么至少从理论上讲，就有可能通过贸易政策使本国获得更多的租金。比如，假设某些产品的世界市场可以容纳两家都能获得高额利润的厂商，但若有第三家进入，利润就会消失。在这种情况下，结局只能是这两家厂商获得相当多的租金，而无法通过竞争使租金消失。显然，每一个国家都希望本国的一家厂商成为这对幸运儿中的一个。一国可以以他国的利益损失为代价，通过保护或补贴政策增加本国租金的份额，提高其国民收入，现在这一点已经从理论上得到了证明。


  外部经济则为采取积极的贸易政策提供了另一个依据。经济学家所称的“外部经济”，是指一些个人或厂商从其他从事某种经济活动的个人或厂商那里获得的收益。其中最可能的例子就是，某一领域产生的知识扩散到其他厂商和部门。虽然外部经济和租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也为实行扶持某些部门的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在这里，主要问题不是这些部门的资本与劳动获得了高额回报，而是它们为社会创造了高额回报，因为除了它们自己的收入之外，还为社会其他部门的劳动和资本带来了收益。


  外部经济之所以成为一个贸易问题，是因为在对贸易的重新评估中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由于涉及产生知识，技术革新很可能产生有益的外溢。因此，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贸易政策可以被用来扶持能够产生外部经济的活动。比如，假设我们知道某些高技术产业将对经济的其他部门产生大量的技术外溢，我们就可以用保护或出口补贴等政策扶持这些部门的发展，从而提高国民收入。而外国政府对这些部门的支持和保护，可能使我们丧失这些有益的技术外溢，因此我们应予以反击。这与认为无论外国政府采取何种举动本国实行自由贸易都是合理的传统观点是背道而驰的。


  中心问题


  传统的贸易分析和新的分析在某些重要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两种分析都认为贸易不是一个零和博弈，它可以使参与贸易的各国都有机会获利。新的贸易分析也认为，一国的各个产业为争夺有限的资本、劳动等资源而相互竞争，同时也与其他国家的企业争夺市场。这意味着对国内某一部门的扶持或保护，将以牺牲其他部门的利益为代价。无论外国企业的竞争是否公平，也无论这种竞争是来自他国的潜在优势还是该国政府的补贴，这一事实同样存在。


  新贸易分析的不同之处是关于资源配置的变动是否重要的问题。比如，如果外国的贸易政策使得美国一些产业萎缩，另一些产业扩张，这是否会降低美国的国民收入？另外，对某些关键部门实行优惠政策是否会提高美国的国民收入？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于我们是否可以识别一些在边际上比其他部门更重要的部门。经济中是否存在劳动和资本能直接获得比它们在其他地方更高的报酬，或者给经济的其他部门带来特殊利益的“战略性”活动呢？这是新旧两种观点的分歧所在。


  传统的观点认为不存在“战略”部门。竞争会使任何不同部门之间同质的劳动或资本所获得的报酬不可能有太大的差别。引导资源分配的市场价格是社会回报率非常好的指示器，能使生产者获得的报酬与其产出价值基本上一致。


  新的观点则提出了战略性部门存在的可能性。由于当今规模经济、经验优势以及创新在解释贸易模式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租金越来越不可能因竞争而完全消失，也就是说，在一些产业，资本或劳动有时会获得比其他产业高得多的回报。因为技术竞争越来越重要，某些产业将产生重要的外部经济的观点业已变得越来越有道理。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对社会创造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报酬。


  所有这些都说明，极端支持自由贸易的观点——市场已运作得非常好，不可能再对它作任何改进了——是站不住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贸易的新思想为美国政府转向更积极的贸易政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然而，证明自由贸易是不完美的与提出另外一个理论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本书所收集的论文总体上都同意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贸易政策的框架，但是对如何运用新的框架仍存在很多分歧，因而我们有必要讨论这些分歧的来源。


  政策问题


  本文前面几部分所讨论的贸易新思想，澄清了以下问题：建立在理想化理论模型之上的古典自由贸易已不再适合当今的情况。现在的世界比以前更复杂了。毫无疑问，这种复杂性原则上为积极的贸易或产业政策获得成功提供了可能性。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万事大吉了。对于贸易的新思想应以何种方式影响美国的贸易政策，还存在严重的问题。本文中我只提出问题，而本书中的其他文章则已开始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能识别战略部门吗


  正如我前文所提到的那样，对贸易的新分析得出的结论与古典理论所教给我们的不同，有一些部门在边际上比其他部门对整个经济更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应该采取积极的政策，扶植或保护某些特殊的部门，除非我们有可靠的方法能够识别出这些部门。


  我建议的一项确认战略部门的标准是，看这一部门是否有大量的租金存在，即该部门的资本或劳动的回报率是否特别高。要识别高工资或高利润的部门可能并不难，但有几个方面的因素容易引起混乱。


  第一个问题是，怎样把租金与质量差异区分开来。如果一个产业比其他产业支付的工资高，那么到底是因为对同样的劳动支付了不同的工资，还是因为高工资产业雇用了技术更熟练和素质更高的工人呢？在后一种情况下，就没有特殊的理由去扶持这个高工资产业。实际上，如果在没有增加高技能工人的情况下试图推动高工资产业的发展，就会造成低技术工人的失业加剧。人们有时能听到关于政府应该将目标定在发展人均高附加值产业的建议，但是人们往往没有弄清楚这种高附加值是否仅仅反映了高投入，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建议只是一个误导。


  第二个问题是，一些产业之所以有较高的收益率，可能是因为我们只考虑到成功的企业，而未考虑到失败的企业。假如投资某产业的公司中只有一半成功，而另一半失败了，那么即使我们后来看到成功的企业得到了两倍于平均收益率的收益，但该行业的整体收益率也只达到平均水平。


  同这些幸运企业一样，还存在幸运产业的问题。如果有利的技术发展或需求转变促使某一产业迅速发展，那么原先在该产业中的企业与工人一般会意外地得到短暂的高利润和高工资。但新进入的企业和工人却不能获得这样的意外收入，因而，扶持该产业的政策实际上并不是把资源配置到盈利高的地方。


  这些反对意见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希望来识别那些资本和劳动回报率高的产业，以及那些通过公共政策鼓励资本和劳动进入从而可以增加国民收入的产业，而只是说，不能仅仅根据过去5年的利润率与工资来识别战略行业，而需要进行认真和详细的分析。


  对于另一个标准，即外部经济，我们该怎么办呢？这里的问题是，很难用某一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或经验对其他企业所产生的技术外溢进行衡量。关键问题是，根据定义，外溢是没有市场价格的，因此，我们无法确定其价值。几乎还没有人试图衡量外部经济，已有的一些尝试也只是对过去的关系所作的历史研究。然而，对于贸易政策来说，需要的是对未来的外部经济进行评估，例如计算机工业的革新进程如何受国内半导体工业规模的影响。可是，要作这样的评估，唯一的方法是对该产业进行细致的了解并作大量的推测。


  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没有任何信心说，我们知道该如何识别战略部门。正如下文我们将简短讨论的那样，人们可以从这个结论所产生的许多政策规范中任意选择一项。


  我们能成功地实施战略性政策吗


  假设我们对刚才提出的一些怀疑置之不理，设想我们可以通过仔细地研究制订出一个方案，识别需要扶持的产业。下一个问题则是，我们能否使用某种政策成功地促进这些部门的发展。


  目前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关于该领域内政策的有效性还有两点尚存疑虑，尽管这两点可能不那么至关重要。


  第一个问题是，政府想要扶持的部门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互相争夺训练有素的劳动力等稀缺的资源。如果产业间存在这种竞争，政府的政策很可能是以扶持了不应扶持的部门而告终。


  一个假设的例子可能有助于理解这个问题。假设美国政府计划对软件工业的研究开发活动提供补贴。除非经过精确的计划，否则这样的补贴很容易使拥有正规研究机构的大公司得到更多的补贴，而那些研究活动与其他活动划分得不是很清楚的小公司得到的补贴会比较少。熟练的软件设计人员就会离开小公司。但如果最终证明是小公司而非大公司产生有利的外溢，那么补贴反而不利于生产。


  设计这样的政策来帮助重要产业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在复杂的战略环境中预测政策的效果。新贸易思想的整个要点就在于，它认识到许多产业并非像经济学教科书所说的那样，是简单的只涉及供给与需求的产业。因此，在复杂的产业中预测政策对产业行为的影响，远比在简单的市场中困难得多。例如，出口补贴可能减少外国竞争，迅速提高受补贴产业的利润。另外，它也可能导致价格战，最终减少利润。只从纯理论的角度很难推断出到底会出现哪一种情况。


  重申一下，以上所有这些问题并不是说我们只好无所作为，只是说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些新思想还不能为政策提供直接的指导。


  我们能相信自己可以明智地运用这些新思想吗


  假定我们已经确切地知道哪些产业应受到扶持和如何扶持，另外一个疑虑自然就是现实世界是否适合我们很好地运用这些新思想。这一疑虑一部分是关于我们的能力，另一部分是关于客观情况。


  新贸易思想还不能为政策提供简单的指导。难道美国政府仅根据一些提出的问题比给出的答案还多的思想就能采取有效的行动吗？政策制定最终依据的是一份3页的备忘录，而不是一份500页的详细报告。给定这种现实情况，这些新思想对此能有所帮助吗？


  再举一个例子可能更有启发性。新贸易理论所提出的问题与公司战略有关，但把它提到了一个更高和更复杂的高度。我们知道，在20世纪70年代，许多企业希望战略性计划能为它们带来巨额利润，现在回想起来，结果却令它们大失所望。事实证明，理论很难付诸实践，因为一味强调战略可能转移企业的注意力，忽视商业的一些基本方面。因此，不难得出结论，如果美国也试图实施非常复杂的贸易政策，就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另外，美国的政治体制能对这些复杂的观点作出客观的反应吗？正如本书中一些文章所强调的那样，一些与贸易政策利害攸关的利益集团能轻易地在新思想中找到借口，去支持那些有利于自己而对整个国家并非有利的政策，因而实行战略性政策是有风险的。目前已经有迹象表明了这一点。据我所知，本书中的一些作者非常惊奇地发现他们的观点已被别人利用，对此，他们也许有些担心。


  外国政府将作何反应


  最后一个问题源于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的变动所产生的不确定影响，这种影响对双方都存在。


  国际贸易体制是建立在以正规的、有法律效力的协定来限制某些种类的贸易政策的基础之上的。显然，这些协定对限制各国为所欲为有一定作用，但同时也有许多民族主义的贸易和产业政策仍在实行，其中有一些就是以美国的利益损失为代价的。


  如果美国根据新贸易理论也希望采取更积极的贸易和产业政策，情况会怎样呢？在这个问题上，各种观点的分歧很大。一种观点认为，主要结果会是美国讨价还价的能力增强，并能更有效地说服其他国家放弃对美国不利的政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样做会破坏国家之间的合作，从而导致世界范围的“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的盛行。


  政策建议


  本次会议的目的并不在于提出某种统一的政策建议，在本文中我也不打算对其他文章的政策含义作出判断。但为了便于组织，我认为根据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新思想，可以得出四个“一般性”的政策建议。这四种观点在本书中都有提到。


  1. 立即采取行动。根据这种看法，尽管对什么是合适的贸易政策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应根据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分析立即采取行动。这种观点可能是因为相信这样做的收益很高，也可能是因为相信其他国家已经在这样做，而让我们承担了损失。


  2. 采取行动，但要谨慎一些。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在情况相当明了时（或许在一些高技术部门）方可采取行动。然而，美国贸易政策的哲学是从除了极端情况外都实行自由贸易的做法转向更复杂的干预政策。与这种政策观点相对应的自然就是要求制订研究调查计划以识别政府应如何有效地干预贸易。


  3. 谨慎为好，不要采取行动。这种观点虽然认为美国贸易政策哲学的这种根本转变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与政治风险将超过其利益，但仍需要进行调查研究。持这种观点的人虽然认为美国基本上应保持自由贸易政策，但要小心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对美国造成伤害。


  4. 坚决反对采取行动。这种观点认为，积极的贸易政策所带来的收益可能非常小，合适的政策也很难找到，增加的灵活性可能由于国内的政治原因而被滥用，从而导致国际经济关系恶化，如果是这种情况，贸易政策的风险将会很高。这种观点认为，对美国来说，自由贸易很可能比任何干预政策都合适。


  我尽量使所有这些观点听起来合理。这些观点的支持者都是一些很有名望的人（更确切地说，每一种观点都有许多有名望的支持者）。我们希望（也应该是这样）这些观点最终由经验来证明其正确与否。


  本书概览


  本书中的论文是围绕贸易政策的新思路组织安排的，论及了四个主要方面。第一是贸易政策变化的理论基础；第二是新贸易政策的内容；第三是对实际贸易政策的评价；第四是新思想对未来的意义。


  在第一部分的文章中，第一篇是贸易政策新思想这一学派的创建者之一詹姆斯·布兰德（James Brander）的文章。布兰德将传统的经济分析、博弈论研究的新进展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依据联系起来，进行了令人深思的讨论。吉恩·格罗斯曼对布兰德的文章作了补充。格罗斯曼是最有影响的对积极贸易干预持怀疑态度的人之一，他清楚地描述了由于情况十分复杂和存在不确定性，这会妨碍任何将布兰德的理论付诸实践的雄心勃勃的尝试。


  第二部分的文章以巴巴拉·斯潘塞（Barbara Spencer）的文章作为开始，她是这个新领域的另一个奠基人。斯潘塞提出了以下问题：假设政府试图采取与企业一样的方式制定国际竞争战略，其内容应该是什么？斯潘塞提供的答案指出了新思想的力量和将它们付诸实践所面临的困难。接下来，米歇尔·博鲁斯（Michael Borrus）、劳拉·泰森（Laura Tyson）和约翰·齐斯曼（John Zysman）用在伯克利国际经济学圆桌会议中收集到的大量案例研究，从不同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讨论，对政府政策在高科技领域国际竞争中的作用进行了精辟的论述。最后，乔纳森·伊顿（Jonathan Eaton）讨论了一个与本会组织者有关的问题：信贷政策在一个贸易经常受到金融约束的世界中的作用。


  第三部分讨论了此类政策的实际经验。山村光三（Kozo Yamamura）关于日本经济的讨论表明，“战略性”的观点的确已贯穿在日本政府的政策制定中，并主导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山村也指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所实行的信贷与外汇管制政策的经验，对日本和我们的未来都不是一个好的指导。杰弗里·卡林纳（Geoffrey Carliner）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讨论了战略性政策，他强调在实践中政策是由许多动机共同决定的。接着，威廉·克莱因（William Cline）对我们那些有问题产业的政策进行了分析。他发现，虽然政策的目标常常是调整与恢复竞争力，而实际上政治力量左右了具体的政策选择，而且没有几个受到保护的产业真正恢复了竞争力。


  第四部分作者展望未来。大卫·理查森（J. David Richardson）陈述了新思想对国际体系的含义，重述了布兰德提出的问题，强调国家的贸易战略相互影响的问题。威廉·布兰森（William Branson）与阿尔文·克兰沃里克（Alvin Klevorick）回顾了为使政策制定者与学者们能经常联系所作的努力，指出这种新思想将对现实产生多大的影响。最后，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告诉我们要谨慎从事，他提醒我们不要因为新思想的光辉就抛弃了那些经过千辛万苦才得来的真知灼见，尤其是当这种思想能被用于政治目的时。


  从这个简单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本书并不是在讲述一个观点或得出一个结论，这并非本书的目的所在，而是为了促进最具有创新精神的思想家和深思熟虑的实干家们之间的交流。在这一点上，我相信它是成功的。


  02

  战略性贸易和产业政策的依据


  詹姆斯·布兰德


  总的来说，职业经济学家们仍然反对使用像出口补贴那样的所谓“战略性”贸易和产业政策。这一反对意见来源于多方面，其中包括对政府的不信任，但最重要的来源（至少在学术圈里）可能是主流国际贸易理论对世界的一些看法。国际贸易的正统理论认为，贸易和投资模式是由比较优势决定的，而自由市场是发挥比较优势的最好途径。这样，政府的最佳政策是保持一种完全不干预的姿态。本文则提出了一些与此相反的观点，并表明如能稍微偏离标准理论，向现实世界靠近一些的话，我们就能给出政府干预政策的依据。


  然而，在讨论任何合理的政策手段和策略之前，首先需要确定政策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人们对政策目标产生分歧，他们在政策手段上存在分歧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如果一部分人认为，由于军事原因，贸易政策的一个目标应该是保持一个强大的国内钢铁工业，则这部分人自然会赞成对钢铁工业的保护或补贴。相反，那些不把国内钢铁工业的发展作为重要国防目标的人会反对这样的政策。当然，问题的关键是要明确地区分是目标上的分歧还是手段上的分歧。


  经济学家们通常关心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这两个目标。粗略地说，对经济效率的追求，考虑怎样使要被分配的福利总体最大化。只要谈到分配问题，经济学家们通常希望用一些总体政策（主要是指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来追求平等目标，认为其他经济政策均应主要针对效率。最后，我们必须自始至终明确所针对的群体是些什么人，以及我们（或政策制定者）所关心的是哪些人的福利。在政策讨论中，我们通常假定提高国家福利（而不是世界福利）是政府政策的目标。


  本文只讨论一些特定的贸易政策的经济依据。在这里，经济目标是要考虑的唯一目标，这并不排除存在一些赞成贸易政策的合理的非经济论据。例如，出口补贴对向友好国家提供主要出口商品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而出口限制则可用来阻止向非友好国家的技术转移。这样一些政策无疑是重要的，但这里不作介绍。


  贸易理论中的不干预政策，实际上是对亚当·斯密（1776）首先阐明的经济思想中一个最重要主题的一点扩展。这一主题是，私人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促进了资源的有效利用。对这一理论的精确表述包含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中，即“完全竞争是有效率的”。换句话说，自由市场在推动效率方面可以达到预期目的，而干预只会降低效率。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以及相关的政策主张则进一步断言，任何分配目标都可以通过财富或收入的再分配得到最好的实现，效率目标则可由自由竞争市场完成。


  当然，这些定理的成立需要许多重要条件，包括不存在外部性和公共产品，可自由获得相关信息以及所有产品和服务都存在着市场。然而，正如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所指出的，其核心条件是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完全竞争意味着单个厂商相信他们对市场价格不会产生影响，每个厂商都认为价格是由市场外生给定的，并相信可以按当时的市场价格卖出自己想要出售的所有产品。行业中的自由进入和退出，则进一步保证了厂商没有经济利润或“纯”利润，厂商的所得恰好可以用于支付各种费用，包括对所有者们足够多的报酬，以保证他们不退出该行业。完全竞争的假设在某些行业与现实非常接近；对一些特定目的而言，完全竞争甚至也可能是对整个经济的一种较好的近似描述。问题是，完全竞争这一假定排除或忽略了现实世界中的许多方面，而这些方面在考虑贸易政策时却是重要的。


  具体地说，在一个完全竞争的环境里，一个厂商没有必要担心另一厂商扩大生产或削价会使自己的产品被迫削价出售或受到其他不利影响，厂商之间不存在任何战略上的相互影响。另外，“完全竞争”的假定不太容易处理涉及巨额开办费或企业一般管理费用的成本结构，而且也不太容易处理“干中学”以及研究与开发活动。


  总之，包含在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完全竞争的假设，不能解决由厂商和政策制定者提出的关键问题。我不想为考虑不完全竞争就可以产生有利于政策干预的观点辩护，但我可以断言，如果用至少能抓住商人们关心的现象的模型来分析贸易政策会比较有意义。


  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成立需要许多条件，其中任何一条不成立都可能导致市场没有效率，即所谓的市场失灵。这里所强调的市场失灵是不完全竞争。特别是如果在某种商品或与之密切相关商品的国际市场上只有少数几个厂商时，这些厂商获得的利润就有可能超出完全竞争行业中的利润。于是，企图从这些国际利润中获得尽可能多的份额的贸易政策便应运而生。实际上，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也许会使这些国家获得本来可能属于美国的利润，或者说，美国的政策也许会使美国获得本来可能流到其他国家的利润。


  后面要讨论的基本结构有几种不同形式。应当强调指出，本文并不包括由市场失灵或仅仅由不完全竞争所引发的贸易政策的所有可能动机，也不讨论诸如“最优”关税和“垄断”关税等一些人们相对比较熟悉的理论，这里所选的案例主要取自一些近期的研究，其理论贡献还不太为人所知。


  以转移利润为目的的补贴


  我们所要研究的福利改善政策的第一个案例，涉及运用补贴来加强国内厂商在有外国竞争对手的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这一讨论与布兰德和斯潘塞于1984年所阐述的一个更规范的分析是一致的）。正如本节标题所表明的，其基本思想是要把利润从国外厂商转移给国内厂商。因此，在分析之前稍微脱离一下主题，对利润的确切含义作一简短描述也是有用的。


  任何人都知道什么是“利润”，问题是不同的人对它的理解也不同。当一个经济学家谈到（或写到）“利润”时，他通常是指“纯利润”，有时称为“超额利润”或“超常利润”，即超过保证企业所有者留在该行业所必需之数额的利润。因此，这种利润被称为企业所有者的“租金”，这种租金也可能以超出保证工人留在企业中所必需的最低薪水的形式流到工人那里。例如，通常认为美国的汽车和钢铁行业的工人所得的租金比较高，甚至政府还能以税收的形式从厂商那里取走一部分租金。所有这些租金对国内经济来讲是一种额外收获：整个国内经济由于从国外获得租金的总额增加而得到改善，因为这扩大了国民对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我们这里所提出的论点适用于所有的租金，而不仅仅是利润。如果一项政策能使国内工人获得更高的租金，那么这项政策与一项能产生较高利润的政策便无太大差别。但在描述战略性补贴时所说的租金，仅仅是指利润。不过我们需要牢记，尽管一部分利润可能转化为别的形式的租金，但这并不影响论点的逻辑结构。


  我们将在一个非常程式化的环境中介绍这个论点，以便将中心思想尽可能地阐述清楚。假定有两个厂商，一个是本国的，另一个是国外的，共同供应只存在于其他国家中的国际市场。在只有两个厂商的市场里，没有一方能像一个完全竞争者那样采取行动。每个厂商似乎都意识到，自己的利润部分地依赖于竞争对手的行为。


  这种情形经常被称为“战略性博弈”。对经济学家而言，困难在于预测厂商在这种场合下如何行动。它们可能组成一个卡特尔，以使总利润最大化。然而经验表明，卡特尔特别是国际卡特尔，是非常不稳定的。因此，如果一种理论假定厂商们能维持卡特尔，那么，这种理论一般不会是好理论。


  不幸的是，经验证明，没有任何一种理论结构能够很好地描述所有或多数的寡头行为。奥古斯丁·库尔诺（Augustin Cournot）于1938年提出的第一个似乎有道理的理论，一直被广泛地应用着。库尔诺的思想是，在竞争对手的产量水平给定的情况下，当每个厂商通过选择自己的产量水平实现利润最大化时，就会达到均衡。厂商们没有必要假定竞争对手的产量会固定在均衡以外的水平上。这一思想认为，当厂商们对于对方的产量水平同时作出最好的反应时，某种稳定性便会出现，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均衡状态。


  库尔诺模型存在某些缺陷。例如，它依赖于这样一种想法，即厂商们事实上先选定产量水平，而后随时调整价格以售出这些产品。如果产量受实际生产能力约束的话，该模型也许是合适的；但厂商们若先选择价格并根据需要调整产量的话，该模型便不合适。


  库尔诺理论的某些方面令人满意，即产量和价格介于垄断与完全竞争的结果之间。如果更多的厂商进入这一行业，产量会上升，价格会下降。随着厂商数目的不断增加，该行业最终将趋于完全竞争。然而，在只有两个厂商的情况下，每个厂商一般都会获得数额可观的利润。


  如果一个厂商能说服它的竞争对手削减产量，它当然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一个厂商可能通过增加产量的威胁迫使另一方削减产量。当然，它也可以声称要生产毁灭性的高产量，迫使对方退出这一行业。


  然而，如果厂商们在市场上势均力敌，就很难说明为什么一个厂商会受另一方的胁迫。如果一个厂商过分地扩大产出，另一个厂商也可能增加产出，结果会导致一场价格战。关键在于，一旦达到库尔诺均衡的市场份额，任何一方都不会相信另一方的威胁挑衅。每一个厂商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面对竞争厂商的暂时扩张，它可以以不变应万变。除非另一厂商默许和降低产量，扩张基本上都是暂时的，因为这些挑衅和威胁也违背了该厂商的自身利益。讹诈和“神风敢死队”式的进攻可能在一些产业中起作用，但在分析中并不占主流地位，一些经济学家自然倾向于摒弃它们。


  现在让我们考虑另一种情况。假定一个厂商知道了如何更有效地生产，并能降低自己的成本，特别是降低生产额外产品的成本，产业结构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现在这个幸运的厂商扩大生产实际上是符合自身利益的。这种扩大生产的威胁是可信的，因为即使在另一厂商的产量给定时，扩大生产也是最有利的。新的库尔诺均衡将是成本较低的厂商占有较多的市场份额，产量较大，其他厂商则只能占有较少的市场份额，生产较少的产品。这便是一个产业的发展历程：一些厂商进行革新，降低了成本，因而能够增加它们的市场份额。


  这里所描述的产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仅成本较低的厂商将扩大生产，其竞争对手实际上也将削减产量。理由如下：当一个厂商扩大产出时，由于这是一个可信的威胁，另一个厂商没有理由认为这种竞争力的提高仅仅是暂时的。此时剩余需求减少，它能作的最佳反应就是削减产量，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帮助了成本较低的厂商。实际上这一厂商从低成本中两次获利：一次是由于成本降低而直接获利；另一次则是因为成本降低改善了其在市场中的战略地位，从而间接地导致其竞争对手削减产量而使自己获利。竞争对手的萎缩，使扩张的厂商在任一给定的产量水平上都能提高价格，并通过这一途径提高利润。这样，低成本厂商所得到的利益便超过了成本的节约。


  当然，本文并不讨论成本节约问题。我们都认为，如果国内厂商能够通过更有效的生产技术来降低成本，厂商和国家都将受益。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就国内厂商而言，出口补贴（或生产补贴）与降低成本具有同样的效应。即使在另一厂商的产量给定的情况下，对生产额外产量的成本予以补贴，也会使得厂商为了自身利益而扩大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厂商扩大生产是可信的，竞争厂商的最佳反应是削减产出。事实上，补贴可能使国内厂商在有利可图的国际市场上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


  这项政策对厂商显然是有利的。厂商节省了那部分现在变成补贴的成本，从而增加了利润。但是，这些对成本的补贴是由国内财政支付的，补贴本身仅仅是从纳税人到企业股东收入的转移而已，这样一项政策怎么会对国家有益呢？


  再仔细考察一下上面降低成本的例子，就会明白问题的关键。正如在案例中的情况，补贴有两种效应。第一种效应显然是成本节约，这确实只是一种转移。但是，我们还要考虑第二种效应。由于成本补贴使竞争对手相信国内厂商将扩大生产，因而竞争对手的最佳反应是削减生产，这便使国内厂商得到额外的利润。这种效应有时被称为“战略性”效应，因为它的存在是由厂商们所参与的战略性博弈的性质决定的。它意味着国内厂商的利润增加超过政府的补贴数额，厂商的受益超过纳税人的损失。


  如果回到经济学家衡量政策的标准，即是否增加（国内）经济福利，这种补贴政策看起来不错。假定企业的股东都是本国公民，由于利润增加超过了补贴费用，因而补贴政策的结果是国内对产品和服务的总拥有量增加了。


  我们当然可能关心补贴政策对分配的影响，因为所有的收益都到企业股东那里去了（也可能以租金的形式成为工人所得）。一部分成本可由向股东征收所得税来弥补，虽然这部分额外税收有可能抵消所有的补贴费用，但一般不会出现。在这种情形下，依靠税收转移制度解决分配问题也许不太合适。


  从收入的国际分配来看，这一政策对存在竞争关系的生产国的影响是掠夺性的。不管其他国家是否也在使用战略性补贴政策，本国经济的受益完全是以竞争者的损失为代价的，这一点应该很清楚。然而，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政策作为报复手段，比“首先使用这种政策”更容易被接受。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文作更多的讨论。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即一部分补贴以更低的最终价格的形式转移到了消费这些产品的国家，因而这些国家将从补贴政策中受益。事实上，将消费这些产品的国家的收益和国内厂商的利润加起来，会超过另一个生产国的损失。从全球观点来看，这项政策实际上使福利水平得到提高。福利改善的原因是补贴使这一不完全竞争行业中由垄断造成的扭曲减少。


  与通常的经济理论一样，为了论述清楚或突出某一特殊的经济影响而假设的简化环境，往往与政策制定者所处的环境不一样，真实环境要复杂得多。这样，问题就变成这些基本思想能否在真实环境中站得住脚？一些轻微的变化或稍微复杂一些的环境是否会使其彻底失败？在第3章，吉恩·格罗斯曼提出了一系列的修正，以弱化我在此讨论的关于战略性补贴这一论点的说服力。这些修正的依据主要来源于格罗斯曼、阿维纳什·迪克西特和乔纳森·伊顿近期的一些工作。据我所知，这些工作在逻辑上都是正确的。如同提高国内外厂商数的比率的结果一样，改变寡头竞争的形式肯定会使结论发生变化。


  然而我认为，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基本论点，比刚描述过的布兰德和斯潘塞（1984）的特殊模型更具一般性，即政府行为可以改变由本国及外国厂商参与的战略性博弈。在有利可图的市场上，如果能诱使外国厂商削减产量（或扩张得慢一些），本国厂商就会得益。当然，厂商们都企图威慑竞争对手，这些行为是导致一个产业达到均衡的一部分原因。这个基本论点的主要内容是，政府可以使用补贴之类的工具进一步威慑对手，而厂商却不能。政府的这种政策可以使本国获得优势。美国厂商抱怨说，他们可以与日本厂商进行竞争，但日本厂商和日本政府联合起来之后，他们就无法与之抗衡了。一些非美国厂商也抱怨说，他们无法与能获得巨额国防合同的美国厂商进行竞争。这些抱怨反映了政府政策的效应。


  另外，即使这个更具一般性的论点，也只适用于少数产业。巴巴拉·斯潘塞在她的论文（第5章）中讨论了这个论点适用的一些产业所必须具备的特征，在此我不作复述。我只想强调指出，本案例中所讨论的补贴效果，并不能作为实行普遍出口补贴的依据，它对大多数产业来说是行不通的。实行此类政策必须选准行业，或“选出优胜者”，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也许用一个例子来结束这一部分是强调以上基本论点的最好方式。宽体喷气式飞机制造业比任何其他产业都更接近于典型的寡头市场，产业分析家们指出，这个市场上大概只能容纳两家厂商来生产下一代宽体喷气式飞机。这一产业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为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补贴使得欧洲的新进入者通过生产“空中客车”（目前这一代喷气式飞机的竞争者）在这个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能够独占新一代宽体喷气式飞机生产的两家厂商可能获得可观的利润，但如果有三家厂商，所有的厂商都获利是不太可能的。波音公司可能是“赢家”之一，其他竞争者有麦道公司（McDonnell-Douglas）、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和来自欧洲的厂商。对来自欧洲的厂商的补贴使该厂商有了优势，如果这些补贴能说服麦道公司及洛克希德公司不进入该市场，补贴便具备了本文所描述的效应。从补贴导致竞争厂商少生产或干脆不进入市场这个意义上讲，补贴所创造的利益超过了以利润或其他租金的形式所带来的补偿。


  当然，按照经济学标准，这种补贴政策并非必然能获得成功。例如，如果最终结果表明来自欧洲的厂商不是一个有效率的生产者，补贴便永远不可能由所得的利润来补偿：仅仅获得了较大的市场份额，并不意味着该项政策就是一项好的政策。不过，这一例子仍然描述了一种战略性补贴政策可能发挥作用的方式。


  保护和本国市场效应


  贸易政策对国内进口竞争产业的保护历来甚于鼓励出口。关税及配额是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保护手段。关税不是作为一项战略政策，而仅仅是作为增加收入的一种途径而产生的。然而，关于保护的一个非常古老的论点确实有战略性的含义，即保护幼稚产业论。其思想是，如果一个产业由于受到保护而有机会成长壮大，变得更有效率并最终可以与国外厂商竞争，对目前还不能与国外对手进行竞争的这一产业实行暂时的保护便是正当的。这一论点是非常著名的，在这里不再作详细描述。该论点的不足之处在于，它必须以这种理念为基础，也就是说，企业本身能够产生积极的外部影响，或厂商在不能利用资本市场进行有效的长期投资的前提下，厂商为了长期利益，会自愿承担一定时期的必要亏损而不需要保护。唯一要求保护的产业是那些不值得保护的产业。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与幼稚产业论相关的论点，但这些论点不需要资本市场失效或外部性的前提，在这里我想对其中的一些论点作简单描述。第一个论点是由克鲁格曼（1984）提出来的。克鲁格曼有条理地分析了在商业杂志上经常讨论但与标准的贸易理论不一致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如果只允许某些厂商进入某一特定市场或该市场的一部分，这样会有助于这些厂商在其他市场上改善业绩。例如，阻止外国厂商进入国内市场，不仅可以帮助本国厂商占领被保护的国内市场，也会使本国厂商在出口市场上获利。如果本国厂商可以从这些出口市场上获得额外利润，这种保护就可能是符合国家利益的。


  克鲁格曼分析中的要旨在于存在某种形式的规模优势或“规模经济”。最简单的情形是，随着厂商总产量的上升，额外的或“边际”成本（即生产额外一单位产品所需要的成本）下降。这里还是假定只有一个本国厂商和一个外国厂商。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即使生产完全一样的产品，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两个厂商都会在所有的市场上进行销售（如布兰德分析的那样）。如果本国市场对外国厂商是关闭的，本国厂商通常会增加其在国内市场上的产出。由于随产出的上升边际成本下降，国内厂商会发现自己可以毫不费力地扩大国外的市场份额并从中获利。


  边际成本递减的情形可能是罕见的，但克鲁格曼举出的第二种情形似乎与实际经验更加贴切。这一情形是基于“干中学”的思想。除了明确的时间作用外，“干中学”在结构上与边际成本递减的情形是类似的。这一思想是，一个厂商生产得越多，它便会越有效地从事进一步的生产。这被称为厂商在它的“学习曲线”上向下移动。如果存在一个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就可以使本国厂商在国内市场上生产得更多，比外国竞争者学习得更快。同前一种情形一样，这会使本国厂商在出口市场上能更成功地参与竞争，并获得更高的利润。克鲁格曼称这一政策为“作为出口鼓励的保护”。


  在克鲁格曼的文章里没有作福利分析，该项政策对厂商们是有利的，但对国内消费者是不利的，因为消费者所面对的是一个缺乏竞争的国内市场。然而，只要简单地将厂商们的获利加起来，再减去所有消费者的损失，便可计算出总的福利效应。消费者额外损失的大部分（尽管不是全部）其实只是转移到国内厂商那里。而且，本国厂商也因从国外市场上获得了利润而受益，这些利益足以超过总体福利水平的提高。正如出口补贴一样，这项政策对于其他生产同类产品的国家也是掠夺性的，但对这一产品的纯消费国却可能有利。整个世界的福利效应不是非常明确的。


  本国市场效应以一种有趣的方式与政策相互作用的一个例子是高科技通信产品市场。大部分拥有这类产业的国家都对本国生产者暗中提供保护，因为其主要用户是受管制的厂商。事实上，生产通信设备和接受通信服务的通常是同一家厂商。例如，直到最近，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还是通过西部电子公司（Western Electrics）生产通信器材、设备，又通过下属的业务公司而成为主要的购买者。从贸易的角度看，如果剥夺了AT&T的这些购买设备的业务公司，就相当于实行贸易自由化，因为现在外国厂商将有机会向独立的业务公司销售它们的产品。如果克鲁格曼的论点成立，AT&T将丧失利润，因为它将丧失原有的被保护的国内市场的优势。如果这样做将给国外的竞争对手带来优势，使其在其他的市场上获得利润，则会违背本国的利益。


  维纳布尔斯（Venables，1984）考察了另一种比较复杂的情况，在该例中，保护增进了国内福利。同克鲁格曼的论点一样，考虑这样一个世界，其中外国厂商和本国厂商在各自的市场上竞争，但也可能在别的市场上竞争。然而，此时不是仅有一个外国厂商和一个本国厂商的国际双寡头，而是假设市场足够大，能容纳相当多的厂商。自由进入使每个厂商只能获得“正常”水平的利润。另外，边际成本不是递减而是不变的，但固定成本相当大（这种成本结构被经验证明是十分重要的）。其重要特性是，平均成本或单位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下降。另外，在这种环境中，厂商们不是完全的竞争者。每一个厂商面对的是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维纳布尔斯运用了库尔诺的思想，即在给定市场中其他厂商的产出水平的情况下，当每个厂商都在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下选择各自的产出水平时，便会达到产业均衡。


  维纳布尔斯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进口关税和出口补贴都能改善国家福利。首先考虑关税的情形。关税最明显的效应是能增加收入，它是收益——成本分析中的收益项。关税的第二个效应使本国市场上外国厂商的处境更加不利，因为以前只有运输费用妨碍它们出口，现在则既有运输费用又有关税。由此产生的后果是，降低了外国厂商在本国市场乃至整个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与此同时，每一个本国厂商便能够扩大在国内市场以及整个世界市场上的产出，使自己的平均成本曲线下移。现在本国厂商的平均成本比以前更低，而外国厂商的平均成本比以前更高。假定在国内市场上本国厂商比外国厂商更重要，其净效应将使国内价格下跌和消费者福利提高。自由进入使利润仍处于正常水平，因而厂商没有福利损失，但总的结果仍是国内净福利的增加。与此同时，外国厂商现在从它们的出口市场上赚得少了，并且由于它们的平均成本曲线上移而被迫抬高在本国的价格，这使外国的福利下降。国内和国外价格的最大差额等于运输费用，因而，这项政策只有在运输费用较高时才是重要的。


  有关补贴的推理与此类似。补贴使本国厂商出口增加，并使它们的平均成本曲线下移，这使国内价格下跌，国内福利增加。维纳布尔斯的论点与克鲁格曼的论点的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依赖于这样一个原理，即对本国的厂商而言，生产得越多越好，因为规模优势使它们具有更低的平均成本或边际成本。标准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将这样一些效应排除在外，因为根据假设不存在规模经济。克鲁格曼与维纳布尔斯之间的差异是，克鲁格曼的模型限制新厂商进入，从而利益主要来自厂商所获得的额外利润；而在维纳布尔斯的模型中，规模经济不太明显，进入比较自由，从而使利润保持在竞争水平，利益来自国内消费者所享受的低价格。


  可被称为“新幼稚产业论”的最后一个例子是由布兰德和斯潘塞（1981）提出的。作为提出这一想法的合作者，从一开始我就慎重地讲，这一特殊观点的实践意义可能较小。这个观点的推理过程基本如下：最初，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国内市场上没有本国厂商，只有一个外国厂商供应产品，外国厂商意识到本国厂商可能进入该市场，将价格定在可以阻止本国厂商进入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征收关税可以从外国厂商那里抽取租金，因为只要关税不超过某一水平，外国厂商将完全承担该关税，而且由于担心可能诱使本国厂商进入，不会提高该产品在本国的价格。足够高的关税将最终迫使外国厂商放弃阻止本国厂商进入的做法，因此本国价格将上升，本国厂商也会进入。


  本国消费者因为价格上升而受到伤害，而财政收入却增加了。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到了新进入的本国厂商。另外，本国厂商也可能从国外市场上获得利润。总之，这项政策对本国可能有助于改善福利，但要成为一项好的政策，本国厂商就必须在刚进入时便具有相当低的成本。如果进入者的成本太高，则诱使本国厂商进入是不合算的。然而，即使本国进入者的成本很高，本国政府仍可利用存在潜在的进入者这一事实，运用关税从外国厂商那里抽取租金。但在这种情况下，最优政策是把关税水平提高到刚好不会诱使本国厂商进入的水平。


  本国厂商进入的可能性，使得利用关税抽取租金的论点具有吸引力，但存在潜在的本国进入者却并不是关税具有吸引力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外国厂商能在国内市场获利，运用关税抽取一部分利润或租金通常便是本国的利益所在。关税（tariff）对外国厂商来说实际上是一种税（tax）。


  政府之间的相互影响及报复


  一位关注外国政府是否会实行报复政策的多疑的读者读了本文前面部分之后，可能已经十分困惑不解了。的确，我们不能期望别国政府被动地无所事事，让一国政府随心所欲地运用前面所描述的政策。


  此刻的任务是考虑由多个国家政府参与的战略性博弈。最简单的情形是除本国政府外其他国家政府确实处于被动状态且持完全不干预态度。例如，根据标准的国际贸易模型，在世界市场上的小国应采取不干预态度。但是，更有趣和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形是，所有国家的政府或多或少地用同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因此，我假定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试图使以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衡量的国家福利最大化，各国政府都认识到可能存在战略性贸易政策。


  各国政府所面临的战略环境的结构，类似于寡头厂商所面临的环境，每一个局中人或参与者的所得既取决于自己的行动，也取决于竞争对手的行动。在政府是参与人的情况下，例如日本，其国家福利既取决于本国（日本）的贸易政策，也取决于外国（美国）的贸易政策。正如没有被普遍接受的关于寡头行为的唯一理论一样，也没有一个普遍被接受的关于政策相互影响的理论。


  然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构想出三种不同的政策后果。考虑一下克鲁格曼的保护本国市场政策的例子。第一种后果是，一个国家保护本国市场并使本国厂商能够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优势，并将其转化为该国的国家优势，而别的国家则无所作为。第二种后果是，所有的国家都试图通过保护帮助本国厂商，而结果却是没有一个厂商能在出口市场上获得优势，没有一个厂商能实现规模优势，所有的国家都以竞争不足和高成本而告终。这也许是最坏的结局。第三种后果是，各国都同意不使用保护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国家都比大家都保护时更好，但每个国家都必须抵挡住试图成为唯一的背叛者而单方面获得优势的诱惑。


  有一个简单的理论结构可以描述在制定对外政策时所面临的激励结构。假定有两个国家，不妨称为A国和E国，每个国家都可采取干预政策，该政策对本国有利，但降低别国的福利。合作意味着不采取干预政策，背叛意味着采取干预政策。为阐述清晰起见，我们用数字代表不同政策下各国所获得的纯利益，这些利益或所得可以很简单地用一个表格或所得矩阵加以概括（见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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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

  


  每个方格中的第一个数字代表A国的所得，第二个数字代表E国的所得，表格的上方是E国的战略，表格的左边列出了A国的战略。这样，如果两个国家都背叛，采取不合作的干预政策，则每一个国家得到100个单位的收益；如果A国背叛而E国不背叛，则A国得到500个单位的收益，E国从该产业仅获得50个单位的收益；如果两个国家都合作，则每一个国家都能获得400个单位的纯利益。


  实际数字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它们的相对大小，相对大小反映了国际政策制定中的一种普遍情况。如果另一国是被动的，则单方面的掠夺性政策是具有吸引力的；但双方都不干预的政策会使总收益最大，在本例中为800个单位。


  如果A国需要制定一项一劳永逸的政策，我们来考虑一下它所面临的决策问题。如果E国选择不干预战略，A国就可以通过干预获利，因为500大于400。即使E国选择干预，A国的最好战略仍然是干预，因为100大于50。背叛或干预是一个占优战略：无论另一国选择什么政策，干预政策都是最好的。如果两个政府分别只作一次决策，结果一定是两个国家都进行干预下的一种均衡。这样，每个国家得到100个单位，这显然比两国都同意相互开放市场，从而每个国家都能得到400个单位的结果更糟糕。


  这一特殊的战略结构便是有名的“囚徒困境”，因为它通常用来描述囚徒而不是国家的境况，是由塔克（Tucker）在1950年首先正式提出的。它是研究战略相互影响理论或博弈论中运用最广泛的结构。前面以转移利润为目的确定补贴水平的问题，具有类似于囚徒困境的结构。另一国是否选择战略性补贴无关紧要，任何一国的最佳反应都是选择补贴政策。如果其他国家不使用补贴，则本国补贴的实际利益高得多。如果任何一方都不使用补贴，则两个国家的境况都将得到改善，但很明显地存在单方面使用补贴的激励。


  对此，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各个国家不联合起来做点明智的事情，即达成协议一起避免使用这些补贴呢？一方面，国际协定通常正是试图完成这一任务，例如，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简称关贸总协定）便试图使各国达成多边协议以降低关税。此类协定所面临的问题是，个别国家可能会欺骗或背信弃义，因为不存在国际法庭，无法迫使这些国家信守它们所签的协定，合作的最佳效果也不易实现。从关贸总协定的例子看，在成功地降低关税的同时，其他贸易干预形式却大量增加。


  另一方面，总是出现不合作结局的预言也明显地过于悲观。目前所阐述的囚徒困境理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它局限于在所有的战略中只选择一次这种特殊的情形。现实中，补贴或关闭本国市场的决策并不是不可改变的，这些政策在一定的时间内通常都要加以复查。事实上，囚徒困境博弈会无休止地重复进行下去。如果决策是重复进行的，一些比较复杂的战略就可能被采取，博弈也会变得更加复杂。一项战略可能是永不合作（即背叛），另一项则可能是永远合作。更有意思的是相机行动战略（contingent strategy）。例如，若竞争对手上一次合作则这次也合作；若竞争对手上一次选择了不合作行动则这次采取背叛。这种方法（以一个初始的合作行动开始）被称为“以牙还牙”战略。更加复杂的相机行动战略也是有可能的。一个引起经济学家极大关注的战略是“触发战略”，即在竞争对手背叛之前一直选择合作，之后便永远采取不合作行动。


  这种环境下的后果将会如何呢？回答这个问题的第一种方法是观察政府之间的战略影响，看看从中能得出哪些结论。尽管大多数分析家会同意关注政策制定者的实际行为，但这一方法显然受制于许多因素。首先，世界不是一个可以进行重复实验的实验室，有用的数据远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其次，很难把影响实际政策结果的许多因素一一分离出来，一项政策通常是多种因素的产物，因此，将任何一个因素（比如一项特定的战略主张）对结果的影响分离出来都是很困难的，然而，把不同因素的影响分离出来才真正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


  第二种可能的方法是将我们局限于纯理论的研究，看看在特定的场合下理性的决策者会采取哪些措施。这种方法所产生的问题是，它严重依赖于分析者关于什么是理性或合理的行为的假设。


  第三种分析方法是进行实验。这种方法的难点在于我们不能确定人们在实际环境中的表现是否与在人为虚构的环境中一样。不过，我认为这种方法的结果至少值得看看。


  密歇根大学的一位政治科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近来公布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实验结果。阿克塞尔罗德邀请了一些不同学科和不同国家的博弈论专家，递交了一种在重复囚徒困境博弈中的战略选择。每一个被选中的战略将与其他各种战略都博弈200次（除了专家递交的战略外，阿克塞尔罗德还引入了一个随机战略，该战略是纯粹随机地选择合作或背叛）。经过这样一系列的重复囚徒困境博弈，将每个战略的得分加总，以决出优胜者。


  在这次实验中，阿克塞尔罗德收到了14个战略选择，其中包括一些相当复杂的战略。然而，获胜的战略是由多伦多大学的心理学家、哲学家阿纳托尔·拉帕波特（Anatol Rapaport）递交的“以牙还牙”战略，这恰好也是所有递交的战略选择中最简单的（以牙还牙战略是第一次行动选择合作，以后选择竞争对手上一次采取的行动）。这一战略在用福特兰（Fortran）编写的计算机程序中仅需4个步骤。获得第2名的战略相当复杂，需要41个计算机步骤[这个战略是由经济学家尼古拉斯·蒂德曼（Nicholas Tideman）和保拉·基耶鲁齐（Paula Chieruzzi）递交的]。在由专家们递交的14个战略选择和阿克塞尔罗德设计的纯粹随机战略所组成的15个战略中，经济学家詹姆斯·弗里德曼（James Friedman）递交的“触发战略”位居第7名，随机战略则排在最后。


  阿克塞尔罗德详细描述了这次竞赛的结果，包括分析了为什么一些战略比较好，然后在计算机杂志上做广告，吸引竞争者参与一个更大规模的这类实验。在第二次实验中，有62个参赛战略和1个随机战略。尽管大多数原来的参与者继续参与了第二次实验，但与第一次实验仅局限于经济学、心理学和政治科学等学科的职业博弈论专家不同，这次实验吸引了大批计算机爱好者。这一次参选战略更为复杂，获得第3名的战略需要77个计算机步骤，位居第43名的战略则需要152个步骤；蒂德曼和基耶鲁齐递交的战略在第一次实验中获得第2名，这次虽然只作了小小的修改，却一下子落到了第9名；修改后的弗里德曼的战略落到第52名。总的说来，第二次竞赛要激烈得多，第2名至第6名都是相当复杂的战略，它们全是计算机爱好者递交的。


  然而，获胜的战略仍然是由阿纳托尔·拉帕波特递交的“以牙还牙”战略，它仍然是所有递交的战略中最简单的，而且是所有的简单战略中唯一做得很好的。其他比较简单的战略（每一个都需6个步骤）几乎都排位靠后的位置，随机战略位居第62名（倒数第二）。


  所有这些与政策有什么关系呢？这一切要想说明的是，如果实验具有指导作用的话，当竞争对手合作时则合作会非常成功，而且对非合作行为立刻给以惩罚的战略也会非常成功。当然，“以牙还牙”战略被广泛地应用于许多实际场合，从直觉上讲，该战略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在这些实验中，绝对的合作不是一项好战略，为了暂时获利而首先背叛的战略也不如“以牙还牙”战略。一项成功的战略必须具备两个特征：必须能与别的比较友好的战略进行长期合作，同时必须惩罚不合作行为。


  与“以牙还牙”战略相关的另一种战略，是“以一牙还两牙”战略。这一战略是，在一次对垒中，除非竞争对手两次采取不合作行动，否则便予以合作。有趣的是，这一战略如果在仅由职业博弈论专家参与的第一次实验中提出的话，它一定能获胜。然而，它是在第二次实验中被提出来的，因而结果比较差。以“一牙还两牙”战略的弱点在于它可能被真正不诚实的战略所利用。


  这一点在真实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可以得到解释。如果一国政府认为它所面临的是另一国政府的“以牙还牙”战略，那么在下一个时期（假设总存在），它除了合作之外别无选择。一方面，面对“以牙还牙”战略，掠夺性战略是得不到好处的。另一方面，以“一牙还两牙”战略则有很强的激励去采取偶尔的掠夺行动，而不必担心受到惩罚。


  直接应用这个实验的结果，提倡“以牙还牙”的贸易政策，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然而，像这样根据实验为决策者提供方案的做法并非简单易行，其中一个困难是，现实中存在着许多政策领域不止一个，这就意味着要搞清不同国家的政策是否一致是非常困难的。例如，不时有人建议美国应对日本产品实行进口限制，以报复日本对美国出口产品实行的保护政策。然而，日本可以回答说，日本的保护政策是针对美国厂商的优势制定的，这些厂商拥有获得政府国防合同的优先权，或能利用受到高额补贴的美国大学里的研究机构的成果。换句话说，在现实世界里难以明确识别哪个政策是“还牙”，哪个政策是“牙”。


  我并不认为识别问题是不可解决的，但它的确需要给予特别关注。如果一个国家想采用“以牙还牙”战略，那么它选择的政策必须是针对观察到的外国掠夺行为作出的合理反应。


  试图运用囚徒困境实验作为政策分析依据的另一个困难是，贸易政策是在关贸总协定管辖下的一个明确的多边环境中执行的，而囚徒困境纯粹是一个只涉及两方相互影响的模型。试图实行多边的“以牙还牙”政策不仅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可能是非常愚蠢的。在本文写作的时候，有新闻报道说，美国可能对钢铁进口实行配额和（或）关税，以抵消日本和欧洲补贴的影响，这是多边“以牙还牙”战略所面临困难的一个例子。然而，同样的政策也会适用于加拿大对美国的钢铁出口。不消说，这在加拿大是不受欢迎的，而且会引起加拿大的报复（后来我了解到，里根总统决定不实行这样的配额）。


  美国有一部分人对不能推行多边主义感到伤心。然而，我们很难知道在使用“以牙还牙”战略时如何避免双边的相互影响。“以牙还牙”方法的所有优势就在于它的双边性质。换句话说，一国的特定政策必须针对其他国家所使用的特定政策。美国政策的一些方面具有“以牙还牙”的特征，特别是进出口银行的一些行为可以这样解释。如果其他国家以特定项目或产业为目标的出口补贴被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补贴所抵消，如果其他国家相信该银行“以牙还牙”政策的承诺，应该有助于阻止其他国家采取掠夺性补贴或“首先使用”补贴政策。


  综合与结论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本文的两个主题，并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讨论它们与传统理论的区别。在“以转移利润为目的的补贴”和“保护及本国市场效应”两部分中，我们的讨论是建立在外国政府不对本国的政策作出反应，或不改变其政策的假设之上的。这两部分的分析说明，在一定场合下，政府有单方面采取贸易干预政策的经济动机。这个结论与标准的结果同公认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原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差别来源于我们允许厂商的作用更加多样化和接近现实。本文不再坚持完全竞争的假设，而考虑了“干中学”、规模经济、进入障碍、高利润率、研究及开发竞赛，以及通常被国际贸易理论排除的其他现象。这里所提出的论点就是建立在以这些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基础之上的。


  厂商有多重角色，产业组织经济学家对这个见解当然是非常熟悉的。作为本文背景的研究工作，可以看成是产业组织与国际贸易的结合。在对厂商的认识更加全面的同时，这些研究工作也沿袭了产业组织理论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案例泛滥而缺乏普遍易行的政策指导。政策变成一系列特殊案例。我的观点是，不同的产业结构会产生不同的政策激励问题，这只是一个迟迟未被国际贸易经济学家认可，而公共财政及产业组织等领域的经济学家及政策制定者早已理解的原理。例如，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喷气式飞机产业与政策相关的特征与纺织行业的特征正好相同。


  对于不完全市场这个主题，有一个事实显然得到了许多理论的支持，理查德·哈里斯（Richard Harris）也在最近的实证研究中作了令人信服的阐述。忽视这个事实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具体地说，尽管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产生了单方面采取贸易干预政策的激励，但它们也大大增加了从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其道理是很明显的：国际贸易扩大了市场规模，实现了规模经济，并使不完全竞争行业中的竞争加剧。然而，从任何一个国家的角度看，本国厂商进入其他国家市场带来的利益总是大于允许外国厂商进入国内市场带来的利益。


  我们在“政府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报复”一节中讨论了本文的第二个主题，它是建立在第一个主题，即存在有吸引力的单方面干预政策之上的。它所考虑的是其他国家的政府可能如何对一国的政策作出反应。在一个政府可能随时采取战略性行动的世界里，什么样的政策态度才是合理的呢？一种幼稚的回答可能是，报复的可能性会彻底摧毁任何实行战略性政策的企图。然而，这样的回答并不能解决面对其他国家的掠夺政策时应该如何行动的问题，也没有考虑到国际环境中的基本激励结构。


  有人认为存在一种适合于国际贸易问题的最优政策，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愚蠢的。我在本文中介绍了一些毫无疑问是纯粹假设环境下的实验证据。然而，这些证据说明，“以牙还牙”政策可能是非常有效的战略。换句话说，政府承诺对掠夺行动进行报复，同时对友好行动予以合作的做法，看起来是很有吸引力的战略。


  当然，在实际实施“以牙还牙”战略时存在许多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以牙还牙”政策作出承诺，实际上可能是非常困难或者代价是很高的。例如，为了有效地阻止欧洲对进入宽体喷气式飞机市场的厂商给予掠夺性的补贴，美国进出口银行所需要的资金可能超出了它本已十分巨大的预算所许可的规模。第二个问题是，“以牙还牙”战略只能适用于明显的双边问题。双边主义是偏离贸易政策的多边主义原则的，而许多观察家认为，多边主义原则很适合美国及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目标。我的唯一观点是，在一个政府之间的政策相互影响的世界里，至少有可能为干预政策找到合理的论据。另外，这样的政策应该可以避免被掠夺性地首先使用，但可以合情合理地被用作报复的措施。


  至此，有必要强调一下本文没有涉及的一些问题。首先，本文并没有为实行大范围的补贴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即使是纯粹报复性的政策，为它提供的理论依据也只是针对个别产业的。制定这些政策对信息的要求是至关重要的（克鲁格曼1983年的文章是众多对政府能否成功地制定目标持怀疑态度的文章之一）。我的观点是，如果政府清楚自己在寻找什么样的目标，它们也许在这方面会做得比较好。


  其次，本文没有证明对外国和本国厂商提供“同等竞争环境”的政策的合理性。这里所描述的政策，作为掠夺性战略，显然是企图给国内厂商创造优势；作为报复性战略，它们则是企图阻止其他国家的掠夺行为。


  这里提出的贸易干预政策的论点非常狭窄、有限。除了掠夺或报复，一定还存在着另外一些支持干预政策的经济依据。如果金融市场是不完全的，信贷补贴可能是合适的政策，补贴和税收或关税也可能是处理各种正的和负的外部性的有效政策。我在本文中也没有去评论对干预政策的一些主要批评意见，包括认为政策措施无论其最初的动机多么好，总是很容易被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所左右的观点。


  构成本文观点基础的研究，不可能使学术圈中的贸易理论家与产业界的游说者达成共识。这些研究的价值在于论述了一些产业游说家们认为重要的问题，而不是通过假定将这些问题抛开。毫无疑问的是，本文远远没有使理论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及产业的代表们达成共识。然而，我希望至少大家能认识到我们是在谈论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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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性出口鼓励：一个评论


  吉恩·格罗斯曼


  随着美国面临的竞争压力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外国政府至少部分地在外国公司入侵美国的过程中发挥着作用，要求美国政府对本国厂商在国际竞争中予以支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一些时髦的观察家注意到，我们的贸易伙伴们都“瞄准”了盈利产业，他们怀疑听任这种行为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他们问，如果美国以补贴来抵消对方补贴，或者首先抢占我们自己的目标产业，以便使美国公司赢得（或至少是分享）将来的朝阳产业中的高收益，这样做不是更好吗？美国应该“让外国政府来决定我们的产业结构”呢，还是应该努力“选择那些使美国的生产者能够发挥比较优势的产业”呢？


  这些问题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国际经济学家们的反驳，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反对任何形式的出口鼓励政策。他们指出，补贴扭曲了由市场决定的资源配置，使生产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而且补贴会降低美国的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接下来，他们会引用贸易政策理论中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结论——大国的最优干预是对出口产品征税——并因此得出结论说，任何与此相反的论点肯定都是为自己利益服务的诡辩。不幸的是，这一正统的回答并不能解释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而且事实上这种分析是建立在一个并不适于解释这些问题的世界生产与贸易模型之上的。虽然产业扶持政策的支持者认为潜在的超额利润是对成功政策的奖赏，但教科书中的国际贸易模型通过假设排除了这些利润的存在。这些支持者谈论的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它寻求改变产业中的竞争平衡。在这些产业中，少数先进的厂商力图在一个正在成长的世界市场中占有一定的份额。而反对者的分析则假定竞争是原子状的，市场份额是微不足道的，战略不能发挥作用。显然，要对近来进攻性及战略性出口鼓励的一些建议作出谨慎的回答，就需要一种新的贸易政策分析方法，它在分析过程中不预先假定已经存在某个答案。


  在理论研究中，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出发点是存在不完全竞争或寡头垄断竞争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某些产业中厂商数目很少，至少在短期内不能排除存在某些稀缺生产要素获得超出其“正常”收益的机会。在这里，我们有理由问政府是否可以采取措施，以保证该国的参与者在竞争中获得较大份额的利润；如果可以的话，实行这样一项政策是否对国家有利。詹姆斯·布兰德和巴巴拉·斯潘塞首先观察到，在这样的环境中，出口鼓励政策正好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如果采取这一政策，国内厂商获得的额外利润会超过预计的成本。(1)


  布兰德和斯潘塞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研究人员和政策分析家的极大关注，因为它似乎为一项产业扶持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如同所有的理论一样，这个结论也与作为其基础的假定一样可靠。进一步的研究显示，该结论不是过硬的，在将其变为政策建议时要特别小心。对战略性出口鼓励的情况，我认为我们现在没有（也许永远没有）实施产业扶持政策所必需的足够的知识和信息。我的观点是通过将许多实际要考虑的因素引入简单的布兰德——斯潘塞框架得出的，这些因素使政策结论变得模糊不清。我并不否认战略性出口鼓励政策从原理上讲是有利的，但我同样认为，它可能在经济上是有害的，而且政策制定者缺乏一套方法来识别原理上有利、经济上无害的那些情况。换言之，任何扶持政策的有效性最终都依赖于它的选择标准，而且，要成功地实施布兰德——斯潘塞分析所建议的战略性出口鼓励政策，需要大量的信息，我们没有理由指望经济学家及产业分析家们能够提供这些信息。


  不完全竞争产业中实施战略性出口鼓励政策的论据


  在一个完全市场和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价格反映了所有商品的稀缺价值，并为经济决策者提供适当的激励。消费者购买一定数量的商品，直到最后一单位的该商品对于他的价值正好等于价格。因为厂商在整个市场中的份额太小，不能影响价格，他们将产品价格视为给定，租用资源直到边际单位的生产成本等于由此获得的收益。市场以这种方式使消费的边际收益与生产的边际成本相等。


  在这样一个理想化的世界里，政府没有理由偏爱某种产业结构。所有产业的“获利”都相同，利润是管理才能和企业家才能之类的稀缺要素的报酬。“战略”（即为诱使竞争对手作出于己有利的反应所采取的行动）不起任何作用，因为所有的参与者都认识到自身的份额太小，不能影响市场结果，因而采取行动时认为市场环境是给定的。国家出于总体福利原因而干预国际贸易的唯一站得住脚的理由是，改善其贸易条件，即该国在世界市场上用出口产品交换进口产品的比率。例如，如果该国通过征税限制出口数量，就可能导致这些产品的人为稀缺并使世界价格上涨。但是，众所周知，这样取得的利益是以其贸易伙伴的损失为代价的，因而操纵贸易条件的政策会招致报复，从而使所有国家比在自由贸易时的境况都更加恶化。


  尽管作为一个基准对经济作这样的描述是有用的，但它或不符合许多商人所描述的竞争环境，或不符合偶然观察到的一些热门产业的特征，这些产业通常被认为是产业政策的目标。由于规模经济及排他性专利权限制进入，或者由于政府的管制政策支配着市场结构，许多产业仅有少数几个参与者。这些产业的价格可能超过边际生产成本，而且获利机会（至少暂时）可能相当多。这些产业的厂商们在其战略计划部门的引导下，的确要考虑它们的行动对其竞争对手的行动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对决定它们获利能力的市场变量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些产业的市场份额随时在变化，而且从原理上讲，受政府政策的影响。


  我们可以在一个最简单的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重新考虑出口补贴的有效性，该市场环境可能是：有两个厂商，一个是美国厂商，另一个是国外竞争对手，在（而且只在）第三国市场上出售相互替代的商品。假定每个厂商在竞争中只有一个决策变量，即它生产且用于出口的产量，进一步假定任何一个厂商（如果它愿意的话）可以通过吸引本来在经济中其他部门竞争性地（即没有超额利润）使用的资源，将产量扩大到任意需要的水平（尽管单位成本不一定是不变的），一旦两个厂商选择了投放市场的产量，则两种产品的价格都由需求条件决定，使生产的产品能够全部卖出。假定两个厂商在选择各自的生产水平时都清楚市场价格与自己的产量以及竞争对手的产量之间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假定厂商们在做出生产决策时将市场价格视为给定的，且为不合理的。每一个厂商都会意识到，自己的决策和竞争对手的决策都将最终影响价格。每一个厂商在决定其最优行动时，必然会推测其竞争对手将如何行动，而且很可能试图影响竞争对手的行为。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两个厂商都处在要求它们采取“战略性”行动的环境中。


  在没有政府政策干预的情况下，这种双寡头垄断竞争的后果会如何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它依赖于一方认为对方将如何行动，以及对方认为自己如何行动，等等。在寡头理论中具有悠久历史的一种解决方法，是假定该产业将最终趋于稳定或“均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每一个厂商将其竞争对手的行为视为给定，并选择自己最佳的反应。(2)如果每一个厂商在给定其竞争对手的产出后选择了最佳的产出水平，且每一个厂商都认为自己不再有任何能力影响其竞争对手的选择时，双方就没有任何激励改变其行为，这时这种结果可以自行维持下去。


  假定这种稳定的市场结局出现了，考虑下述实验。设想美国厂商的经理宣布要在出口市场上采取进攻性策略，即扩大销售。如果国外厂商相信这一威胁，预期出口市场上的价格会下跌，它最佳的反应是削减自己的产出。这将使国内厂商面临比之前较低的价格（但并未低到国外厂商维持其产出水平时那样低的程度），它的市场份额会增加。市场份额的增加可以很容易地抵补价格的下降，国内厂商因此而获利。


  然而这个战略存在一个问题：给定我已描述过的那种情况，国外厂商有充分理由相信美国经理要扩大销售的威胁仅仅是虚张声势。国外厂商知道给定自己的决策，美国厂商最初的产出水平是最优产量，只要它不改变自己的行动，美国厂商就没有激励偏离最初的稳定状态，实施其宣称的计划。因此，只要国外公司保持坚定的立场，美国公司就无法使自己的威胁变得可信。


  这正是贸易政策特别是出口鼓励政策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假设美国政府准备实行出口补贴，这将改变市场环境，最初的状态不再是一种均衡状态。现在国外竞争对手必须认真对待本国厂商要增加产出的“威胁”（即使它不声明）。的确，因为出口得到了补贴，美国厂商发现，即使国外厂商维持其初始的生产水平，与补贴政策前的水平相比，扩大销售也是其利益所在。但是，一旦国外厂商意识到这一点，便不再把威胁当作虚张声势，就要减少自己的供给，对美国厂商新的较高的销售水平作出反应。出口补贴给国内厂商的进攻意图增加了可信性，从而改变了竞争中的“博弈规则”。这便诱使国外厂商作出了一种对本国厂商有利的反应（在本例中是一种退却），从而使美国厂商利润的增加超过补贴的数额。这样一来，出口鼓励政策就增加了本国的利益。


  实际上，如果厂商们知道国外的竞争对手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它们可能不愿意进入新市场或者在现有的市场上努力扩大销售。如果通过使本国进入者扩大其在某个市场上的销售量，或在一段时间内扩大销售，政府使得本国厂商获得了经验，使其“学习曲线”下移，那么战略性出口鼓励也可能改变寡头垄断竞争的性质。这样，本国厂商将在别的市场上或在以后处于更有利的竞争位置。事实上，许多人认为，日本的通产省（MITI）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实行的正是这种政策，并声称日本厂商将因此而繁荣起来。然而，尽管这个论点初看起来非常有说服力，但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讨论。


  出口鼓励的利益：注释及修改


  当一个经济学家为某个特定的干预政策辩护时，如果只证明在一个理论模型中该政策比自由贸易更佳，这样还不够，还必须证明模型假设的微小改变不会影响该结论，特别是当这些假设并不是建立在得到很好验证的经验规律之上时。如果发现理论结果并不稳定，在一种情况下是某种政策建议，在另一种情况下又是另一种政策建议，那么，只有当分析者确信政府当局有能力根据一定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并因此改进市场结果时，他才应持干预的态度。


  在以下六个小专题中，我将逐一放松布兰德——斯潘塞分析的基本假设，并说明这样做结论会发生什么变化。我想证明，在实践中很难识别出那些适用于战略性出口鼓励论点的产业，也很难将它们与那些在理论上证明自由贸易甚至出口税才是最佳政策的产业区分开来。


  厂商如何行动


  在赞成给不完全竞争产业出口补贴的理论中，厂商之间的战略性影响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考虑到它们的行为对竞争对手及市场变量的影响，大厂商的确采取了战略性行动，这一事实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它们究竟如何采取行动，例如，在不同的环境中它们能够采取哪些竞争手段，要遵循什么规则，有什么样的推测，可以作出哪些隐含的承诺，发现什么样的威胁是可信的等，却是不太明显的。由于我们对公司行为的这些方面知之甚少，而布兰德——斯潘塞分析在这方面只选择了一些简单和示意性的假设，我们必须考虑其他几种可能的情况。


  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厂商不是先选择产出水平，然后让市场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而是假定在第三国出口市场上竞争的两个厂商先给它们的产品定价，然后再满足在这两个选中的价格水平上形成的需求。我们可以再次描述在没有政策干预情况下一种稳定的均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给定每一方选择的价格，另外一方选择的价格是它最佳的反应。同样，只要两个厂商都相信自己再也不能影响对方，双方就都没有激励改变其价格。


  故事的进展与之前相同。美国厂商可能试图改变这种结果，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厂商不打算“威胁”而是“承诺”。换句话说，它可能承诺，只要国外厂商不打算削价，它就保持在出口市场上的高价格。如果本国厂商准备提价，并且国外厂商也跟着这么做，两者在第三国市场上便都能以消费者的利益损失为代价获得较高的利润。但要注意的是，最初的（竞争性）状态具有这样的特性，即给定对方的行为，每一个厂商的行为都是最优行为。在其他任何一对价格水平上，至少一个厂商有改变的激励。在较高（合谋）的价格水平上，利润很高，每一个厂商都可能打算稍微下调一点价格，以便从竞争对手那里争夺一部分客户。另一方也会作出同样的反应，因此高价格的状态是不稳定的。事实上，国外厂商预测到了这些事件，知道美国厂商许诺之前的价格才是其最优选择，因而可能不理会该承诺。问题再一次归结为可信性问题。


  政府干预可以再一次解决可信性问题。本国政府可以通过实施一项政策，使本国厂商维持高价格的承诺变得可信，该政策使本国厂商维持高价格符合其自身利益。国外厂商认识到这一点后也会作出反应，将价格提高到一个相互更有利的水平上。但是，什么政策能保证美国出口商品在国外市场上获得较高的价格呢？在这种情况下，出口税是最优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寡头垄断行为也可能具有其他特征。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假定每一个厂商的行动都基于这样一个想法，即市场一旦达到稳定状态，就不能再诱使竞争对手改变行动了。换句话说，即假定每个厂商都把竞争对手的行为看作是给定的和不变的，但市场总在变化，一方会对另一方的行动作出反应，另一方又会对此反应再次作出反应。厂商可能继续推测，自己行为的任何偏离将会使竞争对手作出反应，自己的推测也可能被现实所证实。在没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这样的推测会如何影响市场结果呢？再考虑一下厂商通过选择产出水平进行竞争的情形。假定每一个厂商都认为，如果它胆敢试图增加销售，竞争对手会立即作出反应，也增加自己的销售，因此，它的最优行为是将产出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这个水平低于它认为扩大生产不会招致对方作出报复性反应时的水平。


  另外，如果每个厂商都推测对手不会遵守上述的市场原则，而是通过削减产出对自己的销售增加作出反应，由此每个厂商都将发现最优决策是：比它认为竞争对手的产出是常数时多生产。对于上述问题的正反两方面情况，我们通常可以找到一个行业均衡（不同情形下是不同的），在这些行业均衡下，给定其竞争对手的行动，以及自己对竞争对手会如何对变化作出反应的推测，没有一个厂商想改变其行为。寡头垄断行业的市场均衡（如果存在的话）严重依赖于厂商们对其竞争对手行为的判断。


  在双寡头垄断竞争的更普遍的描述中，贸易政策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可以证明，对每一个代表美国厂商推测其竞争对手如何对其最初的行为作出反应的参数值，都存在一个不同的美国最优贸易政策。对于某一范围内的参数值（包括一种特殊情形——没有反应的推测），出口鼓励政策有利于国家利益。但是，对于美国厂商的另一个范围内可能的推测，最优政策是出口税，任何出口补贴都是有害无益的。的确存在一个信念，在产业组织文献中被称为“一致性推测”，此时自由贸易是最优的。(3)


  也可以将现实世界中更复杂的情形引入我们的模型中。厂商毕竟不仅仅通过改变所出售的产品的价格和数量参与竞争。在寡头垄断行业中，其他战略性竞争手段包括产品质量、产品种类、售后服务、研究与开发以及广告。产业组织经济学家现在才逐渐认识到在这些领域中竞争如何影响均衡时产业的结果，以及产业成长与发展的动态过程。但是，还没有人想过出口补贴怎样影响厂商运用其他的战略性工具，也没有人想过一旦考虑这些引发的效应，这些政策是否对国家有利。(4)


  市场上有多少美国厂商


  布兰德——斯潘塞结论的第二点修改，涉及出口市场上国内厂商的数目。假定存在不止一个，而是有多个美国竞争者，这样，每一个厂商都不会考虑自己的行动对其他国内厂商利润的影响。从国家的整体角度看，存在金融外部性。特别是厂商将在生产能力上投资过多，提供过多的出口商品，而且与使它们集体的利润最大化的行动相比，它们会要价过低。这是因为，每一个厂商都在与其他厂商争夺市场份额，而美国的总福利在它们协调行动时达到最大。


  怎样用贸易政策抵消金融外部性呢？出口税会使美国厂商削减产出，从而对本国其他厂商表现得不那么有侵略性。这项政策将改善美国的贸易条件（出口商品的价格提高），但可能导致国外竞争对手得到一部分销售份额，从而造成损失。然而我们知道，总的来说，如果国内厂商的数目很大，市场接近竞争状态，那么出口税必然是有利的。这只是教科书中所说的当厂商太小，而且竞争过于激烈，以至于它们自己不能利用国家的垄断力量时政府应予以保护的论点。即使厂商的数目相对较小，如果我们考虑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其中布兰德——斯潘塞关于出口鼓励的利润转移论对于双寡头是成立的，那么，如果外部效应占主导地位，则在寡头垄断的情况下应该征收出口税。(5)事实上，根据一个行业的状况，甚至市场上只有两个美国厂商时也是如此。


  市场进入状况


  战略性出口鼓励的论点依赖于某一给定行业存在着超过正常水平的利润或超额收益。即使发生这种情况，也不可能无限地维持下去。获得厚利的机会促使新的厂商进入市场，随着进入不断发生并且产业趋于成熟，利润便会被瓜分，并且通常接近于“正常”或竞争性水平。因此，即使出口鼓励政策是有利的，也只是暂时的。


  但是，考虑市场进入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出口鼓励计划的存在影响到哪个企业会选择进入以及何时进入。当存在出口补贴时，国外寡头垄断出口市场上的新进入者更有可能来自实行补贴的国家，这可能给国家福利带来不利后果。其原因有两个：第一，从获得规模经济的角度看，补贴很容易导致过度进入，这可能意味着长期内平均生产成本比没有补贴时更高。第二，当补贴诱使大量的国内厂商进入出口行业时，可能最终引发它们之间的过度竞争，并因此使出口产品的长期价格下降。因此，当补贴国（其出口产品主导了世界市场的价格）的贸易条件变得永久恶化时，任何从出口鼓励政策中的短期获利在长期中都可能消失。同样的道理，如果出口补贴使进入过早发生，则意味着第三国出口市场上的寡头垄断利润消失得更快，这可能会伤害到补贴国家以及和它竞争的供应商。


  另外，贸易当局也很难识别出哪些产业正在获得超过正常水平的利润。通常出现的高利润率只是以前某项高风险投资的收益。例如，研究开发费用可能相当大，许多企业以失败而告终。只有当厂商们预计在取得成功后可以获得利益时，它们才会进行这样大的投资。在现实的市场中，我们只能观察到那些获得了成功的公司，我们可能误以为利润率异常高。但是，在衡量产业利润时，应包括那些从来就没有在市场上出现过的厂商的损失。


  事实上，我们应该将许多不完全竞争行业表面的高利润率看作是在竞争的初期阶段成功企业的正常风险回报率。这是因为，当存在明显的获利机会时，很少有某个行业在每一个阶段都有足够大的天然进入障碍，阻止企业进行生产或开发工艺之类的活动，或者阻止企业新建生产能力。大多数寡头产业似乎就是这样的，或者因为存在生产、研究与开发或广告开支等比较大的固定成本，或者因为专利权从法律上限制了进一步的进入。在每一种这样的情形下，可能早已进行了一轮建立生产能力、从事研究、进行广告活动以及获得专利的竞争，（大概）直到进一步进入或更大的努力所带来的额外收益等于由此带来的额外成本为止。


  这对战略性贸易政策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下面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一些产业在事后阶段（即一部分竞争已经结束）有可能存在超过正常水平的收益，因而有转移利润的机会。如果我们经常对这些产业给予补贴，那么我们可以预料，因为成功的收益率中又加入了预期的一定数额的补贴，政策的主要效应将是在竞争的初期阶段资源就被转移到被扶持产业，这就造成了类似于完全竞争环境中出口补贴所引起的资源配置扭曲，因为从长期来看，对这些产业正确的认识应该是，所谓通过战略性政策可以被某些国家获得的超额利润是不存在的。布兰德——斯潘塞关于出口鼓励的论点仅适用于真正的“自然寡头”产业，即在竞争的所有阶段进入这些产业的机会都受到限制。这样的产业可能很少。


  国内消费者的情形如何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假定美国出口商及国外厂商之间的竞争仅发生在第三国市场上。但是，大多数美国厂商出口的产品在国内也有出售。在这种场合下，除了已经谈及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另外一种含义是，国内市场上的消费处于次优状况（较低）。这是因为拥有寡头垄断力量的厂商的加价超过了边际成本，因此，当消费者购买产品直到最后一个单位的产品对他个人的价值等于价格时，消费的边际收益仍然超过生产的边际社会成本。


  出口补贴使厂商愿意将供给从国内市场转向国外市场，这一般会使国内价格上升，国内消费受到抑制。因此，出口补贴可能会加重由不完全竞争引起的已发生的市场扭曲，也意味着会对国家的经济福利产生不利影响。事实上，如果反托拉斯政策不完全或不存在，出口税可以部分地替代反托拉斯政策，使国内厂商将供给从国外市场转向国内市场，从而使国内价格更接近于竞争水平。一旦考虑到国内消费者的福利，原本清晰的布兰德——斯潘塞发现在理论上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种寡头


  选择产业时的中心问题是，哪一种产业应该成为扶持目标。在一个其他部门都是完全竞争，只有一个部门是不完全竞争的经济中，如果出口鼓励政策是出于战略性考虑，就不存在上述问题。如果可以利用资源，使寡头垄断部门获得超过正常水平的利润，这表明与其他部门只能获得竞争性利润相比，这是一种明显的改善。但这不是对最经常谈及的作为出口鼓励目标的蒸蒸日上的高技术部门状况的真实描述。许多高技术产业使用的是一些通用的资源，这些资源在短期到中期内供给相对较无弹性。特别是，如果要实施一项产业扶持政策，作为高科技部门中必要投入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熟练工人的供给，不可能作出迅速反应。如果是这样，一个或几个这样的部门的扩张只能以牺牲其他部门的利益为代价。


  为了进一步仔细考察这个问题，让我们假定，有许多双寡头垄断产业，每一个都是布兰德——斯潘塞模型的一种变体（即一个国外厂商和一个国内厂商，存在通过出口鼓励政策而转移利润的机会），但所有产业每单位产出都要求投入一定数量的特殊稀缺生产要素。为简单起见，进一步假定经济中的其他竞争部门不使用这种稀缺投入。现在设想一个特殊产业被选为扶持对象，该产业中美国厂商具有可信的扩大生产的威胁。正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这将使国外竞争对手放弃部分市场份额。同没有出口补贴时的情况相比，国内厂商将获得额外的利润，这些利润会直接增加美国的福利。但是，当该厂商寻求扩大生产时，它将提高所有其他双寡头垄断厂商所需要的稀缺要素的价格。所有其他国内双寡头垄断厂商都将发现自己的生产成本在上升，国外竞争对手也将意识到国内厂商不再处于以前那样强有力的竞争地位。因此，在所有其他双寡头垄断产业中，国内参与者必然减少生产量（这是释放资源给扶持产业用于扩大生产所必需的），国外竞争对手将通过增加产出和扩大市场份额作出反应。所有非扶持目标的双寡头垄断产业中的美国厂商的利润将下降，这会抵消被扶持部门所获得的利润。


  把直接的获利与间接的损失加在一起，出口鼓励政策的净效应是多少呢？在所有产业对称（即它们在出口市场上面临类似的需求条件，拥有类似的生产技术，面临类似程度的国外竞争）的情况下，将任何一个（或多个）部门选为补贴对象，损失将超过获得的利润。(6)


  这就留给我们一个问题，即在非对称的情况下如何选择一个部门作为扶持对象。与预期的情况不同，应该选择的产业不是提供最高收益的产业；相反，选择的标准是投入一单位稀缺资源能够使多少额外的利润从国外竞争对手那里转移给美国厂商。它以一种复杂的方式依赖于国内及国外厂商的技术、它们生产的产品之间的替代程度、出口市场上需求对价格的反映和寡头垄断的性质等。不用说，在理论模型中确定的选择标准，很难在实践中行得通。


  另一种简单的办法是以同样的补贴鼓励所有的高技术产业。然而，在所有的产业都类似的情况下，对所有产业进行补贴等于不补贴任何产业，这样做只能增加稀缺要素的收益。(7)如果产业不尽相同，提高稀缺要素的报酬将对不同的产业产生不同的影响。一些美国厂商会发现，它们与国外竞争对手相比，处于一种更有利的竞争地位，而另外一些厂商将发现要素成本的提高远远超过了补贴的直接利益。就净收益而言，只有当不密集使用稀缺要素的产业恰好也是那些使用额外单位的稀缺要素能转移来大量利润的产业，出口鼓励政策才符合国家利益。不幸的是，我们事先没有理由认为情况的确会如此。


  成功的标准和增加收入的成本


  最后一个问题与用来评估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否成功的标准有关。在有关贸易政策的理论中，我们通常假定收入分配问题不是重点（因为用其他经济政策可以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任何实施贸易政策所需的资金都能以一种不对经济造成扭曲的方式筹集到。在这两个假设下，评估任何贸易政策的合适标准是“总经济剩余”，或者说是如下三部分之和：（1）消费者的评价超过商品价格的部分；（2）生产者的收入超过生产要素的机会成本的部分；（3）政府所得到（或支付）的收入。这三部分之和是衡量经济效率的一个指标，它假定1美元就是1美元，无论它是在消费者手中，生产者手中，还是在政府手中。


  我们有两个理由说明为什么这个指标可能系统地高估了一项战略性出口鼓励政策所能获得的利益。


  第一，这样一项政策可能对收入分配产生不良影响。美国的出口产业，特别是那些人们认为应受到战略性鼓励的产业，是熟练劳动力和技术密集的产业。对这些产业的补贴，将提高目前收入已经很高的工人的工资，可能损害进口竞争部门的非熟练工人。另外，因为建议实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将租金转移到已经获得了超常利润的厂商那里，所以这些厂商的股东是这项政策的另一批潜在受益者。尽管的确存在一些其他政策，用它们来进行收入再分配优于贸易政策，但是以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来衡量，这些政策（例如收入税、公司利润税）并不是没有成本的。


  布兰德和斯潘塞等人所使用的那些经济模型可能高估出口鼓励政策所获利益的第二个原因是，现实中获得补贴计划所需要的收入有很高的成本。经济学教科书中不引起扭曲的一次性总付税在实际中是不存在的；相反，政府必须使用会对经济效率造成“纯损”的财政手段，因此，一项对美国公司产生比1美元稍高一点的额外利润却需要政府支出1美元的政策可能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由于眼下天文数字般的联邦预算赤字，这一问题看起来特别棘手。


  简略概述一下，以某个产业为扶持目标的出口补贴是否可以被战略性地用来将利润从国外厂商转移到国内厂商，如果可以的话，结果是否对国家的整体利益有利，这一问题依赖于许多与产业密切相关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垄断竞争的性质（厂商可以用什么样的竞争手段，每一个厂商怎样推测竞争对手对自己最初的行动的反应，等等）、产业中实际和潜在厂商的数目、国内消费该产业生产的产品的数量，以及产业扩张所需资源是否可以从经济的其他部门的竞争性使用中得到等。这些因素又分别与国内及国外市场的需求条件、国内及国外厂商的生产技术状况以及政府增加额外1美元收入的边际成本和熟练劳动力的供给弹性等一般经济因素相互作用。如果我们进一步将现实中的许多方面纳入模型中，使模型更加复杂化，其他因素也可能具有一定影响，如规模经济的程度、技术进步的速度等。


  然而，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经济理论能给我们的启示是有限的。理论可以用来帮助我们理解市场如何运作，以及为什么不能完美地运作。对每一种经过详细研究确定的市场不完全，理论上可以找出理想的纠正手段。但最终还存在一个问题，即我们是否拥有足够的信息去实施由理论找出的那类政策。在某些政策情况下，因为所有的相关经济因素都指向同一方向，信息问题并不是至关重要的。例如，高速公路拥挤，意味着应该征收公路税而不是给予补贴，只有公路税的适当数额才是争议的焦点。但在国际贸易中实行战略性干预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了解一些产业的特征，而到目前为止，即使最详细的产业研究也未能给出清晰的描述。即使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基于战略考虑而首先使用贸易政策至少是不成熟的。


  实行战略性出口鼓励政策的实际问题


  关于战略性出口鼓励，除了经济理论所引起的模糊性外，我们还需要讨论与各种贸易政策都相关的许多实际问题。在这一部分我将讨论其中两个：国外报复的可能性及制定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国外报复的威胁


  以贸易伙伴的损失为代价而使本国获利的贸易政策，以及附带地损害其他国家的那些政策，会招致国外报复。当报复切实发生时，每一个国家都比实行这些政策以前变得更糟糕。贸易政策方面的合作通常使双方受益，单方面的行动可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对每一项计划实施的贸易政策，有必要考虑它将招致其贸易伙伴令人不快的反应的可能性有多大。在美国实行战略性出口补贴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肯定是相当大的。我们的大多数贸易伙伴急不可待地宣称，它们与可能被指定为出口鼓励政策目标的那些部门有利害关系。在大多数这些产业中，美国已经是处于领导地位的竞争者，如果美国的政策是企图加强美国公司在这些产业中的优势，国外政府不可能保持被动。补贴可能遇到反补贴，结果是彼此之间的相对位置不会明显改变，而那些产业中所有的出口商还会遭受生产能力过剩之苦。


  有人可能对此提出疑问：国外政府已经在实行一项产业扶持政策，不存在报复问题。然而，即使我们接受这个经常听到的争论的前提，它的结论也可能是站不住脚的。对这个问题需要作更细致的分析。一方面，支持美国采取积极的政策的一个合理的论点可能是，它促使外国进行协商，以结束有害于美国的做法，否则它们将不会这样做；另一方面，不能保证如果美国准备对国外行动进行报复，最终就一定能导致合作的出现，另一种可能是将会导致一场出口补贴大战。


  对于将贸易政策作为一种威胁外国的手段以及作为惩罚我们认为令人不愉快的做法的手段，我们知之甚少。这些政策什么时候可能达到目的，或者什么时候将导致代价巨大的贸易摩擦升级？报复必须在同一个产业中进行，就像人们建议的大部分“互惠”立法中所隐含地假定的那样，还是在其他产业中采取措施也能达到这一目的？对别国的侵略性政策有必要使用类似的手段吗？或者任何进攻性的行动就足够了？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最重要的也许是如何建立某种“强硬”的名声，这样它实际上就不需要借助于相互有害的政策了？这些都是在一项全面的报复政策实施之前应予回答的问题。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确定需要干预的部门时使用什么标准，以及为达到阻碍和报复目的应实施什么政策，这些都不同于大多数产业扶持的通俗读物和学术著作中所提出的标准和政策。达到前一个目标最有效的政策，是那些自动（而不是相机抉择）的政策，因为这些政策需要事先作出承诺，不能将其视为不可置信的威胁，或“只要等一等，过段时间就会自行失效”的政策而指望它们会被取消。博弈论还认为，协商的激励取决于“威胁点”，即在缺乏协议的情况下出现的结果。一个有利的威胁点，可通过一项给竞争对手带来最大损害而自己损失较小的政策达到。这可能涉及干预出口竞争产业或干预传统竞争部门，甚至可能干预一些与对外政策完全无关的领域。最后，重要的是对采取这项政策的目标要十分清楚：成功不是由一些特定竞争产业的美国厂商所取得的成就来衡量的，而是由能否诱使国外政府停止干预来衡量的。


  制定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大多数经济政策的学术分析都隐晦地认为，经济市场的运作和政治市场的运作之间存在根本的不对称。同时大家都认识到，在经济领域追求自身利益的参与者，他们相互作用的方式可能导致无效率的结局。另外，还经常假定，只要政府管理技术的领导能识别出这些无效率状态，就可采用政治手段来纠正市场失灵。但是，关于制定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文章已指出，这一假定从根本上讲是不合逻辑的，与现实相去甚远。(8)经济参与者可能通过游说他们的代表、给支持他们观点的候选人捐款、在管理和管制听证会上提出申请等，像在经济市场上一样在政治市场上追求自己的利益。这就意味着，一旦建立了对市场干预的某种程序，它便可被用来达到政策分析者不曾预见，当然也不是其预期的结果。


  在历史上，这一问题在贸易政策领域表现得特别严重。经验表明，贸易政策工具容易受到来自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的影响，结果往往没有充分考虑消费者的利益。进口保护的决策经常不是根据某种明显的证据，认为是值得这么做出的，而是由于某些行业特别强烈的游说努力而做出的。甚至原本设计用来对付特殊可识别的国外行动或国内市场失灵的行政机制业已受到操纵，服务于更一般的保护主义的目的。(9)


  任何把出口鼓励作为目标的计划，都可能屈服于几乎同一类特殊利益集团的压力，成为它们的牺牲品，这种危险应引起高度重视。如果政府打算建立一个机构来实施此类相机抉择的产业政策，每一个出口部门都将有足够的理由争辩说，该产业有许多值得给予补贴的优势（那就随他们去说吧）。即使政策分析者能以某种方式解决如何识别产业是否值得鼓励的技术难题，也很难保证这些产业就是受到政治影响的挑选过程最终选定的产业。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已经建立起来的产业可能击败正在兴起的产业，处于在政治上被争夺的地区的产业可能击败明确地属于某一党派阵营地区的产业，能够很容易地克服与整个产业的游说活动相联系的“搭便车”问题的产业可能击败不能克服此问题的产业。简言之，政治领域里的市场失灵可能更甚于经济领域里的市场失灵，因此，最终剩下来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只服务于非常幸运的产业的利益。


  结论


  国际经济学家的研究似乎为美国实行日本通产省式的产业扶持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我已经回顾了在实际中应用该理论所产生的一些困难。我之所以持保留态度主要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首先，是理论所固有的缺陷；其次，是如果我们抛开理论，我们最可能观察到的那些实际结果也令人失望。


  从理论的角度讲，毫无疑问，一项设计得很完善的扶持政策会改善美国的总体经济福利。市场是不完全的，“看不见的手”可能将资源推向错误的方向。纠正市场失灵的政府政策肯定是有利的。在国际范围内还存在“我们”和“他们”的区别。我们一旦脱离所有资源都获得其机会价值（在其他的次优使用中将获得的价值）的完全竞争的世界，我们就不能再对本国的产业结构不闻不问。某些产业比其他产业能提供更多的国民利益，发达世界中的所有国家都喜欢对这些产业采取积极的行动并取得成功。原则上，政府政策有助于保证这一结果的出现。


  因此，理想的产业扶持政策存在坚实的基础。然而，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如何识别一项政策是否合意呢？一般来讲，这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理论提供的指导是否相对比较明确，政策制定者所需要的信息是否可以随时得到并且保证质量相当好。答案并不乐观。不是每一个部门都应该（或可能）成为扶持目标，要选出准确的扶持目标，需要进行细致和复杂的分析。仅存在不完全竞争是不够的，还一定要有长期的、超过正常水平的利润，而且没有隐藏的竞争形式使这些利益烟消云散。在该产业中国内厂商还不能过度竞争，但国内市场上应该有足够的竞争，使寡头垄断价格不能严重伤害国内消费者。以一个产业为扶持目标的政策应该使该厂商扩张，但不应以和它具有同等潜力的其他厂商的损失为代价。产业中厂商之间的竞争应该能引导美国参与者不太具有进攻性，而不是具有过度进攻性。简言之，理论充满了模糊不清的政策结论，只有具备了非常详细的资料，比较完整地理解了一个特定的产业是如何竞争的，以及该产业与经济中其他部门是如何相互联系的之后，我们才知道如何运用这些政策结论。


  而且，如果对于一个成功的扶持政策来说这些障碍还不充分的话，我们还必须承认分析不能在真空中进行。有效的论据和准确的资料可能与自私的声明及使人误入歧途的证据混合在一起。越是利害攸关，特殊利益的代言人就越要为其辩护，给政策制定带来的压力越大。经济市场中“看不见的手”被政治市场中“更看不见的手”所替代。的确，实际选定的扶持产业几乎不具有客观分析（即所谓的理想方法）所描述的特征。


  难道这意味着在国际竞争中美国的政策就不能支持美国产业的发展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政策应该为创新和企业家创造良好的环境并弥补明显的市场失灵。因此，政府对于教育及各产业的研究开发活动的支持是正当的，为促进从衰退产业中释放出来的资源得到高效率的再配置所实行的有效的政策调整也是正当的。当高估的汇率及过高的利率阻碍了美国厂商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时，宏观经济政策也是重要的。设计明智的、有广泛基础的政策面临着诸多挑战，而选择对国家最有利的产业结构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


  注释


  (1) 有关这个问题及相关问题的著作，还可以参见克鲁格曼（1984）、迪克西特（1984）及迪克西特和凯尔（1983）。


  (2) 寡头垄断均衡的概念首先是由库尔诺于1897年提出来的，然后纳什（Nash）1954年在提交讨论会的一篇文章中将其一般化，因而称为库尔诺——纳什均衡。


  (3) 关于这些结果的进一步讨论及证明见伊顿和格罗斯曼（1983）的观点。


  (4) 布兰德和斯潘塞（1984）的确在他们的模型中证明，当引进一种简单形式的研究与开发竞争后，出口补贴还是能够改善福利的。


  (5) 对于给定的市场参数，国内厂商的数目越大，则出口税（而不是出口补贴）越可能成为一项最优政策。见迪克西特（1984）及伊顿和格罗斯曼（1983）的观点。


  (6) 这一结果是由伊顿和格罗斯曼（1984）推导出来的。


  (7) 如果在高科技产品的生产中对于稀缺要素的某种替代是可能的，或者如果某种要素的额外供给在当其回报提高时可以从经济中得到，那么一种同等比例的补贴将是有利的。更详细的论述见伊顿和格罗斯曼（1984）的观点。


  (8) 例如，可以参见Baldwin（1981、1982）及Brock & Magee （1978）。


  (9) 参见Finger，Hall & Nelson（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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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政策应该扶持什么


  巴巴拉·斯潘塞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表明，贸易政策可以被用来扶持某些面临外国竞争的产业，从而使本国获益。政府和厂商被认为是在世界市场上进行战略性博弈以获取利润。贸易新理论认为，出口补贴之类的政策能够影响博弈的基本结构，从而使国内企业从出口产品中获得超过补贴数额的额外利润。如果确实如此，贸易政策将给国内经济带来净收益。(1)从理论上讲，一些额外利润能通过税收形式进行再分配，从而不仅使一般纳税人不会因支付补贴成本而受损，还可以提高目标产业的所有者和工人的福利水平。


  有的政策制定者一直认为，一些外国政府，例如法国和日本政府，已经选择了扶持一些经济部门的政策。(2)由此引起了当前关于美国是否也应加入扶持目标产业竞赛的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引出了许多难以回答的问题，包括什么是政府适当的角色的哲学问题等。即使我们假定政府应该参与扶持目标产业的竞赛，也还存在政府应该扶持哪类产业的大量不同意见。例如，政府是努力重振夕阳产业的雄风呢，还是支持现在利润较高的高技术产业，或者选择将来的朝阳产业？本文不直接考虑第一个主要问题，只有一个很小的目标：讨论第二个问题的一些方面，即政府应该扶持什么类型的产业。尤其是，本文的目的是描述最新贸易理论的含义：如果扶持一个产业可以对整个国家有利，根据最新贸易理论，这个产业应该有哪些特点？(3)


  识别这些特点是把理论转化为实际政策建议的第一步，然而，在实施过程中还有许多严重的现实问题。例如，理论上提出的一些特点所需要的信息，如本国和外国厂商的性质和成本水平，可能不太容易得到。而且，准确地预测外国政府和厂商的行为，对一些特点非常重要，但却难以做到。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可能使扶持某些出口产业的政策不尽如人意。然而，即使本国不采用这种产业扶持政策，对与这个问题有关的经济理论有所了解也是很有益处的。这会使我们的争论更加有理有据，并可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外国产业政策的影响。


  在本文中，我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讨论贸易扶持政策的含义。在一些讨论中，扶持（targeting）被限定为只对某个产业内范围狭小的某组产品，甚至某个厂商进行支持的政策。虽然贸易理论也指出了一项扶持政策应如何具体到厂商、产品或某组产品时的一些问题，但是，对扶持政策影响最大的是所选择的产业或产业集团的特殊性质，而这一问题需要更多的理论分析和详细的产业研究作支撑。另外，本文把扶持工具也界定得比较宽泛。很明显，出口补贴和关税是两个政策选择，然而，其他政策如对研究与开发活动、工厂和设备的补贴，也对出口利润有着较大的长期影响，这些政策也应作为促进出口产业发展政策的一部分。


  产业盈利性和进入壁垒


  最新理论中有关出口补贴的论点，是建立在从外国生产者和消费者那里抽取额外利润的基础之上的。一项出口补贴要想促进国内福利水平的提高，它必须能使该产业出口销售所增加的利润高于国内纳税人承担的补贴成本。除了产品创新发展和出现极大规模经济的可能性等动态因素外，要想获得净收益，就必须使售价超过没有补贴时投入的机会成本。然而事实上很难做到这样，除非存在进入该产业的壁垒或进入成本，这种壁垒和成本使得补贴从一开始就有益，并使利润维持一段合理的时间。通常的壁垒包括需要大量资本投入或进行研究开发，也包括一些专利等方面的法律限制。


  传统贸易理论假设没有进入壁垒，一个产业是由许多小厂商组成的，这些小厂商只获得维持经营所必需的正常利润。在这种完全竞争的产业中，价格等于每个厂商的边际生产成本，因此，出口补贴（例如每单位1美元的补贴）导致产品价格比实际的边际生产成本低（1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出口补贴只会降低国内福利水平，充其量是赠送给外国消费者的礼品。


  有了产业盈利性的要求，补贴就不能既作为一种“挽救”无利润或所谓衰退产业，又能使整个国家得益的方法。尽管一些产业看上去没有盈利，但是这些产业支付的工资和薪水高于机会成本，如果将这些隐性收益计算在内，这些产业实际上也能从出口中获得高于正常水平的收益。即使如此，补贴仍然不能同时达到上述两个目的。


  所以，适于作为被扶持产业的第一个条件可概括为：


  特点1：产业或潜在产业所获得的额外收益（利润或工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必须超过补贴的总成本。这就要求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当高的进入壁垒。


  限制外国厂商销售


  如果一项出口补贴是合适的，本国增加出口必然导致外国竞争厂商减少产量。的确，这种效果越大，或本国厂商越能以外国竞争对手的销售下降为代价进行扩张，出口补贴就越有可能提高本国福利水平。如果外国厂商的销售没有下降，由补贴带来的本国出口的增加通常会导致价格下降，从而使额外销售无利可图。外国厂商的产量减少会减缓由于本国出口扩张引起的价格下降，从而增加本国厂商获利的可能。


  显然，这个条件排除了本国厂商在出口市场上没有竞争对手或潜在竞争对手，即真正垄断的情况。一个真正的垄断厂商可以自己决定价格或进行投资，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一项出口补贴能否导致外国厂商减少产出，取决于厂商之间寡头竞争的性质和外国政府的反应（如果有的话）。有关寡头厂商价格竞争的影响已在伊顿和格罗斯曼1983年的文章中讨论过。他们的研究表明，出现相反的产业反应是完全可能的。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默契共谋的模型中。如果一家厂商通过减少产出来提高价格，会使其他厂商紧随其后也减少产出，从而把价格提高到更接近共同利润最大化的垄断水平。相反，一项出口补贴带来的本国厂商出口的增加，会导致其他厂商也增加产出，从而使价格进一步下降，减少本国产业的盈利。这种情形会在被称为伯川德竞争的模型中出现，在这种竞争模式中，每家厂商都假设如果自己调整价格，其他厂商即使面临销售损失也将维持其价格。在这种情况下，一项出口税而不是出口补贴会使国内出口产品的利润增加。


  另外，伊顿和格罗斯曼的分析更适合于投资已经完毕的短期价格决定。在产品开发的初级阶段，可能在厂商之间就投资水平和时机已经有过一次竞争。在高度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中，生产能力的决策将决定未来价格竞争的性质，并对将来生产阶段总利润水平和市场份额有着重要影响。例如，如果某个产业需要大量的固定资本投入，那么，一旦外国厂商的生产能力已经确定，本国厂商产出的增加并不能立即使伯川德价格行为模型所暗指的外国产出的扩大。克雷普斯（Kreps）和沙因科曼（Scheinkman，1983）的理论分析证明了这种观点。(4)


  在这种产业中，一国在初期进行大量投资，可能在长期内阻止外国企业的竞争，使其降低投资和产量。这一点正是扶持政策达到为本国带来利益这一目的所要求的。本国政府增加国内生产能力的政策，对外国政府和厂商来说很可能是个信号，它意味着本国的产出将很高，致使外国厂商的投资收益将较低。如果这些政策是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初期阶段外国厂商生产能力确定之前实施的，它们很可能对降低外国厂商的生产能力是最有效的。


  这个讨论说明了实施扶持政策时面临的一个问题，即对外国厂商和政府的反应可能是不清楚的。对这个复杂问题的深入研究，需要一个产业一个产业地进行。事实上，这个讨论暗含着成功地使用扶持政策所必需的条件：


  特点2：本国产业必须面临着外国厂商的激烈竞争或潜在竞争。对本国产业的补贴要能迫使外国竞争对手削减生产能力计划和产出。大量的固定资本投入（虽然并非必不可少）可能增加这类行为的机会。


  产业集中


  如前所述，一项出口补贴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能提高本国福利水平，即补贴使本国出口的增加相对于外国竞争厂商销售的下降不能“太大”，从而使因补贴造成的价格下降幅度保持在最低水平。假设一个产业满足特点1和特点2，还有一些因素也可能加强本国厂商以外国竞争者的损失为代价的扩张趋势，这些因素使该产业更适合作为本国的扶持目标。


  迪克西特（1984）、伊顿和格罗斯曼（1983）曾指出，相对于外国竞争来说，本国出口产业越集中，出口补贴造成的价格下降幅度可能就越小。因此，如果考虑这个因素，也许应该对那些本国厂商比外国厂商更少的产业或产业的一部分进行补贴。这一结果的确切形式需要对产业的性质作一些特别的假设，但效果的方向不会改变。(5)


  让我们先来看外国的产业。外国厂商的数目越多，或外国产业越不集中，一定数量的本国产出的增加使外国的产出的下降就越多。由于外国厂商数量很多，所以即使每家厂商的生产可能下降得比较少，但是相对于因补贴而增加的本国产出来说，外国产量的削减总额一般会比较高。


  同时，短期和长期的边际成本下降会使外国因本国生产扩张而削减产量的趋势增强。从短期看，产量下降引起边际成本上升，降低了边际产出的利润率，从而使厂商削减产量的幅度超过边际成本固定不变时的幅度。从长期看，外国厂商将转向更低产出水平的生产，由于它们有较少的规模经济的优势，所以平均成本会上升。


  现在让我们来看国内产业集中的问题。对任何一个国内厂商来说，就利润而言，本国厂商对国内产业补贴的反应同外国竞争厂商的反应一样重要。正如伊顿和格罗斯曼（1983）所表述的那样，在国内厂商之间存在一种负的金融外溢效应，也就是说，每家厂商在决定其产出时，只考虑该产出对自己价格和利润的影响，而没有考虑自己的行为对国内同行业其他厂商的影响。任何一家国内厂商销售量的增加，都会降低国内其他厂商的产品价格和利润水平。人们一般欢迎这种影响，因为它会导致更具竞争性的定价行为，这对国内消费者是最有利的。然而，如果销售主要是面向国外消费者，那么，该国的最大利益所在是维持高额垄断利润。国内产业的集中度越高，国内其他厂商扩大产量对任何一个厂商的价格和利润的负面影响就会越小，因为外部性波及的厂商数量较少。当然，如前所述，即使有大量的国内厂商存在，如果有同样数量的外国厂商，这种影响也会被抵消，最终使出口补贴依然有利。


  假设厂商像库尔诺模型所假设的那样采取行动，且每家厂商以同样的生产成本生产同样的产品，产业集中对本国出口补贴能否使外国产出下降得足够多，以至于增加福利水平的影响可以归纳为：


  特点3：与出口相关的国内产业应该比外国竞争产业更集中或同样集中。


  这个由国内产业集中产生的优势说明了一个观点：应该放松对大量从事出口销售活动的厂商的反托拉斯法限制。这会促使国内厂商对其出口销售独立定价所产生的负面外溢效应内部化。当然，这样做的代价是相同的卡特尔式的定价行为将波及国内市场。


  要素价格影响


  出口得到的租金包括工人得到的租金和厂商得到的总利润。如果工人的收益高于劳动的机会成本，他们就获得了租金。正如克鲁格曼（1984）所解释的那样，如果出口补贴使得就业机会增加，从而增加了该产业工人的租金总额，那么这就与产业利润增加一样都对经济有利。如果一个产业由于工会而使得工人获得大量租金，这意味着该产业可能成为政府扶持的目标。


  然而，工会的存在把新的参与者引进了厂商和政府之间的战略性博弈中。通常，政府补贴政策不仅会增加就业，还会提高工会工人的工资。(6)在相同或更高的就业水平下，工人工资的提高会增加工人的租金总额。但是，这不仅仅是利润由股东转移到工人，使该产业的总剩余保持不变的问题。工资的增加会导致边际成本提高，并影响该战略性博弈的结果，降低该产业的出口水平和租金总额。如果一项补贴导致工资水平提高，补贴的效果会大打折扣，使每1美元补贴的效果下降。


  当然，工会如何影响扶持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工会讨价还价的性质和补贴（或保护）工具的性质。如果工会合同部分地取决于利润分成，在面对补贴时，工会为了增加从利润分成中所获得的奖金，一般不会要求提高工资。一种极端的情况是，如果工会将工资确定在竞争性的水平上，因而工人转移的所有租金都来自利润分成，那么，工会对由于政府干预而获得的国内租金总额没有影响。


  另外，某些补贴方式比其他方式更容易导致工会工人工资的增加。对此，我猜想，如果一种补贴工具比其他工具更能减少工资增加对就业的负面影响，政府使用这种补贴工具很可能使工会更积极地要求提高工资。例如，直接和永久的工资补贴对工会的限制效果最小。为了减少就业，工资增加的幅度必须大于每个工人得到的补贴。在政府对投资或研究开发活动给予补贴的情况下，如果工资提高幅度与补贴总水平相当，会促使厂商用资本替代劳动，并加快研究开发劳动节约型发明创新。这种前景会使工会在要求提高工资时更加谨慎。


  如果生产中的投入品不易替代，则生产补贴或按照单位产出给予补贴，就对工会工资的影响方式与工资补贴一样。如果补贴仅限于出口产品（目前进出口银行为买方融资提供的利率补贴就属于这种情况），这种影响可能被削弱。因为大多数出口厂商生产的产品还在国内市场销售，而工会工资水平的商定涉及国内销售和出口销售。由于工资增加会使国内销售和就业减少，预期这也将延缓工资上升的趋势。


  需要考虑的另一个要素价格影响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一组出口产业中关键投入品的数量可能是固定的。迪克西特和格罗斯曼（1984）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对一个出口产业的出口补贴会增加这个产业的生产，但大体上是以其他出口产业的利润和销售为代价的。迪克西特和格罗斯曼认为，这种投入品可能是某特定领域的科学家或工程师。这显然是个问题，尤其是在短期内。从长期来看，投入品的供给一般不是固定的。给定需求，美国将会培养出更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还会有技术工人从其他国家移民到美国。


  从这些考虑因素中可以归纳出最适于扶持产业的第四个特点：


  特点4：国内的扶持政策不应引起要素价格上升得过高。为此需具备的条件是：


  （1）该产业没有强大的工会；


  （2）工人收入至少部分地取决于利润分成；


  （3）关键投入品的供给不能固定不变。


  成本优势


  另一个问题是，到底应当把补贴资金给予一国已初步具备优势的那些产业，如使用廉价原材料或训练有素的工人的产业，还是用这些资金补贴相对于外国竞争者，本国成本较高的产业的生产活动？


  如果该产业的性质决定了一项出口补贴是有益的，则国内初始成本相对于外国边际成本越低，给定数量的补贴给国内带来的收益越大。假如国内产业相对于外国竞争已有了天然优势，那么每1美元补贴所带来的利润会增加，回报会更多。


  另外，正是不完全竞争的性质，使得它与规模经济有关。规模经济是市场进入的障碍，使有规模经济的产业持续有利可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干预尤其是对投资进行补贴，能使边际成本下降到足以创造出一个原本可能并不存在的国内优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该政策必然符合该国的最佳利益。确切地说，这个考虑因素意味着，如果一个产业有天然的生产成本优势（如廉价原材料或区位优势），如果该产业还受学习经济或其他规模经济的影响，那么，该产业就是一个较好的扶持目标。这个想法可被表述为：


  特点5：在下列条件下扶持政策会更有效：


  （1）本国产业相对于外国竞争有相当大的成本优势；


  （2）增加生产会带来相当大的规模经济或学习经济。


  更重要的是，产品或生产流程的创新会带来生产的初始绝对优势。有人认为，由于研究开发的外溢效应或向其他厂商转让技术，一家创新厂商不能得到研究开发所带来的全部收益。专利保护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但实践表明，这个办法并不十分奏效，尤其在世界范围内更是如此。在一些产业中，无偿占有研究开发带来的收益是主要的问题，从一个社会内资源最优配置的角度来看，私人激励会导致研究开发不足。(7)向其他厂商转让技术会给社会带来收益，但创新厂商并未将其计算在内。


  这是一个支持政府补贴研究开发活动的传统论点，它的依据是研究开发会产生大量外溢效应，它取决于考虑世界福利，而不是只考虑本国福利，而不考虑其他国家的收益和损失。从国家角度看，外部性是被转移给本国厂商还是外国厂商，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如果外国厂商和本国厂商进行的是寡头垄断竞争，任何国内研究开发外溢到外国厂商都可能减少本国厂商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的租金。这种影响会降低本国从研究开发补贴中获得的收益。本国可以制定政策，减少本国研究开发向外国厂商外溢的程度。比如可以通过修改法律，使美国创新不那么轻易地转让给外国厂商。


  即使某个厂商在一种产品的创新活动中不是处于领先地位，它也完全可以通过模仿或改进别人的重要创新来增强竞争力并获取收益。如果存在国际竞争，这意味着如果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外国厂商研究开发的外溢效应，本国产业就可以增加收益。例如，有人[例如温斯坦（Weinstein），1984]认为，日本的半导体产业从美国基础技术的研究开发中获益匪浅。通过将精力集中在流程技术，日本人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复制或采用美国的设计。这个办法使日本人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占领了使用半导体的消费品市场中的很大份额。本国政府采取政策支持外国加速向本国厂商转让技术，这对本国大有裨益。这些考虑因素可归纳为：


  特点6：一个国内产业将是研究开发补贴政策较好的扶持目标，如果：


  （1）国内新技术向外国竞争厂商的外溢最少；


  （2）政府干预政策有助于把外国技术转移给本国厂商。


  一方面，如果没有研究开发的外溢，本国厂商就可以获得研究开发的全部收益。政府补贴促进国内研究开发活动增加，从而增加出口利润，而且增加的利润会超过研究开发补贴的成本。如同投资补贴的情况一样，这种政策在促使外国厂商减少研究开发的投入方面是有效的（斯潘塞和布兰德，1983）。仅靠国内厂商的努力可能达不到这种效果。如果国内厂商宣布它将大幅增加研究开发支出，外国厂商获悉后可能并不完全相信，因而决定继续其研究开发计划，从而使国内增加的研究开发投入无利可图。另一方面，研究开发支出的增加会被认为是由于获得了国内政府的研究开发补贴的直接后果，对国外厂商来讲，这意味着它们在此领域的投资不太可能获得回报。由此看来，支持研究开发密集型产业的政策可能是在未来领先产业中占有较大份额的一条途径。


  政府对研究开发的支持政策，产品开发早期阶段的资本投入，以及用该产业最终厂商数量和进入时机来衡量的未来产业结构三者之间存在联系。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最先创新的厂商可以取得对该产品的短期垄断地位。一段时期后，模仿者进入，减少了创新厂商的利润，并把该产业带入通常所谓的成熟期。政府对原来创新厂商投资的补贴会使该厂商获得更大的规模经济，使其他进入厂商无利可图。如果这些补贴政策能减少外国进入厂商的数量或推迟外国厂商的进入时间，本国就能受益。这些想法可归纳为：


  特点7：在国内某产业面临外国厂商竞争的情况下，如果该产业符合以下条件，它就适合作为本国研究开发和投资补贴政策扶持的目标。


  （1）研究开发和资本成本构成该产业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它们是厂商竞争的重要因素；


  （2）可能领先的产品正处于产品开发或生产和研究开发的早期阶段，对它给予投资补贴会提高外国厂商进入该产业的壁垒。


  扶持和进口保护


  政府也可以用关税和配额来扶持国内产业。如果经验曲线下移能产生显著的规模经济或动态的学习经济，对外国竞争关闭或部分关闭国内市场，在理论上可以降低边际生产成本，进而促进出口（克鲁格曼，1984）。事实上，早已有人指出，日本封闭的国内市场使日本公司获得了足够的现代技术经验，并成为国际竞争中的一股主要力量。同样，如果国内市场很大，那么，通过夺走外国厂商潜在的销售，保护政策会使外国厂商不能插足成本高的产业。这将使本国厂商在本国市场上充分享受最大限度的规模经济（迪克西特和凯尔，1984）。


  然而，这种促进出口的方法很不直接，而且很容易适得其反。例如，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样的经济中，某些产业中的高关税壁垒使许多小厂商发展起来，而这些小厂商却不具备充分的规模经济，不能在世界市场上成功地参与竞争。


  即使关税和配额使国内厂商能获得一定程度的规模经济，但通常它们也会抬高国内市场价格，对消费者不利。我们必须记住：与促进产业发展的补贴措施相比，保护通常会降低世界贸易量，补贴却一般能促进贸易发展。总的来说，补贴措施比保护措施更可能提高世界福利水平（包括消费者收益）。


  这并不是说我们应将与我们竞争的外国厂商获得的生产补贴作为礼物予以接受。外国的补贴或许会对本国消费者有利，但是，如果补贴减少了本国生产厂商的利润，在许多情况下，本国经济从整体上将受到损害。因此，反倾销税是抵消外国扶持措施对本国经济造成不良影响的合理做法。


  其他国家政府的扶持政策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其他国家政府的扶持政策会影响本国选择扶持产业的标准。有人认为，美国政府应针对外国补贴也采取补贴措施，以避免美国的产业被外国政府置于不利境地，这就是所谓的“公平竞争”的观点。


  从前述扶持的标准，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这样的政策并不一定总是有利的。首先，外国政府所扶持的产业或一组产品，减少了该产业其他厂商可能获得的租金（参见特点1）。即使本国厂商仍能从补贴中获益，但如果外国扶持政策成功地降低了外国厂商的边际生产成本，那么本国补贴的收益将低于没有外国扶持时的收益（参见特点5）。换句话说，虽然针对外国的补贴也采取补贴措施能创造一种“公平竞争”的环境，但竞争水平却比以前降低了。两国政府采取补贴措施后，每个国家的价格和利润很可能都低于没有政府干预时的水平（布兰德和斯潘塞，1984）。


  一方面，有些产业可能非常适合作为外国政府扶持的目标，但从本国利益考虑，却不一定能满足扶持的标准。例如，如果产业在外国高度集中，而在美国不太集中，这种非对称性将对外国补贴有利，却使美国的最优补贴很低，甚至为负，这意味着出口税可能是比较适当的政策。


  另一方面，本国政府不必仅仅因为外国政府已经决定扶持某一产业而放弃支持本已符合以上各特征要求的同一种产业。此时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是外国补贴方案的性质。比如，外国的补贴方案和本国计划的方案面对的是一大组相同的产品，或者只是一小组相同的产品；外国是否会坚守对该补贴方案的承诺，即使本国的行动也不能使其改变等。


  如果外国政府扶持的是一种小范围的特定产品（如250K半导体芯片），本国实行扶持同一产品的类似政策就不太可能带来利益。如果本国政府首先扶持其他有潜力的产品，即使这是个高风险的政策选择，也会使本国受益。如果一国对私人企业很有信心，在面临外国政府对较大范围的产业（如整个半导体产业）进行补贴时，尽管考虑到外国产业可能发展起来，该国作出反应仍然可以使本国私人企业继续发展它们选择的特定产品。除非外国政府扶持的产品特别有潜力，否则本国选择的产品很可能和外国竞争对手选择的产品有大相径庭，因而外国对该产业的补贴与本国关系不大。


  某些种类的外国补贴可以更容易地通过谈判和其他国内政策而被制止。即使迫于本国政府的压力，外国降低了未来补贴的水平，但如果外国一项补贴方案已经增加了对一些特定产品研究开发和投资的支出，这项方案也将对这些产品所获得的租金的分配产生长期影响。另外，那些降低出口信贷成本的补贴措施对出口产业的盈利水平的长期影响较小，可能更容易通过谈判加以解决。本国政府对竞争对手所采取的这种补贴政策的反补贴措施，在短期内有助于本国厂商扩大销售，而且由于反补贴措施抵消了外国政府为其厂商创造的优势，它也是降低补贴水平的谈判中一个重要的谈判工具，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出口信贷扶持好像就是这种情形。


  对出口导向型产业的扶持和对纯粹国内产业的扶持


  有人曾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纳税人的钱同样可以补贴给国内销售，为什么还要用这些钱补贴出口呢？例如，巴伦（Baron，1984）就认为，虽然这两种政策都有助于产业达到规模经济，从而降低价格，但对国内销售的补贴却有这样一个好处，即补贴留在了国内，而非成为送给外国消费者的礼物。


  首先，之所以对出口产品或出口导向型产业进行补贴，是因为这种政策与帮助国内消费者的政策完全不同。如果政府只在乎本国消费者，扶持政策很可能就包括鼓励新厂商进入产业，从而降低该产业的集中程度，也降低了价格和利润水平。这种政策恰好与出口扶持理论的含义相悖。出口扶持政策的逻辑就在于以降低外国竞争厂商的销售和利润为代价来提高本国厂商的利润。因为本国厂商利润的增加依赖于价格不能下降太多，所以国内消费者不一定会得到很多好处。


  其次，如果经济中只有一家垄断或寡头垄断产业，其他部门都是完全竞争，我们可以说，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垄断产业的产量远低于最优的产量组合。然而，在一个拥有许多垄断厂商和其他各种扭曲的经济中，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次优理论表明，除非国内政策能解决所有的扭曲，否则，试图通过补贴一些寡头垄断产业的国内销售消除部分扭曲的努力，并不能使消费者净福利水平提高。同那些没有受到补贴或对补贴反应不同的垄断产业相比，一些产业可能过度扩张。


  由于前面两个原因，在扶持政策中直接把消费者的偏好考虑在内，可能扭曲该政策的实施，使之更加复杂，更不可能提高国内的收益水平。然而，如果不考虑消费者的偏好，我们上面提出的补贴出口厂商的论点，同样也适用于厂商在国内销售产品的情况。由于存在进口，国内厂商不仅在国外市场，而且在国内市场上也面临外国厂商的竞争。从补贴能减少进口、增加国内厂商的销售的意义上讲，该国因从外国厂商那里转移了利润而获益。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时候对出口进行补贴都是有利的，有时补贴国内销售也是有益的。正如我们一直假设的那样，如果本国市场和外国市场是分割的，即厂商可以在两个市场上索要不同的价格，那么国内与国外的竞争结构很可能也是不同的。例如，国内市场上国内厂商的数量与外国厂商的数量的比例可能高于外国市场上的同一比例，这将减少国内销售补贴造福于社会的机会。某些政策，例如投资和研究开发补贴或对研究性合资企业的鼓励，对国内和外国市场同样适用。由于这类政策在公司间的长期战略性博弈中可能非常有用，我们应该考虑它们对国内和外国市场的影响。


  一个例子


  基本符合本文提出的对一个产业进行扶持的标准的一个例子，是欧洲空中客车集团公司的发展。的确，政府对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的支持可能是政府补贴计划十分成功的一个例子。该集团约70%的股份由政府控制，得到法国和德国政府的巨额补贴，据计算，这些补贴高达飞机价格的20%。空中客车公司以美国竞争者（如波音和麦道）的销量下降为代价，成功地获得了商用宽体喷气式客机市场的较大份额。很明显，政府补贴使空中客车占据了比没有补贴时大得多的市场份额。如果没有政府扶持，私有欧洲公司根本不可能进入世界飞机市场。


  政府补贴是否能转化为经济上的成功——空中客车公司获得的额外收益足以支付补贴的成本——还不清楚。但是，空中客车公司确实符合理论上所认为的可能对成功的扶持计划重要的一系列标准。由于需要大量的投资和研究开发活动，所以进入该产业的障碍较多，这增加了投资取得良好收益的机会。从欧洲方面看，由于存在强大的外国竞争（来自美国），欧洲的销售是以外国厂商的销售和利润为代价的。的确，因为欧洲空中客车集团是宽体客机市场上唯一来自欧洲的参与者，空中客车公司销售的增加不会减少其他厂商的销售，所以补贴非常有效。


  显然，虽然日本现在还不是飞机制造业中的一支主要力量，但它已对扶持飞机工业产生了兴趣。日本人能否成功尚需拭目以待。正如前一节所述，产业扶持理论说明，随着越来越多的政府补贴同一个产业，可能的补贴收益会减少。各国可以通过达成不进行补贴的协议而共同获益。


  结论


  从根本上讲，一国政府能否用补贴的办法扶持某一产业使本国受益，取决于政府干预影响外国厂商和本国厂商之间战略性博弈的方式。因此，这个观点首先取决于目标产业存在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以及竞争的性质。人们普遍认为许多产业不是完全竞争的，但大家对特定产业是否符合理论所说的较为抽象的标准却很难达成共识。然而，在制订一个有可能使本国获得净收益的扶持计划时，我们可能需要寻找一些普遍的特点，在这方面，产业组织和贸易理论确实能给我们一些指导。


  例如，我们应该关注那些即使没有政府干预也比外国竞争者有天然优势的国内产业。该产业原来较低的国内边际成本能提高旨在增加出口利润的补贴方案中每1美元的效果［特点5，第（1）条］；同样，该产业的要素价格不能因扶持政策而被抬得过高。如果该产业没有强大的工会，或者虽然有工会，但工人的收入至少部分地取决于利润分成，这种情况就非常有可能出现［特点4，第（1）条和第（2）条］。另外，不应存在关键性投入的固定供给［特点4，第（3）条］。


  更重要的是，为使扶持出口导向型产业有利可图，其所要求的条件有许多与大量的投资和知识有关。这些要求实际上是进入壁垒，保证使国内厂商有可能通过出口销售获得巨额利润（特点1）。对巨额投资和研究开发活动的承诺，在厂商之间的战略性博弈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点2和特点7，第（1）条］。就投资和研究开发进行的战略性博弈（这通常是在产品生命周期初级阶段）而言，对该产业成熟期产品最终的盈利状况有重大影响（参见特点7）。另外，该博弈还影响到本国产业相对于外国产业最终的集中程度，产业集中程度是影响政府继续对该产业进行扶持是否有效的一个因素（参见特点3）。最后，我们将递减的平均生产成本、了解经济的动态过程和生产所需的大量资本及知识联系起来。如特点5第（2）条所述，这些规模经济将会放大来自政府补贴政策的优势。


  由于经济理论强调大量资本和知识投入，这意味着我们要将鼓励开发新产品和新工艺作为可使国家受益（而非仅仅某个利益集团受益）的扶持计划的一部分。提高国内厂商迅速利用其他地方开发的新技术的能力也十分重要。


  然而，即使我们已经确定这种扶持政策是可取的，仍然存在着许多理论和实际上的问题。例如，从本文不难看出，扶持能否创造优势，可能不仅取决于如何选择扶持产业，还取决于所用的扶持工具的性质。虽然我们知道直接的生产补贴可能与工资补贴、投资和研究开发补贴有着不同的影响，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非常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确定是否扶持一个产业时，该产业除了理论基本要求的创造和保持较高的利润之外，还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包括不同的扶持方法可能产生的影响、本国和外国厂商进入扶持产业的情况等。为此，扶持政策应窄一些，只集中于一个厂商或一种产品，或是应宽一些，包括整个产业，这个问题也显得十分重要。它的答案部分地取决于扶持工具的性质。例如，对整个产业的出口补贴会使更多国内厂商进入，从而削弱补贴创造的国内优势，然而，如果在同一产业中大范围地进行研究开发补贴，则可能促使新产品问世，国内创新厂商至少短期内可以在世界上拥有这些产品的垄断地位。即使大家公认美国的产业补贴政策不合适，但研究不同扶持政策在不同产业中可能产生的影响，有助于我们理解外国的扶持做法以及应对它们的方法。


  作为本文的结论，我想强调，继续讨论产业扶持政策是很重要的，讨论要尽可能地从特定产业和扶持政策可能的效果这些事实出发，而不应从传统的竞争性贸易模型的先入之见出发，因为这些模型可能不太符合许多产业的真实情况。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美国税法中的许多条款就有扶持某些产业的效果。例如，关于商业房地产折旧的规定，就有利于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我们希望更好地理解哪类政府干预可能改进而不是恶化国内整体福利水平，至少可以改进政府支出和税收减免的分配方式，而目前的体制则显得多少有些随意。


  注释


  (1) 参见斯潘塞和布兰德（1983、1984）关于基本理论的观点。


  (2) 可以参见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第1437号报告（1983年10月）和第1517号报告（1984年4月）。


  (3) 不要把本文看作是有关产业扶持理论文献的一个全面描述。还有人就哪些产业应被扶持提出过其他标准。克鲁格曼（1983）曾对其中一些标准作过精彩的讨论和评价。


  (4) 克雷普斯和沙因科曼（1983）证明，如果厂商进行的是两阶段博弈，在此博弈中，生产能力先于产出被选定，而且如果资本需求是固定的，那么在一些有关需求的不太严格的假设之下，唯一的结果是库尔诺均衡。在这种结构下，较高的国内生产能力会降低均衡时外国厂商的生产能力和产出水平。


  (5) 该结果取决于有关该产业性质的一些具体假设。例如，假设厂商按照库尔诺模型所假设的那样采取行动，也就是说，在均衡时，每家厂商都在其他厂商产出水平给定的前提下选择能最大化其利润的产出水平。同样，也假设每家厂商以相同的生产成本生产相同的产品。


  (6) 参见布兰德和斯潘塞（1984）关于在一个部分由工会组织的产业中，厂商和工会进行的战略性博弈模型。可以证明：对有工会的企业给予出口补贴大部分会被高工资所吸收，从而降低补贴的有效性。


  (7) 还有一个相反的论点：竞争厂商过度的重复研究将导致过多的资源用于研究开发。如果情况的确如此，则鼓励国内厂商成立研究性的合资企业，可以使研究开发支出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从而解决这个问题（格罗斯曼和夏皮罗，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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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优势：政府政策如何影响

  半导体产业的国际贸易


  米歇尔·博鲁斯 劳拉·泰森 约翰·齐斯曼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已成为国际市场上的主要竞争者，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主要的受害者是美国半导体产业。1984~1985年，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垄断了某些产品的生产和部分市场，美日生产者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价格迅速下降，利润降低，过剩生产能力日益增加。


  我们认为，日本半导体产业迅速崛起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竞争强手，并不是没有预料到的自由贸易的产物，而是有计划的贸易政策共同推动的结果。日本政府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政策培育本国产业，保护它免受外国竞争，主要是来自美国厂商的竞争，直到它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一定的质量水平和精密程度，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具备了竞争力。在本文中，我们提供了1974~1984年间美日半导体产业发展的简短历史，以支持我们的论证。我们的讨论将集中于美日政府在本国和国际市场上为促进工业发展而起的作用。


  作为分析的前言，我们首先对有关半导体产业的研究如何同国际贸易新理论相联系的问题作一个简单概括。我们还将提出一些重要的需要分析的问题。当一个或更多的高技术产业的活动和其他经济部门的活动之间有显著的外溢效应时，就必须从贸易理论和政策的角度来讨论这些问题。半导体案例表明了我们认为的那种效应的性质和重要性。该案例还表明，由于存在这样的效应，政府对某个部门的扶持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半导体案例和新贸易理论


  我们对半导体产业发展过程的研究，为下面的观点提供了实证支持，即当国际竞争是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上进行，涉及的是科研密集型的高技术产品时，政府政策（即使是临时性的政策）对一国厂商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也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观点与所谓的“新”贸易理论的结论是一致的，该理论主要研究贸易格局的决定因素和在这些条件下所带来的国家福利的分配问题。(1)尽管这一理论清楚地表明，政府的战略性政策能永久地影响贸易格局，使国家福利水平优于自由贸易时的福利水平，但该理论的大多数创始人只把他们的成果作为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而不是具有某种政策含义的经验事实。然而，甚至在新贸易理论文献将此结论正式推导出来之前，在研究半导体产业时所发现的越来越多的证据就已经使我们认为这些结果是现实存在的。(2)新贸易理论家中流行的观点是，国际贸易中政府的战略性措施能从根本上影响市场结果的情况还没有得到实证证明。本文的第一个目的就是通过我们对半导体产业的分析提供这种证明。


  本文的第二个目的是研究半导体产业的技术发展是如何对经济中所有其他部门产生重要的外溢效应的。新贸易理论考察了政府政策如何对某个部门或某种产品的竞争和贸易产生永久性影响。如果在政府扶持的几个部门中有一个部门对其他部门有外溢效应，它对整个经济以及与该部门相关的所有部门所处的竞争地位的影响将是广泛而深远的。如果外溢效应十分重要，政府的战略性政策对国家福利的影响将取决于该扶持政策针对的部门究竟有没有外溢效应，或者其外溢效应究竟有多大。对有外溢效应部门的成功的战略性扶持，将对国民经济福利产生更加显著的影响。


  虽然外溢效应的概念不够精确，但我们对半导体产业的研究证明，该产业存在着我们所考虑的那种效应。这个产业中的技术发展正是电子革命的核心所在。如果美国丧失了在半导体领域的有效竞争能力，美国就会丧失在半导体和相关电子产业中的创新能力，丧失把以电子为基础的产品和流程创新普及到现在和潜在使用这些产品的产业中去的能力。


  创新理论表明，在某种技术的变革、相同技术的早期发展以及相关技术的补充或辅助性活动之间，通常有着相当程度的相互依赖性和关联性。(3)由于这种相互依赖性，成功的创新通常要求厂商掌握所有与其研究开发活动相关的过去和现在的技术。正如我们的案例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这种相互依存性对美国半导体厂商是否有能力继续占据技术变革的前沿至关重要。


  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通过产品买卖，能实现国内或国际市场上的技术信息流动，从而使各个厂商跟上技术的最新进展。然而，我们的研究工作却表明，新产品通常不能体现整个新技术。对技术诀窍、对技术发展过程的了解以及使用和改进技术的可能方式等，都不能体现在产品中，而是掌握在开发这些技术并促成其应用的那些人手中。通常情况下，一项新技术的潜在使用者要想使自己的研究和创新活动获得成功，就必须在开发的产品面市前几个月甚至几年前就掌握这些产品的有关知识。获得此类信息的唯一办法是，积极参与相关领域的研究，参加有关的科学社团。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将其在半导体产业中较大的市场份额让给了外国竞争者，美国就可能失去美国国内科学社团，而这正是半导体及其相关的电子产业中创新能力的基础。尽管商业和科学社团具有国际性，但它们与本国的联系要比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更为紧密，因此，科学信息的国际交流不太可能完全替代国内研究基础的丧失。尤其在日本日益成为创新和技术变革重要力量的电子领域中，这更是不可能的。同美国和西欧相比，日本的科学和商业组织在电子领域和其他领域中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4)结果是，技术信息，尤其是那种不能通过简单的产品市场渠道流动的信息，在日本国内很可能比在日本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流动更快。


  总的来说，美国半导体产业的衰落对电子产业创新速度以及对微电子技术向美国许多部门扩散会有什么潜在外溢效应，理论家和政策制定者应该严肃对待这个问题。对于一些对许多其他部门的竞争地位有重要影响的关键部门（如半导体部门），一国能否在这些部门获得有利的竞争地位，将影响整个相关部门一系列的利益得失。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战略性政策的长期福利效果甚至可能比现在新贸易理论中最激进的发现所预测的还要大得多。


  半导体产业竞争的发展过程


  为了研究政府在半导体产业竞争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先对导致目前美日竞争格局的产业发展过程进行分析(5)，然后再对本文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进行经济分析。


  美国的半导体产业


  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从1948年晶体管的发明到1962年集成电路的商业应用，美国军方发挥了“促进创新的第一个用户”的作用。强调微型化、高性能和可靠性的军事研究开发计划，为早期产品设计确定了方向，而且，军事和航天部门的订货为集成电路提供了最初的市场；庞大的政府需求使大量的新厂商进入该领域，加速了集成电路向非军用产品市场的渗透。另外，在这个阶段，贝尔实验室对该产业的长远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推动集成电路发展的大部分基础研究和流程技术都是由贝尔实验室发明的。政府的反托拉斯政策［1956年的许可程度（consent degree）］保证了新型小企业可以以低廉的价格获得贝尔实验室的专利，并通过这种方式把技术引入市场。简言之，第一阶段的发展主要依靠政府政策，该政策确定了半导体产业的技术导向，政府购买提供了最初的市场，并保证该项技术能以较低成本被众多厂商获得。


  该产业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在此期间，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得益于与计算机产业的协作关系。先进的集成电路设计由使用基本的逻辑电路发展到在一个硅片上植入完整的计算机子系统。美国数控集成电路生产的扩大，带动了大型计算机市场和微机市场的发展；大型计算机市场和微机市场的发展也有利于扩大美国数控集成电路的生产。在此期间，计算机产业成为创新的第一用户，并大量采购元件，其结果是美国政府对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影响减弱。


  半导体产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大致结束于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阶段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向MOS（硅的金属氧化物）技术的转变、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的产生和微处理器的出现。在此阶段，大量新厂商进入，集成电路生产者为之服务的最终计算机系统市场进一步拓宽。电路的大规模集成促使一系列新型市场的出现，包括半导体存储器市场、消费品市场、远程通信市场，最重要的是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微处理器和微型计算机的应用市场。反过来，由于更复杂的大规模集成电路市场进一步被分割，微处理器（第三代计算设备）又提供了新的市场发展机会和挑战，所以各厂商的战略也发生了变化。


  随着半导体产业向大规模集成的转化，该产业生产的产品性质发生了变化，进而使它作为“元件”产业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由于芯片日益复杂，完整的电子子系统开始植入芯片中，该产业的主要厂商把主要精力从生产集成电路转向系统。它们必须这样做，以便获得更多的价值来抵补把复杂电路植入芯片所需要的越来越高的研究开发和资本投资成本。随着许多最终电子系统生产厂商意识到集成电路对它们未来产品的发展和市场扩大具有战略作用，“辅助”（captive）产品的生产——通过外购或自产——也稳步增长。


  虽然这个产业的发展是由半导体设备最终产品市场的变化和成长所决定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市场机会是持续的产品和生产流程研究开发投入的直接结果，这些研究开发投入带来了半导体技术的不断创新。在发展初期，半导体只是真空管的替代品。它们能更有效地完成相同的功能，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产品。在该产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半导体技术的进步使电子电路能替代许多种电力机械的功能。在该产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微处理器的出现，使半导体技术在被证明有节省成本和提高性能的替代作用之外，又开辟了新的市场机会。从本质上讲，微处理器和复杂大规模集成电路品种的日益增加，使该产业进入了发展阶段。


  尽管研究开发成本急剧上升，生产能力不断扩张，美国半导体产业并没有呈现出成熟产业那种稳定的寡头垄断特征。以设计、生产和试销先进的集成电路设备为主要业务的厂商不断更替（经常有厂商进出该产业），同时，从事定制（custom）集成电路组装和设计的系统厂商迅速增多。随着国内电子产业的两巨头IBM和AT&T的参与，国内半导体部门的结构呈现出多样化和生机勃勃的局面，这在国际社会上是独一无二的。然而，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说的那样，该产业的营销环节对扩大集成电路商业市场来说是个关键的刺激因素：通过在开放市场上以较低成本获得最先进的集成电路，厂商就能减少进入已有的电子系统市场的技术和资本障碍，促进应用微电子技术的新兴市场的发展。这种竞争的动力机制促进了技术进步，并使美国的电子产业至今总体上一直保持着国际竞争力。


  日本的半导体产业


  相对于领先的美国半导体产业而言，日本的半导体产业是个后来的追随者，因此，它的发展历程是不同的。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半导体产业由消费产品为导向和元件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的状况转变成一个具有生产最优良的元件、计算机和远程通信产品能力的部门。在这里，我们最关心的是日本政府在帮助和促进日本半导体产业赶超美国时所起的作用。日本的政策保护并推动了该产业的发展，并使其更加合理。日本半导体产业使用美国的设计标准、美国制造的生产设备以及美国许可的技术，大量生产半导体元件，这些是其转变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特征。由于在封闭的国内市场上有产业扩张所需的稳定的资本来源，使得日本的半导体产品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末打入美国市场。这种结构特征也有助于减少技术和市场错误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冲击：日本厂商可以回到与外国竞争隔绝的本国市场，弥补由于决策失误或美国创新给它们造成的损失。


  在其他一些论文中，我们已经详细讨论了日本的体制、商社的力量和日本政策的影响。(6)这里我们不再重复我们关于日本工业发展的全部讨论，而要着重讨论那些被证明至关重要的政策因素。


  我们把日本经济体制的特点概括为一种“控制下的竞争”。在这种体制中，关键产业部门中厂商间的激烈竞争部分地受到指导，有时还受到限制，这种指导和限制既来自国家行为，也来自产业和金融企业间正式和非正式的协作努力。指导该体制的准确规则随着整个经济结构、公司的金融和市场力量、政府当局的政治地位和目标的不同而不断变化。


  日本政府当局并不直接对受到管理的市场发号施令，而是通过具体办法为工业创造能促进其长远发展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投资及防范风险的条件。(7)政府的产业战略假定市场的竞争压力可以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并经常引入它想要的那种竞争。通过为产品开辟市场，使企业能比较容易地得到廉价的投资资本，从而保证企业获得利润并进而吸引更多的竞争者进入，这样就引入了竞争。竞争是真实存在的，但又有所限制，包括在一些竞争厂商中就产品专业化达成协议，还包括经常被人们提起的卡特尔，它们负责在繁荣时期扩大生产能力，在萧条时期削减生产。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半导体产业，正如一代人之前的钢铁产业那样，协调安排是日本在世界上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政府的扶持目标是通过两组政策实现的：一组是控制日本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系的政策，另一组是刺激国内厂商扩张的管理政策。下面让我们看看这两组政策在我们这个案例研究中所起的作用。


  控制下的准入


  T. J. 彭佩尔（T. J. Pempel）曾把日本政府比喻成一位官方守门人，它负责决定什么样的资本、技术和制造品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进入和离开日本。(8)日本政府根据情况决定让什么进入（在极端的情况下还决定让什么出去），这使该守门人有权力打破跨国公司的技术、资本和控制权一揽子出口的企图。日本大藏省还对国内的外国投资实行有选择的控制。日本通产省为了强迫外国人把原始技术以技术诀窍、许可证和专有技术等形式卖给日本，采取了控制技术进口的措施。


  对外国的市场进入限制和强制性技术转让，对日本微电子业的早期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得克萨斯仪器公司进入日本市场——要不是该公司把许可证卖给了日本，就可以把日本拒于市场之外——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案例。正如我们以前所写的那样：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日本政府主要通过通产省限制外国竞争者进入本国市场，以及通过获得外国技术和技术诀窍，谋求建立一个有竞争力的半导体产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定的外国投资法，要求日本政府对所有在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申请进行审查。日本政府一直拒绝所有设立外国独资子公司和外国厂商拥有多数所有权的合资企业的申请，也不允许外国人购买日本半导体厂商的股票。同时，政府通过高关税、限制性配额和对高级集成电路设备的许可登记等要求，限制外国产品向本国市场渗透。例如，直到1974年，未经特别允许，包含超过200个电路单位的集成电路仍不能进口。通过排他性的定制程序、“购买日货”的政府采购要求和“政府强制”政策，外国产品进入日本市场也受到管理。


    美国厂商能在种种限制条件下进入日本市场的代价，是它们必须允许日本使用它们的高技术和技术诀窍，而这也受到日本政府的严格管制，所有的专利和辅助性技术许可协议必须获得它的准许。由于通产省拥有进入日本市场的控制权力，许可证交易也要获得它的同意才行，所以通产省拥有决定交易条件的绝对垄断地位。它总的政策既简单又有效。它要求外国厂商向所有要求获得某一技术的日本企业颁发经营许可。它规定日本厂商每笔交易的使用费只有一个比率，从而阻止日本厂商之间竞相抬高使用费。与其强调出口战略的特点相一致，通产省通常把进口一项技术同厂商利用该技术开发出口产品的能力结合起来。通产省还根据交易涉及的日本厂商是否愿意将自己的技术进展通过分许可协议扩散到其他日本厂商来决定是否允许某项交易。这些政策总的结果是先进技术有控制地扩散到整个日本半导体产业。蒂尔顿（Tilton）关于日本厂商对美国技术的依赖程度给予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测度：截止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的集成电路生产厂商至少把其半导体销售收入的10%作为使用费支付给了美国厂商：2%给了西部电子（Western Electroric），4.5%了给飞兆半导体公司（Fairchild），3.5%给了得克萨斯仪器公司。


    使用费收入对美国许多厂商来说虽然是相当可观的，但美国进入日本市场的时间却是短暂的。美国厂商成功地进入日本市场是在1968年，得克萨斯仪器公司与日本索尼公司建立了一家合资企业。得克萨斯仪器公司曾在20世纪60年代初向日本政府申请建立一个独资子公司，但只被允许建立占少数股份的合资企业，因此它拒绝了这个提议。在这些谈判中，得克萨斯仪器公司讨价还价的一个主要筹码是，如果不允许它在日本设立它拥有大部分控股权的生产性子公司，它就不许日本厂商使用关键性的集成电路专利。NEC和其他得到NEC许可证的厂商，事实上一直在生产集成电路，其技术是由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和飞兆半导体公司开发的，是通过NEC——飞兆半导体公司许可协定获得的。然而，因为得克萨斯仪器公司——飞兆半导体公司专利协定明文将日本排除在外，因此当得克萨斯仪器公司提起专利侵权诉讼时，那些日本厂商就得不到与飞兆半导体公司在欧洲的被许可方相同的保护。于是，日本政府拖延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在日本的专利申请，这就使NEC和其他厂商能在国内实现技术赶超。迫于这种情况，得克萨斯仪器公司不得不加快市场准入的谈判。由于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威胁要提起侵权诉讼，所以日本政府停止了对美国出口以集成电路为基础的系统。后来终于达成了妥协，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得到了同索尼公司成立的合资企业中50%的股份，并同意在日本半导体市场的未来份额不超过10%。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在1972年购买了合资企业中索尼公司的股份，到1980年，得克萨斯仪器公司一直是在日本拥有独资生产性子公司的唯一一家美国厂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得克萨斯仪器公司案例意味着技术扩散战略和有限市场准入战略……使日本大体上模仿了美国的技术进展。”因此，在发展初期，厂商在面临外国竞争优势时，成长的市场空间是由政府创造的。


  这种封闭的市场产生了巨大的优势，它使日本厂商有可能在国内达到世界规模的生产能力，然后进军外国市场，而外国厂商则不能利用技术优势并将其转变为长期的市场力量。即便是在正式的政府市场准入限制取消之后，旨在排斥外国竞争者的厂商间的合作、与国内消费者紧密的联系、封闭的分销渠道等，仍为日本厂商保存了国内市场，厂商为这些国内市场服务也可以达到一定的生产规模。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入日本市场已变得非常容易。高技术工作组的持续谈判已使日本同意分阶段降低关税。日本也面临加速购买美国产品的压力。然而，市场封闭依然存在。


  “控制下的准入”一词，最恰当地描述了我们认为发生在日本半导体和相关产业的事件。由于日本最大的生产厂商也是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厂商，它们通过相关产业集团的家族（keiretsu）结构与其他主要的消费厂商建立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日本的半导体厂商能共同控制美国厂商在日本销售半导体的构成和规模。10家最大的日本半导体电子厂商几乎垄断了日本半导体的全部生产，占日本半导体消费总量的60%，但平均而言，大约只有20%的产品由每个生产厂商直接消费。另一组数据表明，80%~90%的半导体产品是在主要半导体生产者的家族中消费的。


  已有人提出两种可能的观点来解释上面这组数据。第一种解释是，这些数据说明了主要日本厂商及其连锁店之间建立在元件和系统专业化模式的基础之上的贸易，这种观点的证据是联合研究和开发方案鼓励了已有产品的专业化。然而这个观点遭到了批评，因为据说它“不能回答为什么日本厂商宁愿损失利润也要从其他日本厂商而不从产品价格较低的外国厂商那里购买产品”。(9)当日本产业在技术上十分落后，面对拥有先进技术的外国竞争者时，厂商间的联合贸易就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反应：为了防止低成本的外国竞争者冲击日本的国内市场，厂商不得不牺牲利润。毫无疑问，这种情况的确发生了。


  第二种解释是，该资料表明连锁厂商内部的消费是很高的。事实上，可能存在着一个从事连锁店间买卖的从属市场。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日本国内市场目前的需求结构中依然有昔日政策的痕迹。这些政策使日本市场至今仍然难以进入。(10)结果正如前面已经详细描述的那样，封闭市场的竞争优势对日本生产厂商的国际地位仍有帮助。


  联合研究开发和日本的生产优势


  本文以前所指的和现在考虑的联合扶持政策是指研究开发方案，而不是范围更大的产业发展方案，如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超大规模集成（VLSI）计划这类方案的目标是开发通用技术，即那些具有广泛应用领域但却是一般的生产技术，是改进批量生产的流程，而非特定产品的生产技术。政府降低了研究开发过程中风险最大、最难预测阶段的成本。政府也鼓励通用技术在几家厂商间普及。政府只能通过迫使特定的公司集团和选择政府项目的技术方向，间接地影响具体的产品选择。


  由于这些项目是在技术周期的开始阶段启动的，所以它们的成本并不高。虽然政府经常通过优惠的低利率贷款和直接拨款，甚至由NTT这类政府机构溢价收购等措施给予补贴，但真正的产品工程和将共同开发的流程技术应用到商业生产中所需的大量资金，却是公司的自有资金。然而，研究性投资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投资帮助日本厂商改进生产技术（指联合开发出来的通用生产和流程技术），从而把日本厂商推上了世界级的竞争地位。


  通过有效地利用这些政府方案和封闭的国内市场中稳定增长的需求，日本厂商在半导体生产流程上开拓创新，并使其在国际市场上，尤其是在商用存储器的市场上具备了真正的竞争优势。到1984年，日本厂商垄断了随机存储器（一种由美国首创并且直到1980年美国还保持着领先地位的产品）的国际生产。1984年，日本厂商占领了60%~90%优质的动态和静态随机存储器的市场。简言之，日本厂商主要运用产品战略（即把竞争的焦点集中在产品成本和质量方面）而不是美国式的企业战略（即把竞争的焦点集中于新技术的开发和扩散方面），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优势。


  日本持续、大量地投资于改进生产，从而垄断了商用存储器市场，这种状况给美国生产厂商增加了巨大的竞争压力。这是因为两个密切相关的原因：第一，随机存储器这类商用存储设备，有史以来就存在着保证经济活动能继续进行的最低限度的利润，而这是美国厂商为研究开发和企业成长再投资或吸引新的资本进入所必需的；第二，也是同样重要的，以后几代随机存储器是日益复杂的集成电路的最简单的形式，美国厂商从生产这些产品中获得了经验和技术诀窍，从而从重复生产过渡到能竞争性地生产更复杂的设备。因而，当美国厂商获得关键性生产技术诀窍的能力受到挑战时，美国厂商的最低限度的利润以及创新能力也同时受到影响。这大致代表了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半导体市场中竞争地位的一种转变。


  政府政策和此时的竞争状况


  美国的半导体产业现在正在进入第四个发展阶段。集成电路（它是超大规模集成的特征）向更高的复杂程度发展，这种发展与该阶段有着松散的联系。第四阶段部分地代表了该产业以前各阶段的主要发展趋势达到了高潮。更接近于系统的元件生产，厂商向系统市场的前向一体化，对工厂和办公自动化市场越来越多地渗透，以及日益增多的辅助性生产等，所有这些现在都是根植于大规模集成时代工业发展的本质特征。此外，我们还要补充一些新的结构趋势，它们正在开始形成，并将极大地影响新的发展阶段中的竞争性质。根据这些趋势是倾向于保持该产业的动态的、创新的特征，还是使其朝着一个更成熟的结构稳定下来，我们可以大致描述一下其中一些最重要的特征。


  促进创新的因素有四个：（1）超大规模集成设计能力使非标准的专用（定制和半定制）集成电路的潜在巨大市场的出现成为可能；（2）新厂商大量涌现；（3）新的类似系统的商用元件（如远程通信处理器芯片）的标准得到了统一，同时，某些以前只有小批量市场的元件实现了商品化生产（如可擦写、可编程存储器）；（4）生产者和最终系统制造者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加强。


  推向成熟的因素有另外两个：（1）如上所述，一直存在的来自日本的竞争，它们的指导战略是密集地投入大量的资本，以生产为基础；（2）研究开发和生产中的成本费用日益上升。


  反对成熟工业的论据


  随着产业的成熟，产品设计指标变得越来越标准化，竞争的焦点日益转向改进生产和市场营销。然而，这种产业的成熟可能由于技术创新而推迟，这些创新使已经确定的设计指标过时，使厂商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到新产品和新流程的竞争优势的研究上。正如我们将要解释的那样，超大规模集成给已经确立的半导体设计指标制造了麻烦。超大规模集成代表了连续不断的技术创新，使半导体产业“正在变得成熟”的说法难以立足，成功地运用了超大规模集成的厂商将会在半导体领域的未来竞争中处于优势。


  超大规模集成依赖于半导体装配中的技术进步，这种进步加大了高精尖电路的装配密度，每个芯片一开始大约就有10万个晶体管。因此，超大规模集成既是一个流程创新，又是一个产品创新，使得在硅片中运用全新的、更复杂的系统体系结构成为可能。设计中的困难限制了这些复杂的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推广：超大规模集成设计的成本极高，通常阻碍了专用电路的广泛使用。但在设计自动化中已经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难题：用计算机辅助设计（CAD）系统简化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计，从而降低了成本。


  通过充分利用超大规模集成的能力，已有的美国厂商和大量的新厂商加快了创新的步伐，开发新的元件（如数字信号处理器芯片），把大规模商品市场分割为若干高附加值的小市场（如高性能的辅助性MOS稳定存储器），并推动定制和半定制电路这一潜在新兴市场的发展。特别是定制和半定制电路的自动设计的不断发展，使与非标准的超大规模集成相关的设计成本大幅度降低。反过来，这些专用电路市场大量涌现，特别是在不从事辅助性半导体生产的大多数系统生产厂商中尤其如此。


  在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前几个阶段，新厂商一直是发展的推动力量，这些厂商将重大的技术进步广泛地投入商业性使用。在这方面，专用的超大规模集成也不例外。小厂商和大厂商所获得的固定地位——前者的战略重点是保住定制电路的所有权，后者则是标准化的商用元件——阻止了它们的发展，并阻碍了新技术以可能达到的速度向市场扩张。结果，许多新厂商进入半导体产业时就公开宣称以开发专用电路的市场为目标。


  如果新战略替代传统半导体战略是成功的，美国半导体产业中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将在事实上成为硅基产品战略的工程服务性部门。为开拓定制设计的新的潜在市场，新厂商打破了传统的生产厂商的商品战略。设计技术的转让是通过引导用户认识超大规模集成定制设计的潜力以创造市场需求的一项新战略。就此而言，新厂商从以前生产厂商（例如英特尔公司）那里学到了经验，英特尔公司就是通过引导用户意识到微处理器的优点推行开发微处理器和支持系统，从而迅速扩大了它们的市场。因为专用电路的潜在竞争优势十分巨大，所以，如果用户能迅速认识到定制设计的优点，电路的市场将急剧扩大。专用市场的成长以及致力于推广定制电路使用的新厂商在市场上的出现，都给已有的元件市场带来了新的动态非稳定性。事实上，每家主要厂商都已投入资源，以应对定制电路带来的新机会和新的竞争挑战。


  赞成成熟工业的论据


  尽管出现了与超大规模集成相关的定制能力，它是有利于美国的创新能力的重要的竞争性发展，但是，标准元件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半导体产业的主要产品。这是因为，超大规模集成使密度更大和更多样的存储器、微处理器和周边电路的商业生产成为可能，这些产品将在工厂和办公自动化等领域中打开新的市场。还有一个原因，即复杂的系统产品将继续同时使用标准部件和定制设计电路。1984年，标准化设备大约占半导体全部市场总额的88%；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该比例不会大幅度下降。


  除经济衰退的年份外，商用元件市场持续快速增长。即使像复杂的稳定存储器（电子可擦写、可编程随机存储器）这样的存储器部件都有巨大的市场需求。根据设备密度、存取时间和其他特征，任何一个商品部件都能被细分为分部件，分部件可以再细分为更小的分部件。许多的部件和分部件已经具备了商品特性，能够获得充足的收益以维持公司的成长。然而，还有一些限制依赖厂商获得生产经验的能力（前面论及随机存储器所起的关键作用时曾提到过）。


  如果美国把定制设备的创新和元件种类的扩展推向商品化生产，从而继续依靠该产业第一个发展阶段的力量，日本就可以继续获得在商用元件生产中由政策带来的部分优势。


  日本生产厂商通过设计一个部件生产系统进入美国市场，使得它们以高质量、低成本、相对简单的元件产品进入市场。通过这种方式进入，日本厂商就可以制定新的有利于自己的基本生产参数来改变市场竞争地位。在迅速增长的资本代价之下，日本厂商尽量发展生产，加速了产业的成熟，进一步加强了竞争地位。如前所述，日本半导体产业令人敬畏的竞争力自1980年以来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由于日本对超大规模集成项目协同开发（1976~1980年），日本厂商已领先于美国的竞争对手，更迅速地引进64K动态随机存储器技术，并将其投入批量生产。这是日本厂商在产品和市场发展方面都领先于美国的第一个商品化的集成电路设备。由于64K动态随机存储器技术需要巨额资本投入，几个大采购商的需求量很大，这种技术相对于其他密集电路而言较为简单，不需要过多服务和支持，它所包含的生产技术和能力很容易转到相似商品设备（如静态随机存储器）的生产中去，所以，64K动态随机存储器技术与日本的特点和生产策略非常吻合。然而，针对此项技术设备，日本成功地开发产品市场并保持领先地位，这与日本先前作为一个成功追随者的战略明显不同。正如前面市场份额数据所显示的那样，日本保持了在随机存储器方面的领导地位，并把它作为一个杠杆，向美国厂商的其他标准部件市场挑战。


  在商品存储器方面，日本生产厂商大量投资，以期通过生产自动化降低生产成本。当美国因为一再发生的经济衰退而推迟或缩减扩张计划时，日本却对高自动化能力的投资进行扩张（在1981~1982年美国经济衰退期间，日本对64K动态随机存储器进行投资，从1983年开始对256K动态随机存储器进行投资）。日本在经济不景气时期的大量投资和为自动化而作的努力，再次证明了日本独特的政策导向和以本国为基础的产业政策的力量。投资能力是以稳定地获得日本金融结构给予的廉价资金支持为基础的（这些资金对日本厂商来说无疑是比较便宜的，而美国同一时期的利率总水平却一直居高不下）。有关自动化的问题更加复杂。


  首先，自动化意味着自始至终的高额生产费用，这种费用给其带来两个相关的脆弱性。一个是容易受到产品创新的打击，以某种产品或设计为目标的自动化生产，通常由于一项新产品或技术成为一个新的产业标准而过时。日本的随机存储器生产厂商受益于没有一个64K或256K的设计成为该产业的标准，不像上一代那样，Mostek公司的16K设计成为设计标准。另外，日本的金融结构和政府政策通常有助于减轻这种脆弱性，它们允许廉价的再投资以及快速的税收减免，而较少考虑自动化生产过时和再投资对现期收益的影响。


  与之相关的脆弱性是容易受到需求波动的打击，因为自动化生产的固定成本很高，所以要求充分利用生产能力。如果需求下降，但生产能力却被充分利用，则供给相对过剩，会降低相关设备的利润。这种情况的确发生过。自1983年之后，随机存储器的过剩生产能力导致市场上价格暴跌，几乎没有几家日本厂商能在随机存储器领域获得利润。一些厂商的损失很大。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日本有一个很大的封闭的市场，至少与美国竞争者相比，日本厂商有着较高的稳定需求，这无疑弥补了第二个脆弱性。


  现在的问题是日本政府是否如同以前一样，在这轮竞争中还会起相同的作用。事实上，日本政府通过由通产省和NTT资助的项目研究，在资助设计和生产技术的一般性研究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最新项目的具体内容还没有转化为市场上的产品，所以这里我们不作讨论。然而，我们的结论仍然与参加这些问题评估的几组研究结果一致。这些计划看起来有效而且获得了成功。日本市场是由于受政府压力而正式关闭还是受内部的企业关系而关闭，美国持续的政治压力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已迫使日本放松市场准入，这些问题我们还不太清楚。进入市场和研究开发仍然十分困难。不过，这个问题的答案至少对迄今为止政府政策已经发挥了作用这个观点而言并不是至关重要的。


  成熟还是创新


  有关未来竞争的关键问题是半导体产业将向哪个方向发展，是朝着成熟的方向（这是日本的优势）发展，还是朝着不断创新（这是美国的优势）的方向发展。日本半导体厂商以生产为基础的战略，加强了由日本的国内产业结构（它们本身部分的是因政策引致的）和政策赋予的国际竞争优势。这种优势的加强使其支配了随机存储器的生产，并能在其他产品领域参与竞争。随着资本成本的上升，日本的战略已将半导体国际竞争的方式推向大量资本投入和生产，这是“成熟”工业的标志，是日本的优势所在。美国厂商的反应则是竞争战略的多样化，灵活调整其地位，以充分利用新的市场机会。面临“成熟”的种种迹象，美国厂商并不放弃其在创新方面的优势，而是打算推动创新的进程。一些大型美国企业已决定在随机存储器市场上与日本厂商一决雌雄；其他一些厂商则退出了随机存储器市场，而集中精力开拓美国领先的更新的商用元件市场。与此同时，美国新老厂商和辅助性生产厂商开始将定制和半定制技术应用于市场，力图创造新的竞争机会。正如这些战略性措施所表明的那样，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多样化结构和灵活反应，使美国厂商能在与日本的竞争中不断前进。


  我们认为，美国政府（尤其是在贸易领域）和日本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决定了竞争的结构，并将最终决定半导体产业竞争的性质是转向有利于日本，还是继续保持美国厂商和产业的支配地位。正如前文所述，现在的和过去的日本政府的政策倾向于使国际竞争向日本倾斜。我们可以设计适当的美国政策措施一举扭转这种局面。比如，美国政策的关键可能是保证美国产业（尤其是生产厂商）新近制定的竞争战略在市场上有获得成功的公平机会。


  半导体案例：问题


  那么，针对我们开始提出的那些问题，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政府如何影响了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变化？初期，美国军事采购和开发政策保证了各公司创新技术所必需的启动市场。然而，长期发展则有赖于针对贝尔实验室实施的反托拉斯政策的作用，该政策把贝尔实验室变成了技术创新的源泉，保证了新技术和新观念源源不断地涌入半导体产业。这意味着小厂商能集中于产品开发，因为大部分基础性研究已由其他部门完成了。因此，政府政策规定了贝尔实验室的作用，并为该产业提供金融资助，这些措施都非常重要。我们认为，诸如MCC和SRC等联合产业研究方案，虽然是政府发起的通用研究项目或贝尔实验室被解体以前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有益的替代品，但并不能完全取代。


  在日本的案例中，政府的政策是保证日本半导体产业竞争力提高的绝对不可或缺的因素。没有20世纪70年代政府积极的政策，日本的半导体产业现在就不可能提升至国际上的显赫地位。该政策主要包括两部分：封闭市场和对通用研究项目的金融资助。目前我们虽然很难判断政府促成的市场封闭的准确程度和重要性，然而，政府在关键技术环节的通用研究方面的支持却依然至关重要。这些技术项目被扩散到什么程度还有待观察。在国际范围内的扩散似乎是有限制的。总之，政府的措施改变了厂商可能获得的资源，因而改变了它们的战略特征和雄心。改变厂商的可能性集合，扩大它们可以使用的资源，取消限制，所有这些并不能保证厂商在市场上获得成功。但是，日本厂商采取有效行动，以便抓住政府选择所带来的机会，特别是利用它们掌握的复杂的生产技术。日本政府的政策依赖于厂商的力量，并利用了市场，然而政策对市场结果还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些结果是否重要。半导体产业中的技术发展是否产生了重要的外溢效应？或者，换种说法，微电子技术的扩散是否会因创新来自国内还是国外而有所不同？我们很容易低估这个行业中创新相互关联的紧密程度和重要性，由此提出了四个问题。


  第一，一个半导体是像一个滚珠轴承呢，还是像一个电子系统？如果它更像一个滚珠轴承，大部分只要进口就足够了。如果它更像一个电子系统，关键的创新是在芯片阶段，失去设计系统的能力将影响许多产业。老一代的标准芯片很像滚珠轴承，而先进的芯片则很像电子系统。最重要的是，有关它们的知识在生产厂商的设计、营销人员和使用厂商的工程师之间相互传递。在有些情况下，系统是依据对半导体发展前景的预测而设计的。在市场上购买产品使那些使用这些产品的厂商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当然也有一些政策可以弥补没有最先进厂商的不足，但是，如果一个产业能独立发展且变化多样的话，这种政策只是次优解决办法。欧洲在电子领域不断下降的地位也许能说明这一点。(11)信息并不能通过产品充分地扩散。


  第二，生产和设计的专有技术主要掌握在供应设备的厂商手中，只作为学习经验部分地包含在一些用户公司手中。与美国厂商的竞争力相比，日本最先进的地方是其掌握着设备的供应权，因而最大的威胁也就是日本可能垄断整个生产设备行业。这是为什么？因为根据观察到的证据，设备扩散在生产国中最快。


  第三，现在每种需求大的产品都代表着一种创新力量，当然除了我们分析过的军事需求。(12)最主要的是家用电子产品、远程通信产品和计算机产品。日本对家用电子产业的垄断，使其在很重要的新技术领域（如CMOS——日益重要的流程技术）中保持了真正的优势。


  第四，日本的电子产业由6家大的综合商社所垄断这一事实就很值得研究。一方面，这些厂商的产品优势取决于半导体的创新。系统内部的发展比外部的发展能更快地在厂商之间扩散。日本的设备知识和早期产品知识的向外扩散很可能一直是不对称的，在一段时期内对美国产业不利。另一方面，在这个产业中确实产生了很重要的外溢效应。在这个日本案例中，政策和产业结构共同阻止了这些效应向外国扩散。结果很可能是为日本的电子系统生产厂商，而不仅仅是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创造了巨大的比较优势。


  总而言之，我们对半导体产业的分析说明，政府的战略性政策对产业竞争的动态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这与新贸易理论的发现是一致的。我们的结论是：半导体产业的外溢效应十分重要，它说明为了理解这种政策对相关部门更广泛的影响，我们将来在理论分析中必须考虑这些效应。


  注释


  (1) 新贸易理论放弃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赖以建立的严格的、不现实的假设条件，在此基础上考察国际贸易的决定因素和格局。这些假设条件包括完全竞争、规模收益不变及缺乏外部性，它们与许多制成品市场，尤其是与本文所集中讨论的高技术产品市场的状况明显不一致。另外，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不能解释工业国家间的部门间贸易的格局，而这种贸易占这些国家总贸易的比重却相当大。本书的好几篇论文都为新贸易理论作出了贡献。


  (2) 我们首次出版的有关半导体产业的分析刊登在米歇尔·博鲁斯、詹姆斯·米尔斯坦和约翰·齐斯曼所写的U.S.-Japanese Competition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一书中（Berkel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2）。


  (3) 可参见Richard Nelson所著“Policies in Support of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mimeo，1984；Richard Nelson编辑的Government Support of Technical Progress:A Cross-Industry Analysis（New York：Pergamon Press；1982）。


  (4) 我们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研究表明，日本的社团是围绕着商业集团组织起来的，人员很少离开该社团。一个集团内芯片的创新用于改进集团内部的最终产品，最终产品至少部分地服务于受其支配的市场。


  (5) 这部分主要依赖米歇尔·博鲁斯的工作，有三个来源，其中包括U.S.-Japanese Competition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米歇尔·博鲁斯、詹姆斯·米尔斯坦和约翰·齐斯曼合著（Berkel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2）；Response to the Japanese Challenge in High Technology，米歇尔·博鲁斯、詹姆斯·米尔斯坦和约翰·齐斯曼合著（Berkeley: Berkeley Round-Table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BRIE，1983）；还有Reversing Attrition： A Strategy Response to the Erosion of U.S.Leadership in Microelectronics，米歇尔·博鲁斯著（Berkeley：BRIE，1985）。本文中出现的这些出版物的部分内容没有注明出处。


  (6) 主要参见博鲁斯、米尔斯坦和齐斯曼合著的Response to the Japanese Challenge和齐斯曼等人编辑的U.S.-Japanese Trade and Industries Policies（Berkeley：BRIE，1984）。


  (7) 参见Chalmers Johnson，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8) 参见T. J. 彭佩尔，收录在Peter Katzenstein编辑的Between Power and Plenty（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8），第157页。


  (9) 参见William R. Cline，“‘Reciprocity’: A New Approach to World Trade Policy？”发表在Policy Analys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No. 2（Washington，D. 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September 1982），第14页。


  (10) 这个观点在《1974年贸易法》第301项条款下“Petition of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to the U. S. Trade Representitive”的证明文件中得到了强有力的论证。这个所谓的301请愿书是在1985年8月正式提出的。


  (11) 这是最近在“欧洲在远程通信和微电子领域中的地位”BRIE会议上的一个主要结论，该会议于1985年4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行。


  (12) Leslie Brueckner在“Assessing the Commercial Implication of the Defense Department’s Very High Speed Integrated Circuit Program”（Berkeley：BRIE，1984）一文中对这个观点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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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贷政策与国际竞争


  乔纳森·伊顿


  美国进出口银行在其50年的历史中，为美国的出口商及美国商品的购买者提供了多种金融服务。美国进出口银行刚成立时的目的是资助与苏联的贸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也曾为美国盟国的军事行动提供资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美国进出口银行向欠发达国家提供了长期发展资金，并向阿根廷和巴西提供了用于改善国际收支的贷款。近年来，美国进出口银行的业务活动主要限于提供出口信贷，并向美国商品购买者获得的私人出口信贷提供保险或担保。1983年，美国进出口银行设立特别款项，用于向巴西和墨西哥提供贷款，从而再次因国际收支原因而发放贷款。


  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运作在很多方面类似于商业银行，但也有一些重要的区别。美国进出口银行无须参与吸收私人存款的竞争，而是直接从美国财政部获得贷款。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负债由美国政府作担保。美国进出口银行可免予执行许多施加给私人商业银行的财务规则和报告规则。这些不同之处使美国进出口银行在提供许多方式的出口信贷方面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


  在一个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设立一个由政府支持并可以提供商业贷款的银行，需要有一定的理由。事实上，已有许多理由说明了存在这样一个机构的必要性。本文将对政府提供出口信贷及政府为私人出口信贷提供保险和担保的各种理论依据作一个回顾。通过提供这些服务，政府间接地补贴了美国的出口。


  出口信贷和出口补贴


  不太容易区分的一对概念


  在讨论政府向美国商品的外国购买者提供出口信贷这一问题的时候，将出口信贷与出口补贴加以区分是十分必要的。但这种区分并不明显，在确定美国进出口银行是否在从事出口补贴活动时，对美国进出口银行作用的争论也有矛盾之处。一方面，美国进出口银行的一个主要经营原则是它的业务活动“不与私人资本竞争”［范伯格（Feinberg），1982］；另一方面，美国进出口银行公布的管理目标是“应减少官方的出口补贴，并通过国际协议使之最终取消”［利兰（Leland），1982］。


  至少从政府提供一项私人市场所没有提供的服务这一点来说，已涉及一些补贴因素。使补贴的说法不成立的证据是，出现了私人银行在贷款活动方面与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直接竞争，这与美国进出口银行不与私人资本供应商竞争的说法相矛盾。


  虽然缺乏私人银行的主动竞争是存在补贴的证据，但它并不能证明如果美国进出口银行不存在，私人市场就不愿提供原来由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各种服务。美国进出口银行以及其他国家出口信贷机构的存在，很可能打消了建立提供类似服务的私人机构的积极性，尤其在给经合组织（OECD）以外的国家或地区提供中长期出口信贷方面。由于这样的机构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也就没有理由反对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竞争，当然，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信用证及支票账户服务则另当别论。一个政府机构在与私人机构的竞争中可以成功地将其逐出市场，然后宣布私人机构没有提供所需的服务，使自己提供这些公共服务变得名正言顺。


  美国政府努力推进关于削减出口信贷补贴的多边谈判，并达成了经合组织出口信贷安排（OECD Export Credit Arrangement），这在世界范围内成功地减少了此类业务中的补贴因素。尽管如此，任何赞成由政府机构提供出口信贷的论点必须接受这样的说法，即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这种政府机构是在提供补贴。然而，支持这种补贴的论点可能是基于贸易政策的考虑，或国际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以及对国际政治目标的追求等。


  确认补贴的来源


  已有许多研究试图对美国进出口银行的活动中涉及的补贴因素进行测定［美国国会，1981；博伊德（Boyd），1982；巴伦（Baron），1983］。据估计，每年的补贴总额在2亿~9亿美元。本文不会对不同的研究进行评论或对其研究方法提出批评，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补贴的各种方法中，有一些方法十分间接。


  有人曾将财政补贴与经济补贴加以区分，前者的资金来源是美国进出口银行从美国财政部接受的转移资金，后者发生在政府给予美国进出口银行相对于私人商业银行更优惠的条件时。从账面上看，除了个别年份美国进出口银行有亏损（巴伦，1983）外，其他年份一直是盈利的，所以财政补贴并不是主要问题。但要对经济补贴的程度进行测算并非易事。美国进出口银行以低于私人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利率从财政部获得借款，以及它无须在资本市场上参与竞争的事实，使它相对于私人信贷机构处于有利地位（关于这种补贴程度的量化研究，参阅博伊德，1982）。更加难以量化的是由于免受许多金融管制而对美国进出口银行产生的影响，这些管制是由联邦储备系统、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货币控制署以及各州的金融管理部门施加于私人商业银行的。最重要的包括：（1）美国进出口银行可免予准备金要求；（2）免予按标准做法注销不良贷款（博伊德称，该银行向古巴前任政府和中国前任政府的贷款还保留在银行的账上）；（3）免予其他银行必须执行的会计要求，尤其是不要求美国进出口银行在收回不良贷款前延迟报告这些不良贷款的收入。博伊德（1982）报告称，1980年美国进出口银行的不良贷款的应收利息占纯收入的84.5%。私人商业银行对美国进出口银行向一些不发达国家贷款的会计处理方式所持的批评态度使后两点变得尤其敏感，而且它们的影响也难以量化。


  由于不受平等的法规环境的限制，资本和借款成本较低，美国进出口银行在向美国商品的进口商发放贷款方面，相对于私人商业银行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这使进口商在从美国购买商品时可以获得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所以，美国进出口银行的活动对购买美国商品的外国人提供了补贴。我们并不是主张美国进出口银行同私人银行一样遵守较为谨慎的贷款条件。本文后面将讨论，美国进出口银行业务的许多方面使这些条件变得无关紧要。特别是，由于明确地有对美国政府信用完全的信心作后盾，所以，准备金要求就不是必不可少的了（最近伊利诺伊大陆银行事件表明，大型商业银行的负债同样存在这样的支持）。


  直接贷款与贷款担保和贷款保险


  除了向美国商品的外国购买者提供直接贷款外，美国进出口银行还向私人银行的贷款提供担保和保险。曾是半公共机构现在已完全是公共机构的外国信贷保险协会（FCIA），是美国进出口银行用来提供贷款保险的特别中介机构。巴伦（1983）认为，几乎所有支持政府提供出口信贷的理由，都可以用来支持政府向私人贷款机构提供担保和保险，甚至是直接贷款。


  虽然由直接贷款转向为私人贷款提供担保和保险减少了出口补贴的一个来源，但并未彻底根除出口补贴。实际上，由外国信贷保险协会保险的贷款，不同于由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直接贷款，前者必须通过私人银行发放。商业银行必须以资本的边际成本发放这些贷款，这通常高于国库券的利率。然而，只要政府以低于市场利率对它进行保险或担保，这些贷款的风险溢价就会降低。这就是一种补贴。不存在与外国信贷保险协会保费价格一样的私人保险来源也表明其中包含着补贴因素。巴伦（1983）曾指出为什么道德风险问题能导致私人保险市场的缺乏，但他并未指出政府保险或担保项目是怎样纠正这些问题的。


  撇开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贷款担保和保险与直接贷款所涉及的补贴在本质上的不同，我通常将二者的区别忽略不计，将它们看作是对美国商品的购买者提供信贷补贴的两种可供选择的方式。


  作为出口补贴的出口信贷


  美国政府以低于市场利率的利率提供出口信贷（以及对私人机构发放的出口信贷提供担保和保险），实际上是通过向美国商品的外国购买者提供贷款而补贴美国出口商品，不然外国购买者就只能以较高的市场利率获得这些贷款，或者根本就得不到贷款。因此，那些犹豫不决的美国商品的潜在购买者就增加了一种购买美国商品的动力。


  虽然由政府补贴的出口信贷是出口补贴的一种形式，但政府补贴出口的方式不仅限于此。实际上，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项目对出口进行补贴。国内商品国际销售公司（DISCs）违反关贸总协定禁止直接补贴的规定，允许美国公司延期缴纳出口收入所得税。哈特曼（Hartman，1981）指出了税法中对出口收入优惠的另外一些例子。《韦伯——波默林法》（Webb-Pomerene）允许美国公司在协调其国际销售时，有比《反托拉斯法》所允许的国内业务活动更大的余地。在评价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出口补贴方面的作用时，考虑一下通过出口信贷所提供的补贴与其他形式补贴的不同之处是有益的。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假定对所有从美国出口的商品和服务实行统一的从价补贴，并将它作为比较的基础。这种补贴对所有的出口商品一视同仁，给美国商品的购买者和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售所有可能出口商品的出口商增加相同的激励。无论从广泛的意义上就出口信贷的本质来说，还是从具体的美国进出口银行的功能来说，美国进出口银行的出口信贷都是在补贴商品的品种和出口目的地两方面与统一的补贴有所不同的一种补贴。


  对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贷款与商业银行提供的贷款加以比较可以发现，对资本品出口补贴的程度大于对消费品的出口补贴的程度，而且出口补贴随着补贴商品的平均使用寿命的延长而增加。存在这种差别是由于出口信贷（不管是私人性质还是公共性质）总是将贷款的期限与出口商品的平均使用寿命挂钩。大多数借款者可以以比较合理的利率获得短期的出口信贷，而中长期的信贷市场，尤其是对经合组织以外的借款国家而言是十分缺乏的（巴伦，1983）。(1)美国进出口银行收取的利率对贷款期限相对不敏感，而且该银行愿意对欠发达国家（LDC）提供期限长达5年的贷款，如果购买飞机和发电设备，期限还可以延长。其结果是与购买零配件商品相比，贷款者有更大的动力购买使用寿命较长的资本设备。(2)


  美国进出口银行为应对外国政府出口补贴所采取的政策，是造成补贴标准不一的第二个原因。与美国的自由贸易（而不是全球范围的自由贸易）不同，如果美国厂商的国外竞争对手得到了相当多的补贴，美国厂商也会获得更多的补贴。如果国外存在着对高科技出口产品进行补贴的趋势，美国此类出口产品也会获得更多的补贴。


  我们还可以看到造成出口补贴标准不一的第三个原因（范伯格），对出口创汇项目所用的出口产品和对生产进口替代产品或非贸易产品的项目所用的产品，美国进出口银行发放出口信贷的数量是不成比例的，用于出口创汇项目的出口商品比一般的出口商品获得了更多的优惠。


  造成出口补贴标准不一的第四个原因是，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对市场评估的国家风险不如私人信贷机构那样敏感，尽管美国进出口银行在贷款条件方面的“保守态度”（对穷国的借款收费较高）受到了批评（范伯格，1982），实际上其“保守”程度远不及商业银行，这些商业银行事实上对许多欠发达国家实行信贷配给。(3)


  总而言之，虽然美国进出口银行确实提供出口补贴，但它并不是对所有美国的出口商品都提供一样的补贴。对长期资本设备的出口，尤其是向经合组织以外的国家的出口所给予的补贴，相对于其他出口产品来说要多得多。


  出口信贷与贸易政策


  如前所述，出口信贷是出口补贴的一种形式，因此，它可以作为政府的一种商业政策工具。在这一部分我将对支持出口补贴政策的一些观点进行分析。考虑到这些题目可能在本次会议的其他论文中提及，所以我将以有所保留的方式进行分析。


  抵消外国政府的商业政策的影响


  据前两届管理委员会的官员和美国进出口银行的一些成员说，美国进出口银行存在的主要理由是由于外国政府实行了出口资助政策［参阅巴伦，1983；克鲁斯（Cruse）和惠齐特（Whitsitt），1981；施密特（Schmidt），1981；普劳特（Plaut），1980］。我引用财政部国际事务方面的助理秘书马克·利兰在美国国会的证词如下：


  
    在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上，美国进出口银行在其可能的预算范围之内，仍然可以发挥作用：（1）针对外国的掠夺性资助，向美国出口商提供支持；（2）帮助弥补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应保持对外国政府施加压力，以期通过谈判减少出口信贷补贴。即使没有外国的出口信贷竞争，美国进出口银行仍然可以在提供充足的长期融资便利方面发挥作用（利兰，1982）。

  


  抵消国外扭曲的影响


  外国的出口信贷补贴使美国有理由采取出口补贴政策的观点有两个组成部分。这种观点的一个组成部分将外国的补贴计划视为已定。由于外国的这些出口补贴扭曲了世界的资源配置，美国的政策可以发挥抵消这些扭曲的作用。


  对此有两种反对意见。一种反对意见认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美国的出口补贴在抵消由外国补贴引起的扭曲方面的效果不太显著。它们确实可以使美国企业相应的出口市场份额恢复到自由贸易时的水平。但从外国补贴使美国的出口商品价格下降这一点来说，美国政府补贴的加入使出口价格进一步下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的补贴使均衡更加偏离自由贸易时的水平。


  另一种反对意见认为，虽然外国的出口补贴及关税使经济远离自由贸易时的均衡，但通过采取商业政策来恢复均衡却未必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从美国的角度看，影响美国贸易条件的外国商业政策，与引起世界价格变动的其他世界经济变化（包括外国偏好和技术的变化）并无二致。这些变化可能对美国的福利有益或有害，但一旦发生，是不可能通过商业政策抵消的。例如，美国曾对石油消费进行补贴，使其保持在1973年以前的国内石油价格水平，但这并没有减少1973年石油价格暴涨对美国造成的福利损失（其实增加了损失）。因此，除非美国的出口信贷补贴可以改变外国的商业政策，否则这些政策对美国福利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可能由美国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抵消的。


  这并非如有些人（施密特，1981；普劳特，1980）有时认为的那样，外国的出口信贷补贴对美国有好处。只有当补贴使世界价格下降的产品正好是美国净进口的产品时，情况才是如此。从现有的绝大多数补贴的性质看，情况通常并非如此。外国补贴更可能使美国那些商品的消费者的获益小于美国生产者遭受的损失。


  通过谈判达到减少补贴的目的


  认为外国的补贴使美国的补贴名正言顺的观点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更有价值。外国的补贴会导致美国为维持其市场份额而作出反应，这种威胁本身会消除外国政府率先进行补贴的动机。通过为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战争基金”对付那些对美国造成不利影响的外国补贴，美国政府明显地为1981年通过谈判来减少出口信贷中的补贴因素作出了贡献（巴伦，1983；利兰，1982）。


  如前所述，只有当补贴降低了美国净出口商品的世界价格时，减少外国补贴在整体上才对美国有利。如果受影响的商品是净进口的商品，减少补贴对美国是不利的。


  抵消美国政府商业政策的影响


  虽然外国政府的商业政策经常被用来说明美国出口补贴的合理性，但我还没有发现把美国的商业政策作为美国进出口银行存在的理由的说法。然而从贸易理论的角度看，这一点恰恰是最强有力的理由之一。


  美国政府经常通过一系列政策使美国的进口减少到低于自由贸易时的水平。虽然自战后以来关贸总协定通过谈判大幅度地削减了关税，但配额的使用及政府采购中的“购买美国货”的限制一直在增加。将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即保护美国企业免受竞争性进口商品的冲击）会增强的看法似乎代表了贸易政策专家的一种共识。


  保护美国企业免受竞争性进口商品的冲击，这种做法将生产出口商品的资源转用于生产进口竞争商品，结果是美国的国民收入减少到自由贸易时的潜在水平以下；同时，进口保护使消费者为进口商品或国内竞争者生产的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使出口商品的价格降低（因为美国进口的减少会使外国人购买美国出口商品的数量也减少）。出口补贴的效果则正好相反，使资源从进口竞争部门转向出口部门，使出口商品的国内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或进口替代商品的价格上涨。因此，出口补贴可以抵消进口保护政策的不利影响。对于任何水平的进口保护（假设保护的程度对所有的进口商品都是相同的）存在着一个对所有的商品都一样的出口补贴水平，使资源配置恰好同自由贸易时的配置完全相同（不考虑管理成本）。


  总的来说，美国通过美国进出口银行、国内商品国际销售公司和商品信贷公司（CCC）的活动所达到的出口补贴的程度，可能达不到进口保护的平均水平。因此，通过增加出口补贴的平均水平，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增加福利。但是，无论是进口保护还是出口补贴，都不存在对不同种类的商品实行统一的标准。因此，抛开对具体的分门别类的数量分析，要作出精确的预测是不可能的。但有一种很有力的观点，认为只要进口保护保持在现有的水平上，政府促进出口会增加国家福利。(4)


  尽管这种赞同政府出口补贴的观点具有如此强烈的说服力，但它尚未出现在政策的讨论中。承认美国进出口银行的业务活动可以抵消其他国家政府政策的影响——无论这种政策可能对美国的福利多么不利——也许并不能使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增加对美国进出口银行的支持。


  在寡头垄断的国际市场上增强美国公司的战略地位


  一个较为复杂的支持出口补贴的观点，是由布兰德和斯潘塞在他们1983年的两篇文章中提出来的。他们证明，一国对在寡头垄断的外国市场上与外国企业竞争的本国企业给予出口补贴，会增加一国的国民收入。这一结果要求的条件是，这种竞争在性质上是数量的竞争，即每个企业假定竞争对手的产量给定，并在这个条件下确定自己的产量。


  这是一个支持政府补贴的重要观点，值得进一步探讨。这个观点的局限性在于：（1）如果企业进行的是价格竞争而不是数量的竞争，则出口关税而不是出口补贴是合适的（伊顿和格罗斯曼，1983）；（2）如果国内企业争夺相同的资源，则补贴可能是有害的（迪克西特和格罗斯曼，1984）。


  最后，从政策方面看，虽然布兰德和斯潘塞的观点认为，在假定其他国家出口补贴给定的条件下，从一个国家的角度看，进行出口补贴是合理的，但对于所有出口国来说，出口补贴是一个总和为负的博弈。通过谈判达成消除出口补贴协议，并且如果各国都能遵守该协议，对所有出口国产生的福利将大于所有出口国都补贴时的福利。当然，进口国会从出口补贴中受益。


  规模收益递增与出口促进


  直到最近，正式的贸易理论才对作为贸易利益来源的生产中的规模收益递增的含义进行阐释。这种疏忽也许是令人吃惊的，因为赞同自由贸易的最早观点之一，即《国富论》中关于缝衣针工厂的例子，曾把规模经济作为贸易利益的来源：生产规模的扩大促使更细的劳动分工，并使生产的平均成本降低。在亚当·斯密的例子中，规模经济外在于厂商，而不是外在于整个国民经济。生产规模的扩大并未增加任何单个厂商的租金，但可以降低所有厂商的成本以及它们获取的价格。例如，这种外部经济可以在厂商进行在职培训时出现，此时，经过培训的工人在竞争企业中就业，培训所创造的人力资本会降低竞争厂商的成本。当地劳动力以前的工作经验所创造的大量人力资本的存在，可以解释为什么出现了某些高科技产品生产活动集中在某些地区的现象。加利福尼亚的硅谷和麻省128号公路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些地区存在大量的、小型的、相互竞争的企业，它们因为接近其竞争对手而获益。也许大规模生产使所有企业降低了平均成本。[1]


  在存在外在于企业，但内在于行业的规模经济的情况下，厂商的边际生产成本大于行业的边际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完全竞争行业的产出将低于社会的最优产出水平。


  这种形式的规模收益递增对国际贸易的含义已由肯普（Kemp）和内吉什（Negishi，1969）、伊顿和帕纳加里亚（Panagaria，1979）以及帕纳加里亚（1980）作过研究。这些论文的一个主要结论是，如果贸易能增加规模经济十分显著的产业的产出，国家就能从贸易中获益。


  根据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对贸易利益所作的解释认为，当具备竞争条件时，只有当参与贸易的各方在生产要素禀赋、可获得的技术及消费者的偏好有相当大的差异时，贸易收益才会出现。而存在规模经济时，即使贸易双方在这些方面都相同，也会产生贸易收益。但贸易收益的分配并不是对称的，出口商品中规模经济更大的国家收益一般较多。


  因而，外在于厂商的规模经济可以作为给予有显著外部规模经济的行业出口补贴的一个理由。这种补贴更可能产生的结果是，专业化使这些产品生产的国家可能从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即通过贸易能获得更多的收益。然而，同样正确的是，直接的生产补贴政策对纠正外部规模经济所产生的扭曲比出口补贴政策更好。


  出口信贷与美国的贸易利益


  正如前文所述，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活动一般涉及对外国购买美国生产的资本货物提供信贷。其结果是所资助的项目不是用于外国消费，而是增强外国的生产能力，尤其是出口行业的生产能力（范伯格，1982）。从美国进出口银行的业务活动导致外国某一特定部门的生产能力净增加这个角度讲，这使该行业所生产的产品的世界价格受到影响。通过这种渠道，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会进一步对美国的福利产生影响。例如，如果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最终使美国的净进口商品的世界价格降低，美国获得的净收益会超过贷款的利息，即贷款通过改善贸易条件对美国产生正的外部性。如果产品是美国净出口的产品，贷款将对美国产生负的外部性。


  通过改变外国的生产能力影响美国的贸易条件，从未成为美国进出口银行的主要目标。但在某些情况下，贷款对美国贸易条件的影响曾影响到一些贷款的决策。范伯格（1982）指出，20世纪70年代早期对阿尔及利亚的贷款，就是以扩大该国能源出口为目标的。显然，这种出口的扩大会通过降低国际能源产品的价格而使美国受益。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由于贸易条件方面的原因而被否决，即不是因为贷款会对美国整体福利产生负面影响，而是由于贷款会对美国与进口竞争的行业的生产有消极影响。范伯格（1982）认为，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用于钢厂的贷款被拒绝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是一个“进口保护不能推动出口”的例子。


  政府出口信贷与不完善的国际资本市场


  正如前面所引述的财政部助理秘书利兰所说的那样，国际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以及外国政府的“掠夺性”出口补贴，是管理当局支持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理由。国际资本市场的不完善确实可以作为政府参与国际信贷活动的依据，但要设计合适的政策，就必须识别这种不完善的本质。然而不幸的是，利兰并未阐述管理当局是如何思考识别问题的。


  当两个国家经过外生的风险调整后的资本的边际产品相等时，资本就实现了在这两个国家间完全的流动。巴伦对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研究表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这些传统的保险问题是怎样导致资本边际产出较低的国家的私人信贷机构不能向资本边际产出较高的国家的借款人提供充足的贷款的。首先，如果贷款人不愿由自己承担不能偿债的风险，他们向其他机构购买保险就会增加违约的可能性。因为外国借款人能推测到债权人的损失将由保险机构承担，万一他们不还款，债权人对他们的报复也并不严重，因而还款的积极性就不高。换句话说，银行贷款的保险人减少了银行向借款人追索贷款并对其进行报复的动机。


  这个问题将导致这种保险的供给不足，会迫使私人信贷机构承担超过最优水平的违约风险，进而产生道德风险问题。由于私人信贷机构对潜在借款人的特征只有不充分的信息，而这些特征可能是决定其偿还贷款的动机的重要因素，这样就会产生逆向选择问题。如果银行不能将高风险和低风险的外国借款人区别开来，大量的银行客户将会属于风险较高的一类（即偿还贷款的积极性相对较低的一类）。一旦贷款的提供者意识到向其借款者中有相当大的比例属于此类人，他们提供的贷款数量就达不到最优水平。


  巴伦认为，这些形式的不完善使政府对私人贷款提供保险和担保变得名正言顺，但对直接贷款则并非如此。不过，他并未说明为什么政府的参与可因这些不完善而变得名正言顺。特别是在逆向选择的情况下，我们不清楚为什么保险人不会像直接贷款人一样，对违约者进行严厉的惩罚。如果借款人现在违约，未来更高的保险费将使其以后的贷款条件恶化。同时，从理论上讲，巴伦指出的问题在国内资本市场上也经常发生，因而这些问题本身并不能证明政府某个单独的对外信贷政策是合理的。


  外国贷款与违约风险


  如果借款人预见到在发生贷款违约时所受到的惩罚足够严厉，贷款违约的风险将永远不会出现。借款人只会进行可以为他提供偿债来源以确保如期还债的金融交易，也总是愿意偿还贷款。如果惩罚措施比较普遍，而且各方对称地共享所有的信息，那么他们就会遵守所有的合同，而且通过保险和贷款业务，市场也不会发生违约，完全的资本流动就会实现。


  但是，如果对违约的惩罚不够严厉，资本的流动将是不完全的，有些借款人可能没有任何积极性偿还使其资本的边际产出与利率相等所必需的贷款，而在还款确有保证的情况下，其他一些贷款人愿意以此利率放款。这样的贷款就不会发生，借贷双方都会发现，与贷款可以发生并可确保偿还的情形相比，他们的处境都不理想。对违约缺乏足够严厉的惩罚，对任何一方都是不利的。


  违约的代价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都不足以消除金融市场上的违约风险。然而，国际违约和国内违约所造成的后果不同，这意味着对一些国外借款人贷款的风险相当大，至少比将款贷给国内贷款人大。


  一旦贷款人发现国内借款人违约，他可以求助于当地警方追索贷款。如果贷款有抵押，贷款人可以运用本国警察的力量控制抵押财产。如果贷款没有抵押，债权人可以迫使借款人破产，借款人的大部分或全部财产将在债权人之间进行分配。


  在违约发生时，借助于政府的强制力使财产从债务人转移到债权人，可以增加国内贷款的安全性。其中有两个原因：首先，债务人的资产减去破产清算的费用就等于债务价值的下限；其次，借款人违约时的财产损失构成一种惩罚措施，使事先发生违约的动机减小。


  破产的威胁对国内信贷市场的运作具有重要意义。有形资产超过债务的价值的借款人被认为是“有信用”的。如果贷款进行了抵押（当贷款用于采购商品时，该商品常常被当作抵押物），贷款的期限通常与抵押物的预期使用寿命一致。无论贷款期间何时发生违约，抵押资产的价值都应当与当时的信贷额大致相等。虽然破产费用是贷款活动的一个阻碍，人们通常假定在发生贷款违约时贷款人可以动用国家警察的力量，将借款人的资产转移到自己的名下。


  如果外国借款人在贷款人国内有合适的财产可以作为抵押，给予国外借款人贷款的情况与上述国内贷款并无二致。发达国家的借款人通常具备这个条件。然而，许多借款人，尤其是资本的边际产出较高的发展中国家的借款人，他们国家在国外的资产可能并不多。


  如果外国借款人在贷款人国内没有资产可以抵押，贷款人只能依赖借款人所在国的政府强制借款人还款并对其进行惩罚。对商业贷款（向外国的私人贷款）而言，借款人所在国的政府可能不像贷款人所在国政府那样对待贷款人。在很多情况下，以借款国政府的信用为担保的贷款（国家贷款），还款必须遵从政府的意愿。当意识到这种激励较弱时，私人贷款机构可能不会主动提供这类贷款。随着借款国还款意愿的减弱，资本流动会变得越来越不完全。


  偿还贷款会减少借款国的当期国民收入，外国政府偿还国家贷款或强制偿还商业贷款可能有点令人感到奇怪。同样令人费解的是，即使知道外国政府有不还款的动机，私人贷款机构仍然向外国借款人放贷。事实上，此类偿还贷款的事情经常出现，而且贷款人也能从向外国贷款中获利（虽然对有些国家的贷款数量远未达到使借贷两国的资本的边际产出相等的水平）。显然，外国政府具有一定的偿还贷款的动力。要对外国贷款的风险和国际资本市场不完善的程度作出评估，需要了解这些动机。


  偿还贷款的激励：系统的自我约束


  伊顿（1981）和格索维奇（Gersovitz，1983）讨论了政府偿还外债的动机。他们将不履行偿还贷款义务的一个主要后果确定为将来会被排除在国际资本市场之外：即使缺乏强制偿还或转移资产的司法机制，政府为保持国家作为借款者的信誉也有理由偿还贷款。


  这种动机的大小取决于国家保持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收益，这在国家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伊顿和格索维奇（1981）提出了四个原因来说明一国政府为什么希望保持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第一，为了平稳消费，一国的收入来源可能呈现出较强的周期性，但希望支出能分布在不同的阶段。从国际资本市场借款提供了一条使当前收入与当前消费脱钩的途径。失去信用可能意味着一个更不稳定的支出模式。第二，一国可能预期如果能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未来的投资机会能得到最佳利用。失去获得外国贷款的权利，可能会延误或妨碍它利用投资机会。第三，一国可能希望保持信用，以便在收入发生突然的、始料未及的下降时能及时地进行调整。向外国借款可使该国完成投资项目，否则投资项目可能被迫放弃。第四，一国可能发现，获得外国贷款可以大幅度地降低在国际贸易中的交易费用。自1979年美国银行宣布伊朗违约以来，它就被排除在国际资本市场之外，它在国际交易中的费用也明显增加。


  保持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权利，使借款国政府有强烈的动机避免违约，并保证外国贷款人在该国的法律体系内受到令人满意的对待。迪亚斯——亚历杭德罗（Diaz-Alejandro，1984）曾在一个例子中描述过这种动机的力量。1982年，许多智利的私人银行宣布破产，其中不少银行大量拖欠美国银行的债务。作为推动自由的金融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智利政府显然没有对这些债务进行担保。尽管如此，面对禁止贷款的威胁，智利政府还是选择了承担偿还贷款的义务。


  虽然违约会失去外国资本来源是不小的损失，但它并不比拖欠任何数额的贷款所带来的损失更大。在某一点上，还款的损失会超过禁运的损失。贷款人提供的贷款只会到使借款人有理由认为偿还贷款是其自身利益所在的那一点为止。这一水平可能低于借贷国双方的边际资本产出达到相等时的水平。因此，借款国就会发现，在市场上贷款要受到配额限制。


  要对违约国家实行私人禁运以促使它有有效的激励履行偿还债务的义务，需要由私人贷款人联合行动，共同实行禁运。在只有某个国家的一个或一组贷款人实施禁运的情况下，如果借款人向其他贷款人借款，这种禁运则会收效甚微。通过达成一个明确的协定（辛迪加贷款就是这样），联合禁运才可能收到效果。对一个贷款人[2]的违约可以看作是对所有贷款人的违约，需要所有的贷款人都参与禁运。国际资本市场上信誉的作用可以提供一个更微妙的且不甚明显的禁运的途径。贷款人认为，以前曾经违约的借款人在以后的借款中可能继续违约。许多欠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排斥在国际债券市场之外，这很可能就反映了市场对这些国家20世纪30年代大规模的违约历史记忆犹新。


  偿还贷款的激励：公共政策的作用


  通过对违约的国家实施信贷禁运，私人贷款人有相当强的力量确保偿还贷款。尽管如此，贷款国政府还有许多政策对系统的运转产生影响。


  一种极端的情况是政府通过在域外动用警察的力量确保贷款协议得到遵守。斯特兰奇（Strange，1979）记载了几例贷款国用武装力量控制借款国的海关，征收关税以偿还贷款的情况。如果私人贷款者可以依靠政府将警方的管辖权延伸到借款人所在国，涉外贷款发生违约的可能性就不会比国内贷款更大。


  由于国内政治态度和国际外交方面的制约，动用军事力量从国外债务人那里索取贷款变得不可能了。尽管如此，在维持资本流动方面借款人所在国政府的政策仍然可以发挥作用。伊顿和格索维奇描述了一系列美国法律，这些法律可以影响美国对那些将美国国民的财产充公或不履行与美国国民所签订合约的国家的政策。(5)


  这些立法可以达到加强惩罚外国违约者的目的，私人贷款人因而可以以更低的违约可能性发放更多的贷款，这对借贷双方都有利。运用法律制裁而不是相机政策惩罚违约行为，可以减少在制定一定政策时对过去未偿还的贷款既往不咎的可能性。通过使自己受制于一系列的法律，在违约发生后，政府就必须强制借款国还债。


  美国进出口银行的一个特殊角色，是代表美国政府作为贷款团体的一员向外国借款人放贷。因为美国进出口银行对外贷款期限较长，所以失去从美国进出口银行获得贷款的机会对试图违约的借款人是一种特别严厉的惩罚。同时，与大的国内贷款市场上的私人银行不同，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生计主要依靠国际资本市场的运作，以使借款人有足够的激励偿还贷款。因此，美国进出口银行的决策反映出它对系统的长期运作更关心，而不是像私人银行那样把自己对国外的贷款看作是“一次性”的。从系统的运作规则来看，存在一种危险，即美国进出口银行的决策会不适当地受到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对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文讨论。


  由此看来，美国进出口银行的政策对惩罚拖欠私人债权人的贷款国发挥了作用。美国进出口银行的初衷——为对苏贸易融资，由于沙俄政府未偿还巨额债务而被推迟了40多年才完成（范伯格，1982）。


  虽然美国进出口银行参与执行美国影响国际资本市场运行的政策，但它的作用相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说则是处于第二位的。它的这种作用是恰当的，至少是包括如下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较多；二是由于借贷各国都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的制定。通过借贷各国共同谈判制定规则，其可信度高于贷款国单方面强加的规则。


  将国内金融体系与国际资本市场的联系分割开来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伊利诺伊大陆银行使其免予破产的决定，从美国政府方面看，证明了即使发誓要推行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政府也希望避免大银行破产。政府干预反映了政府认为破产的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对破产的外部效果的两种解释是：（1）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公共保险损失；（2）一个相对安全、没有违约的存款体系的公共品性质。本文不想就这些观点进行评价，而是将讨论它们对外国贷款的含义。


  据报道，国际贷款与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困境无关，但对其他主要银行对外贷款的质量的关注增加了这种情况会重复发生的忧虑，这一次，涉外贷款成了问题的根源。通过货币控制署，美国政府实际上确实对单个银行借款给外国人有所限制，以期达到降低破产风险的目的。从外国贷款会增加国内银行系统的脆弱性这个意义上说，限制私人银行对外国贷款的政策是一种适当的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建立一个机构，它的负债与美国的金融体系不直接挂钩，由它发挥对外国贷款或对这些贷款进行担保的作用。这些机构提供的贷款在风险和收益方面对借贷双方都应是有利的，而贷款的风险则不会妨碍美国银行体系的运作。这类机构最好依赖于股权融资。在缺乏这类机构的情况下，一个由政府支持的机构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由于人们对美国政府的信用充满信美心，美国进出口银行就是一个例子。


  美国政府将来在国内银行系统的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不确定的。而且，由于美国大量介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时间尚短，也看不出对外国贷款对金融系统的长期运作有什么影响。那些主张以其他机构安排进行涉外贷款的观点肯定具有很强的投机性。


  金融恐慌和最终贷款人


  库珀（Cooper）和萨克斯（Sachs）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举了一个例子。在他们所举的例子中，任何一个贷款人对某个借款人的贷款，都可以减少该借款人违约的可能性，从而使其他贷款人受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政府机构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为向外国借款人放贷或向私人贷款提供担保，以防止发生违约。


  尽管这个例子确实表明政府在参与国际贷款中可以扮演某种角色，但它也表明了这种参与的潜在危险。政府可以在蓬齐（Ponzi）计划中扮演最后投资人的角色，从私人商业银行那里买断坏账。


  设立于1983年的对巴西和墨西哥的专项贷款（我们将在下节进行讨论）可以被解释为是政府防止金融危机计划的一部分。这显然并不是美国进出口银行第一次扮演此类角色。范伯格（1982）称：


  
    在早些时候，美国进出口银行乐意冒险将其刚得到的资金贷给面临资金流动性困难的国家，为它们提供流动资金，使有能力用硬通货向外国的贸易和投资伙伴进行支付。20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进出口银行在年度报告中直率地声明，为达到这个目的准许向阿根廷和巴西提供贷款。“1950年5月，该行受权向阿根廷的一个银行辛迪加提供1.25亿美元的贷款，为阿根廷履行偿还过期的美国私人和政府商业债权人的贷款的义务”提供流动资金（美国进出口银行，《1950年1~6月份年中报告》，p. 3）。“1953年对巴西的一笔3亿美元的贷款获得批准，以帮助该国清偿过期的美元账款，使巴西的商业往来正常运转”（美国进出口银行，《1953年1~6月份年中报告》，p. 1）。然而，从那以后，美国进出口银行就停止了大规模发放一般贷款业务，就当今累计的债务水平而言，美国进出口银行单项贷款的规模不足以救助多数濒临危险的国家。

  


  范伯格指出，最近美国进出口银行的业务更趋向于遵从商业银行的做法，而不是抵消商业贷款的倾向：


  
    拒绝向南斯拉夫贷款就是这种从众心理的一个例证，据说由于私人银行对该国的中期前景持怀疑态度，该国不能得到私人贷款，因而国际收支平衡将出现问题。美国进出口银行的退缩使这一说法反而变成了能够自圆其说的预言。

  


  美国进出口银行再次涉足避免拉丁美洲流动性危机的贷款活动中。下一节我们将讨论它作为一个官方的出口信贷机构是否有能力发挥这种作用。


  美国进出口银行与当前的债务危机


  在国会证词中，美国财政部助理秘书马克·利兰勾画了为了缓解美国私人商业银行的两个拉美借款国发生的支付危机，美国进出口银行在政府当局所制定的总体策略中将要扮演的角色。政府当局的整体计划包括五个部分：（1）用财政部和美联储的资金提供短期援助；（2）通过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在多边的基础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长期资金；（3）鼓励商业银行向这些国家提供新的贷款；（4）为对向这些国家提供出口信贷的这种双边贷款的机构（特别是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更多的资金；（5）鼓励借款国减少开支。


  作为进出口银行计划的一部分，美国设立了专项资金，向巴西（15亿美元）和墨西哥（5亿美元）提供中期出口信贷的担保和中短期的出口信贷保险。能否获得这些专项资金，取决于借款国是否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追加资金条款的规定，商业银行是否向借款人提供了更多贷款，以及其他国家是否对它们提供的贷款延期。


  政府当局让美国进出口银行参与债务救助的全面计划，这表明美国进出口银行背离了它原先作为推动美国出口机构的角色。之所以让美国进出口银行参与，主要是因为巴西和墨西哥在美国出口中的重要性。然而，设立专项资金的主要目的不是增加美国向这些国家的出口，而是确保世界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性。这一首要目的可从对巴西的专项资金贷款较大这一点看出。因为巴西是较大的债务国，而墨西哥则是美国产品更重要的进口国。


  战后初期美国进出口银行更多地介入普通的开发贷款［麦基特里克（McKitterick）和米德尔顿（Middleton），1972］；后来，为了表示对世界银行的尊重，它不再扮演这一角色，在业务上更着眼于扩大美国的出口，而不是借款国的经济发展。尽管美国进出口银行的传统角色被定位为推动美国的出口，但专项资金确实增加了这些国家可获得的资金来源，并将减少因这些国家违约给美国商业银行体系造成的风险。


  美国总体利益与美国出口商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所以设立美国进出口银行的动机不存在问题。尽管如此，美国进出口银行传统上提供的出口信贷、担保和保险，在有些方面与专项资金的整体目标——稳定世界金融市场形势，使美国银行体系与突发的重大国际违约隔离开来——不相适应，但美国进出口银行贷款活动的其他一些方面则非常适合这些目标。


  美国进出口银行的活动与增值原则


  判断美国进出口银行是否应当参与直接贷款活动的一个主要标准，是它对美国出口总量的影响。按照这个准则，对那些没有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也可以出口的产品，美国进出口银行就不应给予贷款。


  就稳定世界金融市场这一目标而言，一项能够增加借款人以美元计价的进口总额的贷款，对于缓解当前的支付危机是没有用处的。(6)同样，美国进出口银行的一些贷款通过抵消外国的资金供应，使美国的出口替代外国的出口，这些贷款也是不能减轻债务负担的。专项资金要能够缓解国际收支方面的困难，需要使受援国家对外汇的净需求有所减少，这与增值原则相矛盾。由于专项资金牵涉担保和保险而不是直接贷款，增值原则也不再适用，但这一原则在美国进出口银行的未来业务中不应被忘记。


  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和债务的期限结构


  1983年10月生效的国际出口信贷协议，除了达成减少政府提供的出口信贷中的补贴因素以外，还缩短了政府出口信贷的期限（美国财政部，1982）。美国进出口银行是受其影响的主要贷款机构，因为它过去一直主要提供长期出口信贷。


  虽然减少补贴因素是值得庆贺的，但缩短贷款期限对保持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则是不利的。很多观察家认为，不发达国家缺少长期贷款的选择机会是危机产生的一个根源。就这一点而言，美国的一个主要贡献恰恰在于它提供了长期贷款。


  正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为资本项目的采购提供贷款时，通常的做法是贷款期限与项目预期产生资金回流的期限一致。万一发生拖欠，由于贷款人掌握着资产，所以说这种做法是合理的。因此，违约对贷款人的净资产的影响就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在很多情况下，拖欠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确实使所资助的项目转移到了美国进出口银行。对湖人航空公司（Laker Airlines）的一笔用于购买DC-10s（飞机）的贷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这种转移要求美国进出口银行必须能获得可以没收借款人的项目的法律制度的允许。如果贷款是国家贷款或是以对外国政府信用的完全的信心为保证的，在发生违约时，银行不可能将它资助的项目转移过来。在这种情况下，将出口信贷的期限与出口项目本身的特性联系起来的做法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偿还贷款的可能性取决于贷款到期时外国政府的总体金融形势以及它是否愿意还款，而它是否愿意还款与具体的美国出口项目的关系不大。


  如果不考虑抵押贷款的情况，商业贷款机构认为，对外国政府的长期贷款的风险比短期贷款风险大。萨克斯和科恩（Cohen，1984）以及克莱策（Kletzer，1984）的论文认为，如果是国家贷款，就不能强迫政府偿还贷款。这种理解是有道理的。长期贷款的贷款人可能发现他们的资产由于借款人随后的短期借款而贬值。一些官方的出口信贷机构很明显接受了这一看法。范伯格（1982）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些伯尔尼联盟的成员国宣布巴基斯坦“没有资格”得到长期贷款。


  美国的公共政策进一步加重了对长期贷款的偏见。1965~1974年实施的自愿对外信贷限制（VFCR）计划，对长期贷款（而不是对出口信贷）规定了“异常严格”的上限（范伯格，1982）。值得考虑的是，出于美国国际收支平衡的考虑而实行的这项计划能在多大程度上使私人商业银行不愿提供长期贷款。


  出口信贷与国家风险分析


  美国进出口银行在对国家风险的评估和规定贷款风险限制方面有意识地模仿了私人商业银行的做法。显然，就其本质来说，专项资金是偏离这种做法的。虽然在减缓巴西和墨西哥的资金流动性问题中专项资金将发挥作用，但是，我们应考察一下美国进出口银行的日常贷款活动是否符合标准的商业操作。


  在评估国家作为借款人的偿债能力时，在国内贷款时适用的信用标准将不再适用。例如，当借款人不愿偿还贷款时，他的资产价值将毫无用处。同样，如果发生违约时贷款人无法获取抵押物，即使用出口商品作抵押也无济于事。


  用国外的第三方账户作为抵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贷款的风险。所资助的项目可能被用于在某国获得收入的活动，在发生违约时债权人可以借助于该国的法律追索贷款。债权人可以坚持要求将这些收入的一部分直接计入第三方账户，以便在发生违约时将这些收入转给自己。一项拖欠贷款的决定使违约国不能用该项目生产出口到某个市场的商品，因此会降低项目的价值。(7)


  1976年，美国进出口银行在对巴基斯坦的一笔政府贷款中不恰当地使用了国内贷款适用的标准。当年4月，对巴基斯坦国有企业的一笔用于采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设备的贷款被拒绝，原因是这个项目是投机性的，而且生产的燃料是用于进口替代的（范伯格，1982）。当年5月，一笔对巴基斯坦国家航空公司的用于采购麦道DC-10-30飞机的贷款被批准：“航空公司被认为能盈利并可节省外汇”（范伯格，1982）。对国家贷款而言，具体项目的营利性与贷款本身的安全性无关。以借款国政府的信用作担保的所有贷款的安全性等同于政府的还款意愿。决定贷款的原因可能并不是因为这两个项目的获利能力，而是可以获得飞机的抵押权。在发生违约时，美国进出口银行可以在很多国外机场将飞机截获。对巴基斯坦政府来说，违约将显著降低飞机的价值。


  美国进出口银行业务活动以及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


  美国进出口银行目前的操作程序在三个方面不能理想地满足较大数额的借款国的需要。增值原则、贷款期限短、美国进出口银行关于国家风险分析的一般性质，并不能避免高负债国的支付状况恶化。但在其他方面，美国进出口银行比商业银行更适合于向这些国家贷款。


  美国进出口银行主要以固定利率贷款，这减少了借款国家所面临的支付问题。大多数商业银行则按浮动利率对政府贷款。借款人商定在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上加一个价，所以，其偿还债务的负担随着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波动而波动。近几年来，真实利率水平的大幅度上升使高负债国即使不新增贷款，还款负担也显著增加。


  在通货膨胀预期的变动是利率波动的主要根源时，贷款使用浮动利率是相当合适的。如果名义利率的变化反映的是通货膨胀预期的变化，短期的真实利率（名义利率与预期通货膨胀率之差）就是相对稳定的。使用固定名义利率的长期贷款合同将使借贷双方承受通货膨胀率上升（对借款人有利，对贷款人不利）或下降（效果相反）的风险。将贷款利率与短期利率——它的波动反映了通货膨胀的变化——联系在一起，就可以消除借贷双方的风险，同时贷款的真实利率水平就被固定了。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银行经历了始料不及的通货膨胀的变化，这可能是导致当时广泛采用浮动利率的原因。


  然而，最近真实利率变得更加不可预测。没有一种合同能完全消除始料不及的真实利率的变化对借贷双方的风险。当名义利率固定时，贷款人承担了风险，而当利率浮动时，风险转嫁给了借款人。在贷款合同中规定浮动利率，商业银行避免了负债（主要是短期负债）的利率高于长期资产的利率的风险。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借款人面临贷款的真实利率显著上升的风险。贷款期限结构的风险被转换为违约的风险。


  美国进出口银行历来一直采用固定利率。如果能鼓励向巴西和墨西哥提供的专项资金的担保和保险以固定利率贷款的话，将会起到更大的稳定作用。理想的贷款合同应该通过将名义利率直接与物价指数挂钩，而不是与短期利率挂钩，从而使真实利率固定下来。但从目前情况看，这样的贷款合同被证明很烦琐而且收效甚微。


  美国进出口银行业务与海外直接投资


  在20世纪70年代，银行贷款远远超过海外直接投资（DFI），是私人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渠道。通过债权而非股权为发展融资的方式下，发展中国家承担了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风险。海外直接投资则能把这些风险转嫁给外国。用海外直接投资取代直接贷款，能在将来大幅度减少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风险。


  在促进海外直接投资方面，美国进出口银行可以发挥两种作用。首先，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家是美国进出口银行贷款的主要接受者。因此，美国进出口银行除了资助美国的出口之外，还间接地对海外直接投资提供了补贴（范伯格，1982）。


  其次，美国进出口银行促进海外直接投资的第二个手段是对没收美国财产的国家实行惩罚。例如，当美国与秘鲁就美国在秘鲁的财产发生争议期间，秘鲁被排除在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之外。美国撤销贷款无疑促使秘鲁最终按照令美国投资者满意的方式解决这些争议。与此相反，在争议期间，秘鲁仍可获得商业银行的贷款。虽然商业银行通过交叉违约条款可以保护自己的贷款免遭拖欠，但很少通过对没收财产的国家实行禁运来帮助跨国公司。


  通过撤销对没收美国财产的国家的贷款，美国进出口银行鼓励了海外直接投资。由此开发投资风险中的很大一部分可以重新分配给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


  美国进出口银行和美国的外交目标


  美国进出口银行的一个重要作用，是通过金融手段支持美国政策，从而推进美国的对外政策目标。通过撤销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就可以惩罚那些采取不当政策给美国利益造成了不利影响或侵犯人权的国家。范伯格（1982）指出，1974年给阿尔及利亚的贷款，部分原因是为了使该国更加靠拢美国的势力范围。最近波兰通过的《战争法》，导致美国禁止美国进出口银行向该国贷款。禁运在扭转局势方面显然取得了成功。


  美国进出口银行采取的行动并非总是为了促进美国整体目标的实现。美国进出口银行为确保它所资助的项目能偿还贷款，对贷款所设置的一些条件与美国政策并不一致。1976年，美国进出口银行贷款给伊朗建造合成纤维工厂，该贷款部分地是以伊朗限制纺织品出口为条件的。这一条件与美国推行自由贸易，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推行自由贸易的整体目标是不一致的。


  结论


  美国进出口银行的业务活动在于补贴美国出口，促进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为美国政府提供额外的政策工具，以影响外国政府的政策。补贴出口最有说服力的观点有：补贴为美国政府通过谈判在全球范围内减少补贴提供了政策工具；出口补贴抵消了由美国的进口保护引起的扭曲。第一条理由是说，对那些在外国得到大量补贴的出口商品，采取出口补贴措施不失为适当的政策反应。第二条理由则支持补贴那些由于进口保护受到消极影响最严重的产品，或至少对所有的出口商品实行统一的从价补贴。美国进出口银行在实践中更多地满足第一个标准，而不满足第二个标准。


  国际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可以作为美国政府参与涉外贷款的理由。缺乏超国家的机构，不能强制不同国家的签约各方履行合同，是造成市场扭曲的主要根源。赞同政府介入的观点并非理所当然，应将它看作是尝试性的。赞同由政府资助的机构向国外贷款的主要观点有：（1）对拖欠美国贷款人贷款的国家，政府作为贷款人可以对其施加更加严厉的惩罚；（2）商业银行的贷款可能使美国国内银行体系因国外发生违约而面临灾难性风险；（3）政府机构可以发挥国际贷款人的最终贷款人的角色。除了美国政府涉足的一般国家贷款之外，这些论点没有一个能证明美国政府提供出口信贷或为其保险或担保是合理的。美国进出口银行在稳定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方面的恰当的作用，还需要由美国银行管理政策的重新调整结果来确定。但重要的是，要本着为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运作建立并维持行为准则的目标制定政府的政策。为缓解目前的危机，这个为单一目标设计的政策会导致另一种政策的产生。


  注释


  (1) 萨克斯和科恩（1984）以及克莱策（1984）对外国借款人不能获得中长期贷款的原因作了理论解释。


  (2) 美国进出口银行的业务中隐含着对消费品的不公正待遇，就农产品而言，通过商品信贷公司是可以（美国一家向外国的美国农产品购买者提供出口信贷的机构）抵消的。


  (3) 伊顿和格索维奇（1981）提供的一些计量经济证据表明，私人商业银行分别于1970年和1974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实行配给。


  (4) 这一观点是贸易理论中著名的勒纳（Lerner）对称定理的一个自然结果。阿巴·勒纳（Abba Lerner，1936）证明，一个统一的出口关税与一个统一的进口关税对一般均衡的影响是相同的，因此，出口补贴与抵消进口关税的影响的进口补贴是等价的。


  (5) 这些国家被禁止从美国政府获得援助，而且不能申请加入普惠制体系。美国在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代表被要求在表决中反对向这些国家贷款。自1934年以来，美国人向拖欠美国政府贷款的国家提供贷款被看作是犯罪行为，对外援助法案的《希肯路波修正案》保证每一位财产被外国没收的申请者有权要求其案件按照“国际法准则”而不是“国内法准则”进行考虑。


  (6) 但是，如果这些贷款资助的资本投资项目可以明显地增加该国未来的偿还能力，就可以缓减未来的危机。


  (7) 范伯格（1982）称，美国进出口银行在贷款中存在一种倾向，即投资于能够创造出口收入的项目，而不愿意贷款给服务于国内市场的项目。这种倾向可能是合理的，因为通过扣留这些项目产生的出口收入，美国进出口银行将有更多的机会抵消违约的损失并对其进行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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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原文为“借款人”（borrower），疑有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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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产业的产业政策


  杰弗里·卡林纳


  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大多集中在政府应当怎样扶持高技术产业的问题上。支持政府帮助“新兴”产业的人认为，这些产业很特殊，它们给经济中的其他部门带来重要利益。由于投资于新技术会遇到许多障碍，如果仅仅依靠私营部门的努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速度就会相当缓慢。产业政策的拥护者宣称，如果政府不给予特别扶持，就不能开发新技术，下游产业就不能从新兴产业那里得到必要的激励，其他国家可能捷足先登抢占这些领地，进而不利于本国的经济增长。(1)


  产业政策的批评者反击说，由于以下几个原因，扶持高技术产业的政策是有害的：(2)（1）在“择优”方面，市场远胜于政治家和官僚们。开发一项商业上成功的技术，需要彻底了解这项技术科学上是否可能，新产品或者升级产品的市场需求状况，以及准确地把握时机。产业政策的批评者认为，政府的扶持政策往往帮不了新兴产业。（2）这些产业的溢出效应被夸大了。高技术企业的产品可能有利于其他产业的发展，但其他产业已为这些利益支付了费用，为高技术企业创造了利润。尽管政府对基础研究开发（R&D）的支持可能是明智的，但企业已有足够的激励投资于应用研究开发。（3）扶持政策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实力和增长贡献甚微。其实许多目标产业无论怎样都能发展起来，即使这些政策在扶持某些新兴产业方面是成功的，但投资于其他部门可能更有效率。这些批评者认为，高储蓄率、熟练的技术工人、和谐的劳资关系，以及充满进取精神的企业家等，都比扶持产业的政策对经济增长更重要。


  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问题：（1）在发展高技术产业方面，什么样的政府政策是最有效的？(3)（2）对这些产业的支持，是提高了经济绩效，还是只在各产业之间进行再分配活动而已？本文将考察日本、美国和法国的经验，看看究竟什么在起作用，什么不起作用。


  日本的产业政策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日本的经济绩效令世人瞩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的资本存量荡然无存，饥饿也成为严重的威胁。然而，经过一个短暂的重建时期，生产水平很快就超过了战前，在将近20年的时间内，经济的年增长率平均在10%左右。1953~1973年，实际GNP增长了8倍。虽然从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增长速度明显放慢，但平均看来，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高于其他经合组织（OECD）成员。


  在此期间，日本也成长为一个技术领先国家。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它就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标准，能够生产当时先进的军用设备（例如飞机和舰艇），但战前的日本与西欧和美国相比还是相当落后的。战后初期，纺织品和其他低技术产品仍是日本主要的出口产品，但是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出口产品已转变成钢铁、货船和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品。今天，虽然这些产品仍然非常重要，但日本已经同美国在半导体和光纤等高技术领域展开了竞争。相信日本人肯定做了一些正确的事。


  产业政策的支持者认为，政府对新兴产业的支持，是大部分经济增长，特别是日本经济从低技术向重工业，现在又向高技术转变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低息贷款、进口保护以及研究开发资助，对许多产业的发展都是有益的。事实上，日本政府曾在20世纪50年代对钢铁工业和造船工业给予了相当大的资助；在60年代支持过机械工业，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过汽车工业；70年代初期以来支持过许多高技术产业。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这些范围有限的目标产业政策对日本的经济增长有多大贡献，经济增长又有多少应归功于其他因素。


  日本产业政策的基本原理


  负责产业政策的日本官员相信，日本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从20世纪70年代初已开始从资本密集型重工业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4)发达国家充裕的要素不再是物质资本，而是人力资本，特别是开发新技术和新产业所需要的人力资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巴西和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不断积累资本，并从更发达国家学会了一些成熟的技术。由于工资水平低，它们能够以比日本等富裕国家更低的价格出售钢铁、船舶和其他资本密集型产品。由于技术转移越来越快，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能更快地赶超日本。许多日本人认为，日本保持领先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唯一办法，是重新把生产和出口瞄准高技术产业。


  在日本，产业政策的支持者们相信，市场力量不能提供足够的激励使资本投向新兴产业。开发一项新技术的风险也许太大，以至于竞争性企业无法单独承受，特别是在它们缺乏经验的领域更是如此。另外，由于对其他产业和企业的溢出效应可能很大，因此，投资于新兴产业的社会价值可能远远超过承担风险的私人企业增加的利润。由于这些市场是不完全的，产业政策的支持者相信，政府鼓励资源流向高技术产业是必要的。


  日本官员认为，资本和劳动流出衰退产业并不比它们流入新兴产业更顺畅。拥有大量物质资本投资的企业和掌握衰退产业专门技术的工人，通常拒绝根据市场新情况进行调整。企业和工人都觉得，与其放弃曾经有利可图的投资，丢掉报酬不菲的工作，到新兴产业去冒险投资和谋职，不如坐享其成。因为调整非常困难，成本也非常高，许多日本人认为，政府也应该帮助衰退产业适应经济的这种结构性调整。因此，日本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就是促进资本和劳动在新兴产业和衰退产业之间流动。


  在实践中，这就意味着日本政府各部门随时关注经济运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随时给予它认为有必要的帮助。通产省对多数制造业负首要责任；交通省监管造船工业；邮电省和政府拥有的电话公司（NTT）对发展日本通信业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5)


  对经济各部门负责并不意味着政府密切监控和指导日本产业。当讨论政府在促进新兴产业中的角色时，我们很容易忘记日本经济是非常资本主义化的，竞争非常激烈，当然找不到东欧国家经济中那种中央计划和严格控制。尽管政府所有的公司经营着一些银行、大部分铁路和电话系统，但在日本，政府所有的比例甚至小于西欧一些主要国家。大多数被认为运营得很好的产业，很少引起政府官员的关注。即使是那些政府介入程度较高的产业，它们的投资、研究战略和产品开发等关键决策权，仍然掌握在长期利润最大化的私人企业手中。政府的补贴很少，进口保护措施同其他发达国家也是类似的。


  日本产业政策工具


  引导日本经济将资源转移到高技术产业的第一步，是选择那些鼓励发展的特定产业。(6)通产省尝试在来自大公司、银行、大学、报界和工会的专家组成的委员会的帮助下“择优”。委员会的目标是从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搜集信息，以便对采取的最优政策达成共识。


  大多数产业的发展没有任何正式的计划。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对于数控机床——通产省的专家委员会制订了一个详细的“升级计划”（elevation plan），该计划根据投资和产出目标，规定要开发的机床品种。但这些目标都是自愿的，私人企业可以不必遵守升级计划。事实上，升级计划甚至不要求日本政府必须提供计划中特定的财政援助。


  对目标产业政策的批评者认为，政府顾问会、委员会等通常受政府官员的领导，而这些官员对市场前景的了解不如私营企业家。这些批评者还指出，任何集权组织，不管多么了解情况，也倾向于按照传统方式办事。而技术的新突破就其本质来说是别出心裁的，传统思维方式可能经常是错误的。


  通过真诚地听取产业专家的意见，日本的产业政策成功地避免了第一个错误，这些专家包括潜在的生产者、潜在的购买者、出口贸易商和银行家等。专家们试图指出什么样的发展战略适合日本生产者的能力，他们也密切关注国内和国际市场。


  日本的委员会一般避免某个产业中最尖端的，可能也是最著名的宏大的生产计划。典型的策略是从相对简单的高技术产品开始，然后设法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更有效率。只有在掌握了只供应相对简单的那一部分市场的产品的生产方法以后，日本企业才试图转向更加尖端的领域。也许因为通产省的开发战略依赖于商人和政府官员的意见和观点，因此，日本产业政策一般不会支持不受顾客青睐的产品，或者日本企业难以生产的产品。


  日本的委员会体制帮助私营部门和政府达成共识，对新兴产业的成功发展作出了贡献。而在其他国家，政府经常试图在没有得到私营部门积极支持的情况下实施产业政策。虽然私人企业肯定乐于接受有特定用途的政府资金，但它们有时却拒绝把自己的资金投入它们认为不合适的项目。政府引导私人活动的努力并不总是成功的。在日本，一般能就采取何种政策达成共识。除了比较著名的几个例外情况，政府发展新产业的努力一般都得到了私营部门的支持。


  通过委员会，日本产业政策通常也避免了发展中的第二种错误，即选择了传统产业而不是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创新产业。许多观察家认为，“择优”对追随国家可能比技术领先国家更容易。技术进步的基本过程也许不可能被预见到，于是对于技术领先国来说，也许无法“择优”。但是，追随国家可能遇到不同的障碍。预测在产品设计或者制造流程中哪些地方可以进行不太困难的微小改进，要比达到技术发展的前沿容易得多。截至这一阶段，日本的产业政策顶多做到了让该产业赶上美国而已，因为日本在许多产业已接近前沿，由委员会“择优”变得更加困难。


  日本产业政策的第二个阶段是鼓励国内的研究开发、投资和生产。通产省和其他政府机构采取了许多办法来实现这些目标。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通产省和大藏省才有强有力的手段将资源引向目标产业。尽管存在着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日本制造企业对工业原材料和其他产品的进口一直有着过度需求。通产省控制着外汇的分配，在政策上向目标产业倾斜。通产省也通过外汇分配劝说私人企业在一些行动方面（如合并和进行新的投资）服从它的“行政指导”。大藏省对私人银行借贷的分配实施同样的控制，对这些银行给哪个产业（有时甚至哪个企业）贷款都给予行政指导。


  1970年以来，外汇和银行信用的短缺已不复存在，通产省和大藏省许多调控经济的权力也随之消失。尽管如此，通产省还是采取了许多措施，劝说私人企业追随它的发展计划。这些措施包括对企业合并和投资决策进行“行政指导”，以及在产业遇到麻烦时一律给予帮助的保证等。


  许多产业获得了研究开发补贴，政府有时还组织联合研究企业。半导体产业就是这种情形。其他产业则获得了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或者只有当企业的投资盈利时才需偿还贷款。例如，日本的计算机行业在把机器出租给潜在客户时遇到了资金上的麻烦，于是所有的日本发展银行（JDB）都给予贷款，满足了该行业的需要。税收政策也曾被用来对新兴产业给予支持，例如，鼓励购买数控机床，另外还用税收政策鼓励购买计算机软件。


  尽管这些补贴措施在促进日本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补贴的数额并不大。绝大部分资金，不管是用于研究开发项目还是用于生产设备，都来源于私人企业和商业银行。在日本，政府的补贴一般不直接用于资助私人部门不感兴趣的投资，而是作为催化剂刺激私人投资和加强国内竞争。政府出资（并支付了大部分费用）鼓励私人半导体企业从事联合研究。日本发展银行的贷款也主要是为了说服商业银行向新兴产业贷款，经常与私人银行组成辛迪加提供贷款。


  另外，日本政府对新兴产业的补贴相对于经济中其他部门获得的补贴来说是比较少的。同许多发达国家一样，给农业的补贴最多。其他补贴则是对日本国家铁路系统、能源和环保项目、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促进区域发展的基础设施投资。只有一小部分政府补贴给了新兴产业，新兴产业的资金也只有一小部分来自日本政府。


  日本还通过限制进口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日本主要通过关税或配额以及限制外国直接投资达到这一目的。这些壁垒大多数已被取消或者降到相当低的水平，但其他形式的保护仍然存在。例如，NTT（一家政府拥有的电话公司）同几家私营公司密切合作发展尖端通信产业，研究开发协议以及生产合同都仅限于“NTT家族”的日本公司。尽管NTT也开始购买美国设备，但进口高技术产品仍是受到限制的。日本政府目前还在考虑是否把采购限制在国内企业，以促进民用空间卫星的生产。健康和安全标准也用于限制进口以保护日本国内生产者。例如，在制药行业，日本拒绝接受在他国实验后出具的新药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证明。这种规定使得外国公司更难进入日本市场。


  保护国内产业免受进口竞争有两大危险。第一，被保护产品的下游用户可能丧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如果某个高技术产业受到保护，使用该高技术产品的下游产业就可能无法降低成本，产品价格会高于它的国际竞争对手。例如，家用电器产业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该产业就不可能以比其他国家竞争对手高很多的价格购买半导体元件。


  但是，如果下游产业的产品是不可进行贸易的，比如电话服务，被保护的高技术产业的顾客就只能够承担昂贵的国内产品的成本，下游的使用者只需将成本转嫁给最终消费者就可以了。虽然消费者可能由于这种保护而受到损害，但不出口或不与进口品竞争的下游产业不会受到严重的伤害。政府官员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总是尽量避免让下游出口产业承担过重的进口保护的负担。


  限制进口、保护国内产业的第二个危险是，被保护产业可能永远不成熟，无法参与国际竞争。其他国家被保护的新兴产业常常不能发展成为技术领先者，日本通过保持激烈的国内竞争解决了这一问题。新兴产业中的企业可能避免同更发达的美国或欧洲的生产者竞争，却不能避免国内企业间的相互竞争。一旦骄傲自大，就有可能被日本其他企业抢占市场。如果不能加紧开发新产品、提高质量和降低生产成本，就可能失去补贴贷款和政府采购合同的支持。


  日本还不必担心日本竞争不够激烈。事实上，一旦政府与企业领导人达成共识，确定了某一目标产业，通常会有很多企业希望参与。通产省多次试图限制企业的数量，或者使其产量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以达到规模经济，避免无效竞争。至少在某些情况下，通产省无法拒绝企业的参与或者说服它们合并。


  一旦日本的某个产业具有相当的国际竞争力，政府的介入就会减少。日本发展银行的补贴贷款，以及通产省的研究开发补贴、税收优惠和进口保护都被减少或者取消。公共资金，特别是私人资金注入研究开发，以及在新兴产业的其他投资，伴随着激烈的竞争，使得技术进步，产品质量提高，国内成本降低。一旦成本降到世界市场水平，日本企业就具备了在供应国内市场的同时出口的能力。


  大部分日本出口商品都没有得到政府的特别帮助，但是，资本品的出口可以得到日本进出口银行（JEXIM）的低息贷款优惠。日本进出口银行还资助开发向日本提供能源及其他原材料的海外项目，该银行的出口贷款大部分用于出口船只及其他大型资本品。尽管日本进出口银行资助出口的工业设备中包括一些机床和机器人，但日本的大多数高技术产业并没有从这种形式的补贴中获益。


  许多观察家注意到，日本的产业政策作为一个整体，似乎比将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加起来更有效。每一项补贴或贸易壁垒本身可能都微不足道，比其他国家的补贴或贸易壁垒都小。但将它们联合起来，由通产省或其他省巧妙地用来解决某些问题，政府的帮助在产业重组、排解危机以及在某个适当的时候鼓励企业进行新的研究或投资等方面，常常发挥着重要作用。


  以上这些是帮助目标产业的不明言的承诺的一部分。这种承诺（而非任何特别的补贴保证）是通产省为促进制造商、银行家、贸易公司和政府官员之间达成共识，共同开发某一高技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清楚开发这一产业有政府的支持，在这种不成文的承诺下，它们更愿意冒险从事研究或者扩大生产能力。即使这种承诺并非针对个别企业，而是针对整个行业的，情况也是如此。实际上，通产省的帮助通常只针对新兴产业中最强的企业。这会鼓励企业激烈竞争，努力争取在有效的生产和销售上实现最快的增长。由于政府与产业之间相互理解，以及通产省卓越的管理项目的技巧，日本的产业政策比补贴或者保护的数字所衡量的更加重要。


  对日本产业政策的评价


  很明显，日本人已经发现了怎样利用政府支持来发展新兴产业。如果没有政府的指导和帮助，此阶段的日本不大可能在半导体、机床、电信设备以及光纤等领域如此强大。政府政策，包括与私人企业达成共识、补贴研究开发、税收优惠、补贴性贷款、政府采购以及进口保护等，无疑都能促使日本的资源流向政府扶持的高技术产业。


  然而，日本的产业政策也并不总是成功的。比如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半导体等上游产业还不够发达的条件下，通产省就鼓励日本生产计算机，结果，大部分努力都付诸东流。其他受青睐的产业，如石化工业和制铝工业的发展，正巧赶上能源价格上涨的时期，使日本厂商的生产成本一直很高。即使是日本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如钢铁工业和造船工业，也一度出现了长期的生产能力过剩。一些批评者认为，因为政府的鼓励，导致受青睐的产业投资过度，不受青睐的产业可能投资严重不足，日本的产业政策甚至可能降低了整个经济的增长和生产效率。


  不管怎样，不能把日本战后经济成功主要归功于日本的产业政策。更重要的原因还有国内储蓄率极高，以及劳动力从农业等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的制造业部门的大量转移。(7)快速的增长和结构变化，也依赖于愿意承担风险的企业家以及熟练的、得到良好激励的工人。显然，即使没有产业政策，日本也会实现快速增长，并实现从低技术的轻工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向更高级技术产业的转变。


  美国的新兴产业


  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大多数知识密集型产业中一直是无可争议的领先者。美国公司在计算机、大型民用飞机和商业卫星等国际市场上居主导地位。美国领导了半导体和精尖电信设备的发展，在生物技术和复合材料等新兴产业，也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虽然美国的领先地位在某些产业可能正在逐渐丧失，但美国的高技术产业部门仍是其他国家梦寐以求的。


  美国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办法同日本有很大区别。我们通常认为，政府扶持特殊的目标产业是不可取的。新技术的商业应用最好留给私营部门。新的投资项目收益率高，或高技术企业薪金高和有更快发展的机会，这些都足以吸引资本和劳动流向新兴产业。尽管有时风险很大，但报酬也很可观。


  多数美国人认为，政府的适当角色是提供一个能鼓励私人企业和工人去开发高技术产业的环境。这种环境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能用于开发特定商用产品和流程的基础知识体系。培养熟练的技术工人、工程师以及科学家等，都需要政府资助，部分原因是年轻人可能借不到钱来支付获得这些技巧的费用。溢出效应非常大，为基础研究提供资助可能是可取的。虽然投资于开发新兴产业的商业应用可能获得很高的报酬，基础研究的报酬却很低。因为收益被广泛共享，基础研究项目的报酬很低，所以这种研究需要政府补贴。但是一般认为，补贴高技术产业的商用开发是不合适的。


  美国对目标产业政策的态度，可能反映了其与日本、法国等国的资本和劳动市场的差异。美国的证券资本市场相当发达，有好点子的发明者，很容易就能找到私人投资者向新企业注入资金，以便能分享利润。银行也愿意冒险贷款给高技术产业中新的小企业。尽管没有前期利润的新企业也许不能完全享受各种税收优惠，但这只会降低投资的税后收益，实际上提高投向新兴产业的资本成本。如果没有政府的专门引导，资本可能也将流向新兴产业。


  美国工人也比其他国家的工人流动性更强。美国人更经常地从一个地方移居到另一个地方。美国人也更经常另找雇主，或者创立自己的企业。一个科学家可能最初在大学里以研究为职业，后来到企业里搞商业应用，最后又辞职建立了一个新企业。(8)


  对美国产业政策的批评者认为，美国不需要目标产业。他们观察到，美国工人，特别是高级的熟练工和企业家的流动性很强，高风险的高技术企业也能得到大量的资本。因此，没有什么障碍阻止资本和劳动流向新兴产业，把大学实验室里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为私人部门的商业应用的渠道业已存在。他们认为，由于存在这种体制，美国人不需要政府帮助特殊产业，不管这种帮助在其他国家是否有用。


  在典型的新兴产业中，政府补贴技术培训和大学或政府实验室的基础研究。当这一领域已获得充分的进展后，私人企业就对应用研究进行投资，开发商用产品并推向市场。其中一些企业可能是业已存在的有很好融资渠道的大公司，其他一些则可能是由老公司的雇员或大学里以前的研究人员利用风险资本创建的新企业。


  这种模式非常符合某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包括生物技术和部分计算机产业。但是，在其他高技术产业，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军事和空间技术开支。计算机、数控机床、大型飞机、卫星以及复合材料和硅酸盐等行业的最初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军事支出。此外超级计算机计划也将对民用产业产生极大的溢出效应。


  五角大楼和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开支，从几个方面支持了新兴产业的发展。首先，它们为开发军用和民用产品所必需的基础研究提供了大部分资金来源。这些基础研究大部分是在大学或其他机构进行的，它们都公布研究成果。即使是最初保密的研究，最终也会成为这一领域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知识的一部分。


  最终产品的军事采购也帮助了新兴产业的发展。早期计算机的军事采购，支付了产品开发的绝大部分成本，这些产品后来在民用和军事方面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某些军用飞机将设计稍加改动，就变成了民用飞机。即使军用产品在民用市场上没有直接用途，新兴产业的企业和工人在生产军用产品时也获得了许多有用的经验。喷气式战斗机的设计可能没有任何直接的民用价值，但通过学习设计和制造这些产品，美国公司掌握了大量生产民用飞机的技能。


  有的观察家认为，为五角大楼工作对企业在民用市场上参与竞争帮助很小。国防产品的生产商通常获得高于成本的合同，没有经常威胁要降价的竞争者。高技术军用产品的生产时间通常非常短。军用产品生产并不鼓励学习以获得规模经济和有效生产的技术。而且，因为只有一个顾客，获得国防合同的企业可能并不准备将产品推向有成百的企业和成百万的个人消费者的市场。总的来说，军事采购可能不会刺激民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从军事支出中受益的许多高技术产业的实力增强，说明上述效果相当微弱。虽然一些企业在将产品出售给军方和普通顾客时都有困难，但有的企业却做得非常成功。控制生产成本可能比学会设计计算机和飞机更容易。如果是这样，为五角大楼工作将会提高获得军事合同的企业在民用市场上的竞争力。


  其他观察家认为，由于大量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服务于军事工业，国防支出甚至可能束缚了民用高技术产业的成长。为军事项目工作的科学家就不能为开发民用产品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科学家的供给确实是固定的。但是，在长时期中可以培养出更多的科学家。科学家的长期供给曲线很可能是相当平坦的。


  除了政府采购以外，美国一般不采用其他国家政府采用的扶持政策。除了在保密的国防领域有限制，对外国高技术产品的进口以及外国企业的投资，美国市场都是开放的。对大多数高技术产业，政府很少对它们的贷款给予补贴，或者帮助它们制订发展计划，也不对特殊新兴产业的投资提供激励。


  但是，在这个一般性结论之外也有一些例外。对能源部门曾经有过巨额补贴。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补贴原子能工业的发展，这部分是由于希望“化剑为犁”的政治原因。政府对从页岩和沙中炼油也补贴较多。这两个行业都付出了高昂代价，却效果不佳。尽管失败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对热衷于提倡政府施加更大影响，对一些产业和项目给予关照的人来说，这应该是一种警告。


  另一个例外是美国州政府及地方政府对高技术企业的照顾。政府对愿意驻在其辖区内的高技术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投资补贴及其他特别补助。这与日本等国扶持特定的新兴产业的政策相去甚远。美国州政府及地方政府乐于吸引会带来高素质的劳动力及经济增长的高技术产业。只要该产业不污染环境，并能够快速成长起来，它们并不介意生产的是光纤、半导体、卫星，还是不起眼的小玩意儿。比起对特定产业的扶持，美国州政府及地方政府的补贴是对所有新兴产业的更普遍的支持。


  最后，美国的税收体系也远非中性的，对研究开发、设备再投资、历史建筑的维修等，美国都有税收优惠。美国商品国际销售公司的出口商品还享受税收优惠待遇（进出口银行贷款倾向于补贴商用飞机及发电设备的出口）。加速折旧的规定对某些种类的投资有利。但是，这些税收规定很少被政府用作扶持特殊的民用产业的政策的一部分。美国的补贴，不管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普遍用于鼓励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几乎没有与发展某个高技术产业的其他措施联系在一起。


  法国的产业政策


  法国长期以来就有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的传统，特别是在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方面。(9)法国人认为，政府广泛的干预是必要的，一是因为法国的资本市场发育非常不完全，资本不能很容易地流入新兴产业；二是因为法国企业非常害怕风险，不敢冒险在新兴产业投资；三是相对落后的法国企业无法与技术领先者竞争。另外，还有人支持用经济手段达到非经济目标的原因，包括法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声誉等。


  法国政府强有力地影响着法国经济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政府已拥有了相当比例的法国产业、几家大银行和保险公司。1981年，又有相当数量的大工业企业和银行被国有化。虽然这些企业在许多方面继续像私人公司一样运营，但它们必须接受政府部门的一般指导，有时甚至是非常具体的控制。


  法国经济另一个不寻常的特点是有指导性计划。从1946年开始，一系列的五年计划详细地指明了产业增长方向。虽然这些目标并不对私营企业、政府所有的企业或者法国政府部门具有约束力，但它们是经济发展公开的、明确的目标。这些计划是法国政府计划委员会在与产业和劳工领导人协商后制订的，它试图为法国各产业部门提供一系列内在一致的投资和产出目标。提供这些目标是为了降低各产业中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投资。例如，如果钢铁工业知晓造船工业的未来产量，钢铁厂的投资就会增加。


  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法国已经完成了从战后立即开始的重工业重建工作，政府在它的计划和预算中更加强调发展高技术产业。这是由几个因素推动的。


  一是法国希望在军事上独立于美国。法国人害怕依赖美国提供先进武器会降低法国实行独立外交政策的能力，而没有自己的高技术产业，法国就不能开发精尖武器。1964年，美国政府曾阻止法国购买可以用于生产核武器的先进计算机，这种担忧进一步加深了。


  与此不同，对新兴产业给予优待的原因是国家的声誉。正如美国决定把宇航员送上月球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提高国家声誉一样，法国选择制造超音速客机，也是为了显示法国在技术上是先进的。对其他项目给予优待的决定，至少也部分地出于国家声誉的考虑。


  对高技术产业给予优待的最后一个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原因，是相信这些产业对未来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法国官员同其他许多国家的政府官员一样，认为高技术产业会持续快速增长，并推动更多的传统产业增长。目标产业政策在引导资源投入新兴产业，击败更先进的外国企业的领先优势等方面都是必要的。


  被选中的享受特别待遇的高技术产业，包括民用飞机、原子能、计算机、半导体、电信设备、机床及生物技术等。虽然发展战略因产业而异，但常用的办法是通过合并最强的几家法国企业创造一个“国家级冠军”。如果不进行合并，法国政府官员们总觉得高技术产业中的法国企业太弱小，不足以与强大的美国企业和日本企业抗衡。只有“国家级冠军”达到一定规模，占领了法国市场，在生产和市场营销方面具有规模经济，才能最终适应国际竞争。


  法国人采取了几种办法来促进“国家级冠军”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法国政府部门补贴研究开发项目，在某些情形下直接从预算中拨款，要求政府所有的银行和其他政府金融机构直接给目标产业贷款。


  法国有时也用关税来限制进口特定的高技术产品。但自从关税税率由欧共体制定而不再由各成员国独立制定以来，法国又采用了其他贸易壁垒，包括配额、健康和安全标准以及海关管理壁垒，例如要求用法语填制单据，或者安排过少的海关检查员等。最重要的壁垒应该是政府采购、政府机构，其次是政府所有的企业，都尽量不买进口的高技术产品，因为政府拥有制造企业的情况非常普遍，所以这种做法确保了目标产业的法国企业可以获得受到保护的市场。


  尽管有法国政府的大量帮助与保护，但总的来看，法国的产业政策在提高高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并不很成功。法国政府没有像日本那样找到合适的政策，促使本国企业赶上技术领先的美国企业。例如，法国的半导体和计算机行业都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日本的竞争者。


  法国的航空产业的产业政策也不成功。尽管“协和”和“空中客车”两家公司在技术上都获得了成功，但此时它们还没有盈利。“协和”飞机是为一个从来都不曾存在过的市场生产的，只是在法国政府的命令下由法国国有航空公司购买。法国政府及其英国伙伴已经对“协和”飞机的研究开发和生产成本给予了补贴，对法航和英航给予运营补贴。“空中客车”也不是许多人期望模仿的典范，虽然它的销售情况不错，已对美国公司形成了有力的竞争，但这全靠政府对它的研究开发、生产成本和融资给予大量补贴。“空中客车”公司有可能最终卖出足够多的飞机，从而变得有利润可赚，但还不能说它是成功的商业范例。


  为什么法国的产业政策未能促进目标产业的发展，而日本却成功了呢？一个答案是法国缺乏对市场的研究。法国官员有时不考虑对新产品是否有足够大的需求。当然，预测一个尚不存在的产品的未来需求是很困难的。但是，早在1973年能源价格暴涨之前，私人专家就已经预见到像“协和”这样的超音速民用飞机的需求太低，进行投资是无利可图的。


  法国官员似乎还忽视了高技术市场的供给。追随者大多数成功的发展战略，都是试图先在新兴产业中相对简单的位置上立足，然后再向更尖端的领域扩张。但是，法国的计算机战略却不是先从小型的计算机或者外围设备开始，而是一开始就企图制造大型计算机主机，直接与IBM公司竞争。向最尖端领域的世界市场的领先者挑战，对相对落后的法国企业显得要求过高，因此失败了。


  如果法国官员在制定产业政策时能与私人专家进行商量，就可以避免上述两种错误。这些专家可能对需求不足或发展目标过于野心勃勃提出过警告。私人专家也会犯错误，但他们比政府官员更重视市场因素，而政府官员则可能过分地强调国家声誉或者其他非经济因素。


  法国人看来已认识到了早期的错误。在为“空中客车”制订发展计划时，他们不仅试图选择市场需求大的部分，而且通过向客户购买飞机配件来获得订单，以图尽早地争取到顾客。


  结论


  美国，尤其是日本的经验说明，政府的产业政策确实能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主要的因素是掌握必要技术的工人，愿意向风险事业投资的私人企业，以及生产者之间激烈的竞争等。政府对基础研究及应用研究开发的补贴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无论是通过政府采购还是正式或非正式的进口壁垒，保证国内企业可以获得一定的市场，可能对推动国内新兴产业的成长也是必要的，至少对追随国家来说是这样的。


  但是，在实行产业政策时也存在着许多隐藏的危险。


  第一，政府官员容易选择政治上有利，看起来可以提高国家声誉却缺少潜在顾客，或者对不发达的国内产业来说过于先进的产业或项目。一个解决办法是让私人专家和政府官员一起选择有希望的产业和发展的正确战略；另一个解决办法是让私人专家选择，政府官员少插手或者干脆不要参与；最好的解决办法必须视各国的经济、文化及政治制度而定。在一种情况下有效的办法，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意味着灾难。


  第二，保护新兴产业可能伤害购买其产品的下游产业。下游产业可能因为其产品或服务不参与国际贸易而自然地受到进口保护，或者可能直接受到进口保护。但是，如果下游产业的产品出口或者与进口品竞争，从长期看，强制它们为投入品支付更高的价格肯定会伤害它们。


  保护新兴产业也许能消灭竞争，而竞争对企业在国际上获得成功是必需的。如果没有国内竞争，新兴产业中的企业总是成长不起来，一旦脱离贸易保护就无法生存。小国可能没有足够大的市场，让几家企业都在经济上有效率的水平上进行生产。对有巨大规模经济的新兴产业，小国可能很难做到兼顾保护和国内竞争。但是，美国、日本、欧共体国家这样的大国，除了大型客机之类的少数产业之外，大部分产业都有非常广阔的市场，足以容纳几家企业。


  第三，企图在经济中其他产业没有能力支持的时候就发展新兴产业。成功的计算机产业需要有先进的半导体产业的支持。成功的飞机制造业需要可以生产技术复杂的金属的供应商的支持。也就是说，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很小，只有在相关产业也获得发展的条件下，扶持特定的目标产业才可能成功。如果政府政策的目标是普遍的技术进步，那么在基础研究、工人技术培训上的开支以及对研究开发的普遍激励，可能比狭隘地扶持少数产业更有效一些。


  即使产业政策在发展目标产业方面是成功的，我们也必须记住，这些政策不是可以随便使用的。政府的补贴容易计算，但进口保护使下游产业和消费者付出了代价，他们必须为受到保护的国内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此外，投入目标产业的资本和劳动可能在其他地方更有效率。扶持政策可能对受到优待的产业有所帮助，却给经济的其他部门造成了损失。受到扶持的企业或得到补贴的产业很容易看到扶持政策的利益，但是其他人应该认识到，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注释


  (1) 参见Thurow（1980），Magaziner和赖克（1982），国际贸易劳工产业联盟（1983）。克鲁格曼（1983）总结了其中许多观点。对其中一些问题的数学处理，参见布兰德和斯潘塞（1983，1984）。


  (2) 参见经济顾问委员会（1984），Schultze（1983）以及克鲁格曼（1983）。


  (3) Nelson（1983）讨论了不同国家不同产业的许多案例。


  (4) 美日委员会会议（1983年5月14~16日）探讨了产业相关政策及其对贸易的影响，日本政府一些官员在这次会议上表达了这种看法。笔者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了这次会议。


  (5) Johnson（1982）提供了通产省从1925年到1975年的历史资料。


  (6) 参见国际贸易委员会（1983），Magaziner和Hout（1980），半导体工业协会（1983），山村（1982），Wheeler、Janow和Pepper（1983），以及埃亨（1981）对日本扶持一些高技术产业的描述和日本产业政策的一般情况。


  (7) 参见Denison（1976）对日本增长来源的分析。


  (8) Saxonhouse（1982）指出，日本的大部分产业政策只不过是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以及更易流动的劳动的一种替代。


  (9) 参见埃亨（1981）和国际贸易委员会（1984）提供的法国产业政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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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惕：日本的产业政策


  山村光三


  我力图在这篇并非无稽之谈的行政性总结中回答很多人提出的一个问题：什么是日本的产业政策？它是如何运作的？我不打算在由外国人和日本人自己出于某些原因，或者往往因为缺乏足够的知识而在讨论中注入的神话、欢乐和怨恨上停留；我也不打算用一把新古典之刀（它以锋利和脆弱而闻名）对这个问题作粗浅的经济学分析，我只希望对日本的产业政策作一个全面和公正的分析。(1)这个任务最好是从认识几个基本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开始。


  第一，日本人有一个共同的强烈动机，一个全民族的共识：尽快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耻辱中恢复过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一点被认为是重新获得民族骄傲的唯一方法。这种共识使得“增长优先”的政策（明确地将增长置于公平之上）在政治上成为可能，并且确保了保守的自民党（LDP）在战后30年来一直处于统治地位。不像在英国（别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也存在这种风险），日本几乎没有将增长优先政策的辩论变为意识形态上关于分配的辩论的危险。这种危险即使没有使最终采取的政策背道而驰，也会使它们变得完全无效。


  随着高速增长的持续，这种共识变得越来越弱。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自民党的政治力量开始削弱。当高速增长时期毫无疑问地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结束时，增长优先的政策越来越难以立足，政策逐渐地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已在所难免。然而，与西方的工业民主相比，无人能够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收入分配的辩论对日本的不利影响最小，而且，通过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日本经济还有希望获得较好的发展，这种前景有助于保持日本的政治稳定和明确以增长优先为导向的政策。在讨论产业政策时，政治确实非常重要。


  第二，除了整个民族有实现经济增长的共同愿望外，日本还有很好的增长机遇。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日本一直是一个追随者，它通过“赶超”西方特别是美国而获得迅速增长。日本很现成地借用技术，通过观察西方的增长模式，很容易就能判断出哪些产业将会是明天的“王者”。尽管没有被充分地重视，任何研究日本产业政策的人都不应忽视这一事实。另一次机遇是在美国统治下的全球和平贸易体制以及世界贸易的增长。但是，正如我稍后将要讲到的，这些机会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发生变化，日本的产业政策的特点也随之改变。只有最天真的人才会认为，现在别的国家应该采取日本式的增长优先的政策，取得类似日本在几十年的迅速增长时期的绩效。


  第三，日本的制度在决定采取何种政策上起了关键作用。尽管近来这方面有些变化，有的变化是看得见的，有的则比较微妙（这个问题留待后面再作讨论），但是毫无疑义，日本有一个充满活力的自民党政府，它受到东京各省官僚精英的支持，在处理问题上比其他国家（如美国、英国政府）有着更大的权力和更为广泛的政策工具。法国和日本非常接近，也有同样强有力的官僚机构，但法国的政治稳定性却无法与日本相比。


  第四，日本的社会和社会心理特征与西方不同。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经济学家总是忽视这一事实，因为忽视或轻视这一事实远比获得这方面足够的知识——这些知识对确定这种差异对经济政策的特点和有效性可能产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要容易得多。然而，我毫不怀疑任何对产业的管理式的指导——不具有强制力的“建议”和“指导”——有效性的讨论，仅仅建立在经济动机之上是非常不充分的。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分析终身雇佣制度、股东与经理的关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例如财阀（即垄断资本家）］等。确实，正如近年来经济学家的努力所表明的那样，在解释日本的这些“社会”特征时，经济动机比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通常所认为的更重要。但更重要并不等于全部。只有极端迷信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文化根本不起作用的那些冒失的人才会忽视其他因素。(2)


  第五，日本是幸运的。在高速增长的几十年间，多数时间内日本劳动力的供给是充分的，从而保证了实际工资率的增长没有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另外，石油价格低廉且供给可靠，国防没有过多地占用其他产业的资源，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来得恰到好处，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强大的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迅速吸收了大量的日本产品。然而，正如将要讨论的那样，这些机遇大部分已经消失了，这对日本产业政策的特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高速增长时期


  日本的高速增长时期发生在供给经济学派的鼎盛时期。当时所采取的增长优先政策的中心目标是以最低的成本给采用新技术和提高生产能力的企业提供尽可能多的资本。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协调这些企业的扩张以减少投资的风险，同时保护企业免受进口产品的竞争，直到它们即使没有成为主要的出口商，业已具备了国际竞争能力为止。在此政策后面的基本思想是这一战略的成果，即生产能力的提高，将使日本出口更多，生产迅速增长，提高日本人民的生活水平。从高速增长时期自民党领导人、政客、研究院或政府的经济学家发表的政策声明和观点可以看到，当时确实就此政策目标达成了共识。(3)


  但是，高速增长时期的政策究竟是什么呢？它是如何运作的？下一节将提供一个案例研究，在此我先总结一下政策的基本特征以及日本当局实施的情况。我将注意力集中在大藏省和通产省两个部门，它们在促进供给经济学派所宣称的目标的实施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那就是通过发动一场“投资竞赛”，促使企业相继采用更有效的大规模技术，降低主要产业（它们将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动机）中出口导向型大企业的单位成本。(4)


  官僚政治权力的源泉


  日本的产业政策主要是由中央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日本的中央政府比美国的联邦政府在国家的政府机构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东京的各省从各著名的大学选拔职业官僚领导，由他们起草送交议会的绝大部分法规，对金融系统实行广泛的控制，准备国家的预算，通过行政指导，用他们广泛的相机抉择的权力影响经济活动。这个灵活的半法律性的“劝告”，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授权，但在各种隐蔽的威胁和奖励的支持下，成为日本产业政策的支柱。


  一项重要的也有人认为是最根本的增长优先政策，是由大藏省实行的，它对投资竞赛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5)简而言之，1949年和1950年颁布的两项临时法案，在整个经济的快速增长时期一直发挥着作用，大藏省首先贷款给一些最大的银行（13家城市银行），再指导它们将款贷给最大的几家从事创新活动的企业。由于大藏省有权控制整个利率结构，可以规定给大企业的贷款低于均衡利率，所以指导非常有效。受管制的低于市场水平的利率造成了对贷款的长期过度需求，因此大藏省可以进行有效的信用配给，指导最大的几家银行贷款给特定的产业，甚至进行投资竞赛的某个特定企业。


  大藏省和通产省设立了一个常设委员会，以确认从先前的指导中得到了好处的产业。由于日本的资本市场和国际货币市场是隔离的，所以这种提供资本给挑选出来的大企业（剥夺了消费者和小企业的资金）的政策无疑是可行的。显然，大藏省的这种“指导”大银行优先贷款给各产业中规模大、效率高的企业的政策，强化了经济中每个产业都由少数几家大企业控制的趋势，因为除了享受大规模生产带来的成本下降的好处之外，这些企业比小的竞争对手有更可靠、更便捷的贷款来源。(6)


  通产省在日本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方面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高速增长的时期，通产省有权有选择地分配用于购买进口商品的外汇。由于几乎每一个日本产业都严重地依赖进口原材料，所以这种相机抉择的权力给了通产省一个刺激经济的有效的“大棒”。这些权力也使通产省可以有选择地限制进口与日本某一产业生产的产品（或将要生产的产品）竞争（或将要竞争）的商品，因此也给通产省提供了一个“胡萝卜”。


  通产省权力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它在高速增长时期引进日本企业迫切需要和大量购买的西方技术时，扮演着“守门人”的角色。购买外国技术的每一份合同都需要事先得到通产省的许可，所以，通产省能够影响进口的时机、技术的构成，以及对每一个迅速革新的日本企业在竞争中获得成功都必不可少的知识流的配置。正如最近出版的前通产省官员和商界领导人的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这种相机抉择的权力，对于威胁、诱导企业服从通产省的劝诫性行政指导，有很重要的作用。(7)


  通产省和私人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绝大多数是通过这种劝诫，而不是合法的强迫命令。这一事实说明，如果大企业的愿望与通产省的目标不一致，通产省就只能通过与企业妥协、哄骗或恐吓等手段迫使企业与之合作。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大企业和通产省之间的目标很少有大的分歧。


  正如大藏省有能力对日本金融家施加压力使它贷款给战略性产业部门，是由日本资本市场的结构和程序特征决定的一样，通产省影响私人企业投资和市场营销决策的力量，主要是由于通产省控制了日本经济的原材料、技术来源渠道。


  考虑到这些事实，让我们看一下日本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形式和结果。


  模型


  在此我想表明的是，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的产业政策的实质，首先是对国内市场的普遍保护和主要产业的寡头垄断。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使主要产业中的大企业可以像任何垄断企业在受保护的国内市场上一样，在国内市场上自行决定它们产品的售价。


  尽管这种安排在本质上是反竞争的，但政府鼓励企业迅速扩张，企业也受到国际市场激烈竞争的威胁。同时，新的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内在的规模经济促使日本企业出口产品。随着企业的扩张，受保护的国内市场就从羽翼尚未丰满的产业的温室变成了出口的平台，降低了在出口市场过度扩张的危险。当然，随着20世纪60年代接近尾声，这种安排赖以运作的条件也在一个产业接一个产业中逐渐消失。


  日本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采取了保护主义的态度，日本的进口政策——高关税和限制性配额——就是证明。直到1960年，日本近60%的进口商品受到配额限制。当国际社会的压力迫使日本取消某些限制时，刚取消配额限制的253项商品的关税率又增加了。(8)此外，通产省还可以通过控制外汇分配，暗中限制任何商品的进口。用一位为日本政府游说的说客爱德华·林肯（Edward Lincoln）的话来说就是：


  
    商业政策，即对进口商品和资本设置进口障碍，是日本战后早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高额关税和严格的配额进行高度保护，但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这种保护也下降得非常迅速……在高关税时期，主要的影响是为了对原材料进口以及所有的国内制造业创造有利的条件……所有的制造商都有一个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9)

  


  尽管许多美国人将保护视为与产业停滞等价，林肯和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保护企业免受外国竞争的冲击，可能是日本政府所提供的刺激国内企业发展的最重要的政策”。(10)


  通产省协调和促进出口的政策，对于避免由于保护措施、市场逐渐集中和（或）卡特尔化（这是日本在该时期许多重要产业的特征）造成的竞争活力的丧失是非常重要的。理解这种动态的合谋与竞争的混合体运作的关键是，在日本高速增长的时期，日本企业面临经济学家所谓的下降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如果产量增加，单位成本会下降，生产就会变得更有效率。这首先要归因于日本很容易就能获得一代比一代更先进的外国技术。因此，在一个典型的产业里，每个企业都可以通过比该部门的其他企业投资更多、生产更多来战胜竞争对手。这种产业结构，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就是，天生就是不稳定的。换句话说，企业竞相投资以提高生产能力，比其他企业生产更多，只能导致一部分企业的破产和退出，这样，该产业在企业数量更少的情况下重新达到稳定状态后，每家企业的生产规模都比以前大。


  这种不稳定状态所造成的代价高昂的混乱和自身固有的风险，有损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如果存在一种市场之外的力量，能协调竞争企业的投资步调，这种伤害是可以避免的。战后日本通产省就发挥了这种作用。简而言之，通产省所做的就是指导企业按照这样一种方式投资，即市场上每一家大企业大致按照它当时的市场份额的一定比例提高它的生产能力，没有哪一家企业会投资过大，造成市场不稳定。这种政策有效地鼓励企业争夺市场份额（即在产业市场内部保持必要的竞争），减少了不适时或过度投资的风险，促进了提高生产效率、扩大产出所必需的生产能力的扩张。


  然而，只有在市场份额的竞争不会导致公开的争夺利润的价格战时，政府才能实施这种政策，在需求萎缩或需求增长速度跟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速度时则要慎重。通产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敦促企业组成卡特尔，企业理解这种方法，也乐于接受。因此，在钢铁、化工、医药和其他许多产业，指导价格和参与投资竞赛的寡头企业组成的法律上和事实上的卡特尔激增。


  这并不是说这些产业的价格一直固定不变，也没有竞争，而是说当企业采取新的“lumpy”技术（这种技术的最佳生产规模一般超过被替代的技术的最佳生产规模），或当国内和（或）国际市场出现衰退，或存货因为生产能力的快速增长等各种原因而大量积压时，卡特尔就会频繁形成。这就是指导定价、合理化卡特尔、暂停卡特尔和在通产省指导下组成卡特尔的原因，也是有些时候产业主动组成卡特尔，而在另一些时候却是由通产省出面组织的原因。合理化卡特尔（为共同采取新技术而组建）和暂停卡特尔（在生产能力过剩或需求萎缩时期为防止企业破产而暂停）都是1953年修订后的《反垄断法》所许可的，通产省未经法律批准的领导型卡特尔，也未遭到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FTCJ）的反对，该委员会在日本举国上下努力推动经济快速增长方面贡献甚微。


  最后，在研究通产省的政策时，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意识到，尽管它在帮助实现投资竞赛的目标上是成功的，但它也陷入了自己造成的恶性循环之中：政策越是成功，通产省就越是容忍，甚至助长了垄断力量与与日俱增的寡头企业之间的合谋行为。总之，投资竞赛之所以能够继续下去，只是因为产业政策成功地降低了竞赛的风险。


  政府的政策鼓励企业大胆地增加产量，同时，通过保护措施和允许企业组成卡特尔，提高了国内市场的价格，卡特尔的利润增加，这种政策成功的关键是通过投资竞赛使出口日益增长。因此，为帮助企业在开放和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获得成功而实行的出口扶持政策，并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幼稚产业。用一位日本经济学家的话来说：


  
    首先，资源匮乏迫使日本出口制成品，以获得进口原材料所需的资金。这意味着保护幼稚产业必须超越进口替代的阶段，而进行出口扶持。就算这样做是自私的，在关键的幼稚产业受到保护的同时，日本还不得不限制竞争性的外国商品的进口，强化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然而，一旦这些产业成长起来，它们必须能在毫无外国贸易壁垒的自由的海外市场上出售它们的产品。(11)

  


  以上情况出现的实际机制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由于我们已经描述过的一些原因，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企业有很大的压力通过增加产出降低单位成本。增加产出意味着降低单位成本，同时意味着即使增加的产出不得不在无利可图甚至亏损的情况下出口，企业在国内市场以较高的固定价格出售的那些产品的利润也会增加。因此，即使增加的产出在出口市场上不能获得利润（即有经济损失），由于有一个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迅速扩张的日本企业为了获得规模生产的效益和节约成本，实际上也会投资、生产和销售。


  关于这种情形，应该记住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并非由于生产者充分认识到了投资增加的产出会在国际市场上无利出售或亏本出售，因而投资收益仅仅由于国内市场上出售的那一部分产品成本的下降，他们才决定投资。相反，这些生产者在作出重大的投资决策时因祸得福。事实上，即使增加的产出很有可能不得不在国际市场上无利出售时，冒险扩张仍然是值得的。国内市场的缓冲越强，或者说，卡特尔和国内市场的保护越有效，风险就越小，日本企业在预测到需求增长时就越有可能大胆地增加生产能力。这既给日本企业创造了一个战略优势，也给它们创造了一个成本优势，而它们的外国竞争对手则处于不同的环境，不得不更加谨慎从事。


  高质量、大规模生产的日本产品向国外市场的迅速渗透，加上日本企业在最初通常采取的低价营销策略，使日本和那些日本商品的进口大国之间经常发生贸易摩擦。当然，最重要的外国市场是美国。


  概括地说，我们在此已经表明，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的产业政策本质上就是保护和培养。通产省和大藏省不仅限制进口，还在主要产业促进市场的寡头垄断和组建企业卡特尔。这种对竞争不利的行为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被激烈的投资竞赛和国际市场激烈的竞争所抵消。


  为了进一步了解高速增长时期日本政策和商业做法所产生的效果，我将在下面详细地分析家电产业的成长和市场行为，特别是电视机的生产和出口。


  电视机出口的迅速增长：一个案例研究


  通过对任何一个重要产业的研究，例如钢铁、化学制品、机械、汽车和电气产品，都可以洞悉日本产业政策的特征。当然，不同的产业在细节上会有些差别。指导、补贴、反托拉斯赦免和贸易保护政策等，在一些产业比在另一些产业更加广泛。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即企业都在政府政策的帮助下从事投资竞赛。


  在此，我将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家电和电子产业的一个最重要的产品——电视机。(12)同船舶制造、化学制品或者钢铁等产业相比，该产业受到的指导和补贴较少，但是，作为对高速增长时期日本产业政策影响的一个案例研究，有两个重要原因使该产业成为理想的研究对象。其中一个原因是，对该产业的研究已经有力地说明了日本的产业政策如何降低了投资竞赛的风险，政府采取的政策如何直接影响了企业努力扩大在最大的外国市场（美国）的份额时的市场行为。另一个原因是，那些向最大的外国市场出口大量电视机，从而成为在全球占统治地位的企业，正是那些正在参与通产省领导的联合研究，如今已在世界高科技产品市场占有重要地位的企业。


  高速增长时期该产业的企业，如松下、索尼、三洋、日立、三菱、东芝和夏普公司的成功是众所周知的，它们垄断了日本市场，这些企业和它们的子公司在1980年的电视机市场上的份额总计为100%（黑白电视机）和99%（彩色电视机）。(13)它们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增长也十分迅速，日本黑白电视机的市场份额从1962年的0.8%上升到1977年的25%，彩电的份额也从1967年的3%上升到1977年的37%。(14)


  人们一般将这一成绩归功于日本的管理和工程方面的优势。对日本企业的竞争优势的评价，大多数观察家都同意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的观点：


  
    日本生产者比他们的美国同行更成功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他们的成本优势、产品较高的质量以及营销和分销策略。(15)

  


  然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日本政府的政策，特别是保护国内市场，不严格执行反托拉斯法，深刻地影响了产业结构和企业的市场行为。在分析日本企业何以在美国市场上获得成功时，由这些政策所创造的独一无二的激励是不容忽视的。


  事实上，7家主要的企业被允许组建卡特尔，并操纵日本的家电和电子产品市场。进口保护、有效地阻止了任何外国新企业进入的非关税壁垒，以及长期的固定价格，使得日本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的定价远远高于世界市场同类产品的价格。


  对日本市场的控制不仅阻止了美国著名的企业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向日本市场扩张，从而使它们不能获得规模经济，也使它们丧失了相对于尚处萌芽状态的日本电视机可能是永久的竞争优势，而且好像还帮助了日本企业向美国市场渗透。它们在美国市场的成功，导致美国的电视机行业几乎崩溃，而使日本企业成了该产品举世闻名的生产者。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赖克的评价正确吗？首先看一下日本电视机行业的投资和营销模式，其最突出的特征可能就是企业成长速度快。电视机行业由7家规模巨大的多元化经营的企业及它们的子公司组成，它们主要生产种类齐全的家电和电子产品——从洗衣机到摄像机——以及许多相关的产品，如商务电子产品、工业机械、通信设备以及近几年来的半导体产品、计算机和其他高科技产品。


  尽管每个企业成长都很快，但整个电视机行业还是相当稳定的。日本整个电视机行业自1960年以来就没有新的企业进入，并且从1947年最年轻的三洋公司开始投产至今，7家主要的大企业就一直并存着。(16)


  至少有三个理由说明该行业为什么具有不同寻常的稳定性。一是有效生产所需的大规模，这使潜在的小进入者知难而退；二是免予同进口商品竞争从来就不是促使产业重组的一个因素。三是电视机关税直到1968年还在20%~30%，到1980年，进口仅占日本消费的0.1%。(17)


  然而，新企业进入的最大障碍可能还是全行业销售的垂直一体化；7家根深蒂固的企业每家都控制着一个完整的销售体系——一个由禁止销售竞争对手商品的批发商和零售商组成的财阀。这使得这些大制造商对新进入者关闭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市场，并控制了零售商品的价格和数量。这种垂直一体化建立在许多合作性的商业做法之上，其目的是极大地提高制造商合谋固定价格的能力。最重要的商业做法包括分销商存货的所有权，给批发商和零售商的贷款（由于资本市场对小企业的歧视，所以它们一直渴望得到资本），以及通过一些方法，如给长期为某一制造商提供忠诚服务的分销商以奖励，实际上给这些分销商提供贸易信用。制造商还将日本分成几个分散的地理区域，每一个区域指定一家批发商；许多制造商实行itten itchoai制度，即每一家批发商只能将产品销售给指定的零售商，以限制每一个零售商的供给来源。


  另一个加强财阀联系的重要工具是全行业的折扣制度。在这种制度安排下，零售价格由制造商确定，并且通过资本供应和其他相互促进的手段确保财阀的分销商遵守这个价格。制造商确定的批发价和零售价稍有不同，目的是使中间商获得刚刚能够维持经营所需的利润。有些商品甚至根本就没有批零差价。因此，财阀的分销商对制造商掌握的零星的、任意的折扣——这些折扣是制造商对做出了对其有利的行动的分销商的奖励——就十分关心。据称，不同类型的折扣有500种之多，最重要的折扣同一个分销商的销售额占某一品牌的总销售额的比例大小、是否遵守制造商建议的价格有关。分销商得到的折扣是秘密地分别确定的，常常是为了奖励它们的“忠诚”、“合作”和“努力工作”。这种制度可以成功地在暗中有效地奖励和惩罚下属企业。


  另一个办法是由制造商给消费者分期付款购买计划提供贷款。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大藏省控制着金融市场，消费者购买商品实际上是不能从日本银行得到贷款的，所以，制造商（享有优先得到银行贷款的权力）通过营销渠道给消费者提供贷款是推动商品销售的重要力量。有证据表明，一些更有效的做法，例如不向削价的零售商提供商品也被采用过。(18)


  这些商业做法既能对分销商提供奖励，又可惩罚它们。由于制造商有效地将这些做法结合起来，因此，随着每一个制造商都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1956~1966年，制造商下属的零售商的数目翻了一番；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每家制造商都已建立了一个自己的零售链，实际上也完全控制了批发商。最大的生产厂商松下，现在已有25 000家下属零售商；其他各家公司也都控制着一个规模同它在国内市场上的销售量相当的零售网。(19)日本2/3的电器商店肯定是某一个制造商的下属机构。到1974年，估计日本有73%的产品是通过从属于大企业的分销商销售的。(20)因为几类重要的折扣都取决于零售商所表现出来的对它受控于制造商的“忠诚”程度，因此，典型的大企业的分销商的70%的销售收入都来源于它销售的大企业的产品。为了迎合消费者的需求，这些分销商通常打着某制造商的下属机构的牌子。(21)


  这些垂直的渠道，显然十分适合于垂直约束，即约束下游企业行为。尽管这种制度不能被证明总是导致效率的丧失，因为它们也有一些有益的影响，但整个行业推行这种制度，却成为上游企业合谋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消除零售价格的竞争，再加上固定的中间商，极大地提高了寡头制造厂商之间签订的限制产量，并提高了价格水平协议的稳定性和盈利性。


  已经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家电产品的制造商有组织地利用了这一点。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曾对该行业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第一次是在1956年，第二次是在1966年，对索尼以外的所有主要制造商都提出过指控，索尼后来也被牵扯进一起派生案件。这些指控主要包括在日本国内市场组建卡特尔，固定全行业的零售价格，合谋制定给分销商的折扣率和利润率，联合抵制非下属批发商等。借用美国的一个司法术语，这些调查以该产业既不愿争辩也不愿承认指控的罪行（nolo contendere）而告终。没有罚款，也没有责令改变结构，仍然允许制造商进行一月一次的碰头会。(22)


  然而，有确凿的证据（公平贸易委员会没收的文件）表明，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7家生产厂商一直维持着一个协调生产和价格的多层体制。决策结构由每月一次的4级管理会议（从电视机分厂的中层管理人员到各公司的总经理）组成。此外，每家公司每月还要向日本电子工业联合会（EIAJ）——一个合法的行业联合会——提交有关各种尺寸、型号的电视机的生产、销售和存货的详细情况，然后将该资料分发给各会员企业。(23)


  这种合作行为使日本市场上电视机的价格远高于美国市场类似产品。1966年，日本一家主要的日报《读卖新闻》报道称，日本国内电视机的出厂价平均是150 000日元，而美国市场的平均FOB价格却只有64 800日元。这种价格差异——巨大、持久，而且是每个出口公司销售的产品的特征——的发现，引发了日本国内公众的强烈抗议。一个家庭主妇联合会Shufuren愤怒地发动了一场抵制电视机的运动。日本电视机的价格1967年有小幅下降，但维持高价的体制几乎没有受到影响；1970年，这种差异再度扩大。(24)


  因此，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将早期的市场保护和不严格执行反托拉斯法强有力地结合起来，再加上日本政府增长优先的政策，使大企业在其市场周围树立起了非关税壁垒，为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向日本人民征收了一大笔“税”。


  同时，这些企业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张。正是在这段合谋盛行期间，通产省在1966年组织了一个研究项目，研究固体技术应用于彩色电视机，这个项目对这些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大有裨益。1966~1970年，彩色电视机的产量增长了12倍（从150万台增加到670万台）[1]，同时出口也迅速增加。(25)


  出口增长的首要目标是美国。许多电视机过低的价格引起了美国市场剧烈的竞争，美国整个产业因此经历了一次重组。尽管美国有5家公司幸存了下来，并且后来又开始盈利，但这次结构调整使得21家公司退出，剩下的企业都实现了国际化。日本的主要企业，或是以直接出口的形式，或是以拥有美国子公司在美生产的形式，都出现在美国的舞台上。(26)


  从日本进口的电视机的增加和价格的下降，使得美国企业向海外迁移，美国国内电视机生产的就业人口在1966~1970年下降了50%，1971~1975年下降了30%，1977~1981年又下降了25%。(27)


  国际贸易委员会把美国产业的痛苦归因于激烈和持久的价格竞争；美国企业则将价格的竞争归因于日本企业的倾销、合谋和掠夺性战略。劳工组织和制造商反复向美国政府呼吁采取反倾销和其他形式的干预。1977~1980年曾签署了一份有序营销协议。1971年的反倾销指控发现日本应受到惩罚，但在付诸法律实践时却遭搁浅，没有对其征税。20世纪70年代早期，日本遭到一个10亿美元的反托拉斯民事指控，但最后却无结果。(28)


  法律调查表明，日本人精心安排了他们的出口计划，在他们之间分配美国消费者，共同隐瞒了许多错综复杂的非法行为和佣金方案。实质上，日本侵略性地扩大出口，是由投资竞争和同时对受保护的国内市场的控制造成的，其结果是日本人发动了一个低价格的出口驱动。这是当企业的新设备开始投入使用时，由低价格引发的出口的突然波动——由于通产省同时对投资给予合作，这些企业几乎在同一时间发动了出口驱动。生产规模的扩大，成本的降低，毫无疑问的是，在受到保护的高价格的国内市场上出售电视机（或其他产品）并获得利润的一个源泉，所以，日本企业倾向于在国际市场上低价出售“过剩”的产品，即使短期内并不盈利。


  为了避免因这种出口行为而导致国际政治摩擦，通产省组织了一个出口卡特尔，制造商也同意所有对美国的出口产品遵守最低限价。然而，所有公司（可能索尼除外）都长期大范围地降低这些最低限价，并很快赢得了大部分美国市场份额（最大的一次激增发生在1976年，日本的出口在那一年增长了156%）。日本出口商通过给美国进口商开支票，让它们到在瑞士或中国香港地区的银行提款，或采取其他隐蔽的方式。这样官方记录的出口价和实际价格之间的差额，就被作为折扣给了美国的进口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出口到美国的大部分电视机都是以这种冒险的“双份发票”的做法销售出去的。几宗大的关税诈骗案最终也是由这种做法引起的。(29)


  对这种反常行为的分析，似乎揭示出政府保护国内市场和促进出口的影响，即在预期有一定的需求时鼓励企业扩大生产，为企业在价格低于生产成本时竞相出口创造动力。一旦政府将这些付诸实践，企业就会发现，破坏通产省组织的意在防止价格差异的卡特尔的诱惑太强烈，以致难以抗拒；日本政府20年增长优先政策的负作用，是频繁的贸易摩擦和国际上令人尴尬的法律斗争。


  这一系列事件的胜者和负者是显而易见的。日本人民被迫为他们国家和电子产业的扩张提供补贴，购买日本电视机的美国人则成为获益者。与日本企业竞争的美国企业的所有者及其雇员则直接承担了调整和失业的代价。这些代价仅仅是暂时的混乱还是已经对美国该行业的企业未来的竞争力造成了损害还不得而知。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面10年，日本经济和产业政策发生了极大变化。下文将讨论这些变化。


  石油危机之后


  20世纪60年代末，越来越多产业的商人开始强烈地预感到，按通常的投资步伐，更有可能导致生产能力过剩而不会提高效率。衰退频繁发生，一些人怀疑高速增长的时期可能即将结束。1973年，继史密森协定——该协定结束了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汇率，这个汇率有利于日本出口——之后，石油危机爆发了，这些怀疑突然间残忍地变成了现实。日本政府惊恐万状，急忙派遣一个代表团到阿拉伯国家“乞讨石油”；通产省则焦急万分地通宵举行会议，商讨如何度过这场危机。日本的大众媒体也一反常态，惊慌地向全国发出警告：经济危机已迫在眉睫。


  此后的好几年，悲观主义弥漫日本全国。全世界发生的衰退，以及国外市场越来越不愿意进口更多的日本产品，都对日本经济没有好处。工业能力的利用率下滑，钢铁工业1975年的利用率低达55%。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率也没有上涨，甚至在1975年还下降了0.2%，出口直到1977年才有所回升。(30)


  但是，令其他工业国家妒忌的，同时也令日本人自己吃惊的是，随着在节约石油和缩小生产规模（降低生产能力的增长速度，提高生产效率）方面逐渐获得成功，1978年，日本经济开始回升。虽然“回升”这个词可能有些过分，但当时所发生的情况是日本经济开始在一个低水平上恢复增长。从那以后，日本的增长一直保持在这个低水平上。


  从本文稍后我们可以发现，1973~1978年日本的经验，是理解日本许多政策动机的关键。尽管已经获得了高速增长，日本经济事实上仍然很脆弱，一旦拥有资源和（或）市场的外国排斥日本，日本经济就会出现剧烈的动荡和下滑。这一点又一次深深地印在了日本政策制定者和人民大众的头脑里。日本人的这种“脆弱恐惧症”，是导致日本政策制定者采取能减轻国内担忧的政策，即能积极地推动日本经济发展的政策的原因。如果说得不那么准确，也正是这种恐惧症可以被并且确实是被用来作为拒绝外国人要求日本政策制定者开放国际资本市场，增加制成品进口，采取其他自由化措施的借口。


  自民党的运气与经济情况类似。支持该党的政治力量削弱，1976年，该党领导人在议会选举中仅以一票的优势险胜而获得首相的位置。这反映了如下事实：自民党1960年还有56.7%的选民选举出来的296名议员，1976年则只有41.3%的选票和279名议员了。该党在上议院的情况更糟糕。面对这种情况，自民党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动动国家预算的脑筋。这种政策可以保住它忠实的选民——主要在工业、农业和其他从事特定职业的人，延缓工薪阶层、老人、下层人民和其他人抛弃它们，转而支持反对党。


  自民党面临一个难题。尽管它不得不为开支越来越大的项目提供资金，收入却由于衰退的延长不能像过去几十年那样增加。考虑到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增加税收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这个问题只能用一个十分熟悉的方法加以解决：赤字融资。在1975年的全部支出中，25.3%是通过出售国债筹集的。1976年和1977年的份额分别是29.9%和29.7%，危险地逼近了自民党曾经发誓不能超过的30%的水平。但日本人民很快就发现——正如在他们之前的其他人一样——赤字消费很容易上瘾，誓言也不堪一击。该数字1978年和1979年分别上升到了37.0%和33.9%。到1979年年底，累计国债总额达到523亿日元，而从1965年国债合法化到1974年这段期间，国债总额只有105亿日元。进入20世纪80年代，情况并未得到改善。到1983年年底，累计债务总额达到108万亿日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美国只有30%）。


  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这是分析日本在那个时代的政策的至关重要的背景——是日本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赶超阶段结束后的必然结果。因为日本极其成功地利用了它作为一个追随者的优势，因此，20世纪70年代所发生的一切好像很突然，也很残忍。在1945~1973年这一时期，当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经历繁荣的时候，日本也通过大规模生产技术获得了奇迹般的增长。


  因此，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所经历的，是日本历史上一个全新的、陌生的阶段。在许多方面（并不是所有方面），日本可以与20世纪工业化国家的领导者美国并驾齐驱。新的地位给日本带来了日本人还不情愿承担的不同寻常的责任与义务。


  日本经济发展史上追赶阶段的结束，还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在即将赶上美国之后，日本人发现领导者已不再向前进，而是与它一样面临所谓的“21世纪的格局”的不确定的未来。正如我详细分析过的那样，20世纪的格局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电的工业化应用，结束于1945~1970年西方国家和日本的高速增长，部分地依赖耐用消费品消费的稳定增长。但此时出现的格局，即21世纪的格局，与20世纪的格局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格局建立在高技术基础之上，利用并且严重依赖百万分之一秒和毫米级的测量精度，无可见参照物的数字分析构架，只有少数专家才能理解的多方面的、复杂的科学发现。新技术使用更少的能源，但需要大量鲜为人知的技能。(31)


  尽管我不想详细讨论这一点，但我还是希望强调一下，在分析日本此时的产业政策（或者更狭义地讲，是贸易政策）时，我们必须牢记前面的那个观点。


  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政治也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虽然不如经济的变化那么引人注目。与赶超阶段一样，整个民族对于增长所达成的共识，在60年代末就开始走向结束，曾经使增长优先政策得以彻底地贯彻执行的共识在70年代初期已经明显地消失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自民党在那10年的任何一次选举中从来就没有获得过超过47%的选票。该党因此不得不从一个执行增长优先政策的政党——将赌注压在快速增长所带来的“滴入式的”的收益[2]上以保住权力，转变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政党——它所采取的政策就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选民的政治支持。也就是说，日本政治的基本特征也已经赶上了西方。


  所有这些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影响着日本产业政策的特点，减少了执行政策所能使用的手段。为了说明这些事实，让我们大致看一下在讨论日本产业政策时最重要的两个省——大藏省和通产省官员的生活所发生的变化。(32)


  大藏省官员在20世纪7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复杂。由于迅速增加的国债，以及其他国家要求日本开放货币市场的压力，他们逐渐丧失了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权力和手段。为了每年都能卖出大量政府债券，大藏省不得不逐渐（也确实如此）支付市场上通行的利率。因此，当10年期债券利率接近市场利率时，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发行的短期政府债券的利率也开始接近市场利率，大藏省逐渐变得无力继续维持曾经有效的长、中、短期借贷市场上的有管理的利率结构，也慢慢失去了进行价格歧视，进而影响经济中的资金流量和流动方向的能力。另外，大藏省权力的降低也是由于许多日本最大的企业已经变成了世界级的企业，越来越多地依靠它们自身的力量融资，以满足明显放慢步伐的投资所需的资金。信用配给曾经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此时的威力也不过和高失业时罢工的威胁差不多了。


  使大藏省处境更加艰难的是，外国（尤其是美国）要求日本开放资本市场的压力削弱了它控制货币市场运行的能力。到1980年，长达30年之久的“原则上控制”的政策不得不变为“原则上自由”的政策，任何妨碍资本自由流动的政策或做法都必须提出充足的理由。


  放弃权力并不意味着大藏省失去了所有的权力，它仍然可以提出充分的理由，限制日本企业从欧洲日元市场上融资的数量，限制能够引起货币市场极度不稳定的债券工具或金融操作。但是很显然，这些只不过是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在退却时所作的殿后战斗而已。通常团结紧密的大藏省官员对于自由化的速度所持的不同观点，或许正是他们的生活所发生变化的最好说明。


  通产省尽了最大努力，利用行政指导的手段减小现有的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制铝、化学制品和钢铁等这些通产省卷入了10年前的投资竞争而目前无法脱身的行业。然而，不久通产省就发现，在它为减少生产能力所作的努力中，政策指导又一次不得不借助立法允许其补贴，以及反垄断法案赦免等手段。在通产省的强烈要求下，《衰退时期稳定工业的临时法案》于1978年颁布。然而，由于给企业提供补贴，又允许它们组成卡特尔，这使不景气的企业一点也不急于减少它们的生产能力。于是，当1983年该法案被废止时，就有必要用另一部新法律《促进产业结构法》取而代之，以备下一个5年之用。(33)


  通产省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外国对日本产业政策，尤其是贸易政策日益严厉的批评。外国人抱怨的（通常还怀恨在心），不仅是一些诸如关税和配额之类的东西（这些大都迅速减少了），还攻击更令人烦恼的方面，如行政管理的不透明、合法的卡特尔、NTT的购买行为、对局外人不友好的销售体系、审查和证明程序等。


  这些激烈的批评，特别是美国的批评——由于美国也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内部政治压和经济压力，而且它对日本产业政策的特点和范围业已非常了解——无一例外地减少了通产省实施政策目标时通常所用的工具的数量，改变了它们的特征。


  这些困难正是通产省当时所面临的一些更为根本的事实的征兆。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讲，通产省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已完成了帮助日本产业赶上它的西方同伴的目标。对于促进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产业，通产省已无事可做，因而，70年代初是通产省官员最困难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令其清醒的时期，他们逐渐认识到，再也没有确定无疑的明天的“王者”，再也没有被美国和欧洲的经验所证明是实现经济成功的最佳途径了。


  这种认识对于理解为什么通产省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就下定决心要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产业使通产省有了新的目标，因为通产省打着在国内外维持日本经济绩效的旗号，所以这些目标就变得名正言顺了。这些产业也使通产省能够在竞争激烈、嫉妒肆虐的日本官僚政治中继续维持，甚至可能还扩大了它的权力和管辖范围，能够帮助这些产业迅速提高生产能力的光辉前景，正是通产省需要的兴奋剂。在下一节我将再来讨论，在促进这些产业发展时通产省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由此带来的问题。[3]


  即使概括地说，也必须谈及20世纪70年代两个重要的发展，这两个发展在后期已变得越来越明显。一是由于某些紧密相关的因素，如增长优先共识的丧失、从紧的国家预算、自民党政治力量的削弱等，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与快速增长时期相比，此时这些过程需要更多的政客插手。这些政客大部分是自民党的，但也包括一些其他的反对党，他们组成一个zoku，从字面上说，是一个“帮”（tribe），但类似于美国立法机构的核心小组（caucus）。事实上，现在每一个产业都有一个积极的zoku，一个广义的产业通常每个分支都有一个zoku，例如高技术产业就有电子通信zoku、生物技术zoku、半导体zoku等。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zoku在向各省（日本议会通过的90%的法案是由这些省起草的）施压和劝诱方面比以前更为积极。zoku的成功当然是由于官僚们需要这些政客的帮助，使他们起草的法案得以通过，并从为赤字所苦的预算中得到资助。


  通产省创建“技术城”（technopolises）（即围绕着与高技术相关的产业和政府项目的主要核心而建立的城市）的新政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政治化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降低（如果不是掠夺）了政策的一致性和效率。在这个例子中，通产省最初希望建立6个技术城，但政客们为了取悦于自己的选民，使这个数字增加到11。假如这个数字在政策实施以前又上升了，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另一个发展是后来各省之间的敌对明显地越来越激烈和频繁，这使得在实施一致、协调的产业政策方面增加了不少的麻烦。几次众所周知的冲突，包括通产省和邮政省之间关于所谓的增值网络（VAN，由许多种不同形式的电子通信系统组成的）；通产省和文部省关于计算机软件版权法律上的变化；大藏省和通产省关于资本市场自由化的程度和形式；通产省和农林省关于放开牛肉、柑橘以及其他仍有进口配额限制的农产品的进口；通产省和公平贸易委员会关于通产省可能违反反垄断法的行政指导的性质和影响等问题。


  在研究这些和其他后来出现的各省之间的冲突时，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以下事实。一是这些冲突经常涉及通产省，特别是新通产省，它比其他各省更开放，这主要是因为它所管辖的许多产业是出口导向型的，因此它更急于减少国际贸易摩擦。另一个事实是许多冲突是新产业建立（由于技术的变化，如增值网络和计算机软件例子中所表明的那样）时的管辖权之争，无论通产省还是冲突对方，都想对这些产业行使权力，因而导致了争夺管辖权的冲突。还有一个事实是这些冲突绝大部分都很激烈，而且都公开了（如暴露给大众媒体这样的第三方），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冲突更加政治化了，也就是说，冲突双方都倾向于将支持该产业的政客也拉进来。


  尽管这些省际冲突尚待深入研究（例如日本各省的组织特征），但在这里只要认识到这些冲突也是石油危机之后产生新问题的变化就足够了，日本经济和各省必须面对这个新发展。日本政府机构现在必须处理更多的这类冲突，而它运用集体的、制度的力量来实施协调一致的产业政策的能力将比高速增长时期有所下降。


  在做出上述结论时，我并不是说日本政府在制度上已无能为力，我只想说，日本政府在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时，它的制度的力量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下降了。这次下降的程度将决定日本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的产业政策的影响力的下降程度。


  半导体产业


  通产省正是在前面所描述的在千变万化的环境中尽其所能地扶持日本的高技术产业的。如前所述，通产省的动机是显然的，它确信这些“下一代的产业”是很重要的。由于在扶持这些产业的发展时通产省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进而能够加强通产省的权力，提高它的威望，所以通产省的这种信念是不会动摇的。


  为了透视通产省在石油危机后变化了的经济条件下所采取的政策的特点，本节考察它在半导体产业研究开发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还将比较一下日本人和美国人是如何看待公共政策在促进创新活动中所起的作用的，并作一个总括的评价。(34)


  然而，在开始之前，有两点须加以说明。第一，尽管通产省在帮助日本高技术产业时所采用的政策方法在本案例研究中可以得到明确的说明，但它并不能代表在其他许多高技术产业中所采用的具体方法。由于各自的市场结构、相对技术能力（特别是与美国企业的能力相比）不同和其他原因，每个高技术产业所需要的支持也不同。


  第二，要注意的是，计算机和半导体产业的大企业也日益大量地开展与通产省无关的自己的研究开发活动。与高速增长的那几十年日本主要产业的企业相比，这些企业现在可以在日本市场上同美国和欧洲的企业进行更直接、更激烈的竞争。


  然而，我们看到的事实充分说明，日本对高技术产业，特别是半导体产业的政策和美国的政策有着本质的不同。在通产省所采取的政策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它积极牵头组织、管理大的寡头垄断企业之间的联合研究；尽管后来基础研究越来越多，但最初的联合研究常常是应用性的（生产面向市场的产品）。表8-1概括了这一时期中完成或正在进行的与通产省有关的项目，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联合研究活动的范围和种类。


  正如表8-1中所示，通产省（和它的研究助手）实际上在它们所有的科研项目中都不固定地邀请少数几家大企业，通常是寡头垄断企业参与联合研究。（只有“软件自动化”是个例外，如表8-1中所示。）


  
    表8–1 1966~1980年半导体（和计算机）产业通产省的主要研究项目
[image: 02]

    注：a 资金数量单位为百万日元（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数据是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出版的Foreign Industrial Targeting and Its Effects on U. S. Industries Phase I: Japan, USITC Publication 1437（1983年10月），附录G，表G-2整理的。

  


  为了选择参与联合研究项目的企业，通产省向行会（已有的或为了某些具体的项目而成立的）、相关产业大企业的高级管理和研究人员代表，以及著名的科学家请教。然而，哪个企业有足够的研究能力，规模足够大（能和通产省资助的研究相称，并能有效地利用联合研究的成果），则最终由通产省的官员决定。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暗中进行的。


  这种选择参与联合研究企业的方法，必然会导致一些大企业被排除在外。一种结果是被排除的企业和被选中的企业相比，竞争力会逐渐减弱，甚至消失。同时，在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可被直接用来开发适销对路的商品的研究项目中，有技术优势的企业和已经开始研究（与联合研究项目考虑要进行的研究相仿）的企业不参加通产省发起的这些项目。尽管很难得到可信的资料，但由于企业拒绝参加或通产省认为没有必要帮助这些企业的情况还是发生过。


  然而，在过去的那些年里，特别是在那时进行的主要研究项目上，几乎没有私人企业拒绝通产省参与联合研究的邀请。这有一种十分明显的趋势，即甚至技术领先的企业也希望能参与通产省的研究项目。这显然是因为它们相信，通产省越来越强调的联合基础研究不大可能危害到它们现在所拥有的技术优势（一个市场上的某些生产线）；同时它们也相信，不参加通产省的项目将对企业未来的竞争地位产生不利影响。


  通产省发起的联合研究项目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通产省的官员，常常是高级官员，公开行使他们的领导权，他们十分了解该产业甚至该产业必需的技术细节。这一点清楚地证明，通产省希望保证参与联合研究的企业所选派的全部科技人员之间能够保持充分而有效的合作。在广泛征求科学家和产业代表意见的同时，通产省的官员有很大的权力确定联合研究项目的日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推动联合研究开发活动中，通产省官员表现出了强烈的使命感和异乎寻常的热情，与高速增长时期在促进主要产业的技术进步中发挥的作用相比，他们在决定研究日程中扮演着一个更引人注目的、更重要的角色。


  为了说明通产省在联合研究项目中所起的领导作用，我在此引用三段文字，它们为读者提供了有关这些项目的具体运作方法，通产省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对选择这些项目的理由的一个更准确的看法和理解。尽管这三段引文很长，但它们所包括的评论正是希望采用日本式的产业政策的美国人在讨论通产省发起的项目时的描述和分析中所缺乏的。对于1976~1981年的超大规模集成的项目，Asahi日报的一位记者是这样评价的：


  
    为了对付IBM，日本政府和私人企业部门联合起来开始了超大规模集成的研究和开发。为了研究的需要，1976年4月成立了超大规模集成技术研究委员会，其成员包括5家日本国内计算机制造厂商，分为2组：富士、日立、三菱、NEC和东芝……近100名来自企业和通产省电子研究院的研究人员聚集在（新成立的）联合研究所里。在以后的4年里，共花费了包括政府300亿日元补贴在内的700亿日元。开发超大规模集成所需的技术被开发出来以后，研究所就解散了……


    最初，各成员企业对开发超大规模集成都有各自的想法，联合研究的范畴和种类，以及哪个企业负责开发哪些领域，这些都很难达成协议。各成员企业之间的利益有冲突。甚至在研究课题确定以后，联合研究所里仍有许多问题。于是，成立了6个研究室，每个研究室由来自5个成员企业之一的1个研究人员和电子研究院的1个研究人员共同领导。第一年，各个研究室之间很少交流研究进展。参与者尽量防止别人知道本室的研究进展。根桥（Nebasai，领导研究所的通产省的官员）回忆说：“在最严重的时候，研究室的入口甚至都被堵住，以防止别的研究人员进来。”


    根桥尽最大努力来消除成员企业的利己主义行为，在研究人员之间培养联合研究必需的和谐气氛。晚上他到各研究室去听取研究人员的意见和不满，他有时还和研究人员一起喝清酒……由各成员企业的高级职员出席的每月一次的会议，也有意安排在联合研究院举行……其目的就是让这些高级职员熟悉联合研究项目，鼓舞研究人员的斗志。有时在研究人员之间还组织网球和高尔夫球俱乐部……渐渐地，研究室为保密而设置的障碍也消除了。(35)

  


  关于这个项目，Chūō Kōrōn（一家主要的月刊）的“技术——科学”报道小组也写道：


  
    关西的一家集成电路制造商抱怨说：“不能参加超大规模集成联合研究项目是一大打击。我们公司要求参加，但是以超大规模集成是计算机项目为由而被拒绝了。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是我们赶不上那些被选入参加联合研究的厂商。”Oki电器公司也表达了想参加联合研究的强烈愿望，但也被拒绝了，它肯定对此也十分不满。该产业的每家企业都十分清楚参加联合研究意义重大。(36)

  


  在现有对通产省的半导体和其他高技术产业项目的描述中，这些评论仅仅是很小一部分，但它们能够告诉我们以下事实：首先，通产省显然毫不怀疑选择寡头垄断企业进行联合研究是符合社会需要的。在通产省官员公开的声明和对他们的采访中，他们强调，为了最有效地利用稀缺的科学家人力资源和研究资金，有必要进行联合研究和开发活动。通产省显然相信它所组织的联合研究项目是符合国家利益的。许多通产省的官员还认为，这些项目有助于日本成为先进技术的提供者，因而也符合世界的利益。在这种政策理论的基础上，通产省认为它完全有理由大胆地领导联合研究项目。


  的确，如果没有这种理论基础，通产省就不会选择少数几家大企业参加联合研究，提供部分资金，或担任能够引导这些受利益驱动的企业进行合作的一个成功的协调人的角色。如果这些项目是由私人组织的，它们也许会面临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合作协会（MCC，一家位于奥斯汀的美国私人联合研究组织）现在所面临的困难：


  
    当联营企业开始取得进展时，大部分参与者说，在前18个月里，为了能与日本政府发起的为控制这些市场的努力相抗衡，还需要开辟一个新的合作时代……“许多股东全力以赴，并证实在美国你确实可以创造一个切实可行的研究性的联营企业……但其他人却袖手旁观，无动于衷。”(37)

  


  通产省领导的联合研究与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合作协会的联合研究不同，反映了日本人和美国人对政府在推动技术进步和促进国家的经济利益时应扮演什么角色的看法存在着根本上的差异。无论是在经济和理论文献中，还是在政策制定者看来，将鼓励企业之间特别是大型寡头垄断企业之间进行联合研究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美国人远不可能就这样做的合意性达成共识。


  然而，通产省和日本的政治领导人就很少为美国人一直争论的问题所困扰：联合研究项目会不会减少创新活动的中心，进而减少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动？限制重复研究只使少数几家大企业获益，还是使社会获益？联合研究项目不会使新进入者事实上更难（如果不是不可能）进入市场吗？联合基础研究不会外溢到市场，因而间接导致参与此类研究的企业之间采取对竞争不利的市场行为吗？如果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合作协会成功，在一种不同的管理体制和变化了的政治环境中，它是不是肯定不会面临反托拉斯问题？


  由于无人向他们提出这些问题，通产省和支持通产省领导的联合研究项目的政治领导人似乎忽视了高速增长时期政策的教训。通产省在帮助大企业的研究活动时，事实上完全忽视了所有可能与反托拉斯有关的问题，通产省领导的联合研究项目（以及为联合研究而成立的行会）再次降低了被选中的大企业在从事研究开发活动和迅速扩张生产能力时面临的风险。简而言之，通产省就像在高速增长时期与主要产业的关系那样，这次又积极地甚至过分积极地投身于高技术产业的增长之中。


  就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当通产省参与的产业正处在高速增长时期时，这种参与所带来的问题还不会显露出来。但是，如果由于衰退或通产省在高速增长的那几年里鼓励许多重要产业过度投资，进而导致了暂时或长期的生产能力过剩，通产省又能做些什么呢？由于通产省在该产业增长时期涉足该产业，它就很难对这些处于困境的产业置之不理。难道通产省不是比在高速增长时期更直接地又一次鼓励企业进行“出口驱动”吗？换句话说，由于通产省主持了已经获得成功的超大规模集成项目，而且是当时正在进行的与半导体和其他产业有关的项目的发起者，并为之提供了补贴，它难道不应为下面所描述的这种情况负主要责任吗？


  
    正如我们在电子产业中所见到的那样，日本大公司大量投资于能降低成本的大规模生产设备，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市场激烈的价格竞争，这种模式又在半导体产业出现了。结果，据来自这些产业方面的消息预计，到1985年，围绕着64K动态随机存储器之类的产品，又会发生激烈的贸易摩擦。(38)

  


  让我用更宽泛的术语将前面的讨论重新概括一下作为本节的结束。我相信美国人和日本人对于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活动的公共政策的态度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可以总结如下：尽管表述形式可能千差万别，但大多数美国人原则上仍然坚持认为，大企业所拥有的市场力量能够也确实有超过社会理想的界限的倾向。拥有这种大企业给社会带来的成本，已被许多方式证明是非常高的，需要一个反托拉斯制度来限制或防止它们行使这种力量。因此，从原则上讲，一个竞争更激烈的市场结构对于企业采取竞争性的市场行为是重要的，应该维护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如果公共政策的直接或潜在后果是限制竞争的市场结构，这种政策就不应被采纳。


  在这种环境下，美国人在有关技术进步的问题上倾向于不支持主要是为了促使大企业提高技术能力而采取的公共政策。绝大多数美国人、此类问题的专家和门外汉，根据他们的信仰——竞争的、不受约束的市场比制定公共政策的政府官员更有能力预言和选择未来的“王者”——为这样一种政策倾向辩护。


  这种观点的必然结论是，任何希望从事创新活动的人，哪怕他的创新努力只是重复别人的，也不应因公共政策的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使他不能如愿以偿。美国人这种观点的主要理由是，过去（将来可能也是）即使表面上看来属于浪费的重复研究，也可能是主要的研究突破口。因此，不管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应独立地寻求研究目标，政府不应采取任何限制小企业或偏向大企业的公共政策。


  相比较而言，多数日本人无疑接受这样的观点：在日本经济的绩效中，大型生产性企业对社会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贡献足以弥补它们可能强加给社会的成本，例如它们在国内市场的反竞争的行为，甚至它们制造的贸易摩擦。对于多数日本人来说，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甚至各种合谋行为和出口驱动的明显迹象，都不像在美国那样受到关注；相反，已有的市场结构通常被看作是实现了规模经济的必然结果，各种合谋行为的迹象也被当作是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所不可避免的副作用而被接受。


  这个认识在日本工业化的整个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也正因为有这种认识，政府帮助大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各种形式的干预，都被当作社会必需的行为而被广泛接受，而不是被视为对市场活动不合理的干扰。因此，通过公共政策给大企业提供优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受到像在美国可能受到的以经济效率或公共福利为理由提出的挑战。


  日本人倾向于支持一项目的和结果实际上仅仅是提高大企业的技术能力的公共政策。很少有人怀疑通产省领导，而非市场挑选未来“王者”的方法可能涉及的风险，即事实上最终可能出现社会不希望看到的结果：限制那些表面上看似浪费的重复创新活动，实际上却使技术突破的机会受到限制。总之，日本人毫不怀疑由通产省领导的联合研究加上政府其他形式的参与，比美国式的“由市场决定”的创新活动而让政府靠边站的方式更有效。


  结论


  产业政策与宗教有很多相似之处。发誓支持产业政策的人包括政策的忠实信仰者和那些把自己的贪婪与国家利益混为一谈的人。另外，笃信市场、对产业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产业政策是一种建立在不理智的基础之上的骗人把戏，经常指责它们对经济效率是有害的，就像争论上帝是否存在一样，双方事实上都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其观点。支持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所观察到的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日本执行的产业政策之间的联系，相信批评者不能令人信服地驳斥产业政策是有效的观点。正如无神论者不能解释宇宙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那样，批评产业政策的学者（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箱子里还没有摧毁产业政策的支持者们所珍视的信仰所需要的全部工具。通常情况下，这些经济学家最多只能处理庞大而复杂的现实中那些适于分析的部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工业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再加上经济学家们的分析是“静态”的或者至多是“比较静态”的（即不考虑随时间而产生的动态变化），而且这些分析似乎只是在一些假设条件（产业政策的支持者通常不愿接受这些假设条件）下才能成立，所以，批评家们所作的努力实际上远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他们很难说服产业政策的支持者放弃自己的信仰。


  以上只是提醒读者，本节对日本产业政策有效性的评价包含了我个人的观点，其中大部分并没有确切的根据，而是根据我20多年来研究日本产业政策的体会得出的。


  我对日本产业政策的看法是，它比许多经济学家所承认的更有效，但远没有强烈要求采取日本式的产业政策的美国人所认为的那么有效。我也相信日本产业政策的成功是以经济效率和政治“公正”为代价的，只是在实施产业政策时，这种代价不易为人们发觉而已。同前文一样，以下我分别谈谈我对日本经济在高速增长时期和1973年以后的情况的看法。


  正如克鲁格曼和其他经济学家中肯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即使不实施产业政策，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经济的绩效也会和后来的实际情况差不多。(39)日本经济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它可以随时借用现成的技术（赶超方法），高储蓄率使公司可以增加单位工人的资本投入，此外还有我已经说过的其他的几个重要理由。实际上，正如我的一位经济学家朋友半开玩笑地说的那样：“即使所有通产省的职员都是三流大学的毕业生，日本经济照样会迅速增长。”


  关键是即使经济学家也不认为日本的产业政策是全无用处的。仔细读一下他们的分析就可以发现，他们的分析中总是包含着一些修饰性的词语。但即使如此，我认为经济学家们仍然不愿承认产业政策对日本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我相信，在赶超时期，大藏省和通产省发动“投资竞争”的多方位战略，对增加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主要工业品的生产力和出口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这几十年中，出口的增加对日本经济的增长非常重要，这一点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我们也不应忘记，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高储蓄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采取了许多储蓄优先的政策，以及政府为增加投资而忽视社会福利的事实。


  虽然我在前面没有特别强调，但我们仍然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日本的产业政策基本上是“顺应市场”的。它促使企业不断采取新一代的技术，加速投资，同时引导企业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改进服务、提供优惠的信用等方式激烈争夺市场份额。尽管在主要产业经历衰退或出现过度投资时，卡特尔也阻止价格竞争，但当经济处于上升阶段，需求很大时，大多数产业的价格竞争还是很激烈的。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需求强劲的繁荣年景还是很多的。


  换个说法，我相信日本的产业政策比许多经济学家所承认的更有效，因为它虽然为了影响资源配置的高技术产业的投资步伐而进行了干预，却不是有意抵消市场力量。我认为，对日本产业政策的这个评价与下述简单的推论有着本质的区别：日本的产业政策只不过执行了市场的命令，因此它只是一个聊以自慰的宽心丸。


  问题的症结在于，在日本高速增长时期，采取基本上顺应市场的方法，进行有效的干预是可能的（当然有一些明显的例外），而且可能比执行市场“命令”起更大的作用。正如我所描述的那样，日本有这样做的可能性，包括日本增长优先的共识、它正在赶超过程中这一事实、当时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这又使行政指导得以实施，自民党得以继续统治日本。我发现还有人认为，事实上日本的产业政策纯粹是官僚们故弄玄虚，这真是极其幼稚。


  但是，利用这种可能性远不是没有成本的。大藏省——通产省增长优先战略的社会成本，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逐渐增加。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人开始仔细考虑由这种政策带来的滴入式的收益和成本。我所说的成本，除了我在前面几节谈到的以外，还应该加上对水和空气的污染，以及日本逐渐被其贸易伙伴视为不公平，甚至自私的事实。


  但这些评论不应被解释为我建议美国应该仿效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的产业政策，正如我在本文前面所强调的那样，这样一项建议比幼稚无知更糟糕。针对某些产业的补贴、卡特尔、固定利率，以及其他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的政策，在今天的美国经济中是无立足之地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在许多方面都不相同，这样的建议令人难以置信。


  对于1973年以后的产业政策（以及美国现在和未来几十年必须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我是这样认为的：我相信日本产业政策会越来越无效，甚至可能走向反面。由于贸易自由化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政策工具的数量会减少，效率会下降。由于收入分配摩擦越来越频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越来越政治化，很多重要的政策的灵活性和极其重要的行政指导的效力都已经消失。一旦这两者消失，日本就不能指望其产业政策与以前一样有效。今天，日本已不再是追随者，它正在进入以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为全部特征的21世纪的格局，顺应市场的优点和政策干预市场的有效性之间维持巧妙的平衡所需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


  具体地说，日本为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所作的努力和采取的政策——其意图同在20世纪60年代为增强主要产业国际竞争力所采取的政策相似，都会面对我在前一节所指出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日本在制定政策时不愿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它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处于赶超阶段的小国，而是世界上第二经济强国，已经具备了向技术上领先的美国挑战的能力。显然，如果日本继续奉行目前的政策，就会给美国带来极其棘手的问题。事实上，美国高技术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可能进一步受到威胁。因此，美国面临的选择是，要么采取措施抵消日本的政策，要么不采取严厉的政策，听任市场提供正确的信号和足够的活力，从而保证美国产业的竞争力。


  尽管我不想就美国应该选择哪种政策发表看法，但在本文的最后，我要提醒读者，在制定美国的政策时，必须记住以下事实：


  第一，日本对高技术产业的政策短期内不太可能有变化；相反，它还有可能变得更加倾向于保护主义。通产省于1984年8月27日宣布的两项新建议证实了这种可能性，其一是通过立法（将提交议院）增加资金，将那时正在进行的10个通产省领导的下一代的研究项目再增加4个。其二通产省还建议为此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它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为两个或更多的企业间进行的私人联合研究提供相当于其成本90%的资金。如果通产省的建议获得通过，对于失败了的联合研究项目，该机构提供的资金就无须偿还，成功的也仅需支付7.1%的利息。(40)


  第二，在讨论美国的产业政策时，还应注意以下事实：日本的政策制定者和大多数日本人认为，日本高技术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如果不是领导地位的话）对日本的未来至关重要。尽管美国近来也出现了“高技术热”，但其热度尚难以与人们在东京感觉到的相比。


  当然，这种差异和其他因素一样，表明了日本人的“脆弱恐惧症”，以及日本消费者遭受的福利损失（或者更广义地说，是收入分配问题）对日本政策的影响仍然比其在美国的影响要小。换句话说，尽管日本国内的政治局势以及它和贸易伙伴的关系近来已经发生了变化，日本的政治经济仍然表现出，而且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仍有可能继续表现出强烈的出口优先（pro-export）的倾向。这就是松下、日立、东芝和其他一些企业一直还是许多通产省领导的、与半导体有关的联合研究项目和其他项目的主要成员的原因。


  第三，如果制定政策时能够从容一些，美国人就有机会看到日本现行政策的负面影响。然而，如果推迟采取政策，则又可能使必须同越来越难以对付的日本企业竞争的美国高技术企业处于不可逆转的劣势地位。在21世纪的格局中，不能保证20世纪格局中出现的模式还会以类似的方式再次出现。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技术变化可能比我们今天看到的更“累积”和（或）以我们根本就没有预期到的“扩散”（branching out）的形式出现。那些现在建议美国不要采取政策帮助高技术产业的人必须准备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在与日本企业的竞争中，美国企业将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


  日本人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必须如何以及采取什么政策才能保持美国经济和企业的竞争力。


  注释


  (1) 除非特别声明，我用“产业政策”代表所有类型的“创造性调整”（creative tinkering），它们所使用的手段是一些熟悉的政策工具，如《反托拉斯法》、《贸易法》、《税法》、《劳动法》和其他一些法律，以及为了影响一国的资源配置和技术创新的速度，以提高经济效率而建立的一些制度。我定义的产业政策不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它既能改变储蓄和投资率，也能影响总需求。


  (2) 日本主要的商业领导人以公开称赞在一个产业的主要厂商间就投资、出口，甚至价格等进行合作的优点而闻名于世；而他们的美国朋友却只能在私下里这么做。日本相对松弛的反托拉斯措施只能部分地解释这种差异。


  (3) 东京大学的3位经济学家在他们合写的一篇文章中简洁地总结了这个共识的特点。他们发现在高速增长时期，“从各种不同的对基本社会目标的支持这个意义上讲，日本不存在政治”，因为快速的经济增长“是一场日本必须要赢的战争，是日本历史上整个国家所有的资源都被自愿地利用起来的第一次全面的战争”。参见Seizaburo Sato，Shumpie Kumon和Yasusuke Murakami,“Datsu-hokaku jidai no tōrai”（The Arrival of the Post-Conserv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Period），ChūōKōrōn，1977年2月，第82页；也可参见Takafusa Nakamura，The Postwar Japanese Economy（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81），第90~91页。


  (4) 想了解本部分所提出的观点和分析的详细情况的读者，请参见Kozo Yamamora，“Success that Soured: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and Cartels in Japan”；Yasusuke Murakami，“Toward a Socio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 of Japan’s Economic Performance”；Y. Murakami和K. Yamamura，“A Technical Note on Japanese Firm Behavior and Economic Policy”，in K. Yamamura，ed.，Policy and Trade Issues of the Japanese Economy（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82），第3~46页和第77~122页。


  (5) 参见John Zysman，Government，Markets and Growth（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


  (6) 对当时日本资本市场的一个简洁描述，请参见Ryoichi Mikitani，“Monetary Policy in Japan”，in Karel Holbik，ed.，Monetary Policy in Twelve Industrial Countries（Boston：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1973），第246~281页；对日本财政政策和资本市场的一个更广泛的讨论，请参见Henry C. Wallich和Mable I. Wallich，“Banking and Finance”，in Hugh Patrich and Henry Rosovky, eds.,Asia’s New Giant（Washington D. C.：The Brookings Institute, 1976），第246~315页。在过去的几年里，好几位作者修正了他们对日本高速增长时期MOF作用的看法。他们认为MOF的政策对市场力量影响甚微，即“低于均衡水平的利率政策”是无效的。可以在Eisuke Sakakibara et al., “The Japanese Financial Syste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这是一份为美国国会经济联合委员会准备的研究报告（1982），以及Akiyoshi Horiuchi，“Economic Growth and Financial Allocation in Postwar Japan”（Brookings Discussion Paper，No. 18，1984）中看到用英文写的修正的观点。然而，因为他们的观点通常通过假设忽略了日本货币政策、资本市场重要的制度特点以及市场参与者的行为特征，所以尽管可能对那些对理论分析有兴趣的人有吸引力，却存在严重的缺陷。由于篇幅所限，在本文中我不打算介绍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对这些修正的观点的批评，只能说我相信Murakami的广为接受的关于MOF的政策的特点和有效性的看法，他在评估了修正的观点（或者他所谓的“市场学派”）后总结道：“如果我们综合考虑所有有关的事实，我们可以很自然地得出结论，从下述意义上讲，利率被人为地限制在一个低水平上。如果取消金融管制，大部分金融市场上的利率会高出许多，而不应该这么低”。参见Murakami, “Toward a Socio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第14页。


  (7) 日本Mainichi报纸出版了一本名为Shogen:Kodoseichoki no Nihon （《证据：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的书（两卷本）（Tokyo：The Mainichi Shimbun, 1984）。书中包括对83位前政府官员、主要政治家、商人、工会领导人、学者和其他在日本高速增长时期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方面或在影响日本经济和社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的人的采访。对那些认为这段时期的经济政策只是执行市场“命令”，因而对日本经济绩效影响甚微的人，我建议他读一下第一卷第296~319页和第333~337页，以及第二卷的2第33~242页、第281~285页和343~388页的内容。这几页的采访中，接受采访的人相当坦诚地回答了关于在日本快速增长的这20多年里政策是如何制定和实施的，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了日本国内经济和贸易的许多方面等问题。


  (8) 参见Edward J. Lincoln,Japan’s Industrial Policy（Washington, D. C.：Japan Economic Institute of America, 1984），第14页。


  (9) 同上，第14~15页。


  (10) 同上，第5页。


  (11) 参见Hiroya Ueno，“The Conception and Evaluation of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in Kazuo Sato，ed.,Industry and Business in Japan（White Plains，N. Y.: M. E. Sharpe，Inc.），第381页。


  (12) 本部分的讨论和分析是从山村光三和Jeannette VanDenberg的文章“The Rapid Growth Policy on Trial：The Television Case”（手稿完成于1984年夏）中改编而来的。


  (13) 参见Akira和Senō，Gendai Nihon no SangyōShūchū（《现代日本的产业集中》）（Tokyo：Nihon Keozai Shimbunsha，1983），第288页；Japan Electro-nic Almanac，1981（Tokyo：Dempa Publications，Inc.，1982），第221~305页。


  (14) 这些数字是根据1980年出版的TV FACT Book，1980——TV Digest，Inc.，Washington D. C. 每年都出版此类书——第49卷提供的市场总消费量，以及美国商务部出版的Television Receivers，Color and Monochrome，Assemble or not Assembled，Finished or not Finished and Subassemblies Thereof——这是一份提交给总统的调查报告，第TA-201-19，USITC Pub. 808（Washington D. C.：GPO，1977）——计算出来的。日本的进口数据是由美国调查署对美国消费品进口和一般商品进口的第 FT246号年度报告提供的。日本1977年的彩电市场份额的数据请参见Robert Reich和Ira Magaziner，Minding America’s Business:The Decline and Ris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New York：Vintage Books，1983），第170页。其他的数据不包括日本在第三国和美国的子公司的产量。


  (15) 参见Reich和Magaziner，Minding America’s Business，第171页。


  (16) 1960~1980年，整个日本电子行业只有一次进入，即Kensonic进入音响零部件的生产。参见Japan Electronic Almanac，第221~305页。


  (17) 参见Takeshi Kanasaki，Kadengyōkai（The Home Electronic Industry） （Tokyo：Kyō ikusha，1982），第172页。


  (18) 要想了解更多的有关分销产业集团的情况，请参见M. Y. Yoshino，The Japanese Marketing System（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1971），特别是第91~124页：Mistuaki Shimaguchi，Marketing Channel in Japan（Umi Research Press，1978）；Misonou Hitoshi et al.，Kokumin no dokusen hakusho：kigyōshūdan（People’s White Paper on Monopoly：Manufacture-Headed Business Groups）（Tokyo：Ochanomizu Shobo，1978）；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Ryūtsū keiretsu-ka ni kansuru dokusenkinshihōjō no toriatsukai”（The Treatment of Vertically Integrated Distribution under the Antimonoply Act）；这是一份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内部研究小组1980年3月发布的报告，该报告又用英文发表于J. Amanda Covey，“Vertical Restraints under Japanese Law：The Antimonopoly Study Group Report”，Law in Japan，Vol. 14（1981），第49~81页；Ishida Hideto，“Anticompetitive Practic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in Japan：The Problem of DistributionKeiretsu”，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Summer 1983），第319~334页。


  (19) （参见Kanasaki，Kadengyōkai，第106页。）


  (20) 同上，第110页。


  (21) 参见Yoshino，Japanese Marketing，第116页；Kanasaki，Kaden-gyōkai，第169页。


  (22) 要想了解更多的关于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的诉讼的情况，请参见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Kōsei torihiki iinkai shinketsu-shū（Collection of Judicial Decisions of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东京：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1971），No. 17，第187~208页；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Kosei torihiki iinkai hōkoku（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东京：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1979）。


  (23) 这些资料来源于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掌握的文件，现在已被译成英文，在Appellants’ Brief，in RE：Japanese Electronic Products Antitrust Litigation，723 F. 2d 238（3rd Cir. 1983）中可看到，第37~38页。


  (24) 参见Yomiuri Shimbun，1966年11月10日；Van Zandt，“Learning to do Business with Japan，Inc”，Harved Business Review 50（1972年7~8月），第90页。


  (25) 参见James E. Millstein，“Decline in an Expanding Industry：Japanese Competition in Color Television”，in John Zysman and Laura Tyson，eds.，American Industry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第122页以及Japan Economic Yearbook，1971（Tokyo：The Oriental Economist，1971），第208页。


  (26) 参见Reich和Magaziner，Minding America’s Business，第160~180页。


  (27) 就业率的变化是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Pub. 808（脚注12）提供的数据计算出来的；Bart S. Fisher，“The Antidumping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A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Law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5（1973），第120页；以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Summary of Trade and Tariff Information on TSUS Items 685.11–685.19，USITC Pub. 841，Control No. 6-5-33 （Washtington，D. C. ：GPO，1982），第11~12页。


  (28) 对有关美国的反应的最简洁的资料来源，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Pub. 841，Control No. 6-5-33。也可参见Phillips B. Keller，“Zenith Padio Corp. v Matsushita Electrical Industrial Co.：Interpreting the Antidumping Act of 1916”，Hasting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 6（1982），第133~159页；日本方面的来源包括Yoshio Ohara，“Nichi-bei-ōkankei no sōgōteki kōsastsu”（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Japan-U. S. -European Relations），Japan-EC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Report. No. 3（1983）。


  (29) 这种做法的一个简单的总结，可以参见Appellant’s Brief和Appellants’ Reply Brief，in RE：Japanese Electronic Products Antitrust Litigation，723F. 2d 238（3d Cir. 1983）。


  (30) 参见Keizai Yōran（Essential Economic Facts），compiled by the Research Division，Economic Planning Agency（Tokyo：Economic Planning Agency，1982）。


  (31) Yasusuke Murakami和Kozo Yamamura，“Technology in Transition：Two Perspectives on Industrial Policy”，这是一篇提交给1984年3月17~19日在纽约召开的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会议的论文。


  (32) 有关日本产业政策特点的变化的进一步讨论，可以参见George Eads和Kozo Yamamura，“The Future of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这是一篇提交给1984年8月19~25日在日本东京召开的“日本政治经济学会议”的论文。


  (33) 参见Gary Saxonhouse，“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n Japan”，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1979年夏），第273~320页。


  (34) 对本部分讨论的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参见山村光三，“Joint Research and Antitrust：Japanese vs. American Strategies”，这是一篇提交给1984年3月17~19日在纽约召开的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会议的论文。


  (35) 参见Asahi日报，1981年6月22日，第9页。


  (36) 参见ChūōKōrōn，1981年秋，第120页。


  (37) 参见《纽约时报》，1984年9月5日，第27页。


  (38) 参见Tetsuro Wada，“Trilateral Friction in Microchip Business Seen among Japan，U. S. and Korea”，The Japan Economic Journal，1984年7月24日，第20页。


  (39) 参见保罗·克鲁格曼，“Targeted Industrial Policies：Theory and Evidence，i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Industrial Change and Public Policy（Kansas City：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1983），第123~156页和保罗·克鲁格曼，“The U. S. Response to Foreign Industrial Targeting”，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1984），第77~121页。也可参见Hugh T. Patrick和Henry Rosovsky，“Introduction”和“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and Some Other Implications”，in Patrick and Rosovsky，eds.，Asia’s New Giant，第1~61页和第897~923页。


  (40) 参见Asahi日报，1984年8月28日，第9页。


  
    [1] “从150万台增加到670万台”并没有12倍。原文如此。疑有误。——译者注

  


  
    [2] 原文为“trickle-down”gains，在经济学中有trickle-down theory，该理论认为政府与其将财政津贴直接用于福利事业或公共建设，不如将其转移给大企业，通过这些大企业陆续流入小企业和消费者之手，可能更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增长。——译者注

  


  
    [3] 消费者之手，可能更能促进经济的增长。——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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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贸易和产业政策：纺织、

  钢铁和汽车产业的经验


  威廉·克莱因


  美国政策的性质


  本文讨论美国的衰退产业（主要是纺织、钢铁和汽车产业）的贸易和产业政策。这三个产业部门是美国制造业中保护问题最多的部门，而且全都经历了衰退或停滞的阶段。1983/1984年度与1973年度的峰值相比，钢铁生产下降了35%，汽车生产下降了2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保护历史最长的纺织业和服装业，生产下降幅度较小：1984年，纺织业的产量与1973年的峰值持平，服装业的产量比峰值（1979年）只下降了7%（见表9-1）。


  原则上，美国的产业和贸易政策以市场导向和自由贸易为前提，特别反对政府应该关照某些特殊产业、限制其他产业发展的看法。受到特殊照顾的产业只有国防业和农业。


  美国产业政策的基本形式，历来是政府允许个别生产部门不对国外开放，但这只作为非常有限的例外。在实践中，这些少数例外不是为幼稚产业发展所设计的任何宏伟计划的结果；或者用本书的其他论文中的术语来说，它们不是出于战略性贸易目标而实施的；相反，它们是迫于政治压力或者是确定“进口伤害”（根据美国《贸易法》第201项条款）的非常技术化的标准得到满足时，不情愿地偏离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


  
  表9–1 1960~1984年钢铁、汽车、纺织及服装产业的生产与就业(单位：千人)
[image: 03]


  
    [image: 04]

    注：a 对于美国制造业，Q =制造业GNP（百万美元，1972年价格），N =总就业量。


    对于钢铁产业，Q =钢铁产业净产量（千吨），N =钢铁产业平均就业总量。


    对汽车产业，Q =美国企业新轿车的销售量（百万辆），N =汽车整车和设备制造业的就业总量（SIC371）。


    对于纺织业和服装业，Q =纺织品及服装产量的联邦指数（Fed’s index），N =总就业量。

  


  资料来源：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Washington, D. C.: GPO, February 1984），pp. 223, 263-264; American Iron and Steel Institute, Annual Statistical Report: 1983（Washington, D. C.: 1984），pp. 8, 20; The US Auto Industry: US Factory Sales, Retail Sales, Imports, Exports, Apparent Consumption, Suggested Retail Prices, and Trade Balances with Selected Countries for Motor Vehicles, 1964-1982, USITC Publication # 1419, August 1983; The U.S. Automobile Industry: Monthly Report on Selected Economic Indicators, USITC Publication # 1551, July 1984; Motor Vehicles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Facts and Figures, 1984, MVMA,1984, p. 67;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United States, 1909-1978, U. S. Department of Labor, July 1979, pp. 505, 547; Supplement to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U. S. Department of Labor, July 1984, pp. 174, 188; Business Statistics: The Biennial Supplement to the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1979,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October 1980, p. 13;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various monthly issues: 1980-1984,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U. S. 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Office of Productivity and Technology, April 1984, Unpublished data on auto wages。


  较近的一次实证分析表明，在美国决定保护的过程中，政治因素明显占据统治地位。我估算了一个统计（logit）模型，它可以解释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80个制造业部门（采用4位数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中是否存在主要的非关税贸易保护壁垒。(1)模型中的贸易壁垒是那些由产业对保护需求与政府对保护供给的意愿相互作用而导致的贸易壁垒。影响需求的因素主要是保护给产业和劳工带来的收益。进口渗透越深，产业从保护中获得的潜在收益越大。产业的集中度越高，游说的努力就越大（不劳而获“搭便车”的小企业越少）。各种潜在的比较优势指标也进入需求方（竞争性较强的产业从保护中受益甚少，甚至可能因外国的报复而受损）。对于供给方来说，如果产业的劳工多（因为关系到选票的数量），或者工资非常低（因为公众更多地给予同情），或者部门增长缓慢而进口渗透的增长却很快（这是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衡量调整成本的两个方面），政府可能乐意提供保护。


  该模型的结果表明，在美国影响保护政策的两个主要因素是：部门的劳动力规模和进口渗透的水平（而不是变化率）。前者是产业的政治影响力的一个指标；后者反映了限制进口对产业经济利益的影响程度。因此，政治影响力以及利益集团从保护中获得的潜在利益的相对大小，似乎决定着美国的保护状况。其他与国民经济的成本和收益关系更密切的因素（特别是调整成本）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


  在考虑产业是否应当享受保护时，该产业的劳动力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纺织业和服装业有200万工人，汽车产业将近100万，钢铁产业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也高达50万。这三大产业都享受着保护政策。关于铜的决定再次证实了劳动力数量的重要性，总统拒绝对这个劳动力数量少的部门实行保护。（虽然以铜作为投入的制造业还有更多的劳动力，但总统在决定中明确提到了这一因素。）(2)


  在过去的3年里，由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以及美元最近被高估了30%左右(3)，美国要求增加保护的压力越来越大。币值高估相当于给进口产品30%的补贴，对出口产品征收了相同数量的税。保护的压力已经造成了损失。从哲学上坚持自由贸易的管理者已采取了几项重要的保护措施，其中包括食糖配额、持续增加对纺织品的保护、日本汽车的自愿出口限制，以及对钢铁配额采取的新体制（后来又把自愿出口限制扩展到了重要的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


  且不说来自商业和汇率周期的压力，积极的产业政策还面临着许多基本困难。尽管从表面上看，用刺激私人部门生产的政策替代消极的产业保护政策，看起来可能很有吸引力，但仍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种战略。很明显，很难挑选出胜者和负者：我们事先很难判断哪一个产业未来具有比较优势。另外，扶持某些部门意味着从经济中转移出来的一部分资源的成本被抬高。因此，积极的产业政策也差不多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原来那些制定保护政策的政治力量——利益集团的囊中物，最后的结果可能是美国政府为过去的，而不是将来的产业提供激励。欧洲的经验也倾向于证实这种判断，它们的产业政策似乎延长了即将被淘汰的产业部门的痛苦，而不是促使它们转变为新产业部门，这表明政策制定者对政治的考虑多于对经济的考虑。


  即便制定政策时能够注意到未来的发展，认为发达的工业国家就可以为幼稚产业提供政府支持是合理的说法也是值得怀疑的。在此只列举一个理由，古典的幼稚产业理论假定资本市场发育不够完善，不能为私人企业提供资金，用以弥补“干中学”的头几年的亏损（幼稚产业成熟以后就能够赚取高额利润）。然而，美国的资本市场是世界上最发达的。


  调整的概念


  战后美国贸易政策中认可的贸易保护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任何保护政策都是为了弱化进口伤害而暂时实施的，受保护的产业应该逐渐调整，而不会受到永久的保护。尽管大多数经验研究表明，不给予保护而根据进口进行调节的总经济成本，远低于实行保护给整个经济造成的成本，但这种调整性保护概念有着其内在的吸引力，而且这一原理竟然受到越来越多的推崇。纺织业和服装业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就一直没有放松过保护；钢铁产业也不断呈现出类似的被持久保护的迹象；而且，如果对汽车产业的保护在创纪录的高利润和就业反弹之后能在1985年继续实行，也同样很难看到保护的结束。


  对调整这个概念来说，基本的困难是永远也弄不清楚它是意味着向上还是向下调整。设想一个产业部门可能在一个短暂的保护期间很快增强了竞争力，在重新取消保护之后可以成功地与进口商品抗衡，这种调整意味着振兴。另外，对于一国缺乏比较优势的部门——可能是由于非熟练工人是重要投入，而该国相对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来说缺乏这种要素，调整的准确含义是生产逐步收缩，即以一个适当的速度通过自然缩减或可接受的转出率来裁减该产业的雇员。在这种情形中，暂时保护的角色只是弱化不可避免的失业，以及分担由于国际分工而给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劳动力造成的代价。


  政治上的一个严重困难是，产业本身及其劳工组织很少认为除了振兴式的调整外还可能有其他形式的调整。它们不认为收缩式的调整也是一种选择。这种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公共政策的目的来说则太狭隘了。对经济整体而言，必须认识到这两种意义上的调整都是可供选择的政策。


  对选定的产业实行保护，对经济的其他部门来说代价高昂。例如，对钢铁产业的保护抬高了钢铁的价格，进而对使用钢铁的汽车产业的竞争力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保护最终提高了消费者必须支付的价格，把消费者的一部分收入转移到了国内被保护产业的厂商和工人手中。更为糟糕的是，在自愿出口配额的情形下，通过增加所有生产者（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相对于消费者的垄断力量，保护将收入从国内消费者转移给了国外厂商。关税等老一套的保护形式，至少也以关税收入的形式把消费者的收入转移到了政府手中。


  因为保护是有代价的，所以公众有权要求被保护的产业拿出调整及取消保护的明确的时间表，公众也有权要求在调整方面有具体的绩效。


  两种类型的调整可以用图9-1表示。图中，纵轴表示产业生产率的增长率，通过减去美国制造业的平均生产率增长率使之标准化。理想情况是用全要素生产率（包括单位资本产出和单位劳动产出），但在实践中，由于受到数据的限制，我们只能以单位劳动产出衡量的生产率进行分析。另外，生产率最好以世界价格（不是被保护国的国内价格）计算的实际值衡量。横轴表示各产业的就业变化率，也通过减去同期美国整个制造业的平均就业增长率使之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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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1 相对生产率增长（%）

  


  振兴式调整在图中用第I和第IV象限表示。在图的这一半，产业生产率的增长率超过了美国产业总生产率的增长。至少相对于美国的其他产业而言，这些产业在提高竞争力方面是有进步的。但仍有可能是国外的生产率增长得更快，使得该产业在国际上仍处于不利的位置。第IV象限中，产业部门的振兴伴随着较低的就业水平。产出是否真正下降，也取决于生产率的增长是否大于就业的下降（因此，如果单位劳动产出增长5%，就业下降3%，即使对整个产业进行标准化调整后，产出还是增加了）。在第I象限，振兴非常成功，不仅生产率快速增长，而且总的就业量也上升了。


  在第III和第IV象限中是另一种类型的调整。在这里，就业毫无疑问地下降了。在第III象限，相对生产率也在下降，这说明这些产业还会进一步萎缩，而不会焕发生机。在第IV象限，相对靠近横轴的地带也是生产实际下降的区域，而且整个象限代表着一种就业的下降（至少相对于整个制造业的就业增长是如此）。


  简而言之，公众应当认识到被保护产业或许会振兴，或许会收缩。这些产业应当落在第I、第III或第IV象限。如果在第II象限，那么该产业既没有振兴，也没有收缩；即使是第III象限的右半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调整也失败了。因为就业下降得越慢（离纵轴越近），产业收缩得就越慢，公众蒙受损失的时间就越长。


  在图9-1中，可以看到我们在此考虑的三个产业的经验。这些点都是从表9-1中有关生产和就业的数据计算得到的。生产率是用单位劳动产出表示的（制造业的GNP是以不变价格计算的；钢铁业用每个工人以吨计算的产量表示；汽车产业用每个工人的轿车产量表示；纺织业和服装业是用美联储的产业生产指数除以就业人数表示）。


  图9-1显示出汽车产业在20世纪60年代到1978~1980年令人吃惊的糟糕的表现。生产率每年下降0.6%，低于美国平均水平近3个百分点，而就业的实际增长比美国平均水平多少快一些。从1978~1980年到1983~1984年，该部门开始显示出某种收缩意义上的调整，其相对生产率的表现不再像过去那么糟糕（虽然该部门持续滞后于整个制造业）。这说明该部门对保护（1981~1984年）有所反应，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调整，但到目前为止，仅仅是温和的收缩式的而非振兴式的调整。对该部门的巨大投资，很有可能开始在未来结出振兴的果实。(4)


  图中也显示了服装业在享受保护的1962~1984年的情况。该部门也落在收缩式调整的象限里。其生产率的增长滞后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难以使其许多操作机械化，整个产业仍然是劳动密集型的。这一观察点离纵轴非常接近（相对就业的下降几乎为零），以至于让人怀疑该部门是否符合收缩式调整。事实上，该部门收缩的时间进程是相当缓慢的。


  1961~1968年间，钢铁产业也落在第III象限，说明它比服装业收缩的速度稍快一些，相对生产率也高一些。从1969~1973年间到1980~1984年，钢铁产业调整得更快一些（钢铁产业呈现出很强的周期性，使用衰退的1969~1970年和扩张的1983~1984年间的数据可能高估生产率的增长）。在后一个被保护期间，生产率的增长实际上与制造业的平均水平一致，而用就业下降衡量的收缩速度很快——在制造业的就业水平实际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平均每年下降5%。


  对比一下钢铁和服装两个部门的调整，结果是令人吃惊的。1969~1984年，钢铁产业的就业量下降了56%，而服装业的就业量仅仅下降了14%，平均每年不到1%（这种速度肯定比工人自愿辞职率还要低）。很少有人认识到从收缩的意义上讲，钢铁产业的调整幅度确实远比服装业大。


  图9-1也显示出纺织业比服装业的调整幅度大。如图所示，该部门落在第IV象限，说明生产率恢复增长，就业下降。其产出增长尽管缓慢，却相对稳定。纺织业和服装业都享受了同样模式的保护，二者的根本不同在于，纺织部门被证明更容易适应节约劳动的资本密集型技术转变。(5)


  总的来说，这里的分析框架表明，纺织业和钢铁产业都进行了相当大的调整，这两个部门可能是首先进行贸易自由化的部门。两个部门都出现了生产率恢复增长和就业的下降。该图显示出汽车产业，特别是服装业的调整较小（尽管由于对汽车产业的巨额投资而使未来的生产增长的收益可能改变这种状况）。服装业的调整步伐极其缓慢。我们不禁要问，公众是否应该无限期地接受这样一种步伐？或者相反，加速调整的进程就应该停止持续的保护？


  转移和保护的代价


  保护的潜在代价是很大的，这种代价绝大部分是将收入从消费者转移给生产者（国内和国外）。代价的其他部分是经济效率的“净损失”，它是由于将资源配置给本来可以更便宜地从国外买到的商品的生产，以及消费者的选择范围受到了限制（即超过市场价格的“消费者剩余”收益的损失）而造成的。


  克兰德尔（Crandall）在沃顿经济计量分析（Wharton Econometrics）的基础上进行了统计检验。他指出，1981~1983年的汽车配额，使美国市场上日本汽车价格上涨了920~960美元，使美国国内生产的汽车价格上涨了370美元。照此计算，汽车的进口限制使美国消费者每年要多支付近45亿美元。(6)


  国会预算办公室计算了一项拟议的对钢铁产业实行保护的成本。根据一项即将实施的法令，进口品的市场占有率将被限制在15%以内，这将使钢铁消费者在1985年向美国国内生产者转移15亿美元收入，到1989年将达到34亿美元。另外，消费者转移给国外生产者的数额1985年为21亿美元，到1989年为17亿美元（以上数字均根据1983年美元价格计算）。这样，为创造一个就业机会支付的总成本高达178 000美元。(7)对纺织业和服装业，有专家估计，关税使美国消费者每年多支付90亿美元，进口配额又使他们多支付20亿~40亿美元。(8)


  我们需要更多的经验分析来量化保护的代价。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有必要让公众知道他们付出了代价。在决定保护与否的政治过程中，不可能让所有公众掌握完全的信息作出判断，决定是否准备承受这些代价，以使某些特殊部门的厂商和劳工遭受较小的进口冲击；相反，消费者远未被组织起来以反对保护，其结果是出台的政策向厂商和直接受影响的工人倾斜。因此，重要的是，应该通过广泛地宣传消费者所承受的保护代价以打破这种不平衡。实际上，如果美国贸易法能附加一个“阳光法”（sunshine law）条款，规定任何保护议案在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接受审查的时候，除了其他各种经济分析之外，还必须计算消费者的损失，这样一切才能走向正轨。


  纺织业和服装业


  最早实行非关税保护的是纺织业和服装业。1961年，美国组织了棉纺业的多边短期协定；1962年又组织了长期协定；1974年，多边纤维协定（MFA）把人造纤维也纳入国际保护体系。因为1974年的协定之后美国加强了保护，使欧洲的进口快速增长，因而1977年续签后的多边纤维协定在欧洲加强了保护。


  以后的几次续签都进一步强化了配额制。因此，20世纪70年代多边纤维协定只在原则上允许进口以6%的速度增长，但1981年续签的协议实际上把进口增长限制到最小，甚至到负增长（例如，在协议中规定把进口增长与人均消费的增长联系起来，或者强迫主要的供应商达成各方可接受的解决方案）。(9)1983年12月，美国通过制定更多的自动规则、临时进口冻结和要求进行双边谈判等手段，进一步加强了限制(10)（这一年年初，中国威胁要对谷物进口采取报复措施，从而避免了使中国的配额变得更加严格）。最近的一次是在1984年8月，美国政府又加强了一些限制，不允许服装制造国使用另一个限制更严格的服装原产国（例如中国）的材料。(11)


  纺织业和服装业的配额也并不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不起作用。虽然在1971~1977年服装进口的实际价值确实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但在1977年多边纤维协定强化限制之后，1978~1981年，进口实际价值每年下降1.8%。1978~1981年，纺织纤维进口的实际价值一直在下降。(12)


  总的来说，对纺织品和服装的进口限制在过去的20多年间越来越严格。多边纤维协定远不是一个暂时的和补充性的为调整而制定的协议，它已成为一种永久性的、日益严格的限制机制。


  如前所述，纺织纤维部门生产率的增长在纺织业中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实际上，美国已逐渐成为一个纺织品净出口国（从价值上说）。(13)虽然这个结果在取消配额后可能又会发生逆转，但毫无疑问的是，至少在纺织业的这个部门，我们应该对保护的必要性重新作彻底的评估。


  钢铁产业


  钢铁部门也有很长一段保护历史。1969~1974年，美国通过自愿出口限制，对从欧洲和日本的进口加以限制。1973~1974年，国内的高需求和高通货膨胀结束了第一轮钢铁限制。但是到1976年，由于美国产业衰退加剧，保护的呼声又起。美国企业的反倾销请求像雪片般飞向政府。


  1978年，卡特政府对此作出反应，实施“启动价格机制”（TPM）。如果钢铁的进口价格低于以日本生产成本为准估算的“公平”参考价格，启动价格机制将进行快速的反倾销调查。设立这种机制是为了在钢铁企业反对国外倾销的大量法律投诉之外提供另一种解决方法。


  原则上说，反倾销法的实施是为了“公平贸易”而非保护。但是，在实践上，启动价格机制似乎带有一定的保护色彩。(14)而且，自1978年以来，日本企业似乎达成了默契的出口限制（可能是由于它们认识到了美国更严厉的限制威胁）。1978~1983年，它们对美国的出口实际上冻结在每年600万吨的水平上，而这种现象在仅有市场力量发挥作用时是不大可能发生的。


  启动价格机制就像是一把保护伞，允许欧洲人以日本的价格销售钢铁，即使欧洲的供应商享受了补贴或者搞倾销（以弥补他们比日本更高的生产成本）。从1980年年初至1982年秋，接连发生了一系列运用反倾销和反补贴法对从欧洲进口的商品的攻击，但这些攻击又被政府当局通过暂停启动价格机制，以及随后恢复更高的参考价格（1980年10月）避开了，因此又重新对从欧洲和其他国家进口的受到补贴的产品提起产业诉讼等报复措施。里根政府也提起了一些诉讼（由于害怕启动价格机制的崩溃），并且鼓励外国缩减生产和提高价格。(15)


  到1982年年中，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公布了许多欧洲国家对出口进行巨额补贴的发现。但是，经初步的调查发现，从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英国等国进口的钢铁的补贴在20%以上，从德国和荷兰一些有效率的生产厂商进口的钢铁所得到的补贴最少。


  此时，钢铁的贸易体制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欧洲人认为对补贴的估算有误，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与欧洲钢铁减产有关的政府支出（包括劳工的解雇补偿）不应被计算在内。美国和欧共体本来可以在此时重新考察补贴的水平，通过正常的公平贸易方式（抵消和反倾销关税）解决钢铁问题。但是欧共体内部的政治使这一过程复杂化了。结果本来应该是对欧洲有效率的供应商的惩罚最小，而对享受巨额补贴的供应商再征收重税。在欧共体内部，效率低下、接受巨额补贴的国家占据了上风，因而欧共体明确表示必须达成一个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对各个欧洲供应商的影响要更成比例。结果，1982年秋天协商达成了一种新的自愿配额体制，这种新体制为现在正迅速成为一种严格的世界范围的、与多边纤维协定很相似的配额体制铺平了道路——比起欧共体接受直接的反倾销税并承担由那些对其国内生产给予巨额补贴的欧洲国家所造成的更严重的后果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更具保护性的结果。


  在世界钢铁产业卡特尔化的过程中，下一个主要步骤已经来临了。1984年9月，里根政府宣布它否决了一项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的建议，该建议支持产业提出的避免进口伤害的请求。但是政府的决策似乎与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方案一样具有保护性色彩。政府的方案是扩大在欧洲业已存在的自愿限制的覆盖面，另外又与其他许多国家的供应商（包括巴西、墨西哥、韩国、南非、阿根廷等）协商新的自愿限制。政府估计该方案可使进口品市场的份额占到20.5%，而根据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解决方案，进口品的市场份额可占到19.8%。


  政府认为它的补救措施更具有自由贸易的特色，因为它是建立在追求公平贸易原则的基础上的。但这个概念被严重扭曲了。特别是政府似乎倾向于反对从没有补贴的国家（如韩国）进口，理由是第三国市场（日本）的不公平做法使该国把出口转向美国市场。(16)


  好像这种做法保护得还不够，立法者又在1984年10月的贸易法案中表达了“国会的意愿”，钢铁进口应当被限制在17%［总统候选人蒙代尔（Mondale）提出的目标］和20.5%（政府提出的目标）之间。(17)尽管国会没有通过那项以15%的市场份额为上限的有争议的法案，但国会表达的这种意图比以前更接近于规定一个严格的进口占消费的比例的上限。


  总的来看，自1978年以来，一度越来越严重的钢铁保护确实又有所加剧，美国正着手建立更严格的配额体制。尽管连续两届政府都鼓吹自由贸易哲学，却仍旧这么做了。尽管明知对其他领域可能产生危险的影响，政府依然采取了保护的决策。特别是新的自愿出口限制体系将限制从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进口，而这3个拉美国家巨额的不安全外债威胁着世界银行体系的安全。


  产生了这种后果，反映出钢铁产业困境的严重性。如表9-1所示，1982年钢铁产出比1973年的峰值水平下降了45%。1982年钢铁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只有43%（1981年为77%）。(18)显然，美国的衰退和美元高估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已建立的保护体制（某些具体内容尚在协商中）的影响几乎肯定比暂时的周期性衰退（已经过去）和美元高估更为持久。


  然而，在美国钢铁产业困境的背后有着更基本的经济力量。沃尔特（Walter）和其他人都指出了钢铁产业日益严重的竞争力问题的基本发展情况，该产业的厂商之间是寡头垄断结构，而且面临工会组织的垄断的劳动供给。20世纪60年代以及70年代早期，在劳工谈判中企业同意了大幅度提高工资的要求。企业这样做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它们能够凭借垄断权力把高工资成本转嫁给钢铁用户。(19)


  表9-2给出了在过去20年中美国钢铁产业相对于整个制造业的工资变动趋势。在这段时期内，二者之比从20世纪60年代的150%~160%增加到1974~1978年的180%，到1980~1982年间，已接近200%。扭转这种趋势的第一个迹象是，1983年钢铁产业的工资水平明显下降到接近美国平均水平的175%。


  相对劳动成本的上升不足以被相对生产率的增长所抵消。从1969~1973年到1979~1983年的10年期间，制造业工人人均产出增长了22.9%，而钢铁产业人均产出增长了23.1%，因此，相对生产率没有增长。在同一时期，钢铁产业工资水平与美国制造业工资水平之比却上升了22%。


  
    表9–2 1963~1983年汽车产业与钢铁产业的相对工资
[image: 06]

    注：a. 用当期美元价格表示的整个制造业生产工人的平均每小时收入。


    b. 汽车整车和设备制造业生产工人的平均报酬，包括工资和津贴。


    c. 所有工人每工时的平均工资成本。


    资料来源：同表9–1。

  


  工资的相对增长超过生产率的相对增长的结果，必然是钢铁相对价格的上扬。1960~1973年，美国钢铁价格与国内生产者价格指数之比基本上未发生变化，但是，如果把这段时期当作基期（1967年两种价格指数为100），到1974~1976年，钢铁与总生产者价格之比已上升到133，到1978~1982年，上升到142。


  钢铁相对价格上升42%，肯定会对钢铁的需求产生相反的结果。钢铁的定价确实要将它自己挤出市场。其结果是，经济中使用钢铁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都下降了。1964年，美国经济每10亿美元GNP（1972年价格）消耗10万吨钢铁；1975~1977年，已下降到7.5万吨；在衰退的1982年，更达到5.1万吨的低水平。毫无疑问，轿车的小型化趋势对降低钢铁的消耗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主要由相对工资上涨所推动的钢铁相对价格上扬，才是造成钢铁使用量相对下降的主要原因。(20)


  在这个因果链上的最后一环是进口的增长。由于国内钢铁的相对成本不断上涨，美国的购买商们开始把目光投向进口钢铁。在美国钢铁的总供给中，进口所占份额从20世纪60年代初可以忽略不计的一小部分增长到此阶段的接近25%。因此，并不奇怪，国内产业为清除障碍而寻求保护，垄断企业成功地把高工资形成的高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着钢铁产业，包括管理战略、小企业（以废旧金属为投入品的有效率的生产者）的强大——以大企业的损失为代价、技术的因素、运输成本的变化，以及国外生产的进展等。然而，从以上分析中得出的判断是，工资的过度增长损害了钢铁产业，并使之寻求保护来加以补偿。从贸易政策的角度看，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该产业至少在减少就业方面进行了相当大的调整。另一种调整模式是，把工资水平调整到更为正常的水平，我们将在下文探讨这个问题。还应当注意的是，随着工人已从60万降到只有24.2万（表9-1），钢铁产业有失去它过去享有的政治影响力的危险。制鞋业差不多拥有钢铁产业2/3的工人，在过去的那段时间中，对制鞋业的政策已反映出其政治影响力的缺乏。


  汽车产业


  汽车产业的情况是美国贸易政策中政治至上的生动证明。作出保护决策的正常途径是，对于要求保护以避免进口伤害的申请，按照美国《贸易法》第201项条款的规定，由国际贸易委员会进行调查。1980年，汽车保护的申请被驳回，因为国际贸易委员会认为该部门的困难主要是由国内经济衰退引起的，而不是进口。但数月之后，新政府就达成了日本汽车自愿出口限制的协议，因为如果日本不予合作，就会面临美国国会许可的进口配额的威胁。


  汽车产业走上保护之路是一个重大变化。因为长期以来，汽车产业一直实行国际导向的战略，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资源，被认为是不可能寻求保护的产业。汽车产业也屈服于保护，这再次说明了经济衰退和美元高估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进口压力和就业形势的严峻。


  我在这里不准备详细讨论汽车产业，但是某些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与钢铁产业一样，汽车产业也经历了相对工资膨胀的过程。如表9-2所示，汽车产业的工资（包括附加福利），从20世纪60年代初大约是美国制造业平均工资的160%，上升到后来的200%以上。我们可以看到与钢铁产业中基本相似的动态过程：垄断工人力量抬高工资，垄断生产组织转嫁成本。与钢铁产业的情况一样，其他的结构性因素也很重要（油价偏高导致需求向小型车转变，再加上国外的小型车供给占据了美国的市场）。但与钢铁产业一样，我们必须认识到，工资压力是解释竞争力下降的最重要原因。


  一个重要问题是，该部门是否利用保护期间恢复了竞争力。通过对图9-1的分析可知，与保护前相比，该产业在恢复竞争力方面稍微作了一些努力，但生产率增长仍然滞后于美国平均水平。


  汽车产业的情况比钢铁产业更复杂，因为开始出现了日美企业联合生产的现象，美国生产者还采取了将生产转移到墨西哥、巴西等国以应付日本的竞争的战略。同样，日本和欧洲企业在美国生产，这又导致了保护的其他问题，特别是有关国内含量的立法方面的努力，该法律会强迫最大的日本厂商在美国设厂。


  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汽车产业的保护强化了包括外国主要厂商在内的整个产业的垄断力量。日本三家最大的汽车公司获得了大大高于以往的利润，这是美国消费者又一次将大量的收入转移给它们的结果（因为它们可以通过大幅提高价格获得更高的利润）。从美国国内厂商利润陡增也可以看出垄断利润的增长。


  通过调整工资和汇率进行产业调整


  朝着与过去的趋势相反的方向调整过高的工资并修正高估的美元价格，我们可以对美国产业调整的潜力作一个说明性的计算。附录中给出了一个简单的模型，以说明压低工资对美元价格的影响。考虑到纺织业和服装业的工资已低于全国水平，工资的计算主要涉及钢铁产业和汽车产业。


  附录中的计算首先决定工资降低的合理幅度，为此考察了钢铁产业和汽车产业的工资水平与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的比率。在年度数据中最低的1/4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分析基础，在这个基础上，钢铁产业的工资可能回到美国平均水平的151%，汽车产业回到161%。这种工资水平意味着，相对于1980~1983年的水平，钢铁产业工资下降21%，汽车产业工资下降26%。


  考虑到工资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例——汽车产业大约为41%，钢铁产业为32%，因此，工资下降能够降低汽车价格的10.7%，降低钢铁价格的6.7%（见附录）。考虑到总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程度（弹性），以及由于美国国内价格相对便宜而产生的对美国国内产品的相对需求，这一幅度的工资下降将会使美国国内汽车生产增长17.3%，钢铁生产增长10.2%。汽车生产的增长中，10.7%将是由于美国国内需求的增长，6.6%将是由于美国国内生产对进口的替代。钢铁产业相应的估计数分别是6.0%和4.2%。


  如果再把美元贬值的影响考虑进来，国内生产增长幅度差不多要翻一番。在这种情形下，只有对进口供给的替代效应。假定美元贬值20%，考虑到进口产品的市场份额以及国内供给与进口供给之间的可替代性，结果将是汽车的国内产量上升12.4%，钢铁生产也增长相同的幅度。


  尽管附录中的模型非常简单，却颇有启发意义，它表明，只要纠正两个重要的非均衡——一个是关于微观经济的（过高的部门工资），另一个是关于宏观经济的（过分强劲的美元），汽车产业和钢铁产业的困境就可以得到相当的改善。这两个市场信号的改进加在一起，将能使国内产出（和就业）提高，其中汽车产业大约提高32%，钢铁产业大约提高24%。


  战略性贸易


  战略性贸易理论依赖于这样的思想，即在特定的产业存在寡头垄断利润。如果政府能够干预寡头垄断生产者之间的产业均衡，将这些全球寡头垄断利润中更大的份额转移给本国生产者，该国就可以从出于这种目的的贸易干预中获利。


  这些模型的假设看起来与实际政策多少有点不同。在其中一个主要的模型中，该分析假设政府通过出口补贴的方法，使寡头垄断均衡向有利于本国的方向移动。但是，业已存在的抵消关税机制中有许多方法使这种策略难以实现（从钢铁产业的经验中应该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尽管在第三国市场上可能仍有一些问题（在其中的一个模型中，分析仅限于这种情形），但第三国市场贸易问题局限性很大，不能作为广泛的战略的基础。


  从更抽象的层次来看，新方法类似于文献中的最优关税。在最优关税分析中，一国可以通过保护以降低进口需求，促使进口价格下降，从而改善本国的贸易条件（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之比）。在正在出现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文献中，国家所做的从本质上讲是同样的事，只不过是在微观层次和贸易流动的另一面：它补贴出口（而不是对进口征收关税）。但如同最优关税的情形一样，使用这种方法也可能因外国的报复而功败垂成。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即在外国也使用报复性关税予以回击时，最优关税方法才能使本国获利。同样，我们也不相信美国对可以获得寡头垄断利润的产品采用补贴出口的新战略，而不会引起竞争对手采用同样的报复手段。


  战略性贸易与纺织业和服装业关系不大，这些部门生产规模小、数量多，相对而言是完全竞争的。但是，有人可能认为，在钢铁产业和汽车产业，外国生产者由于政府干预相对于美国生产者获得了不公平的优势。战略性贸易可以作为美国政府补贴或者干预这些部门的一个论据。


  事实上，美国的反应好像已经有些过分，不能用它对外国补贴这些部门的反击来理直气壮地予以解释。日本和韩国的钢铁供给并不像欧洲的钢铁生产一样得到了补贴，但这些亚洲钢铁生产国也将纳入即将出现的自愿出口限制网络之中。正如前文所讨论的，应用反倾销和反补贴机制的保护效果，可能已经超过了对不公平贸易应有的回击，特别是对欧洲钢铁从征收抵消关税变为直接的自愿配额之后。


  对关心政策的观察家来说，从战略性贸易的文献中得出的基本要点肯定是在实施侵略性的单边战略之前，各国回到谈判桌前来会更好。否则的话，结果可能是美国失去战后开放贸易体系的领导地位，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结果，肯定也不利于生产。


  美国贸易和产业政策的含义


  本文的基本政策含义如下：


  第一，纠正宏观经济的价格信号至关重要。美元价格高估严重影响了美国的竞争力和美国的开放贸易政策。


  第二，同样重要的是纠正微观经济的价格。工资的过度上涨是导致汽车产业和钢铁产业竞争力下降的重要原因。


  第三，要严肃对待调整，把它作为美国贸易政策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享受保护的产业应当在调整方面取得进展，调整可以是生产率的快速增长（振兴），也可以是逐渐降低产量和就业（收缩）。保护对公众来说是代价高昂的，他们有权要求被保护产业采取具体措施，以尽快取消保护。


  第四，政策制定过程应当更多地关注保护对整个经济，特别是对消费者造成的代价。增强贸易政策透明度的一个有益的措施是，要求任何关于保护的决策都提供一个详细的和公开的成本估算，包括消费者所付出的代价。


  第五，美国贸易和产业政策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过去的政策很好地遵循了自由贸易的原则，避免采取积极的对某些部门给予优惠待遇（或明或暗地以其他部门的损失为代价）的产业政策。现在需要的是回到开放贸易的原则上来。但很难将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大行其道的明显是偏离这些原则的趋势扭转过来。保持经济复苏和校正汇率的适当经济政策，将有助于将这种趋势扭转过来。另外，在制定贸易政策的过程中，如果想使各部门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力更适当地被公众的利益所平衡，很可能有必要动员更多的抵消力量（例如消费者和零售商）。


  附录：工资和汇率影响模型


  本模型将考察降低工资和调整汇率对美国汽车和钢铁产业可能产生的影响。


  令δ代表工资下降的比例；γ代表生产成本中工资所占的份额。则产品价格（假定为零售加价的比例）下降的比例[image: 11]。


  令β代表美国国内需求的价格弹性；α代表进口商品相对于美国国产商品的替代弹性，定义为进口商品相对于美国国产商品的价格比变动百分之一所引起的进口数量对国产数量之比变动的百分数。


  工资下降对美国国内生产的影响是由两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假定进口不变，消费品总需求量的增加。这部分等于价格变化的百分比乘以需求的价格弹性，再乘以对美国国产商品的初始需求水平（注意，这种方法把国产商品当作一种进口商品的非完全替代品，对第一种影响来说，假设需求弹性只与美国国产商品有关。如果需求弹性被解释为是对需求总量而言的，包括进口品和国产商品，那么，考虑到因为只有国产商品的成本和价格下降，供给的全部增长都来自国内生产，国内产出的增长比例可能会大一些）。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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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ΔD1为总需求的增长，也表示国内产出增加的第一部分；Q0为初始国内产出。降低工资对国内产出影响的第二部分源于国产商品对进口商品的部分替代。从替代弹性的定义，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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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image: 14]为进口数量（用M表示）变动的百分比；[image: 16]为国内产出变动的百分比；[image: 15]为进口价格变动的百分比；[image: 18]为国内价格变动的百分比（这个关系式来源于如下事实，即一个比值——进口数量对国内产量之比，或进口价格对国内价格之比——变化的百分比也等于分子和分母变化的百分比之差）。(21)


  进口价格不变，所以[image: 12]。国内商品价格变化的百分比是[image: 11]。于是由方程（9A.2）得出


  [image: 13]


  [image: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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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式（9A.3）和（9A.4）可得


  [image: 13-4]


  根据式（9A.5），用于替代进口的国内产出的增长为


  总而言之，式（9A.1）和式（9A.6）描述了国内产出增加的两个部分：为满足由于国内产品价格下降而引起的需求的增长而增加的产出，以及由于国内产品价格相对于进口产品价格更具有吸引力而引起的为替代一部分进口产品而增加的产出。


  根据定义，替代弹性α是负的。在降低工资的情况下，[image: 11]也是负的。因此，为替代进口而增加的国内产出[见式（9A.6）]会随着以下因素的增加而增加：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之比（h），工资降低的幅度（δ）（绝对值），工资占产品成本的份额（γ），替代弹性的绝对值（|α|）。


  国内产出的总增长是ΔD1与ΔD2两部分之和。用增长的百分比表示，增长即[由式（9A.1）和式（9A.6）可得]：


  [image: 19]


  表9A-1列出了该模型使用的各种变量，以及汽车和钢铁部门这些变量相应的估计值。工资下降的百分比由过去20年的年度数据中最低5年的工资相对于美国整个制造业的平均值计算（要回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相对水平）。工资的下降从1980~1983年期间的平均值（相对于制造业）算起。汽车产业相对工资最低的5年中，工资为制造业平均水平的161.0%。钢铁产业这一比率为151.2%。1980~1983年的平均相对工资下调至这一水平，汽车产业工资要下降26.4%，钢铁产业工资要下降21.4%。但要注意的是，如果1983年相对工资水平持续的话，这个下降比例的一部分就已经实现了（与1980~1983年的平均水平相比，1983年汽车产业相对工资下降了1.5%，钢铁产业下降了8.6%，见表9-2）。


  
  表9A–1 降低工资对国内产出的影响的一个模型
[image: 20]


  劳动成本在总成本中的份额（γ），估计汽车产业为41%，钢铁产业为32%。(22)国内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估计汽车产业为-1.0，钢铁产业为-0.9。(23)


  对钢铁产业来说，克兰德尔估计市场上进口价值份额的弹性在-1.4~-7.4之间，相应的数量意义上的替代弹性会比其他产业大1（绝对值），给一个中间的估计值-5.4。但是，克兰德尔也注意到，尽管对有些钢铁产品来讲，进口对价格很敏感，但整个市场好像仍然存在二重性。出于供给的长期稳定性的考虑，相当一部分市场仍由国内供应商占有。(24)因此，这里的计算把替代弹性减少一半，到-2.5。


  在计算时，汽车产业的替代弹性与钢铁产业一样，也是-2.5。虽然无法对弹性进行直接估计，但这个数值基本符合汽车进口需求的短期弹性的经验估计。(25)


  模型的最后一个参数是进口与国内产出之比。当前汽车产业和钢铁产业进口与国内消费之比大概都是25%。因此，两个部门的进口与国内产出之比近似为1/3（0.25/0.75）。


  模型的结果见表9A-1。汽车产业工资下降26%，钢铁产业工资下降21%，将使产品价格分别下降10.7%和6.7%。结果，对汽车产业的国内产品需求上升17.3%（其中10.7%是由于消费增长，6.6%是由于进口替代）。对钢铁产业的国内产品需求上升10.2%（其中6%是由于消费增长，4.2%是由于进口替代）。


  这些变化是巨大的，说明可以通过使工资结构恢复到一个相对于整个制造业较为正常的结构，两个部门都能实现大的调整。(26)注意，就业可能至少增长与产出相同的百分比，甚至可能更高，因为劳动的相对价格下降将导致劳动对资本的替代效应。


  最后，模型也能用于确定校正高估的美元价格后产生的潜在影响。在模型中，这一影响相当于增加式（9A.3）中[image: 15]值。校正高估的美元只对增加国内产出、替代进口有影响。这样，在式（9A.3）和式（9A.6）中价格变化的百分比是[image: 15]，而不是（[image: 23]）。


  假设美元贬值20%，式（9A.6）中进口价格将增长20%，结果，汽车产业和钢铁产业的国内产出都增长了12.4%（因为这两个部门的替代弹性相同，而且进口与国内产出之比相同，在给定的贬值下进口产品价格上升相同的幅度，所以对这两个部门的影响是相同的）。我们再次看到，调整产生的有利影响是巨大的。


  把相对工资降低到较为正常的水平，再加上纠正高估的美元价格，可能产生十分巨大的影响。汽车产业国内产出将增长31.8%（1.17×1.12）；钢铁产业国内产出将增长23.9%。这个幅度意味着汽车和钢铁的进口数量将下降近1/2。如此大幅的下降可能导致外国供应商削价，使国内厂商利润下降。无论怎么说，模型的估算得出的定性结论是：只要实行两项政策，即回到以前的工资率（相对于制造业的平均水平）和将美元贬值到正常的、可持续的水平，增加钢铁和汽车两个部门的国内产出和就业就有广阔的前景。


  注释


  (1) 参见William R. Cline，Exports of Manufacture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Performance and Prospects for Market Access（Washington，D. C.：Brookings Institution，1984），第2章。


  (2) Washington post，1984年9月7日。


  (3) 据Williamson估算，在1983年第一季度美元高估了24%，而且从那时起美元价格持续上涨。参见John Williamson，“The Exchange Rate System”，Policy Analys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No. 5（Washinton，D. 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83）。


  (4) 注意基年的选择将影响计算结果。选取1978~1980年作为基年是因为它同时包含了一个高涨与一个衰退的年份。如果选取1981年作为基年，将显示出到1984年生产率增长强劲，但这种趋势只是一种假象，因为它仅仅反映了经济从衰退到扩张的变化而已，就业在整个周期中的变化不如产出变化快，所以单位工人的生产率在衰退期间下降，而在扩张期间上升。


  (5) 参见Peter Isard，“Employment Impacts of Textile Imports and Investment：A Vintage-Capital Model”，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3，1973年6月，第402~416页。


  (6) 参见Robert W. Crandall，“Import Quotas and the Automobile Industry：The Costs of Protectionism”，The Brookings Review，1984年9月。然而要注意的是，Feenstra在考虑了质量变化以后得出结论说，从日本进口的汽车价格仅上升了3. 1%（保护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使日本生产商对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组合进行升级换代）。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汽车价格只上涨了150美元。Feenstra没有计算由此引起的美国汽车价格的上涨。参见Robert C. Feenstra，“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 in U. S. Autos，1980~1981：Quality，Employment，and Welfare Effects”，Robert Baldwin and Anne Krueger，eds.，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Recent U.S.Trade Polic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7) 参见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The Effects of Import Quotas on the Steel Industry（Washington，D. C.：CBO，July 1984）。


  (8) 参见Martin Wolf，“Textile Pact：The Outlook”，New York Times，1982年1月12日。


  (9) 参见Martin Wolf，“Managed Trade in Practice：Implications of the Textile Arrangements”，in William R. Cline，ed.，Trade Policy in the 1980s（Washington，D. 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84），第455~482页。


  (10) 参见Wall Street Journal，1984年1月6日。


  (11) 参见New York Times，1984年9月8日。


  (12) 参见Cline，Exports of Manufacture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第64页。


  (13) 1980~1982年，美国纺织品贸易盈余平均在5亿美元左右，而服装贸易逆差在70亿美元左右（GATT，International Trade 1982/1983，表A10）。注意，考虑到纺织品出口的实物量仅仅是进口的2/3，出口的单位价值高于进口品，因而美国纺织品才有盈余。参见U. 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U. S. Imports of Textile and Apparel Products under the Multifiber Arrangement，1976~1982”，USITC publication 1392，1983年6月，第A-6页。


  (14) Walter注意到：“如何估算公平价值本质上令人怀疑，再加上启动机制本身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些都增大了钢铁出口商和进口商面临的风险，一般来说阻碍了钢铁的进口。特别是日本进口所占份额1977~1978年急剧下降。”Ingo Walter，“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Trade Policy in the International Steel Industry”，in Cline，ed.，Trade Policy in the 1980s，第492页。克兰德尔也得出了类似的判断，参见Robert W. Crandall，The U.S.Steel Industry in Recurrent Crisis（Washington D. C.：Brookings Institution，1981）。


  (15) 同上，第492~497页。


  (16) Office of the U. S. Trade Representative，“Brock Announces President’s Steel Decision”，Press Release，1984年9月18日，第1~3页.


  (17) 参见Washington Post，1984年10月6日。


  (18) 参见Walter，“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Trade Policy in the International Steel Industry”，第494页。


  (19) 同上，第484~485页。


  (20) 如果钢铁需求的价格弹性是-1，钢铁相对价格增长40%将引起钢铁相对使用量下降同样的百分比。


  (21) 参见R. G. D. Allen，Mathematical Analysis for Economists（London：Macmillan，1964），第331页。


  (22) 据Altschuler等人（1984）估计，1982年通用汽车公司每辆车的平均收入是9 077美元，每辆车的平均工时为210小时，平均劳动成本是每小时17.55美元，因此每辆车的劳动成本占收入的比例为40.6%。参见Alan Altschuler，Martin Anderson，Daniel Jones，Daniel Roos，以及James Womack，The Future of the Automobile（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4），第157、160、208页。美国钢铁研究所的报告指出，1982年钢铁产业总收入是523.7亿美元，总劳动成本是167.1亿美元，占总收入的31.9%。参见American Iron and Steel Institute，1982 Annual Statistical Report（Washington D.C.：AISI，1983），第12页。注意，由于使用劳动成本与收入之比而不是与总成本之比，这些比值可能被低估了。


  (23) 据克兰德尔的估算，钢铁的需求弹性在-0.5~-1.5。参见Robert W. Crandall，The U.S.Steel Industry in Recurrent Crisis（Washington，D. C.：Brookings Institution，1981），第69页。对汽车来说，需求的价格弹性可能也在-1左右。参见Feenstra，“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 in U. S. Autos，1980~1981”，第27页。


  (24) 参见克兰德尔，The U.S.Steel Industry，第69页。


  (25) Feenstra给出的范围在1~2，与Toder和其他人的估算一致。参见Feenstra，“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 in U. S. Autos，1980~1981”，第27页。如表9A-1所示，最近研究计算的结果表明，汽车价格下降10.7%会导致进口下降19.8%，相当于国内产出的6.6%，这与进口需求的弹性近似为2是一致的。


  (26) 格罗斯曼对钢铁产业的就业进行统计回归得出结论说，如果1976年1月到1983年10月钢铁产业的工资以美国制造业工资的平均速率上涨，在钢铁产业只会多出5 047个工作岗位（仅仅增长2%）。这一发现并不令人吃惊，因为钢铁产业的相对工资水平在1983年已经开始下降，到1976年已远远高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水平（事实上，只要比较一下1976年和1983年的情况，就能看出钢铁产业相对工资水平的下降，参见表9-2）。如果这里把格罗斯曼的模型应用到工资假设上，将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情景。格罗斯曼的就业相对于工资的弹性是-0.596。由于这里假设工资下降21%，这个估计意味着就业量将上升12.6%——比这里的估算值稍大。参见Gene M. Grossman，“Imports as a Cause of Injury：The Case of the U. S. Steel Industry”（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Mimeograph，July 1984），第11页和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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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性行为和贸易政策(1)


  威廉·布兰森 阿尔文·克兰沃里克


  近来实验经济学颇为时髦，作为一项令人兴奋的新发展，它为无数的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带来了额外的收入，因为他们被带到“实验室”对各种经济学假说进行检验，例如探讨不同的拍卖机制对市场参与者的行为的影响。经过几次关于战略性行为与贸易政策的学术会议之后，我们认为也该对这一领域进行了检验，虽然这种试验与在实验室里对市场行为进行检验有所不同，而且参与试验的人可能从进行试验的人那里得不到报酬。在这些学术会议上（有作者们提交的标准格式的论文和讨论者的评论），贸易政策的决策者和贸易、产业政策方面的学者之间进行了对话。政策制定者对有关政策问题的细节非常了解，而学者们则能够发现，在已有或还在源源不断增加的文献中的具体模型可与这些细节结合起来，从中得出有用的信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能力相结合，将会改进政策分析，并可为研究提供更多的信息资料，促进对新的理论模型的分析。


  由于认识到这种潜在的利益，我们与当时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的副代表大卫·麦克唐纳（David MacDonald）协商，安排了一系列由美国贸易代表的官员和贸易、产业政策学术专家参加的会议。美国贸易代表的官员分发事先准备好的有关当前政策问题的案例材料。在会议上，美国贸易代表的官员将介绍并讨论这些材料，我们也希望学者们能提供与这些问题有关的合适的分析框架。已经召开的几次会议所讨论的部门包括：半导体、大型民用喷气式飞机、通信设备、汽车和钢铁。除了对具体部门的特征进行介绍和分析之外，每一次会议很自然地对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进行了简略的讨论。另外，当我们一起研究高科技领域时，大家明显地认识到，在任何关于美国在上述部门中的国际贸易地位的讨论中，研究开发政策都是核心所在。我们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探讨美国研究合资企业（Research Joint Ventures，RJVs）的作用，以及美国针对这些合资企业的反托拉斯政策，这是当前与研究开发有关的政策圈内关注的焦点。最后我们召开了一次更加标准的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政策制定者们和学者们讨论了那些受我们以前讨论的启发而写的论文。


  在本文中，我们将对每个部门的讨论进行总结，以这种形式展现我们在试验中收集到的资料。我们并不想提供每个部门完整的案例研究情况。在这么短的篇幅内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部门都是好几篇专题论文和大量文章的主题。我们将描述由美国贸易代表和商务部官员准备的背景材料所引起的讨论，并指出这些讨论对该领域的贸易政策的含义。在每个案例中，我们还将吸收受部门讨论的启发而写成的学术论文中的各种观点和结论。然后说明对制定政策来说，我们可以从这些资料中吸取哪些教训，从而对这些资料作出解释。


  各部门的问题和相关事项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描述从各种试验中收集到的资料（截至1984年10月，因为试验仍在进行之中），并指出一些对考虑贸易政策十分重要的含义。这通常涉及每个部门或产业的特殊技术或产业组织，以及这些产业被提上贸易政策议事日程的过程。讨论将按部门顺序进行：半导体、大型喷气式运输飞机、通信、钢铁和汽车，最后还要对研究合资企业进行分析。


  半导体


  美国贸易代表提供的案例材料显示，美国和日本半导体产业的结构明显不同。在美国有一些大型的纵向一体化的制造商，如IBM公司和西部电子公司，但也有很多小的生产厂商。在日本，这一产业则较为集中，85%的生产集中在6个较大的厂商，每个厂商都是一个独立的产业集团的一部分。在日本的每个集团内部，半导体生产厂商有一个附属（captive）的市场。尽管如此，日本的半导体生产厂商也有分工，所以在不同的产业集团之间也会发生贸易。虽然分工的基础尚不清楚，但它可以反映出规模经济。美国已有产业中存在的竞争性结构，表明规模经济并不显著，但有人指出，整个半导体市场正在进行结构转变，转变的方向是更加纵向一体化的厂商。如果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将看到美国的产业结构变得越来越像日本的产业结构。


  日本产业的一个潜在的重要方面，是政府对半导体研究的支持十分明显，以及该产业中还存在许多研究合资企业。后者的特殊之处是，合资企业开发出来的技术在转让给他人时，必须首先征得合资企业所有参加各方的同意。由于通产省是每个合资企业的成员，因此潜在地控制着技术转让。研究合资企业使参与各方有可能通过在产业集团内部分担研究费用、杜绝重复以及将研究的收益内化而获益。组织研究合资企业可能使日本产业比美国更具优势。鉴于这些事实，我们专门就研究合资企业进行了一次单独的讨论。


  弗莱厄蒂（Flaherty，1983）在他的研究中提供的证据表明，在半导体产业中，研究与应用技术工程、提供一般的商业服务之间存在很紧密的联系。例如，弗莱厄蒂通过对资料的分析发现，对于一个技术领先于竞争对手两年的公司而言，如果它在应用工程方面的努力程度比平均水平多出一个标准差，它的市场份额将多出15%。


  有迹象表明，日本的半导体市场存在着非正式的保护。当取消进口保护时，美国的市场份额有所增加，但只是昙花一现。还有两个间接的证据，支持日本产业受到了非正式保护的观点。第一个证据是，日本产业结构委员会十分关注一些特定的贸易自由化措施所产生的影响；第二个证据是，在欧洲市场上美国的生产厂商比日本的生产厂商更占有优势。


  对半导体产业的分析提出的一个贸易政策问题，是关于日本市场有限的开放问题。但美国政府关于该产业的政策所涉及的范围却要广泛得多，包括广义的科学技术政策（对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培养教育）和反托拉斯政策，尤其是在涉及研究合资企业时更是如此。


  对半导体产业有关材料的讨论，引出了两个值得进一步分析的问题，即汇率变动的影响和如何使用有关市场份额的资料。


  首先，自1981年以来，世界市场上美国市场份额的下降和日本市场份额的上升，部分地反映了美元的实际升值。因此，将整体的变化分解为由宏观经济政策引起的变化和产业结构方面的原因引起的变化是很重要的。


  其次，美国贸易代表和美国商务部提供的材料，倾向于重视市场份额而不是利润，而后者才是通用的判断企业和产业成功与否的标准。由于利润的时间组合（time profile of profits）的重要性，对成功的评价变得更为复杂。在取得收益之前可能需要好几年的投资，所以在分析某一产业时，需要衡量过去的成本及当前的利润。


  总之，对半导体产业的分析引发了不少问题，包括如何处理研究合资企业的反托拉斯问题，日本市场有限的开放，市场份额是个模棱两可的判断成功与否的标准，以及在评价有巨额研究开发成本的产业成功与否时，从跨时期的角度出发的重要性。


  喷气式运输飞机


  大型喷气式运输飞机产业中的主要贸易政策问题可以归结如下：新一代飞机正在研制中。飞机制造商推出新飞机的时机对它们来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考虑，这是由于人们通常认为，尽管存在波音、麦道和空中客车三个潜在的生产厂商，但市场实际上只能容纳两个生产厂商。另外，在该产业内部还存在这样的忧虑，即市场对这种飞机来说是否成熟，以及在不恰当的时机推出这一机型会不会把市场搞糟。


  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是政府间的卡特尔，它显然直接得到了参与国政府的补贴，而美国厂商得到的补贴则是间接的，是通过军事采购，或者是由于它们能把军用开发——尤其是对引擎的开发——获得的技术应用于商业，以及进出口银行对它的销售给予资助。空中客车的参加国政府正在通过政治手段推动本国航空公司购买空中客车公司的产品。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如何对政策问题作出分析呢？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将这一问题看作一时的现象是十分困难的，事实上也是不恰当的，因为实际上这只是重复博弈中的一个阶段。新一代的飞机总是在不断涌现。从历史上看，每轮竞赛开始时，总有三四个潜在的生产者和进入者，而到最后只有很少的（通常是两个）效率高的获胜者。因此，适用于飞机产业状况的分析框架是重复博弈，在每个阶段都有战略性行为，特别是存在政府事先作出有影响力的承诺的可能性。在每一次博弈中，既有对目前这一代飞机市场事后的竞争，也有对下一代飞机市场事前的竞争。我们应该认识到，目前所采取的行动将会影响飞机产业以后几轮的博弈。


  该产业较大的固定成本也是产生自然垄断的因素，实际上，迪克西特和凯尔（1984）注意到，像航空航天和计算机这种不完全竞争的高技术产业的两个主要特征，是存在进行国际贸易的人为障碍和市场进入方面的自然障碍，他们在论文中讨论了这种产业的政策选择。迪克西特和凯尔的论文分析了这些市场的功能和有关政策的作用。要对此问题进行充分的分析，必须考虑政府和企业可能采取的战略性行为。另外，还应该认识到政府的战略和企业的战略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合适的分析框架要以博弈理论为基础，将政府和企业作为博弈的参与者。在飞机这样的产业中的核心问题是，政府能否事先承诺采取战略性的政策选择，使其他参与者随后的选择对政府有利。在实践中，政府是否可以采取这种行动，取决于政府和国际制度的具体特征。


  迪克西特和凯尔提出的分析，可以以空中客车为例加以说明，但它不应被看作是对实际情况的真实描述。他们假定只有两个国家和两个企业，其中一个企业是在位者（它已承担了沉没成本），位于美国；另一个企业是空中客车公司，它是一个潜在的进入者，位于欧盟。每个企业的目标是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而政府的目标则被假定为通常的社会福利标准，即国内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之和。


  迪克西特和凯尔证明，在什么时候以及怎样促进一国企业进入该产业是对国家有利的。他们发现，如果欧盟采取促使企业进入的保护政策，而且这种政策确实能使企业进入，那么欧盟将从中获益。他们还考察了对世界福利的影响。总的来讲，欧盟为促使企业进入而采取的保护政策对世界不利，如果美国能采取抵消措施来阻止欧盟采取措施，则对世界有利。从世界的角度看，把补贴作为促使企业进入市场的手段一般来讲更可取，对此采取抵制措施要么是无效的，要么是有害的。


  通信


  该产业的贸易政策问题基本上是由于国内的原因而作出解散AT&T的决定的副产品。由于外国政府采购国产通信设备的政策，外国市场对进口竞争一直是封闭的，有特别协议（如美日之间的协议）的情况例外。虽然美国的市场名义上是开放的，但在解除通信管制和AT&T解体以前，主要公司的内部供应（self-sourcing）——特别是贝尔系统（Bell System）从西部电子公司那里购买设备——使美国的市场基本上也是封闭的。美国几年之前开始对通信设备的某些部件市场解除管制，这使美国的私营（商用）转换设备和家用设备市场已放开竞争，而且在这些领域已有大量的进口渗透。但直到1984年1月1日解散贝尔系统的各营业公司之前，美国的中央转换设备市场基本上对外国竞争者也是封闭的。随着AT&T的解体，独立的公司现在可以从任何渠道购买设备，包括进口设备，而以前它们只能从西部电子公司购买。因此，美国的通信市场现在对外来竞争实际上是开放的，而外国市场则基本上仍然保持封闭。


  美国国内政策的这种转变，事实上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关税利益，这可能是那些认为美国应该要求通过《关贸总协定》获得补偿的论点的基础。美国的政策也可能成为国外放松管制的推动力，因为外国企业可以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们能够使用与美国产品兼容的外国设备。


  通信产业可能是目前面临调整问题的一个典型的产业，但不是一个适于采取贸易政策行动的例子。虽然基于技术外部性和国家战略安全的考虑，可能找到对通信产业进行补贴的论据，但这种论据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设想的贸易政策措施。


  钢铁


  美国钢铁产业面临的问题包括：世界范围内经济衰退的影响、美国工资水平和工资率的加速上升、汇率的不利变化，以及来自其他材料的竞争。该产业已采取了许多建设性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如降低成本、工厂现代化、联合生产、关闭一些无效率的工厂等。


  然而，该产业声称它也受到了国际市场的影响。我们应该严格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抱怨。首先，美国贸易代表提供的材料认为，美国的钢铁市场是相对开放的，而实际上一直到最近，美国还时不时地对钢铁征收关税或实行启动价格保护（trigger-price protection），其他国家通过正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或非正式的途径（依赖贸易公司），也对大部分进口竞争封闭了市场。其次，外国政府大量介入钢铁生产，对这个产业给予补贴，而且据说外国企业还得到了政府的出口补贴，并向美国市场“倾销”产品。


  美国贸易代表提供的资料似乎表明，始于1981年的国际经济衰退对钢铁工业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而美国公司首当其冲，深受伤害。另外，格罗斯曼（1984）所作的计量经济研究表明，尽管进口对美国的钢铁公司造成了很大压力，但大部分进口的增加可以归因于美元的实际升值。同半导体产业的情况一样，将变化的原因分解为宏观经济因素和结构问题显得很重要。


  钢铁产业是一个除了打开外国市场的要求，其他要求可能不宜被提上贸易政策议事日程的典型的产业。人们通常认为，努力消除国外的进口壁垒对钢铁产业无疑是十分有利的。作为这种计划的一部分，可能要求美国市场在短期内作出战略性反应，所采取的任何此类方法当然要以开放国际市场为长远目标。


  对于如何看待外国的补贴尚缺乏共识。作为消费者，是否只要外国愿意提供，美国就应该高兴地享受补贴价格？补贴的长期影响是否对美国有害？基于战略性政策考虑得出的结论与根据传统分析得出的结论有何不同？如果美国允许外国钢铁生产厂商以低价在美国市场上出售钢铁，以解决它们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那么，美国未来的生产能力可能下降，从长远看，美国即使作为消费者也将受到伤害。另一种方法是控制外国企业进入较大的市场（美国），以迫使外国开放市场，并形成经济学家所谓的有助于提高效率的竞争结构。


  在评价这些政策时，有三个关键问题：美国政府实际上能对外国政府施加多大的压力，以迫使它们开放市场？来自国内小型企业的竞争是否足以补偿由战略性的保护措施造成的国外竞争的下降？如果努力失败，我们如何才能摆脱战略性保护政策？


  汽车


  美国汽车产业的核心问题是相对较高的生产成本，较高的成本只能部分地归因于美元的升值。有些观察家怀疑，一旦该产业所面临的压力有所减轻，近年来降低成本的努力还能否继续保持下去。另外一些问题是产品的开发跟不上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尤其是消费者现在喜欢小型的、节省燃料的汽车，以及由于外国政府实施的地方法所造成的困难。


  针对普遍的高成本问题，与会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汽车市场的进口竞争实际上对美国是有好处的，它正好发挥了对美国经济有益的约束作用。他们还一致认为，努力促使外国取消地方法中的有关内容，不论是从美国的角度看，还是从全球的角度看，都是有益的。


  尽管汽车产业的进口竞争会产生有利的影响，但可能仍有人主张，应通过短期的缓解措施使美国汽车产业恢复元气，在改变产品组成时要给它以“喘息的机会”。加之有人认为，美国汽车在未来国际市场上可能是一个自食其力的竞争者，这种主张就显得更加有力。但对这种冒险性的计划需要采取巧妙的平衡方案。我们当然不愿看到美国的市场份额下降到不能恢复元气的地步。但重要的是，缓解措施必须明确规定是临时性的，否则，政府的扶持措施就可能是价格和工资的上涨，并最终使调整变得更加困难。


  研究合资企业


  我们对半导体产业的讨论表明，研究开发政策对美国高技术产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十分重要。研究合资企业在日本半导体产业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这说明有必要考察研究合资企业在美国的作用以及美国相应的反托拉斯政策。


  对研究合资企业这样的合作行为所面临的法制风险问题，当前的反托拉斯政策给商业界提供的信号是比较混乱的。这种本应减少而不会造成伤害的“反托拉斯风险”，会使一些有益合作行为化为泡影。再者，当前的反托拉斯法也没有必要压制企业联合进行的研究开发项目。企业合作进行研究开发活动可以促进竞争，而且，当人们认识到高技术产业的市场是世界性的时候，他们就会较少地担心这些项目对市场的影响。


  从社会的观点看，支持研究合资企业的主要理由是它们所创造的经济效益，包括研究开发中的规模经济、减少重复努力以及共担风险的社会效益。但这些经济效益正是传统的反托拉斯法规所难以接受的。由于现有的政策模棱两可，再加上现有的法规中很难将这些经济效益考虑进去，因此我们在制定有关研究合资企业的政策时要走立法的道路。


  在一篇探讨研究合资企业争议所涉及的技术问题的论文中，夏皮罗（1984）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先进的”或“高技术”产业有何特殊之处需要特殊的公共政策？他给出了两个答案：首先，研究开发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公共产品。一个私人技术创新者很难全部占有其发明所带来的收益，对基础研究而言，情况大抵如此。其次，私人从事研究开发活动与完全竞争在逻辑上有不一致之处，如果要使创新能产生足够的预期收益以弥补研究开发的成本，必须在创新市场上或最终产品市场上给创新者以市场力量。


  一旦认识到上述特征，问题就变得复杂了。我们的反托拉斯政策是否无意中阻碍了创新？在研究开发方面是否应该允许竞争者进行更多的合作？是否应对研究开发进行补贴以使创新者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怎样确定专利的期限和范围？是否因为先进的、寡头垄断产业存在利润就要制定民族主义的政策，让国内企业得到更大的份额？毫无疑问，在评价研究开发的公共政策时，可独占性（appropriability）和市场力量问题使我们置于次优的境地。


  从本质上讲，私人部门的研究开发活动是企业为了获得技术上的领先地位而做出的战略性行为。另外，在研究开发特别重要的产业中，一旦研究结果带来了技术创新，将会无一例外地带来纯利润。对以国民福利为目标的美国政策制定者来说，他们不能对这些利润在国家之间的分配无动于衷。政府政策可以改变战略性博弈的规则，这就使贸易政策有了用武之地。然而，要有效地改变规则，政府就必须拥有关于企业成本、技术外溢程度以及该产业是否存在利润等方面的大量信息。


  另外，在美国企业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的产业中，对国内企业向外国人转让专利进行协调，可能是符合国家利益的，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国内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激励；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国内的垄断力量（如使建立出口行会有理有据）。


  一般来说，区分被企业独占和被一个国家独占是十分重要的。上面的例子——对国内企业向外国人转让专利加以协调——就提出了一个方法，以提高国内研究开发的成果可被该国独占的程度。这种对转让专利进行协调和限制所依据的论据，与迪克西特和格罗斯曼（1984）提出的一种观点相仿，该观点认为，对争夺共同资源来源的国内企业给予出口补贴可能是有害的。另一种对专利转让不加限制的政策，虽然初衷是为了促进该专利被该国独占，但实际上会降低企业进行研究开发的积极性，并导致收益流到国外。因此，如果只把国家福利作为政策的目标，由于研究开发成果很难被独占，以及它所赋予企业的市场力量，就应当考虑是否要对研究开发成果的转让加以限制。


  从试验中吸取的教训


  从我们的一系列会议中所能吸取的主要教训可能是要逐个地分析贸易政策中出现的问题，分析其不同的市场组织以及有关的国际贸易问题。我们所讨论的产业的差异很大，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每个产业所面临的问题如此大相径庭，以至于泛泛地谈论“美国的贸易政策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实际上，即使是那些人们认为有很多相同之处，可以归为一类的“高技术”或“烟囱”产业，如果仔细考察它们的市场结构、行为和绩效，也会发现它们有着本质的不同。由于每个产业所涉及的问题不同，所采取的方法及政策（如果存在的话）所能发挥的作用肯定也是不同的。


  例如，改进半导体产业的绩效所需的措施，对通信产业可能是毫无用处的。对半导体产业而言，核心问题是技术的迅速变革和面对外国政府支持时研究开发方面的竞争问题；而对通信产业而言，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进行调整，以适应美国放松管制以及外国政府的采购政策。同样，对于钢铁这样的“烟囱”产业（它正在由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造成的需求萎缩中苦苦挣扎），政府的产业政策就与汽车这样的产业（它在一个增长迅速的细分市场上没有及时进行产品开发，现在正努力重新夺回其竞争地位）的政策不同。在决定政府是否有必要对某一领域采取政策，尤其是贸易政策时，重要的是要对它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有一个事先的了解。


  正如在讨论我们的试验资料——我们对那几次会议的描述——时所提及的那样，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某个产品或产业是否宜于被提上贸易政策的议事日程。从实证和规范的角度看，怎样把对某个企业、产业或部门的经济绩效的关注挑选出来，作为贸易政策制定者们应予关注的目标？我们的讨论还表明，将制定贸易政策的政治程序同执行政策的法律程序区分开来是十分重要的。大致说来，这种区别就是制定贸易法律和执行法律的不同。有些与会者认为，同美国相比，这些功能在外国更加混杂在一起。例如，日本的通产省把自己看作是贸易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美国的贸易代表则只把自己看作是法律的执行者，而不是政策的制定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贸易政策是反应性的（reactive），美国的产业或劳动者通过向美国贸易代表、商务部或国际贸易委员会发泄不满推动政策的制定。他们抱怨国外市场不够开放，或外国企业在美国市场上胡作非为。这些抱怨需要由一个适当的机构作出反应。


  在对我们所研究的产业进行的讨论中，这种基本上是反应性的模式固有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某个产业可能遇到了问题，需要引起政府的关注，或者可能需要政府采取产业政策或调整政策进行干预。然而，虽然该产业的要求被提上了贸易政策的议事日程，我们的贸易伙伴的行为却不一定是该产业陷入困境的根源，而是因为该产业将其抱怨转化成对贸易方面的不满。尽管如此，它仍会引起政府机构的关注甚至采取行动。问题是美国贸易代表或其他贸易机构可能根本就不是能够作出足够的整体政策反应的理想机构。以钢铁为例，虽然该产业荣登贸易政策的“甲板”，但据观察，美国并未抓住该产业所发生的问题的实质，这些问题是在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环境中，尤其是需求锐减时对该产业进行结构重整所带来的。由于在处理该产业的问题时缺乏针对性和条理性，使美国政府陷入了困境；由于该产业可以将其不满转化成对贸易方面的不满，因此它被列入了贸易政策的议事日程。


  这些产业确实面临问题，而且相当严重。外国政府的行为，如进口壁垒和出口补贴等，可能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但如果我们将解决这些问题的重任放在贸易政策上面，就可能由于使用不恰当的政策工具而使情况由次优变得更糟。技术进步，例如一种新的或更便宜的替代材料问世，有可能使某一产业处于不利境地。但将这个产业的困难作为一个贸易政策问题提出来的，可能是政治方面的问题，即相比较而言更适合于解决这个问题的政治制度不能作出合适的反应。


  另外，美国贸易政策的这种反应性模式还可能使我们不能准确地评价一项政策的成功与否。首先，在判断是否出现了有害于本国产业的情形或确定各种抱怨是否合法时，我们在讨论中所使用的那些案例材料尤其强调市场份额。这些材料只关心美国对外国市场的渗透，以及外国出口商品抢占了美国多少市场份额。有时，它们也比较美国及其竞争对手在第三国市场上的相对市场份额，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一些对一个产业较为合适的评价指标，如可盈利性、利润的跨时组合（intertemporal profile）、市场效率、进入状况以及技术特征（如规模经济、企业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技术外溢）等，人们却不够重视。


  其次，当政策是建立在对不满作出反应的基础上时，就很自然地把没有不满作为政策成功的标准。如果我们把贸易政策看作是美国整体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来就应该是这样），那么，更好的评价政策成功与否的标准是产业的盈利性以及由这些产业为之提供服务的市场的效率。一个产业没有提出贸易方面的抱怨，同用任何通常的市场组织标准衡量的该产业的绩效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


  通过运用相应的分析框架，在对各种产业问题所进行的讨论中，我们发现了另外一个人们关心的目前美国在执行贸易政策时存在的问题。具体地说，美国的政策不仅在本质上基本上是反应性的，而且在确定抱怨是否合理以及采取纠正或报复措施时，存在很大程度的随意性。但是，在有关国际贸易中的战略性行为理论的许多最新文献［如布兰德和斯潘塞（1983），迪克西特和凯尔（1984），迪克西特和格罗斯曼（1984）及其他人的文章］中，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如果一国政策是对外国行动一个可预测的反应，政策效果最佳。众所周知，如果X国一旦提供出口补贴，Y国就肯定会以某种事先明确宣布的方式进行报复，Y国的政策就能影响其他一些国家的行为。如果X国对出口进行补贴，Y国只考虑是否已对该国产业造成了伤害，并在考虑如何做出反应时犹豫不决，这些文献告诉我们，Y国的战略力量将大为削弱。因此，即使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是合适的，目前干预发挥作用的方式也许并不能带来我们所追求的利益。


  最后一个主题是，对一个正确的、有效的贸易政策而言，必须在国际贸易体系的大背景之下考虑对某些抱怨作何反应。之所以在制定政策时要有全球的眼光，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就外国政府针对某一产业或产品所采取的行动，美国的反应可以阻止这些国家采取针对美国其他厂商和产品的保护措施。特别是虽然最近许多贸易政策中的战略行为理论的文献强调一国可能通过贸易保护措施获利，但战略性地运用报复措施会敦促其他国家追求一种全球剩余最大化的竞争体系。第二，在我们考虑对一个国家政府的行为——无论是出口补贴、进口壁垒、对研究开发的支持，还是其他措施——作出反应时，我们也应该考虑这些政策对其他贸易伙伴可能产生的影响。这并不是在盲目地追求完美，政策制定者们即使在作出一项只针对某一产业的决定时，也需要将眼光放得长远一些，否则，他们将会遗憾地发现，自己的努力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注释


  (1) 本项目由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主持，并得到了美国科学基金政策研究和分析部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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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政策的新政治经济学


  大卫·理查森


  这篇论文将描述最近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趋势，并考察从“战略性”环境中的冲突和合作的角度看，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些什么。这一节首先介绍一些与战略性环境相关的术语。


  战略性环境是指这样一些情况，其中只有相对很少的经济单位，它们的决策相互依赖。每个单位在选择最佳行动路径时，都要考虑对手的应对措施。行动包括威胁和应答、恐吓和承诺。所有这些行动都是为了影响冲突的结果，使它于己有利。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博弈和战争的特点。在通常用来分析贸易政策的完全竞争的环境中，它们很少能派上用场。


  在完全竞争的环境中，有许多经济单位，它们每一个都认为自己的力量太小，不足以影响市场的结果。因此，每个单位都在假定所有对手的变量给定的情况下作出自己的决策。在这个人们常用的框架下，各国政府都假定它们的政策可以影响市场的均衡，但并不考虑它们也会影响其他政府的行为方式。当经济单位认为对手的行为不可改变的时候，战略性行为就无用武之地。另外，如果经济单位的行动具备足够的竞争性时，从理论分析的角度看，就很难为运用贸易政策进行干预开脱。在不存在市场扭曲的情况下，由市场决定贸易，这样资源浪费最少。在存在市场扭曲的情况下，运用贸易政策以外的其他校正政策浪费的资源最少。在本文所描述的战略性环境中，这一点无须成立，在战略性环境中，贸易政策会改变大公司和政府的战略性决策所依赖的一整套前提条件。


  在看起来是战略性的环境中，以及与正统的范式不相适合的环境中，贸易问题越来越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公司都发展成了跨国公司。欧共体、联合生产、合资企业以及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都促使这些公司向全球化发展。在一些国家的市场上，少数几家企业竞相争夺所谓的“奖品”，其实就是对该国整个产业的控制。在这样集中的环境中，企业很明显能认识到自己的行动对其他企业的行为产生的影响。另外，每个企业还猜测对方会对自己的行动作出怎样的反应。这些特征同样也使各国政府参与到政府之间的战略性博弈之中来。它们通过贸易政策影响全球的市场决策，还会导致对方国家政府的报复或合作。政府有时甚至就是企业的所有者或间接的管理者。


  战略性贸易政策既是人们的重要话题，又常常引起争议。它在美国成为重要的话题，是因为人们认识到外国政府正在不公平地利用美国开放贸易的承诺。这种认识就是人们纷纷要求美国采取新的、进攻性的以牙还牙的贸易政策的原因。它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话题，还是因为在一些观察家看来，外国企业的战略性行为——常常是在其政府的支持下——正在给美国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些压力是最近要求美国采取贸易政策，以防美国的产业结构被世界上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的变迁远远抛在后面的原因。


  战略性贸易政策又常常引起争议。一些谨慎的批评家怀疑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否会导致两败俱伤的贸易战，或者成为特殊利益集团谋求的非生产性的不义之财。他们还怀疑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否需要逐个案例进行评审，而这一点是政府力所不能及的。


  政府之间的战略性相互作用导致的结果可能是合作，也可能是不合作。在合作的情况下，交流、协商、监督、禁运和声誉等可能都是达成对各方有利的均衡的特征。缺乏这些特征时，不信守合作性的协议通常是各国政府的利益所在。当欺骗行径泛滥，交流受到阻碍时，通常就会导致所谓的“囚徒困境”的非合作结果。这种结果不幸的一面，是只有当存在一个可信的机制能杜绝欺诈行径时，各国政府才会喜欢合作的结果。在缺乏这种机制的情况下，每个政府都认为以邻为壑的政策是合理的。然而，经常发生的冲突有两种。一种是进攻性的以邻为壑的政策，它意在通过首先进行欺诈，捞取获利的机会；另一种是防御性的反以邻为壑政策，它意在通过对外国的挑衅行径作出反应，阻止外国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进攻性的政策是主动性的，防御性的政策是反应性的。


  以上这些概念在讨论最近的贸易政策趋势时都会用到。对美国来说，许多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分析中得出的见解不够实际或不够理想。不过，也有一些见解似乎切实可用。本文进行了总结，一是美国完全被动的贸易政策会招致外国的掠夺性行为，更为可取的做法是采取可置信的劝阻政策；二是外国政府采取的和解行为会使美国重新采取合作性的贸易政策；三是普遍的合作姿态本身就是聪明的战略，因为它可以鼓励对方也作出有利的反应。


  最近环境的走向


  适应能力和战略


  一国经济内在的适应能力是它能够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基本前提。一些体育方面的比喻，如拳击比赛中的“缓冲对方来拳的力量”，橄榄球比赛中“在争球线上改变打法”等，就道出了适应能力和战略之间的这种关系。这一点也可以帮助理解为什么极端僵化（即缺乏适应能力）实际上会招致竞争者的掠夺性行为（这些竞争者不会因此而损失什么，而且它们的所作所为也不会改变我们僵化的反应）。如果一国具备适应能力，就可以使该国最少地体会到受到伤害的感觉——这种感觉会使该国为了“惩罚”对手而不与其在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上进行合作。因此，一国的适应能力还有利于产生合作行为，杜绝不合作行为。


  美国对全球变化的适应能力


  在过去15年里，美国经济对全球的趋势和冲击的敏感性有了明显的提高。美国经济敏感性的提高，在许多商品市场上可以明显地看到，但其普遍性远不止于此。现在美国许多资产市场已经国际化，服务贸易也蒸蒸日上。跨国公司在经济活动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甚至在美国也是如此。美国的许多生产活动也对国际事件变得敏感了，这又反过来使得美国工人对国际局势的敏感性提高——并不是因为工人拓宽了视野，或流动性增加，而是因为他们为之服务的公司拓宽了视野，增加了流动性。这种趋势自然又导致美国的经济政策，甚至态度越来越受国际事件的影响。


  用一些标准来衡量，美国对世界经济变化的适应能力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美国公司是跨国公司运动的先锋。美国的金融中介处在世界金融一体化的前沿，美元尽管过剩，但它造就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并使人们对“回收石油美元”的担忧不再存在。尽管由于日本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相对下降，但美国技术创新的动力并未下滑。在过去的15年里，美国就业的增长一直令人吃惊，这部分是由于国际压力（例如石油价格冲击）造成的。美国的实际工资虽然可能不及日本灵活，但比欧洲和加拿大灵活得多。


  但用另一些标准来衡量，美国对世界经济变化的适应能力可能正在下降。由于根据比较优势实行的专业化有所加强，美国在贸易自由化方面获得的成功可能恰恰会削弱美国的适应能力（格罗斯曼和理查森，1982）。众所周知，专业化的工人和专业化的企业从本质上讲适应能力较差。美国的商品进口已越来越成为国内生产的补充（布兰森，1983、1984）。与过去相比，目前进口竞争产业和经济的其他部门在技能、技术和设备方面的差距更大。这使得在面对国际变化时，部门之间的调整更加困难。由于美国出口越来越集中于对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十分敏感的资本品，因而来自国际经济的调整激励也越来越大。


  尽管美国最近的一些社会趋势难以衡量，但它们可能妨碍美国经济的适应能力（理查森，1983）。这些趋势包括美国教育质量的下降，诉诸武力来追求权力，这些均以可能的利益为代价。它们又恶化了由于信息不完全、要素不完全流动以及价格——工资缺乏充分的灵活性而造成的问题。其他一些趋势包括人们越来越认为贸易政策是一种社会保险（理查森，1983），其目的是使美国经济免受国外调整激励造成的损害。这些趋势无意之中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包括降低了经济的适应能力；削弱了一些外向型“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础。


  美国的一些趋势增强了某些集团的适应能力，削弱了其他一些集团的适应能力。将近10年的取消管制，使得那些最成功的美国企业更能得心应手地对国际变化作出反应。然而，对于依靠管制机构获得信息和保护的劳动者、消费者集团以及衰败企业来说，同样的取消管制可能使它们更难以对变化作出反应。取消管制几乎毫无疑问地使政府的贸易政策反应更成问题。取消管制产生这样的问题：该对所有的经济单位取消管制，还是只对国内的经济单位取消管制？采取后一种方法，意味着对国外的买者和卖者给予特别对待，而这本质上是一种歧视性贸易政策。采取前一种方法，可能被视为一种贸易让步。但是，提议取消管制的机构可能不是传统的制定贸易政策的部门，它们更可能是能源部、联邦通讯委员会、参议院商业、科学和交通委员会，它们在贸易政策事务方面都没有任何特别的经验，对这些问题也不敏感。(1)


  适应能力、贸易政策和美元


  美国的贸易政策正在转变。许多力量削弱了它传统的基础，将它推向非合作性的“干预主义”。我们先描述传统的基础，然后再描述这股新的力量。


  美国在过去40年里一直拥护开放贸易的政策，因而它对全球经济趋势的适应能力有所增强。保护主义的力量试图阻止美国（至少暂时地）进行调整，但未能得逞。这种政策的连续性部分的是由巧妙的贸易政策的制度性设计得以维持的。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会好像十分担心会沦为（有投票权的）国内选民的附庸，认识到（没有投票权的）国外选民的重要性，从而将制定贸易政策的大部分权力授予了一个执行分支机构——这同对外政策的做法一样。(2)执行机构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使政策的实施变成一个多机构操作的过程，从而使赞成贸易的利益集团（州以及商业和农业的某些部门）可以与主张隔离的利益集团（劳动者以及商业和农业的另一些部门）相平衡。看起来有些混乱，没有引起重视的是如何巧妙地平衡对相互冲突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关注。这种状况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成立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它是该体系的“经纪人”——而有所缓解。


  在这方面，美国经济对全球变化的适应能力因过去几年美元坚挺而遭受重创。美元的坚挺削弱了美国甚至最繁荣的出口部门的竞争地位，破坏了传统的赞成贸易的利益集团与主张隔离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人们普遍认为，与美国保护主义发展关系最密切的是美元的力量，而不是失业率［伯格斯滕（Bergsten）和威廉森（Williamson），1983］。


  由于美元坚挺引起的适应能力问题会持续一段时间（可能还会加剧），特别是和日本相比。这种持续可能是由于储蓄——投资组合，它是所有经济变量中调整最缓慢的变量之一。与国内供给相比，对未来产品有长期巨额需求的国家将会持续净进口未来产品。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相对国民储蓄水平较高，也没有多少竞争性的储蓄工具（即对未来产品有大量的过度需求）。这种对未来产品有长期净进口的国家一般会有长期的经常项目盈余，如果只从当前贸易的情况看，该国币值也会低估。美国好像越来越处于相反的竞争性地位，美国国民储蓄水平较低，由于资本市场发达，解除了金融管制，经济稳定，因而有大量高收益、低风险的储蓄工具。它应该有长期经常项目赤字，如果只从目前的贸易情况看，美元也可能长期被高估。


  最近美国贸易方面采取的措施和转变的压力


  1982年11月的《关贸总协定》部长级会议，是美国重申其在适应全球变化方面的合作性全球领导地位的一次非常公开的努力，而执行情况却很糟糕。同时，美国其他的措施也与合作背道而驰。这些措施虽然没有大肆宣扬，但对那些深受其影响的人却是非常明显的。在采购方面，1978~1979年通过了4个重要的法案，责成联邦购买时要购买美国货，总额达180亿美元。从那以后，至少又有6个采购法案变成了美国法律，这些采购法案都有采购美国货的规定，涉及贸易的方面很多。尽管它们传递给其贸易伙伴的信号可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这些法律是否符合东京回合达成的有关采购的协议还不太清楚。在农业方面，美国最近针对欧洲受到出口补贴的销售采取了大量的报复性措施，极大地扩大了对农产品出口的信贷补贴和担保。美国参议院农业委员会将一个讨论修改后的法案提交议会辩论表决，该法案将允许美国使用欧共体使用的各种工具，例如补贴、信贷、倾销剩余产品、偏袒本国货（cargo preference）等。在出口融资方面，美国进出口银行于3月首次同意对塞浦路斯和印度尼西亚提供报复性的“混合信贷”（即非特惠的出口融资和特惠的对外援助的混合）。


  美国贸易政策中出现的这类非合作性的干预行为，是由于经济、制度、认识和理论方面的变化。本文将在后面两个部分阐述理论方面的变化，这里先阐述其他方面的变化。


  经济的变化：美国贸易政策的国内化


  美国贸易政策历来服务于两个主人，并且实际上是将这两个主人区别对待的一种方法。对美国来说，最近几年一个主人已经成长起来，并且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国内经济繁荣对贸易政策越来越敏感，贸易政策反过来也越来越倾向于满足它的要求。美国贸易政策的国际、国内安全目标的相对重要性已经下降了。埃亨（Ahearn）和莱夫曼（Reifman，1983）称此为贸易问题的国内化。


  从美国日益依赖于国际市场及美国霸权衰落就可以预见国内化的结果。美国对贸易依赖性的增强，提高了国家贸易政策对国内经济变量的影响力。随着进出口份额的提高，部门产出、就业和利润对贸易政策的灵敏度（或弹性）也逐渐上升。当贸易所占的份额很小时，出口禁运对国内产业也只会产生微弱的影响。贸易所占的份额增加以后，贸易政策作为达到国内目标和反击外国企业——它们已经不再仅仅是美国这个巨人象征性的竞争者了——“不公平”的贸易做法的手段也越来越有吸引力。


  同样，当世界其他国家相对于美国成长起来后，它们对美国的贸易依赖性也会下降。全球产出、就业和利润对美国贸易政策的灵敏度（或弹性）已越来越小，美国影响世界经济繁荣的战略性能力也下降了。同时，这一目标在制定美国贸易政策时的重要性也下降了。与过去相比，美国现在只是一个“弱小的参与者”。没有投票权的外国“选民”注意到，美国贸易政策对他们的影响力在减弱；而有投票权的美国选民则意识到，贸易政策对他们的影响力在增强。


  制度的变化：市场的集中和政治化，《关贸总协定》作用的削弱


  全球产业结构正在走向合理化，企业成长为跨国性的，各个国家的市场拥有越来越相似的产业结构，各国的企业也变得越来越相似。


  随着全球产业越来越集中（虽然每个国家的市场并非如此），政府对企业决策的战略性影响也会增加。由于介入的参与者的数目很小，讨价还价和监督的成本就很低；对于这些见多识广的企业，已无须下什么力气去培训它们。对出口实绩和当地含量的要求，可能比关税和其他标准工具易于协商和管辖。


  另外，外国政府在公司活动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所有权。国有公司逐渐成长起来，私有公司被国有化，政府在新老企业都获得了股份［弗农（Vernon），1983a、1983b；弗农和阿哈罗尼（Aharoni），1981；科斯特茨基（Kostecki），1982］。外国的贸易政策必然以促进增长、维持就业和增加公有股权的资本价值为目标，尤其是它们损害了外国竞争者（通常是美国）的增长、就业和公司的股权价值。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贸易，贸易政策呈现出董事会决策的某些特征。国家参与贸易肯定比自由贸易更为“政治化”。


  《关贸总协定》论坛在倡导合作性政策和解决冲突方面同时举步维艰。从本质上讲，有管理的贸易政策比关税更难监督、协调和处理。由于《关贸总协定》对投资方面的政策尚无章可循，它还无法考虑与投资相关的贸易政策（实绩要求）［贝尔（Bale），1984］。随着《关贸总协定》成员的增加，谈判更加费时费力，战略性观点的实用性也开始下降。各国政府都对它的政策能否使其他许多国家政府的政策选择发生重大的改变缺乏信心。在《关贸总协定》论坛下，更可能的情况是各国将对方国家的政策视为给定（有时根本就不可能指望对方国家的政策），“独立地采取行动”而不是合作。而在政府看来，双边的贸易政策更为可取。


  认识的变化：不公平和不满


  积极的甚至挑衅性的外国贸易政策越来越多，加上《关贸总协定》的监督缺乏效力，使人们很容易觉得美国在这些事情上成了一个任人宰割的牺牲品。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外国政府正在从美国的开放和民主的适当进程中渔利。外国越来越多地采取不透明的管理政策，更使美国怀疑它们正在暗地里进行歧视性的不公平的勾当。这使得美国更难以维护传统的信条：贸易应当“自由，但要公平”。


  一种不满和不公平的感觉阻碍了美国增强适应能力和采取合作性的行动。在流行的观点和政策中，偶尔能听到“退出”和“痛击”的观点。一些人反对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以及美国政府当局拒绝让全球实际利率和美元的汇率影响它的宏观政策组合，这些都是“退出”的表示。美国专门针对欧洲出口信贷和农业政策的贸易政策，以及提倡美国应通过立法使所有的贸易伙伴相互公平对待，这些都是“痛击”的表示。这种集体性的退出和痛击行为，几乎与合作性的适应能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方式与人际关系中的冲突一样。


  造成这种集体性的不满还有历史的原因。流行的看法是，美国的克制和慷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和日本重建的关键，而美国获得的却是破坏性的竞争而不是感激。(3)


  美国“新”的贸易政策：初步考虑


  毫无疑问的是，面对这些压力，人们更相信美国需要一种新的、更积极的贸易政策。


  最近，特别是国会倡议的政策显示出，在什么是合适的新战略方面存在着异乎寻常的分歧。一些政策倡议试图让其他国家借鉴美国的政策传统，另一些则试图让美国借鉴外国的政策传统。前者可以用“互惠”这个新概念来表示，即美国政策向外国提供了多少市场机会，外国政策也要向美国企业提供多少市场机会，如此等等。后者可以用“将贸易政策作为积极的产业政策”这个新概念来表示，即美国在追求最优的产业结构时应将贸易政策作为一个重要的工具。


  当然，这两种战略并非不一致。当美国的贸易政策变得和其他国家一样时，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就会变得和美国的一样，结果将是双方的政策变得一致。因此，这两种战略都背离了美国历史上所采取的方式。美国历史上的方式可以恰当地总结为合作性的宽容政策。一般来说，接受各国的政策是有差别的，尽可能为了共同的利益作出政策让步。最近，有人呼吁美国的政策要与其他国家的一致，而不要采取宽容政策。这种看法似乎是出于对公平的怀疑。下面的观点可以看作是典型的：“只要它们停止滥用整个体系，并跟我们一样做，比赛就会更公平；我们只要‘聪明一点’，像它们一样做，我们就可以分享它们所有的优势。”


  贸易政策中的规则和相机抉择是密切相关的。美国的传统是遵循规则并最终服从法律。外国的传统则更多的是相机抉择——灵活，管理式的和行政性的，用谈判解决分歧而不是诉诸法律。美国的贸易政策中还有这样一个矛盾：较多地遵循规则虽然会满足国内选民的要求，却使美国在国际谈判中陷入孤立。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抵消关税法及其执行方面的变化［舒曼（Shuman）和维里尔（Verrill），1984］。尽管规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可是在断然处理抵消关税的案件时，执行机构还是对外国的反对非常敏感。由于大家公认的、写得明明白白的规则被参与者之间的相机谈判取而代之，随之而来的经常就是与产业和外国政府的谈判。然而，背离规则，采取相机抉择的政策，又会使人们更加觉得美国政府不是在努力追求美国的利益，从而削弱国内对美国贸易政策的支持。近来美国倡议的大部分贸易政策可以被描述为“名义上是规则，实际上是相机抉择”。对鞋类、电视设备和钢铁的有序营销安排就是这样；东京回合有关补贴、倾销和政府采购的协议也是这样。


  这些动议也是行政性的，而不是通过征税实施的。不幸的是，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这种有管理的贸易政策，使结果更加难以预测，因为预测变得越来越复杂和代价高昂。因为非税收的动议要提交许多机构审议，而各机构间的会议制度很松弛，还因为议会要对选民的消费作出姿态，而贸易是最受欢迎的“替罪羊”，所以预测议会的行为更不准确，代价也更高（埃亨和莱夫曼，1984）。非税收的贸易动议会影响到一些执行部门，结果使利益集团激增，这些动议的影响也扩散了。因为很多复杂的问题尚未解决（如相对于外国竞争来说，经济衰退在国际贸易委员会确定进口伤害时有什么作用），所以，对行政当局行为的预测更不准确，代价更高。因为一些与贸易联系不紧密的机构——如联邦通讯委员会、联邦海事委员会——负有审查互惠的市场准入的任务，因而可能很快需要预测这些机构的行为。因为在抵消关税的案件中，司法部门现在负有越来越多的复审的责任，并要为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建议，因此还有必要预测司法部门的行为。


  诸如此类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显然给美国企业带来了许多麻烦。然而，这也引发了一个战略性问题，即使得外国竞争对手很难搞清美国的意图，特别是美国的贸易政策不能令人信服地劝阻它们不要采取伤害性的行为。在它们看来，美国的贸易政策可能基本上是反复无常的。在这种情况下，外国竞争对手行动的最优路径就是采取一切可以满足自己狭隘利益的行动，而无须费力去讨美国贸易政策的欢心，讨美国的欢心无异于掷骰子。


  不可预测性和贸易政策问题的激增，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人呼吁要建立一个稳固的行政性的国际贸易与产业部（DITI），授予它在制定贸易政策时高度的自决权。然而，大部分评论家对国际贸易与产业部持怀疑态度。他们好像达成了共识：无论有没有国际贸易与产业部，美国贸易政策所面临的最根本问题都一样麻烦。


  然而，如果成立一个国际贸易与产业部，有一个问题肯定会更为突出，即有效的相机抉择与参与决策之间的替换。为了在制定贸易政策时有效地运用战略性相机抉择，需要对政府的决策实行公司式的管理。这种管理式的决策一般是科层制，不是民主制、代议制、参与式或多机构（多分支机构）式的。一个大公司内部的民主，似乎与它在竞争中获得生存不相容。如果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追求有效的相机抉择的贸易政策的代价可能就是参与性民主的下降。这样看来，至少一些政府（特别是美国）可能由于政治原因而不会采取这样的政策。


  从管理的角度看，成功的贸易或产业政策也需要我们在企业中发现那种灵活性和评价标准。现在还不清楚是否有哪个代议制的政府能具备这些特点。特别是美国这样的国家，政府的职能基本上由宪法确定，再由立法详细规定，并受司法保护，因而很难具备这样的特点。宪法、立法和司法相互制衡，是美国政治体制的根本特征，其目的正是限制美国政府的灵活性。美国人比其他人更害怕灵活的政府会变得反复无常和专制。企业中最灵活的是垄断企业；政府中最灵活的是独裁政府。


  程式化[1]的战略性环境及其对贸易政策的含义


  理论方面的变化也是造成美国的贸易政策转向非合作的干预主义的原因。对战略性环境中的贸易政策的新分析，提供了许多很有启发性的见解，其中有些与传统分析得出的结论相差很大。与此同时，新的分析甚至由于提供了传统的结论可以应用于战略性环境的原因，从而强化了许多传统的结论。在这一部分，我将简要地概括一下那些富于启发性的见解。在下一部分，我将介绍一下为什么在将这些见解付诸实践时要谨慎从事的原因，这主要是基于分析方面和环境方面的考虑。在这两部分，我都将强调政治经济方面的观察和制约因素。本书的其他论文详细地论述了这些观察和制约因素的技术细节。


  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程式化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本书的第1、第2、第4篇论文描述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潜力，这些论文分别是由克鲁格曼、布兰德和斯潘塞提交的。在他们程式化的描述中，少数大企业之间的不完全竞争使高于正常水平的利润的存在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给定存在这样的利润，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一种使这个国家能获得更多利润的贸易模式要比其他模式更好。运用贸易政策就可以达到这种理想的贸易模式，或者可以阻止其他国家以“我们”国家的损失为代价达到这种模式。前者是进攻性的贸易政策，后者是防御性的贸易政策。


  因此，由于可以作为在不完全竞争的环境中转移利润的工具，积极的贸易政策变得合情合理。进攻性的贸易政策是将全球利润转移到“我们”这边来，而防御性的贸易政策则是阻止外国掠夺我们的利润。在这些程式化的文章中，贸易政策之所以具有这种力量，是因为它事前改变了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例如，美国的出口补贴可能被外国企业看作与国内降低成本的创新一样。出口补贴可以先发制人，或者可以阻止外国企业在第三国市场上进行使利润烟消云散的扩张。进口关税在国内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当然，要以这种方式改变竞争对手的决策，国外厂商必须将这种国内政策视为可信的承诺，从而使国内厂商获得所谓的“先动优势”。


  政府之间程式化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由不同国家厂商之间的这种战略性相互作用，自然会想到政府之间的战略性相互作用。不管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还是不完全竞争的，“我们”都可以利用政策来改进“他们”对最优政策的估算（格罗斯曼和理查森，1984）。换言之，美国可以选择某种积极的政策，或许多积极的政策（依外国政府的反应而定），用其来改变外国的最优政策，使最终的结果比独立决策时对我们更有利。


  进攻性的例子包括设置新的贸易壁垒，以迫使外国政府采取互惠的政策——对美国产品的准入与美国对它们的产品的准入相一致。防御性的例子包括有关抵消关税的规定，即使得那些在外国政府看来会让美国贫穷的政策变得无效，因而从来就不会被付诸实践。


  在不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政策对政策的战略可能更有潜力。第一个事先作出政策承诺或类似威胁的政府，会降低外国反应性的转移利润政策的支付（麦克唐纳，1983），从而阻止外国企业抢占市场。


  程式化的战略性政策——“囚徒困境”


  许多描述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潜在优点的例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构，这个结构就是众所周知的“囚徒困境”。人们常常用一个寓言来介绍它。这一结构可以用表11-1中的矩阵表示。它最重要的见解是：在一定的情况下，理性的“参与者”（政府）不会选择合作性的结果，尽管它在确信竞争对手不会“欺骗”时更喜欢合作性的结果。


  
  表11–1 “囚徒困境”中维持现状和采取积极行动时的损益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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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见解可用来说明我们前面描述过的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政策冲突。例如，布兰德、斯潘塞和其他人说明了外国的出口补贴如何可能使外国企业获得了相对于美国企业的“先动优势”。(4)如果美国消极对待，保持传统的合作性姿态，则会出现表11-1的右上角的结果。外国企业将会获利，而让我国遭受损失，利润转移到了他国。如果外国政府认为我国仍然会消极对待，它们出于自利的目的，就会采取积极的出口补贴政策（获益2而不是0）。然而，这个矩阵还有一些更令人不快的含义。即使我国进行补贴，外国政府出于自利考虑，仍会采取积极的出口补贴政策（只损失-2而不是-3）。如果我国出于自利考虑，也会采取同样的政策。无论外国进行补贴（我国损失-2而不是-3）还是合作（我国获益2而不是0），积极的补贴政策都是最优选择。(5)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还可以为这样的行动开脱，说它是防御性的战略政策。我们为什么要容忍被剥削呢？


  因此，理性的自利使两国都选择了出口补贴。无论战略动机是进攻性的，还是令人自豪的防御，结果都是-2。理性排除了一个无论对这两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还是每个国家都更好的结果。与非合作的结果（-2，-2）相比，每个国家都更喜欢大家都合作时的结果（0，0）。(6)每个国家都只有在对方国家事先作出承诺，或令人信服地承诺要采取合作性政策时，才会选择合作性战略。除非如此，否则，结果只能是退到非合作的贸易政策大战。(7)


  再论囚徒困境：从阿克塞尔罗德（1983）的模拟中得到的程式化的见解


  在程式化的囚徒困境中，之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残酷的贸易政策大战，主要是由于它像快照一样是一次性的，双方只有一次选择机会。当同一个政府当局重复面临囚徒困境决策时，情形就不那么残酷了，也更有启发性。在更现实的环境中，自然还有一些小的冲突，但不一定会出现持续的激烈的争端。如果时期较长，合作性的结果还是可能出现的。事实上，合作可能通过自然的力量战胜冲突。


  所有这些都是政治科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1983）在最近的研究中得出的一般结论。该研究并不是直接针对战略性贸易政策，但对任何囚徒困境的问题都有启发意义。(8)


  阿克塞尔罗德模拟了重复囚徒困境博弈的结果。他征询了大量参与者的战略，并使之相互进行博弈，每个参与者/战略都能认出其他参与者/战略，并记得他们交锋的历史，特别是对手在前一次博弈中是合作还是欺骗。根据战略累积的点数（在表11-1中，对重复进行的博弈所得到的用数字表示的损失和收益加在一起）对它们进行排序。


  结果是非常确定的，即使在阿克塞尔罗德的第二次模拟中也是如此。在第二次模拟中，他允许参与者利用在第一回合中的经验教训采取新的方案。


  积分一直保持最高的战略，是被称为“以牙还牙”的一种非常简单的战略。其特点是，在被对手欺骗之前一直合作，然后在下一次机会中报复对手（即不合作），但只有一次。实际上，“以牙还牙”战略就是选择对手在上一回合中采取过的行动。


  类似于这个获胜战略的贸易政策明显地倾向于合作，并辅之以在遭受欺骗时进行完全可以预料得到的报复的意愿。隐含的贸易政策是尽可能地合作，必要时保护，但从不挑衅。最后一个特点意味着，它从不因为有可以剥削对手的以邻为壑的机会就首先放弃合作。阿克塞尔罗德用一个形容词“友好”来形容这个特点。


  阿克塞尔罗德对以牙还牙战略的这种出色的表现所作的解释是，它能最大限度地诱使对手之间采取合作。这当然是所有战略性政策的基本目标——促使相互依赖的对手作出最有利的反应。作一个友好的竞争对手，可以使对手们确信，只要某一个对手在以前没有欺骗过，合作就总会到来，从而助以牙还牙战略一臂之力。以牙还牙战略一方出乎意料的欺骗是不可能的，对手们可以充满信心地期待合作的到来。但是报复也是如此。因此，一个竞争对手可以欺骗的最好做法，就是抢在对方采取以牙还牙战略前“率先行动”。由于以牙还牙战略具有宽容（或公平）的特点，即一阶段（仅此一阶段）的惩罚只适用于犯罪活动（一阶段的欺骗），以怨报怨，但也以德报德，因此又鼓励采取了挑衅行为的对手回到合作中来。只要竞争对手自己采取合作性的（服从性的）行为，即使在该阶段采取以牙还牙战略的对方进行了报复，竞争对手也可确信采取以牙还牙战略的对方在下一阶段会回到合作中来。


  最后，以牙还牙战略由于简单明了，在重复博弈中对手们可以很容易地作出预期，因而可以鼓励对手采取合作。比起以牙还牙战略，非常复杂的战略表现得很糟糕。因为这些战略看起来让对手们无法预测，尽管它们其实也有理有据（虽然貌似疯狂）。仅仅是无法预料这一特点，就足以使对手不知所措，因而根本就不想作出反应。无法预料的战略性政策之所以失败，正是由于它们难以使对手作出任何反应。


  将此比作贸易政策是颇有启发的。对于复杂的贸易政策，例如，这些贸易政策一个可能的特点是雄心勃勃地要将贸易政策当作产业政策使用，可能会使他国政府感到困惑。在贸易政策中，除非相机抉择所依据的标准能让对手辨认出来，否则，过分地掺杂相机抉择同样会使对手感到困惑。高度复杂、难以预料的贸易政策引起的问题是，对手们得到一个（错误）印象：把赌注压在采取挑衅性的以邻为壑的政策而不会招致报复上是值得的。结果是，“让对手不明所以”就等于是让对手进行欺骗。最明了的政策并不是最好的。最明了的战略是那些听其自然，也不会激怒对手的战略。在贸易政策方面，它们就是那些僵化的战略，如“自由贸易总是最好的”，“总是维持现状”，“总是与外国合作”……以及“总是欺骗就是你指望从对手那里所能得到的全部”。所有这些无论高尚还是卑劣的僵化政策，都有一个问题，即从对手的角度看，最佳的反应总是欺骗。对手完全没有合作的激励。


  总之，关于阿克塞尔罗德的工作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启发意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重复博弈中最佳的战略是“友好的、宽容的、简单明了和可被激怒的”。在被激怒以前一直采取合作，然后进行报复，但只要不被再次激怒，就很快回到合作。所有这些做法都要言而有信，还要公开，使对手不会感到吃惊。这一战略可以概括为“口头上（行动上）合作，同时手里还拿着一根醒目的大棒”。


  以牙还牙战略的最后一个显著特征是，它容易受到对方首次采取的欺骗行为的伤害，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通过报复扯平。因此，同其他任何战略相比，在每对博弈中，它或输或平。若从成功地欺骗对手的次数多于被欺骗的次数这个意义上说，它从不会获胜。尽管如此，它还是在重复博弈中获得了最高分，因为它鼓励所有的对手作出最具合作性的反应。对贸易政策的含义是，从两个国家比较来看，理想的战略可能显得很脆弱。在双边问题中，一些贸易伙伴会占“我们”的便宜或击败“我们”。不过，在与所有其他战略的多边竞争中，通过鼓励各国之间尽可能地采取合作，以牙还牙战略可以最好地发挥作用。


  一些应当引起注意的制约因素


  
    倘使做一件事就跟知道该做什么事一样容易，那么小教堂就要变成大礼拜堂了，穷人的小屋就变成王侯的宫殿了……我可以很轻易地教导20个人，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事，可是要我成为这20个人中的一个，履行我自己的教导，那就困难得多了。


    ——沃尔夫（Wolf）摘自威廉·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

  


  环境方面和理论方面的变化，推动美国朝着采取一种更积极、更富战略性的贸易政策的方向发展。不过，环境和分析的一些方面并没有改变，这足以使我们在将任何战略性的见解付诸实践时格外小心。我们已在前面分析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下面我们先谈谈从分析方面看之所以要谨慎从事的原因，然后再谈谈环境方面的原因。


  战略性博弈有多普遍


  在大部分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程式化描述中，很少涉及战略性行动轨迹。要么是企业之间的战略性对抗（可能是在各国政府的帮助下），要么是政府之间的战略性对抗。将战略性贸易政策做更准确的程式化，可能会减少分析的局限性，但非常麻烦。有人会问，谁是博弈主动的参与者（game-er）？谁是博弈被动的参与者（game-ee）？例如，企业可能制定战略来对付试图控制管制它们的政府，以便从消费者的口袋里捞取额外的利润（并且从外国竞争者那里转移利润）。众所周知，这种捞取不义之财的博弈对生产是有害的，通常还被认为会扭曲收入分配。又如，大的工会可能制定战略对付企业或政府，也是为了捞取不义之财。(9)大部分的早期分析忽视了大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并隐含地假定劳动市场是竞争的。(10)因此，正如《疯狂》（Mad）杂志的读者所认为的那样，将从对“间谍对间谍”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运用于“间谍对间谍对间谍”的现实中时要格外小心。(11)


  无法确切地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另外，正如格罗斯曼提交给本次会议的论文所指出的那样，即使是从最简单的战略性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有时也是非常不确定的。比如，理想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如何依赖于企业对它的竞争对手行为的主观预测，或者甚至还要依赖企业的数量。如果预测外国对手可能采取的挑衅行为，将出口补贴作为转移利润的方式是很理想的；如果预测到对手的胆量很小，则应征收出口税。即使不考虑主观预测，随着国内企业数量的增加，以出口税代替出口补贴作为转移利润的政策也是很理想的。格罗斯曼进一步指出，当许多不同的部门都享有超出平均水平的利润时，要计算出理想的转移利润的贸易政策十分复杂。政府不应鼓励所有的部门都扩张，那些扩张的部门也无须进行同等程度的扩张。鼓励一些部门，相当于对其他部门征税，因为扩张部门要利用所有部门都争夺的稀缺资源。在一个部门的产品经历生命周期时同样要谨慎。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企业之间的竞争很激烈，利润也低于正常水平。这时积极的贸易政策可能是合适的，它可以帮助企业开发生产能力，从而在产品成熟后（这时理想的贸易政策可能是顺其自然的）获得超过正常水平的利润。


  难以满足信息要求


  原则上，这些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都可以通过收集资料和进行分析解决。这正是当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副代表大卫·麦克唐纳建议成立一个工作小组，研究战略行为和贸易政策的初衷，这在布兰森和克兰沃端克提交给本次会议的论文中已有说明。实际上，建立一个资料充足的数据库工程浩大(12)，重要的战略性环境有许多，它们都依赖类似于刚才所描述的那种情形，但只有一个完全竞争的环境（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学家如此喜欢以此作为研究的前提）。战略性环境中的贸易政策几乎肯定比在完全竞争的环境中更加复杂多样。


  不合意的负效应


  本文所描述的这种战略性贸易政策可能会有不幸的，有时出乎意料的负效应。一个可能的结果是全球产业结构的卡特尔化。这反过来又提出了一个更一般的应引起注意的问题。正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存在，加剧了人们不希望看到的对市场规范的扭曲。(13)


  大部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文献都将不完全竞争视为无可争辩的事实。作为对现实的承认，这无疑是正确的。不过，很多文献将不完全竞争的程度（如用企业的数目或合谋的能力来衡量）也当作是给定的，则是不合适的。事实上，战略性贸易政策既能影响对手的数量（迪克西特和凯尔，1984），也能影响它们合谋的能力。在后一种情况下，很容易导致卡特尔化。克里希纳（1983）指出，自愿出口限制如何促进了不完全竞争的企业之间达成默契的合谋（让进口国的消费者蒙受了损失）。自愿出口限制与进口配额规定了许可的市场份额，由于一个企业欺骗它的对手（更确切地讲，可能是伙伴）是非法的，因而自愿出口限制和进口配额提高了各种类似卡特尔的合谋的稳定性。(14)


  与此类似，值得再次提起的是，一个负有为本国企业的生存和获利提供便利责任的政府机构，可能是企业“控制”的对象（如前所述），因为它可能被企业利用来获取不义之财和收入分配的副产品。


  即使是一个并不腐败的战略性政策，它的收入分配的结果也会有不受欢迎的副作用。大多数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将外国企业和世界各地的消费者的收入重新分配给本国大企业。即使这种重新分配增加了总体国民福利，它还是会遭到反对。当政策的受益者是那些已经获得了超过正常水平的利润的企业时，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贸易政策的目标——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冲突就变得更加突出。


  政府和企业：不对称性、特性的不相容和相互冲突的义务


  在将战略性的见解运用于美国的贸易政策时，我们要谨慎从事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政府还没有为实施贸易政策做好充分的准备。当政府采取进攻性的转移利润的政策，以及试图通过政策获取诱人的贸易机会时，情况尤其如此。相反，美国政府好像在处理防御性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报复、威胁，或规劝外国政府进行合作——方面显得得心应手。这种防御性的政策要求反应性的而不是积极主动的政府机构，美国的贸易法和机构生来就是反应性的。


  我们已经讨论了公司式的管理方式与民主式的管理方式的不同之处。这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一种不对称。其他的不对称包括：基本义务方面的差异（政府的基本义务是维护正义，提供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产品；企业的基本义务是提高效率，在技术的前沿占有一席之地）；监督与责任安排方面的差异（出于责任心在定期选举中进行评价的投票者，以及出于对风险投资的关心而经常进行评估的股东）(15)；承担风险的能力差异（这是由于绝大部分普通公众厌恶风险的程度肯定超过风险投资者、企业家和创新者）。每一种不对称都是政府采取进攻性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而实实在在的障碍。相比较而言，它的吸引力在于政府变得“像”它的企业——至少为它提供方便，也可能是它的承销者，甚至是公司计划共同的参与者。从长期看，政府集这些特点于一身是有好处的。政府在变得更大时，采纳大企业的一些特点而摒弃村民大会的一些特点，无疑是聪明的做法。不过，好处并不确定，制度惯性使得在短期内实现这种转变要付出很大的代价。(16)


  根据轶事作出推断和反复无常的信念


  在将战略性见解付诸实践时要谨慎的最后两个原因与通常评价这些见解的过程有关。


  一个危险的倾向是以轶事作为论据，为所谓成功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张目。轶事表面上看起来真实、确凿无疑，其实并不可信。轶事作为论据，只是找到了一个与预定结论一致的样本，但不能因此就增强结论的准确性。重复相同的轶事并不能使它的可适用性变得更加权威——就像在一个数据库中对同一个观察值重复取样并不能增强它的解释力一样。


  另一个危险的倾向是在评价战略性贸易政策时反复无常的信念。一些评论者迫于“有所事事”的压力，从证明某一战略性行为可能起作用一下就转变为断定“它确实可以发挥作用，我们应该采用”。一些环境方面的制约因素被忽视了，为了证明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否可行而做的艰苦的实证工作也被忽视了。我们或许应该记住，即使在混乱的时候，无所事事通常也比有所事事好。


  结论


  从我们对贸易政策的新政治经济学的评价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一个初步的结论是：只有可被对方觉察到的进攻才是很好的保护。


  1. 即使从战略的角度看，采取合作性的贸易政策看起来还是值得的。这样做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明智的。这样做的战略性原因是使对手变为伙伴，并鼓励其作出合作性的反应。


  2. 不过，采取合作性的政策和作出合作性的反应，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合适的。报复——防御性的合作行为——是促使贸易伙伴合作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从战略的角度看，报复的意图要让对手感觉得到。但为了使报复最有效，它必须是完全透明的、可预测的，同时又是暂时的、有分寸的，不会给予过分的惩罚。这些要求支持根据规则进行报复，也说明相机报复行动产生的结果难如人愿。


  3. 外国采取合作性贸易政策会使美国的合作性反应在经济上更有可能，在政治上更有吸引力。这其实正是外国政府采纳了第1条结论。不过，从下述意义上讲，它影响了美国的政策，即美国采取的非经济的战略性政策（如共同防务、对外政策、文化和教育交流等）可能被用来鼓励外国，尤其是与美国有类似想法的贸易伙伴也采取合作性的贸易政策。


  4. 采取进攻性的非合作行为在一些情况下会对一国有利，但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它们主要的战略性缺陷是有碍于贸易伙伴作出合作性的贸易政策反应，以及“我们”可以从中获利的合作行为。经济方面的主要缺陷包括：即使从原则上讲，也存在贸易政策是应该促进贸易还是限制贸易的不确定性，依赖于对对手反应的主观预测以及不合意的潜在副作用。执行和政治方面的主要缺陷包括苛刻的信息要求以及（对美国而言）传统和制度并不适合有效地实施此类政策。


  本文作者感谢以下人员的有益评论：Doral Cooper，Daniel Littman，Mark Sniderman和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Summer Institute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参与者。本文的一些研究得到国家科学基金给国民经济研究局的赞助PRA-8116459的支持。本文的不足之处由作者负完全的责任。本文的不足之处和观点一概与前面提到的个人或机构无关。


  注释


  (1) 这种现象的一个自然结果是在管制方面采取的新贸易政策［如与以色列的服务贸易（见Wall Street Journal，October 12，1984，p.33）］，几乎肯定使政府的监管由于同样的原因而问题丛生。


  (2) “担心沦为……的附庸”一词是用来反映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被授权管制私人部门的政府和试图同化（控制）其管制者的私人部门之间的对抗。对这一段中的一些观点的详细讨论，请参见Destler（1984，第2章）。


  (3) 这种看法当然没有考虑到美国长期的霸权所带来的利益。


  (4) 可以用这个例子充分说明经合组织的Guidelines for Officially Supported Export Credits，它说明参与者有激励不信守合作性协议。


  (5) 我们可以构造一个矩阵，在这个矩阵中，虽然我国的损失和获益与外国的不对称，却能产生同样的结果。


  (6) 表中的数字说明了如下可能的特征，即对两个国家来说，损失随着扭曲数量的增加而上升；如果一国选择积极的政策，总的损失是-1，如果两国都选择积极的政策，总的损失是-4。


  (7) 对关税来讲，《关贸总协定》的约束使各国（比较）可置信地承诺采取合作性的政策。补偿的权利有助于使这些承诺得以兑现。


  (8) 另外，动态的重复贸易政策冲突的研究刚刚开始。Jensen和Thursby（1983）就是其中之一。


  (9) 这种活动中不合意的部分是寻租。乔恩·伊顿和保罗·克鲁格曼都注意到，在劳工集团与企业的讨价还价中，集中的劳工集团成功地将高于正常水平的利润全部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的情况下，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纯粹转移利润论可以重新构造为转移工资论。


  (10) 后面的假定在布兰德和斯潘塞（1984）的论文中是一个例外。


  (11) 例如，克鲁格曼和其他人已经指出，如果政府有太多的行动自由，会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要求对所有的特殊利益集团给予“战略性”优待的难以抗拒的压力，政府发现，它最好放弃那些貌似合意的战略性相机抉择的权力（如在制定出口政策时）。这一点与父母教子有相似之处。父母为了一个负责任的孩子（和整个家庭）的利益而偏爱他，如果不负责任的孩子将之作为先例，父母可能就不会从偏爱中受益。在多重博弈中，遵守规则可能比相机抉择好。然而，这不应被视为一个假定，而只是一种可能性。确实，有时政府的相机抉择战略可能通过挑拨离间它的对手和其他对手而更有效果。20世纪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本来可以用这种方式平息石油公司和政府之间的争端。如前所述，美国的贸易政策历来就依赖于在国内“离间”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


  (12) 还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微妙之处。例如，就拿利润这一重要的指标来说，我们可能需要对以下古老的问题给出一个精确的答案：什么是利润？什么是正常利润？什么是超过正常水平的利润？是否可以将它作为剩余？在哪个时期？预期利润呢？对于毫无疑问使不同的经济活动产生不同的利润水平的风险溢价呢？


  (13) 克鲁格曼描述并讨论了这个问题，即扭曲使一个部门的工资超过该国的平均水平。


  (14) 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有人建议美国与外国钢铁生产商达成营销协议。这些协议规定进口占美国市场的份额，因而暗中给美国企业创造“先动优势”。这样，竞争地交替的性质就会改变，企业再无必要预测对手的反应。这样还会鼓励隐蔽的合谋和所谓的“领导者——追随者”行为。


  (15) 政府面临的基本代理问题比企业更严重。在将一项进攻性的贸易或产业政策付诸实践时，还涉及代理问题的其他好几个层面。Littman（1984）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政府各机构之间的监督/责任安排和企业的各分支机构之间的监督/责任安排有很大差别。


  (16) 对此无须多言。例如，很难想象我们可以很快扭转选举偏好——它使最优秀的产业计划者偏向于私人企业（而不是偏向于国际贸易与产业部之类的部门），这些产业计划者与他们的前任以及上一代最优秀的产业计划者过从甚密。在政府内部，水平一般的中产阶级职员不可能轻易地被取代。政府的制度不可避免地反映了他们的特征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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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程式化”(stylized)一般认为是尼古拉斯·卡尔多在1958年发表的关于经济增长与资本积累的经典论文中首先使用的，他当时用“程式化的事实”来描述该研究应该基于的根本前提。后来许多经济学家借用这个词来表示一个领域人所共知、已成经典的事实或命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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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政策：一个研究日程表


  阿维纳什·迪克西特


  对现实世界中的学术性经济研究，读者无疑是根据这些研究是否对他们有所帮助来评价的。因此，当有论文提出进一步研究贸易政策的日程表时，很多人会毫不客气地问：“为什么要这样做？”最近的研究支持几乎所有的口头的和流行的贸易政策的观点。而在几年前，这些观点还在与经济学家传统的自由贸易的观点苦苦抗争。现在人们用“转移利润”为限制进口、促进出口的重商主义辩护。外国政府可以通过为每个产业提供一点激励，使其学习曲线下移，从而使这些产业接连获得了永久的优势。这种担忧现在已作为无懈可击的正式模型的结果出现了。那种宣称本国政府应该主动采取这类政策，因为外国政府也这么做的说法已不再被认为是无稽之谈而被束之高阁。许多来自企业、劳工组织以及政府的此类政策的支持者对我的论题很可能作出这样的反应：“为什么不就此打住而成其好事呢？”


  我的回答是，学院经济学家并不准备撒手不管，最好对他们要调查的问题有所准备。学者们无论从他们的意愿还是从他们所受的训练出发，都不愿意接受任何答案作为最终答案。他们准备认真检验这种新的思想，并且要探究它是否基于正确的基础。他们要问，提出新思想的理论家们所作的假设是否与现实相符？他们还要问，新重商主义的政策是否服务于社会总体利益？或者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关于老重商主义的论断——“当他们谈论着国家，读着有关贵族政治的文章时，你就离真理不远了”(1)——中的“贵族政治”换成“商业”或“有组织的劳工”时，是否依然成立？


  当然，学院经济学家也有出于自私的目的而继续进行研究的。研究生想拿博士学位，助教想获得终身教授，而对教授来说，“所有的教授都是野心勃勃的，他们想成为其他地方的教授”。(2)


  我这里的任务是推测今后5年中我们学院经济学家在这个领域所要做的工作。这种推测自然受我的视野所限，也和我对应该做什么的判断分不开。不过，我希望这样做是有益的。我分几个阶段进行，首先，是一般性地讨论市场经济中指导经济政策行为的原则。其次，考察新重商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与这些原则相吻合的。它们之间存在的差距或出现的冲突，是我们将来研究的课题。最后，在结尾部分，我将把这些事项汇总起来，拟出一个研究日程表。


  这些讨论并不是分成理论问题和经验问题，而是根据关键经济问题的性质进行划分。值得指出的是，最近大部分的研究虽然改变了许多有关贸易政策的作用的观点，但都是纯理论的，它指出了某种逻辑可能性，但并不管给定的环境在经验方面是否站得住脚。纠正这种不平衡是将来研究中必须优先考虑的。这一主题的一些变化将贯穿我的讨论。


  经济政策的一些原则


  在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中，经济政策是通过改变市场参与者的激励发生作用的，这些市场参与者就生产、劳动供给、消费等作出决策。这些政策大部分既影响社会总体的利益（即整个社会可以支配的商品和服务的实际总价值），也影响各种特殊的利益（即商品和服务在个人和集团之间的分配）。


  影响的细节是复杂而又微妙的，因为经济就是一个复杂的、微妙地相互联系着的机制，但存在一些指导政策的普遍原则。考虑一下社会整体的利益，下述两点可能是最重要的。为了后面参考的方便，我把它们进行编号，并以提问的形式将它们提出来，这些问题是任何倡议政策干预时都要遇到的。陈述完每个问题后，还有一个简短的解释和讨论。


  问题1. 社会进行的成本——收益计算与市场参与者私人进行的获利可能性的计算有差别吗？


  仅仅一项经济活动或项目的收益超过成本，还不足以证明对其给予鼓励政策是正当的；相反的事实也不能自动用来说明限制是合理的。如果私人决策者能够获得或占有项目所有的产出（用价格表示的收益），并承担所有的成本（用支付给投入品的价格表示），那么，从社会的角度看，私人对获利可能性的计算就正合适。这恰恰是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资源的配置。


  当市场价格与社会价值不一致时，经济学家就说存在“市场失灵”。考虑一下在一个专利保护不完全的社会进行的研究。发明者或创新者只能获得其研究所产生的一部分利润。另一个例子则导致了相反的偏差，考虑一种给其他人造成拥挤和污染的活动。在这里，社会净收益少于采取这一行动的个人或企业所获得的收益。


  这些市场失灵是为所有的为社会谋利益的经济政策辩护的基本理由。如果政府能测算出社会与个人成本——收益之间的差距，它就能算出应给研究多少补贴，对污染征多少税，采取可以缩小两者的差距，并使对私人决策者的激励恢复到一个适当的社会水平的其他政策。即使不能准确地测算，也可以采取方向正确的措施。


  不过，经济学家想出一项抽象的政策措施是一回事，在一个政治世界中实施这项政策措施是另一回事。另外，还存在着这样的危险：特殊利益集团会控制政策的制定过程，将它设计得为自己的私利服务，并且通常以社会其他成员的巨大损失为代价。(3)因此，即使在市场已经明显失灵的情况下，也不容易设计一项服务于社会总体利益的现实而可行的政策。


  问题2. 所提出的政策是解决当时问题的最好方式呢，或是还有别的更好的措施？


  如果所提出的政策仅仅是使社会和私人的成本——收益计算更加接近，还不能认为已经万事大吉了。还有必要把它与一些相关的政策作一比较。其他政策可能产生更好的成本——收益组合，或对经济的其他部分的副作用更小。在一些情况下，问题的根本原因可能是政府自己采取了一项措施，于是可供考虑的选择就是取消该项措施。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些企业可以联合起来，共同获得它们行动的所有利益，但由于反托拉斯政策的阻止而不能这样做。这时就应该考虑改革这些限制性的措施，或者经过恰当的设计，把它们看作是个例外。(4)


  传统的重商主义观点赞成促进出口和实行保护，但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上表现欠佳。通过考虑一个强有力的赞成保护的观点——幼稚产业论(5)，我可以说明这一点，同时可以说明行动中产生的问题。这一观点曾只限于发展中国家，而今经常被美国一些重新变得脆弱的产业所引用，因而在此进行讨论意义重大。


  这一观点是，保护能使产业获得动态规模经济，降低成本，在世界市场上变得有竞争力。让我们从提出问题1开始：私人企业到底有没有适当的激励？它们可以通过在短期内以较高的成本持续生产来投资，并在成本下降后以更高的未来利润的形式获得收益。如果这些成本和利润准确地反映了社会成本和收益，就没有必要进行政策干预。


  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个观点，让我们考虑私人和社会报酬存在差别这样一种情形。典型的问题是，一个企业在刚开始的时候花钱培养工人，在工人生产能力刚刚达到顶峰的时候，别的企业又试图雇用他们，工人的工资因此而上涨。为了留住工人，第一个企业就不得不支付相应的高工资，这样一来，从事培训的企业就不能获得培训所带来的利润，也就没有激励去培训工人了。


  服务于社会总体利益的政策也应有一个范围。让我们看看保护在这方面表现如何。保护提高了该产业生产的营利性，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增加企业因培训工人而获得的收益。该产业可以通过增加非劳动投入或非熟练劳动投入而任意进行扩张。如果继续保护，企业就会有更强的激励挖走另一个企业培训的工人，而不愿自己进行培训。因此，从真正意义上讲，对这类产业给予保护的政策是通不过问题2的检验的。


  另外，什么样的政策更好？有人可能提出给予企业提高其所培训的工人未来工资的权利。但这相当于废除了第13项修正案，因而会有强烈的非经济的原因反对这么做。有人可能提出为培训直接提供补贴，但也有人会注意到在经济体系内存在适当的市场激励。如果企业间的竞争提高了受培训的工人所能获得的工资，工人从培训中获益，那么，工人就有适当的激励去投资于培训。这可以通过培训计划，在培训期间得到适当的低工资实现。这样我们就回到了问题1，任何政策可能都是不必要的。


  当然，特殊利益集团对此会有不同看法。企业想掩盖这两个问题提出的疑问，或将其搞得含混不清，以获得保护给它们带来的特殊利益。工人可能分享保护的利益。他们可能更乐于获得培训补贴，而不愿牺牲哪怕一点点工资。所有这些情况都会使社会其他成员付出代价，并且由于根本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社会总体的利益也会受损。


  唯一能通过这两个问题检验的老观点至少部分的是反重商主义的。它说的是，对于一个国家，它只考虑自己社会的总体利益而不考虑其他国家的总体利益，它应将进出口限制在低于自由贸易的水平上，如果它在国际市场上强大到足以通过这样做获得更有利的价格的话（比如，如果该国在贸易中有垄断力量，而单个竞争性的企业却无法利用时）。


  这一推理很适合问题1的框架。考虑这个大国的一个出口商的情况。它出口得越多，该产品的世界市场价格就越低，该国其他出口商的利润也会随之下降。这不符合该国社会的总体利益（也就是说，每个出口商获得的收益超过了它的行动所带来的社会总收益）。这就要求政府征收出口税或进行其他限制。进口的情况与此类似。在这种情况下，对问题2的检验是可以通过的——尽管不容易发现这一点，限制贸易是一个国家利用其在贸易中的垄断力量的最佳方式。


  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这种观点不适合经济中向消费者销售产品的情况。一个生产者额外的产出降低了价格及其竞争者的利润，但低价格对消费者有好处。计算社会总体利益时要将两者都考虑进去，当它们正好相互抵消时，生产者私人对利润的计算就正确地反映了其行动的社会净收益。贸易的情况则很不同，因为它并不考虑低价格对外国消费者的利益。


  这表明，大国使用其在贸易中的垄断力量与整个世界的总体利益是有冲突的。假设世界上有两大集团，它们都出于自利而限制贸易，它们的行为会使自己陷入囚徒困境，因而都比在相互进行自由贸易时更糟糕。注意，一方并不因对方限制贸易而有激励限制贸易；即使对方实行自由贸易，因为有一个更大的贸易基础可从中获取垄断利润，因而也就有同样的激励限制贸易，甚至激励会更强。如果这些国家想摆脱困境，它们就不得不相互向对方作出不限制贸易的可信的承诺。在一个缺少超国家的权威的世界里，这很难做到。但只要这两个集团重复交往，就存在达成明确的或默契的协议的机会，因而就存在报复的威胁，也有建立信任的机会。(6)我将在后面的部分再谈政策困境和谈判问题。


  转移利润


  现在让我们看看新重商主义的观点是如何深入人心的。一个很好的出发点是被错误地归于一位著名的老保护主义者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一句话：“如果我从英格兰购买外套，我有了外套而英格兰有了货币。如果我从美国购买，我也有了外套，而有货币的却是美国。”(7)一个人不必成为职业经济学家也能意识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人们可能想知道，在前一种情况下，英格兰失去了什么；在后一种情况下，美国又失去了什么？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是用来制造外套的资源。投入生产过程的劳动和资本本来也可以有别的用途，材料的成本本来也可以节约下来，等等。只有外套的价格超过了这些资源的另外一个最好的用途中的价值时，我们才能说，拥有或抓住生产外套的机会会带来净收益。


  这个观点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一般原则。它为我们在计算社会净收益的同时衡量成本提供了一个标准，对我们的问题1是一个补充。一个投入品的成本是失去将其投入另外可能的最佳用途的机会，即经济学家所谓的机会成本。如果市场运行有效，其他使用者的竞价会确保投入品的价格等于其机会成本，因此，外套是否符合社会需要的问题，将简化为外套的价格是否超过其所有的投入品的成本，即真正的经济利润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必须将吸引资本投入该产业所必需的正常利润计算在内，超过的收益才能视为真正的或纯粹的或超额利润）。


  因此，将林肯那句话中的“货币”换成“利润”也许更合适。我们还应加上“如果有的话”。这一限制很重要。因为在可以自由进入的市场中，急于进入制衣行业的新的进入者会竞相购买投入品，从而抬高投入品价格，或者向市场提供更多的外套，从而降低外套的价格，这样，纯利润就会消失。


  这事实上是老重商主义观点主要的绊脚石，因为他们隐含地假定经济是完全竞争的，不存在超额利润。这样，对美国来说，提供林肯的外套就没有特别的利益。它所使用的资源如果用来生产别的东西，也只能产生同样的价值，因此就不存在重商主义者所谓的采取政策鼓励购买美国外套或阻止购买英格兰外套的理由［无论是对于林肯还是对于格拉德斯通（Gladstone）先生都是如此］。


  对老重商主义政策的预测更糟糕。在边际上，由于生产成本正好等于价格，所以多生产一件外套可能是无关紧要的。推行重商主义的政策，增产1万件外套，收益递减会使生产成本高于价格。从整个美国社会的角度看，这个建议将造成损失。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外套的世界价格下跌，则损失更大。在这些情况下，正如前面所解释的那样，美国社会的总体利益会要求采取反重商主义的、限制出口的政策。


  现在考虑一下新重商主义。新重商主义者对经济世界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关于经济的基本模型，是经济的不完全竞争，或者更具体地讲，存在进入壁垒。受这些壁垒保护的企业，能使价格高于成本，即存在纯利润。因为这可以被看作是该产业中受到限制的位置或空间的稀缺价值，故经济学家称为垄断租金。


  这些利润或租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贸易中关于成本——收益的计算。如果是美国企业而不是外国企业获得这些租金，是符合美国社会的总体利益的。最近很多专业文献中提倡运用贸易政策的文章都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将利润转移到本国，或从外国企业那里转移走。这里有几个例子：（1）如果一个外国企业在美国垄断性的市场上赚取利润，征收关税就多少有点类似于对其利润征税。(8)（2）如果国内和国外企业一起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上竞争，限制进口的政策（如果市场在国内）或促进出口的政策（如果市场在国外）在有些情况下就会增加本国企业的利润，而让外国企业承担损失。(9)（3）如果美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已确立了牢固的垄断地位，外国政府可能试图帮助它们的企业打进世界市场，美国政府可以努力阻止外国的这种企图。这样，由于外国实施贸易政策，美国也有必要采取贸易政策。(10)在每个这样的模型中，社会总体利益的其他方面，尤其是美国消费者付出的代价，可以进入模型，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它，但转移利润的基本思想却没变。其他一些学者只从实证的角度出发，也指出贸易政策可以帮助本国企业和产业，但“规范地”应用他们的结论，认为实行这样的政策是人心所向，则必须依赖于转移利润这个思想。(11)


  由于对市场竞争的性质和程度的假设不同会使得政策含义不同，我们审视新重商主义的逻辑起点就是检查其假设是否与经验相符。问题是：在哪些产业中存在不完全竞争或进入壁垒？它们有多重要？或者说得简单些，租金在哪里？


  实际上，关于转移利润的研究，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纯理论的。世界经济中租金实际上有多么普遍这个问题被严重地忽视了，在将来的研究中应优先考虑。完成这项任务有几个困难。计算真正的经济利润从来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不得不运用集中程度之类的指标来推断潜在的垄断利润。更糟糕的是，我们想知道不存在贸易政策时的情况。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垄断租金都是由于限制贸易造成的。例如，日本汽车产业的利润是由于自愿出口限制（VERs）；中国香港地区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商的租金来自多边纤维协定（MFA）。这些都不是新重商主义所谈论的那种租金，它们是政策本身的产物。我们想知道即使在假设的自由贸易的体制中，世界市场是否还有垄断租金。因为根据新重商主义的观点，正是这些租金是每个国家的政府出于社会总体利益极想获得的。


  我相信，研究会揭示出转移利润的观点只在少数的产业中才显得重要。这里有一些例子和观点支持这一说法。


  汽车产业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汽车产业中运输成本不是重要的障碍，我们可将世界市场看作一个整体。如果根据1982年各公司（将所有跨国公司在各国的分支机构都包括进来）的产量，并按单位计算客车数量，赫芬达尔（Herfindahl）集中度指数低于0.11，竞争程度很高。(12)


  这种简单的计算在很多方面都有缺陷——我们是在一个远非自由贸易的体制下看生产数量的。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客车看作是同质的，应将市场分成小型汽车、豪华汽车等。不过我相信，这些改进不会改变竞争的基本状况。


  在初级产品方面，从国家的角度看，有很多高度集中的例子。1982年美国生产了世界66%的大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在其垄断力量最强的1973年生产了世界54%的原油；南非生产世界75%的铬铁矿。不过，这也和垄断力量无关，至少第一种情况是这样的。大豆市场几乎是完全竞争的。美国可能希望其出口商像卡特尔一样联合行动，抬高世界价格，并通过出口税达到这一目的。但是如前所述，这无论如何都是个反重商主义的政策。一旦一国创造了这样一种垄断地位，其他国家就想转移部分利润。这是“第二轮”新重商主义的结果，而最后的结局通常是政策陷入囚徒困境，这类政策曾被提出作为美国抗衡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对策。


  民用喷气式飞机产业的集中度很高。不过由于少数企业之间的竞争极为激烈，不存在很多的垄断租金。这说明除考察市场结构外，考虑市场行为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该产业在进出口银行的业务中很重要，无须我强调，进行彻底的实证研究，了解其转移利润的潜力，无疑是很重要的。


  最先进的计算机主机市场的集中程度很高，而个人电脑的市场似乎是高度竞争的。如果我们将制药业拆分成各组成部分（就每个部分来说，它们都必须被看作一个市场），制药业存在大量垄断租金，并且是高度集中的。在很多情况下，这就是一种单独的药品。


  一般来说，对任何必须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研究开发，以及只有一个或几个企业获得了成功，并进入生产阶段的项目，我们也许只能看到成功的企业享有巨额的垄断利润。企业若不是看到有可能获得这种报酬，它们是不会投资的。但转移利润的观点一定不要不加鉴别地应用于这类产业。考察一下研究开发及随后生产的整个过程是很重要的，这种分析能使我们看清这些复杂的情况。


  当成功的企业在该产业中确立了巩固的地位以后，其沉没成本就构成了新企业的进入壁垒。不过，在此之前，整个过程通常是可以自由进入的。比如有一个企业，它打算在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投资于研究开发。它投资的预期保险统计价值（actuarial value）是：


  
    成功后的利润×成功的概率–研究开发成本

  


  企业会不断进入，直到保险统计价值减少到零为止。如果它们对成功概率的估计是合理的（即等于成功的企业数量除以进入者的数量），我们就会发现：


  
    成功后的利润×成功企业的数量–研究开发成本×进入者数量=0

  


  整个过程不存在超额利润；成功企业的利润正好与其他企业的损失相当。


  假定美国政府宣布对这一新兴产业中的美国企业实行进口保护或出口鼓励。这会增加美国成功企业可能获得的收益，于是会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虽然最终会有更多的美国企业，但成功企业的背后也会有更多的失败者。这些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得到的租金将为零——也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消耗掉的资源与将其使用于其他可能的最佳机会时会产生同样的价值。美国的这种政策也会减少外国企业可能获得的利益，并阻止一些企业进入。由于所有外国进入者作为一个整体也不能获得租金，那些资源会重新用于其他有同样价值的用途。如果政策过了头，使生产超过了本来就很小的边际规模，它事实上就会以我们前面在“林肯的外套”中讨论过的那种方式损害社会总体的利益。


  当然，如果美国政府在该产业万事俱备后突然采取一种出人意料的转移利润的政策，那么新重商主义的观点就又可以适用了。但是，亚伯拉罕·林肯有一句人所共知的名言，在某种程度上更有道理，它排除了任何系统地运用这类政策的可能性：“你不可能一直使所有的企业感到意外。”该产业会逐渐预期到政策，企业也会相应的作出进入的决策。这就使故事发生了变化，从一个有利润可转移的事后的寡头的故事，变为不存在租金的事前竞争的故事。因此，我认为，即使在一个动态的、研究密集型的、高技术的，并被认为能保持支配地位的产业中，转移利润的观点是否适用，也是有问题的。


  我所概述的研究开发过程的模型，并不是为了做出决定性的结论。如果存在系统风险，就应该考虑风险规避。应该对研究力量强度的选择、争夺领先地位和专利进行分析。于是，就有了与一个大国拥有国家垄断力量情况相似的观点：美国如果让企业共同进行研究开发，并避免有害的相互竞争，美国就可能受益。这一效应又与重商主义的假设相冲突，还不得不考虑所有国内的反托拉斯政策。


  理论家们应该优先考虑沿着这些思路进行研究。尽管已经开始了研究，但和高技术产业许多政策问题的重要性相比仍不相称。(13)由于缺乏更合理的分析，似乎确实存在着将新重商主义的教条误用于这类贸易的危险。


  前面的评论对转移利润观点的范围和重要性提出了疑问，并建议进行实证和理论的分析，以平息这些争端。即使存在一国能通过贸易政策获得租金的情况，我们也要在倡议采取这样的政策之前使其接受两个问题的检验。


  第一个问题是，指出仅仅存在垄断租金还是不够的，政策的作用限于美国企业不能凭自己的行动获取这些租金的情况。新重商主义者通常的回答是，政府能够作出不可反悔的承诺，使本国企业相对于外国企业获得战略性优势，而企业仅靠自己的力量是做不出这样的战略性行动的。(14)据我所知，从未对这些声明的经验有效性进行过检验。答案因产业而异，因而迫切需要一些案例研究以帮助我们理解现实。


  第二个问题是，贸易政策是不是达到转移利润目标的最佳方式。在研究中，这个问题被严重忽视了。只有很少一些人试图在特殊情形下回答这个问题，研究结果大都对贸易政策不利。例如，通过设置价格上限和征收利润汇回税，就能更好地从在本国市场上销售产品的外国垄断者那里获取租金。(15)一般来说，采取补贴的方式能更好地促使企业进入。(16)但在许多情况下，还没有人考虑过贸易政策以外的其他方法，以及这些方法与贸易政策相比孰优孰劣。这显然是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特别是考虑到在竞争经济中，贸易政策一般劣于其他税收或补贴政策，采取贸易政策会产生很不利的结果。(17)


  其他问题


  利润转移论是最近许多贸易政策研究的中心，这就是我花这么多时间详细讨论它的原因。不过还有其他一些观点至少值得提一下。


  失业


  在关于租金的作用的讨论中，我解释到，资源的成本应该用其在最佳的可供选择的用途中的价值来衡量。在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中，资源的价格会等于其机会成本。很多人会争辩说，从这方面看，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就特别糟糕。一个工人如果丢掉目前的工作，那么只能失业。他们认为这种情况非常糟糕。因此，一个可以创造就业机会的计划是非常有益的。


  我们按照大家已经熟悉的模式来审视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问，从实际情况看，他们的假设是否站得住脚？实际上，对于大多数工人来说，除了他们正在做的工作之外，还有很多其他选择。其次，我们要问，这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市场失灵？或者是一些精心制定的反通货膨胀之类的政策发生作用，造成了衰退？如果是后者，虽然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创造就业的政策，但政府的另一个部门会通过造成进一步的通货紧缩对此作出反应，因而使我们的目标难以实现。最后，我们要问，贸易政策是否是创造就业的正确方式？如果美国出口的是高技术、技能或资本密集型的产品，从这方面看，促进出口就是一个糟糕的政策。要对所有这些问题作正确的回答，需要进行仔细的实证研究。


  市场结构


  我早就认为，在很多情况下，进入壁垒和国内市场的垄断化都是限制性贸易政策本身的结果。这类政策通常不是出于对社会总体利益的考虑，而是迫于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压力而制定的。估计一下它们怎样影响社会总体利益是很重要的。


  一条研究路线是理论性的，即研究限制贸易是如何影响国内市场的结构和行为的。截至目前，研究的一般结论是，数量限制对国内竞争的影响特别不利(18)；另一条研究线路是实证性的，研究发现，这些限制所创造的大量租金为国外企业或政府所得(19)在这两个方面都进行了许多研究，并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不过，仍然欢迎继续进行研究，特别是实证方面的研究，以支持这一观点。


  垄断竞争


  许多产业介于竞争和垄断之间，其产品有足够的异质性，从而每个企业都有一定的垄断力量，但进入相当自由，从而消除了垄断租金。这是张伯伦式（Chamberlinian）的垄断竞争的情况。在一些程式化的模型中，贸易的决定因素以及贸易政策的影响都已分析过了。(20)即使不存在租金，也有运用贸易政策的余地，因为它能改变该行业中差异产品的范围。但是，这些模型中的需求公式极为特殊，以至于我们还无法从直觉上认识模型中提出的那种政策。这是理论超前于应用的一个领域，这种不平衡降低了研究的价值。


  政治经济


  到目前为止，我在所有贸易政策的讨论中都假定政策的目标是为社会的总体利益服务的。这是经济学家历来采用的方法。其结果是关于贸易政策的规范性的理论，即根据特定的或理想的标准，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政策的理论。另一种方法是实证性的方法，最近在研究中大受欢迎。(21)这种方法试图理解，在一个社会中有着受不同特殊利益驱使的个人或集团，他们在制定政策的政治过程中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由此产生的贸易政策是什么，或将是什么。


  那些在现实世界中影响贸易政策决策的人可能不相信这一观点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很重要的。政治家们作出承诺，其目的是吸引重要的处于边际上的州或选区的选民。游说者使用资源以说服或影响立法者。是这些政治市场，而不是相互隔离的使某些公认的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的计算机，决定实际上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一机制的一些研究早就过时了，最近的发展将大受欢迎。几个重要的见解都来自这里。让我提一下几个基本的见解，它们促使我思考这方面的研究下一步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


  第一，政治过程被视为对集中的集团有利，而对分散的集团不利。这是因为，前者中的每一个成员比后者中的每一个成员更处于利害攸关之中，也是因为团结紧密的集团能更好地克服“搭便车”问题，并获得用于投票和游说活动所必需的资源。因此，生产者或一个产业中有组织的工人，一般会比普通的消费者更受偏爱。


  第二，我们发现既有产业的获胜是以新兴产业的损失为代价的。在政治计算方面，那些面临减产的既有产业的大量工人和所有者的损失，比选民或游说者数量不够多或不够强大的产业的预期未来收益似乎更重要。


  第三，我们发现采纳的政策措施是间接的和不透明的。例如，关税和补贴相比，政府通常采用关税；关税和自愿出口限制相比，政府通常采用自愿出口限制。这是由于这类措施的受损集团未能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因果关系，因而未能有效地加以反对。但这类间接的和不透明的政策恰恰是对社会总体利益最有害的。


  尽管这些描述是真实的，但并不吸引人。政府采取的政策是很没有效率的，对大多数消费者来说代价高昂，对新兴的、有活力的产业的健康发展不利。不同的利益集团很可能陷入囚徒困境——每一方都想利用现行体制为自己牟利，而各方都可能从一个不太容易被利用的、更有效的体制中获益，这种体制能带来更多的产出供各方共享。经济学家能为改善这种状况做些什么呢？


  一种可能性在于将实证与规范结合起来。从实证的角度看，现行的制定政策的政治和法律结构，可能是所能达到的最好的。但运用规范的分析则发现，仍有可能对现行结构进行改革或设计一个截然不同的体制。经济学家因此要问，能否设计这样一个结构，它较少受制于集中的或既有的集团，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总体利益，包括下一代人的利益呢？这类全面改革的机会不会经常出现，但可以将最近对税收改革、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管理等的呼吁联合起来并进一步发展，使人们开始思考如何进行大规模的变革。这将是建立一个更好的结构的时候，经济学家们可以在这方面做好思想准备，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即使在现行体制下，经济学家也可以为处于劣势的集团（消费者、新兴产业、未来）奔走呼吁，因为它们仅靠自己的力量还做不到这一点。在过去几年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以其出色的能力和独特的方式扮演着这一角色。(22)一些人对保护主义以及其他服务于特殊利益集团的政策（如欧洲共同农业政策）的代价进行了计算，他们的工作令人难忘，也很有益处。(23)这些工作应该继续下去，它们积累的力量肯定会对政治过程产生有益的影响。


  国际政策的相互作用贸易


  政策研究的主要方式，是分析一国政府的决策，而将其他国家政府的决策视为给定。实际上，两个或多个政府的政策选择会以很多方式相互作用。最明显的例子是《关贸总协定》下由数轮谈判组成的联合决策过程。说得更细致一点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在评价其政策选择时，必须考虑其他国家可能作出的反应和报复。也有一些进口限制得到了出口国的默许，有时甚至是明确同意。《多边纤维协定》和自愿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s）对日本汽车的自愿出口限制，就是这类情况的例子。对这种政策相互作用的过程进行分析，使得我们能够解释并预测其结果，这是在将来的研究中要更加注意的一类重要问题。


  这些问题恰好是博弈论研究的范围。这一理论多年来在讨价还价和谈判方面提出了一些有用的见解。囚徒困境的问题是众所周知的，其可能的解答业已开始被人们所理解。一般来讲，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表明讨价还价如何有可能以一个无效的结局而告终。该理论揭示出有可能通过合作带来效率，分享收益，这个问题在纳什讨价还价的解中很重要(24)不过，这些理论过于简单抽象，还无法适当地处理非常复杂的实际谈判过程。更有用和更富于洞察力的是谢林（Schelling）的“战略性行动”（如威胁和承诺）的思想，以及如何可以使这些战略性行动变得可信，从而改变其他人的行为，使其对自己有利。(25)最近，雷法（Raiffa）将这些理论方法、在“试验”环境中进行的讨价还价试验的结果，以及一些案例研究的观察结果汇总到一起，形成了一个折中的方法，该方法为贸易谈判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有趣的看法。(26)我将简要地提及两个更加值得注意的突出问题。


  囚徒困境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如果两个大国或集团都想限制贸易以抬高出口品价格，压低进口品价格，结果可能是双方都不能获得价格优势，贸易也受到过度限制。继约翰逊（Johnson）在这方面的经典文章之后，其他人更详细地考察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如何才能从困境中摆脱出来。(27)由于每一方即使在答应不限制贸易后仍有激励政策限制贸易，问题就是如何使他们在协议中彼此向对方作出的承诺变得可信。如果他们的关系无限延续下去，诚实的声誉就可以发挥作用，采用以牙还牙之类的战略可以制止行骗的企图。但是，贸易政策也有多种形式，存在将行骗手段变为某种不易为人发觉的形式的危险，例如不采取关税的形式，而采用健康标准或海关规则的形式。有人相信，在持续几轮的《关贸总协定》谈判中达成削减关税的协议后，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还需要进行实证和理论研究以解决这一难题。


  如果两个或多个国家同时采取新重商主义的转移利润的政策，也会产生类似的困境。尽管重商主义者已经认识到这种可能性，但尚未考察过实际上它究竟有多重要。我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更难摆脱这种困境（因为进口限制会使各国的市场变得更加垄断），也更难以避免陷入这种困境（因为出口补贴被更加巧妙地伪装起来，这增加了各国不信守协议的可能性）。


  威胁


  许多贸易政策的行动受到明显或隐蔽的威胁的影响，即如果本国不采取这种行动，对其他某国或某些国家会采取什么行动的预期。然而，对这些威胁及其效果进行系统的经济分析还刚刚开始，大家对政策的讨论通常对此也混淆不清。(28)


  最常见的错误是不能区分反应和威慑。假设美国在商用飞机市场上占主导地位，欧洲企业是新的进入者。一旦欧洲企业进入，如果美国再对企业给予补贴，使其发动一场代价高昂的价格战，这通常是一个糟糕的政策。但在此之前，美国完全有理由要作出威胁这样的反应，其目的是使欧洲企业害怕出现这种结果，因而阻止它们进入，保住美国企业的利润。事实上，重商主义者和“公平竞争”观点的支持者通常建议事后作出反应，尽管这并不符合社会的总体利益；而支持自由贸易的人又不能认识到威胁确实能在事前起到威慑作用。


  关键问题当然是当对方认识到如果将威胁付诸实践，当那种行动也不能威胁一方的利益所在时，如何使威胁变得可信。谢林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如下思想：（1）事先作出不可反悔的承诺，使威胁自动实施。（2）设法获得一个强硬甚至不理性的名声。（3）对不实施威胁安排足够严厉的惩罚，因此改变事后的激励。检查一下在贸易谈判中这些手段起过什么作用或可以起什么作用是很有趣的。我们有理由怀疑美国的决策过程不适于作出不可反悔的承诺，或博得一个始终如一的声誉。因此，研究如何重新设计决策过程是有用的。


  关于威胁还有其他一些有趣之处：（1）从原则上讲，威胁可以和受到威慑的行动完全无关。因此，贸易政策的一个行动可能由于一个联合反对的威胁而未敢付诸实践，这意味着结果可能对谈判过程的选择很敏感。各方就此问题的分歧可能很大，因而甚至可能很难开始谈判过程。（2）威胁可以是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威胁要采取某种行动；给对方施加足够大和十分可信的风险，而不是一定要将威胁付诸实践。谢林将其称为“边缘政策”（brinkmanship），并研究了它是否有用。就美国贸易谈判来说，看来国会就可以作出此类威胁。（3）有一些威胁可以阻止对方采取某种行动，另一些威胁则可以强迫对方采取某种行动。这两种方式的威胁发挥作用的方式多少有些不同。一般来讲，强迫式的威胁一定要规定一个最后期限，通常还伴以某种持续的惩罚，直到强制力发生作用。阻止式的威胁可以是被动的：除非发生了侵略行为，否则就备而不用。例如，当一国正试图使他国的贸易体制自由化时，这种区别就变得很重要。


  显然，所有这些问题在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中都十分重要。现在迫切需要更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以及对过去谈判过程的案例研究。


  最后，考虑一下，将各国贸易政策的实证或政治——经济的观点与国际谈判的问题结合起来会得出什么结论。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讨价还价博弈中，每个国家不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参与者，而是由许多有某种利益冲突的集团组成的联盟。现在，国家内部的政治机制对国家之间的博弈的方式和结果发生影响。此类考虑已被发现在许多政治谈判中至关重要。(29)这一点对贸易政策肯定也成立，但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还没有触及这些问题。


  结论


  本文多少有点像是在贸易政策研究这座城市中进行的一次非同寻常的观光旅游。我作为导游的任务，不是像一般导游那样自豪地告诉大家美丽的中世纪教堂，并赞美光彩夺目的新文化中心；相反，我不得不关注贫民区，以及勇敢的新建筑师设计的大而不当的工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认为将来的研究应该建立在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并进行更好的设计。这类评论散布于整个旅程。将那些最重要的评论收集起来，汇总成一个简短的日程表是很有用的。


  1. 转移利润观点的有效性。这一观点是新兴的新重商主义的奠基石。我认为这座大厦并非建立在经验的基石之上，其有效性仅限于一些特定的产业，可能包括民用喷气式飞机。我认为，要对国际竞争中的一大批产业的结构和行为建立模型并进行预测，这对研究这些问题是很重要的。我还认为，在建立研究开发过程的模型时要特别小心，以揭示出一个潜在的可以自由进入阶段的竞争。


  即使在利润转移被证明是很重要的产业，也只有当没有其他更好的可行的政策时，才有理由采用贸易政策。这种对政策的优先使用顺序的研究，与对完全竞争情况的研究相仿，是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


  2. 政策机制的设计。贸易政策的政策经济研究表明，机制偏向于既有产业中集中的特殊利益集团，而忽视分散的消费者集团和新兴产业。这对社会的总体利益是十分有害的，而且从长期看，对每个人都是不利的。因此，最重要的是规范性研究应该集中于设计一个不太容易为特殊利益集团利用的政策制定过程；同时，经济学家要做社会总体利益最有力的支持者，为社会提供有用的服务。


  3. 国际谈判中的战略。博弈论中的一些观点已被富有成效地应用于政治谈判和军事谈判，以及通常的战略性思考。在国际贸易政策中也存在类似的潜力。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在美国制定贸易政策（例如，避免将反应和威慑混为一谈，以及使承诺或威胁变得可信），以及几轮多边谈判（例如，通过设计方案避免或克服囚徒困境）中都会有所帮助。


  城市更新被定义为破旧立新的过程。如果继续使用我的有导游的旅游的比喻，则该领域将来的研究看来不容乐观。不过，这座城市确实有美丽的中世纪教堂。那种认为自由贸易能促进社会的总体利益，偏离自由贸易是受不同的特殊利益集团影响的思想就属于此类。在我看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基本见解仍然成立，并且适用于世界贸易的绝大部分领域，尽管新重商主义试图废除它。总而言之，我将以个人的名义请求，在贸易政策研究中，那些主张更新的建筑家们不要只热衷于激进的新设计，要保留一些老式建筑的风采。


  作者感谢Wilfred Ethier、Gene Grossman和Jean Baldwin等人对本文草稿所作的有益的讨论和评论。作者欢迎对本文继续提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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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参见Morton D. Davis，Game Theory: A Nontechnical Introduc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3），第108~191页；Robert Axelrold，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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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参见迪克西特和凯尔，“Use of Protection and Subsidies”。


  (17) 参见Jagdish Bhagwati，“The Generalized Theory of Distortions and Welfare”，inTrade，Balance of Payments and Growth（Amsterdam：North-Holland，1971）。他对此有一个权威性的论断。


  (18) 参见Kala Krishna，“Trade Restrictions as Facilitating Practices”，Princeton University Woodrow Wilson School Discussion Paper in Economics No. 55，1984年2月，以及Yoshiyasu Ono，“Profitability of Export Restrai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6（1984年5月），第335~343页。


  (19) 关于多边纤维协定，参见Carl Hamilton，“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 on Clothing from Asia：Price Effects，Rent Incomes and Trade Barrier Formation”，Stockholm：IIES Seminar Paper No. 276，1984年4月。对于汽车自愿出口限制，参见“The Irony and Impact of Auto Quotas”，New York Times，1984年4月8日。）


  (20) 对于在垄断竞争情况下贸易的决定因素和影响的一个详细的论述，参见Elhanan Helpman和Paul Krugman，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Cambridge，Mass. ：MIT Press，1985），第6~9章。关于关税政策的模型包括Anthony Venables，“Optimal Tariffs for Trade in Monopolitically Competitive Commoditi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2：2（1982），第225~241页，以及Kelvin Lancaster，“Protection and Product Differentiation”，in Kierzkowski，ed.，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21) 参见Import Competition and Response，J. Bhagwati，ed.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其中的第8~10章，和David C. Colander，ed.，Neo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Cambridge， Mass.：Ballinger，1984）。


  (22) 参见他的Capitalism and Freedo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一书中关于国际贸易的一章，以及Free to Choose（New York：Harcourt，Brace，Jovanovich，1980）一书的有关章节。


  (23) 例如，Stephen P. Magee，“The Welfare Effects of Restrictions on U. S. Trade”，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72：3），第666~673页，以及C. N. Morris，“The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Fiscal Studies 1（March 1980），第17~35页。


  (24) 对于博弈论的一个正式的介绍，参见Martin Shubik，Game Theory in the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Mass. ：MIT Press，1982）。


  (25) 参见托马斯·谢林，The Strategy of Conflic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特别是第2章和第5章。


  (26) 参见霍华德·雷法，The Art and Science of Negotiation（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对这一领域的一个更详细的研究计划，可以参见阿维纳什·迪克西特和吉恩·格罗斯曼，“On the Analytics of Agreed Protection”，1984年8月。这是为世界银行准备的报告。


  (27) 参见哈里·约翰逊，“Optimum Tariffs and Retaliation”，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1∶2（1953），第142~153页。对一些最近的文献，参见Wolfgang Mayer，“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on Negotiated Tariff Settlements”，Oxford Economic Papers，33（February 1981），第135~153页和Raymond Riezman，“Tariff Retaliation from a Strategic Viewpoint”，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48（January 1982），第583~593页。


  (28) 对这类威胁在阻止外国企业进入方面发挥的作用的讨论，可以参见迪克西特和凯尔，“Use of Protection and Subsidies”。


  (29) 参见Graham Allison的Essence of Decision：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Boston：Little，Brown，1971），以及雷法在第12章“Art and Science of Negotiation”中对巴拿马运河谈判的案例研究。


  译后记


  克鲁格曼主编的这本《战略性贸易与国际经济》初版于1986年。这本书虽然是一次研讨会的论文集，但讨论的问题及其影响却非常重要。正像克鲁格曼在导论中所写的，本论文集讨论的是“贸易政策的新思路”，目的是“促进最具有创新精神的思想家和深思熟虑的实干家们之间的交流”。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行业内贸易和发达国家之间贸易的迅速增长，出现了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国际贸易新理论。与此相适应，出现了一系列被认为有利于本国经济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实践中，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通过补贴或保护等手段对高科技产业实行扶持政策，并由此在美国引发了一场关于美国是否也应该对自己的目标产业进行扶持的争论。本论文集中的不少文章检验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结果，从实证角度指出了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困难。这种困难不仅来自信息的局限性和政策的有效性，还来自政治力量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尽管理论目标是促进本国产业的竞争力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但实施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将这本论文集翻译成中文的愿望始于1995年。当时东亚经济仍如日中天，欣欣向荣。而日本、韩国的发展模式备受国内一些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的青睐，他们认为日本和韩国的汽车和家电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的产业政策，因而极力主张中国向韩国学习，希望能在政府的支持下建立大型企业集团，发展中国的一些支柱产业。毋庸置疑，我们有迅速发展经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良好愿望，但通过什么政策实现这种愿望是需要认真考虑的。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能否真正达到我们的目的很值得研究。为此，我推荐了这本论文集。在本论文集中，我们不仅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什么是国际贸易新理论，什么是战略性贸易政策，还可以吸取各国实行这些政策的经验教训。无论对经济学家还是对实际政策制定者来说，这些论文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在经历了东南亚经济危机之后，我们更觉得此书值得一读。


  此书的翻译工作是我和社科院的一些研究生一起完成的。当时我正在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国际经济学，我的翻译计划得到了班上学生的大力支持。具体参加翻译的有韩廷春、张晓晶、孙涛、牛南洁、何俊和左传长。目前他们都已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各个岗位上的学术骨干。本书后期的校译工作还得到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张兆杰的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译文中可能出现的错误或词不达意之处则当由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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